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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開月球與火星的驚天秘密
在《黑暗任務》第一版發行兩年之後，又有許多新的消息浮出水面，這進一步證實了我們在第一部書中所述事例的真實性，同時也表明：儘管美國主流媒體大多對《黑暗任務》一書視而不見，但其政治影響力卻不可小覷。
作者的話
為了敍事清晰明瞭，筆者採用第三人稱。本書所描述的事件，多發生於80年代至90年代初。但是我們開始共事是在1998年，此前，也就是這些事情發生的時候還未曾有過合作。因此，為了使讀者能夠清楚到底是誰，在什麼時候，做了什麼事情，我們在本書中使用了“ 霍格蘭 做了什麼， 霍格蘭 發現了什麼”之類的語句。但是多數情況下，在描述1998年後的事件時，本書都採用了“筆者”或者“我們”這樣的字眼，以表明該時間是我們共同參與的。這種方式雖然可能會使讀者感到困惑，但它的確是最為妥當的解決辦法。
 真相大白   麥克巴拉
 在《黑暗任務》第一版發行兩年之後，又有許多新的消息浮出水面，這進一步證實了我們在第一部書中所述事例的真實性，同時也表明：儘管美國主流媒體大多對《黑暗任務》一書視而不見，但其政治影響力卻不可小覷。
一個名叫“航太評論”（The Space Review.com）的航空航太網站對霍格蘭（我的合作者）進行過幾次人身攻擊，美國全國廣播公司（National Broadcasting Company，即NBC）新聞頻道的詹姆斯奧伯格（James Oberg）也對肯約翰斯頓（Ken Johnston）博士橫加指責，稱其行為不端。然而除此以外，各家媒體對《黑暗任務》一書基本上都保持了緘默的態度。“航太評論”網站上的那篇熱門文章的作者名叫德威恩A戴伊（Dwayne A.Day），是個恬不知恥的受雇寫手。同奧伯格一樣，從簡歷上看，他與NASA關係甚密，似乎也是其中的某位新聞官員。他發表的一些言論荒謬至極，竟說“理查頗受老年女人的喜歡， 妻妾成群 ，在一處 大宅 裏與她們同居”。我個人可以證明，理查同他的女友，羅賓法爾科夫（Robin Falkov）博士，在阿爾伯克爾基的家中居住已有10年之久，生活亦是無憂無慮，所以德威恩那些言論的出處實在是不得而知。
約翰斯頓博士是噴氣推進實驗室（Jet Propulsion Laboratory，即JPL）太陽系研究負責人，但是他甚至沒有領取過一分錢的報酬。奧伯格卻要從中作梗，妄圖使他遭到解雇，然而，這也並沒能引起媒體精英們的興趣。我們曾經聘用過一名公關人員，專門負責安排媒體採訪，但是4個月後她便辭職了。如她所說，本以為是一份得心應手的工作，卻遭到了如此這般空前巨大的阻力。理查在90年代初時參加過拉裏金（Larry King）在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able News Network，即CNN）的脫口秀節目。拉裏金對理查的印象不錯，並將其當作一名“貴客”。我們同拉裏金本人也曾有過幾次關於參加節目的對話，但是本來安排好的採訪節目卻遭到節目出品人的阻撓，最終成了泡影，當然也沒有任何人對此做出解釋。令人不解的是，拉裏金最近也做過不少關於2008年間發生的種種事件的專題節目，例如目擊不明飛行物、奇怪的足印之類。無獨有偶，《人物》（People）雜誌的一名寫手特意以此所做的一篇專題，但在即將發表時也遭到了“槍斃”。
如此種種，不一而足。
不過，還是有幾家不信邪的媒體，執意要碰這燙手山芋，要我們參加他們的節目。熱門廣播節目《覆蓋全美》（Coast to Coast）的主播喬治努利（George Noory）在許多期節目中都曾力邀我和理查參加，這對《黑暗任務》原本平平的銷量來說，無疑是一劑強心針。鄧尼斯米勒（Dennis Miller）給了理查一個小時的節目時間，評論也中肯大度。廣播節目《精神真理》（Spiritual Truth）的瑪格麗特溫特（MargaretWendt）、喬爾馬丁（Joel Martin）以及其他幾家廣播節目也極力聲援。但除此以外，支援的聲音的確不多。
當然，正如理查所說，這些一貫持懷疑態度的人們一直在千方百計地詆毀我們，詆毀《黑暗任務》一書，並且樂此不疲。亞馬遜（Amazon.com）網站上有數不清的一星級評論，但是顯然，發表這些評論的人們根本就不曾讀過這本書。這其中還包括NASA/JPL的科學家傑佛瑞A蘭迪斯（Geoffrey A.Landis），他甚至都沒注意到自己的名字在書中被屢次提及。一位自稱為“福爾加內利教授”（Professor Fulcaneli）的匿名評論者對這本書大加攻擊，故意曲解書中內容，甚至捏造謊言，對我們橫加指責，最後竟然將我們比作納粹的支持者。
因此，當俄羅斯的媒體們對《黑暗任務》表現出極大興趣時，我們反倒感覺有些吃驚。理查和肯約翰斯頓在華盛頓特區的全國新聞俱樂部（National Press Club）召開記者會之後，關注度更是高漲。多家俄羅斯媒體派出大批記者，他們從莫斯科趕來，在多個場合下對理查和約翰斯頓進行採訪，涉及的內容十分廣泛。
另外，羅伯特O迪安（Robert ODean）軍士長告訴我，在2008年海灣地區UFO博覽會上，他複印了幾分書稿交給五角大樓的高級官員，而他們也欣然接受。我對此也感到非常高興，因為這一個別事件恰好印證了理查長期以來的情報資源，他承認，曾經買下70份《黑暗任務》的複印本，並交給美國情報機關、軍隊、空間技術團體的同僚們以及俄羅斯政府的聯絡人。
不出所料，在本書發行的前幾年，事情可並非這麼簡單。2008年，自稱為“糟糕的天文學家”（Bad Astronomer）的菲爾普賴特（Phil Plait）博士展示了一張火星探測器拍攝的圖片，大家都覺得，圖片中拍攝到的物體好似一座人像。當時，這在公眾中引起了軒然大波，在媒體界造成了不小地震動。儘管菲爾博士對此極力否認，但人們卻對這座“人像”，和這張勇氣號漫遊車（Spirit rover，又譯精神號探測車）發回的圖片越來越感興趣。
在那以後，許多支援多維物理理論的論文相繼發表（《黑暗任務》的第二章中對此理論也有介紹），2867號小行星史坦斯（Steins）和火衛一（Phobos）的新圖片也隨之亮相。兩個資料集為我們所述的事例提供了全新的佐證，兩處地點的圖片更是清晰無誤地顯示出人工建造的痕跡。在即將出版的《黑暗任務II 秘密空間計畫》（Dark Mission II-The Secret Space Program）一書中，我們將會對這些新的進展進行全面介紹。
在《黑暗任務》一書中，很多關鍵點都是由我們首次提出的，而對於這些要點，我們還進行了進一步的研究。我們回顧並重新展開研究的一點是並不為人所知的“聖餐儀式”（Communion ceremony）。巴茲奧爾德林在跨出歷史性的一步之前，在登月艙“鷹”中就進行過這個儀式。我們在第一版中也有過敍述，此時，月球和天狼星恰好連成一線，這是一個重要的天文現象。天狼星是埃及女神伊西斯（Isis）的化身，當時它正從“平靜地面”（Tranquility Base）的降落平臺上，以19.5°角升起。最終，我們依據這一發現建立起了“儀式進行時的行星排列模型”，並且斷定，NASA後來還有一些重大的任務計畫，可能是關於與恒星、行星的位置以及多處降落場等其他一些事件。我在接下來的研究中發現的一些新資訊使這種神秘感愈發強烈。
根據奧爾德林的自傳《地球來的人》（Men from Earth）一書所述，聖餐儀式是在“登月艙中，我們用餐前的幾分鐘空閒時間裏”進
的，所以在《黑暗任務》中，我們推測，這個儀式正巧發生在“鷹”降落在月球表面33分鐘之後，而在這樣重要的任務中，居然發生了一分鐘的信號中斷，這實在讓人費解（這33分鐘的時間顯然非常重要，本書在第五章中有相關介紹）。在尼爾阿姆斯壯（Neil Armstrong）2005年授權的自傳《第一人》（The First Man）中，也有過關於這個儀式的描述，但是提到的時間卻有所不同。
在阿姆斯壯的描述中，這一儀式實際上是在33分鐘時通訊中斷幾個小時之後才開始進行的。那時，阿姆斯壯和奧爾德林已經整裝待發，準備走出登月艙，開始人類歷史上第一次登月之旅。《第一人》一書中也引用了阿姆斯壯對儀式開始那一刻的描述。在掌握了這些資訊以後，我便試圖到《阿波羅登月日誌》（Apollo Lunar Surface Journal）中尋找能夠準確印證這些說法的對話內容。結果卻令人失望，《日誌》中這一對話的任務耗時（Mission Elapse Time，即MET）是以任務總小時數計算的，而阿姆斯壯的書中是以天數和小時數一同呈現的。但是，在反復檢查之後，我還是能夠將這兩個時間準確地聯繫起來。
在任務耗時105：25：38，即降落後3小時41分（大約是協調世界時[UTC-Coodrdinated Universal Time]1969年7月20日23時59分）時，發生了如下的對話：
 奧爾德林：“收到。我是登月艙宇航員，我想借此機會，讓每個人傾聽，無論是誰，無論在哪里，我都希望他們能稍息片刻，對於過去幾個小時裏的事情進行深思，以自己的方式表達感激。就是這樣。”
 在奧爾德林這番話之後，信號中斷了9分鐘，在這段時間裏，他進行了聖餐儀式，幾位宇航員用過餐之後，開始進行艙外活動。
還有一個不可忽視的問題：在當時究竟有沒有發生幾顆星連成一條線的現象？由於這種現象具有重要的象徵意義，而且在降落後33分鐘那一刻發生信號中斷時，的確有過這種現象。
所以說，答案是肯定的。
在奧爾德林進行儀式時，天狼星正處在著陸點上方高度角19.5°位置，這一資料非常重要，而在協調世界時23時59分時，它卻偏離了這個角度。然而，正在這時，或許僅僅是幾秒鐘之後，被稱為“獅子之心”（也是獅子座中最亮的的一顆星）的軒轅十四（Regulus，在行星排列模型中比較重要的僅有幾顆星，軒轅十四就是其中之一），卻從著陸點地平面下19.5°角升起（圖R-1）。
但是我們也不能誇大這一發現的重要性。如果當時根本沒有幾顆星連成一條線的現象，那麼整個行星排列模型就會成為無稽之談。不過還好，我們找到的這顆重要的星星，而且其出現位置也正與我們的預測相符。
在古埃及宗教中，獅子座所象徵的荷魯斯（Horus）是伊西斯和奧西裏斯（Osiris）之子（第五章中也有相關敍述）。在古埃及神話中，此人身材高大，與其父母相差無幾，後來父親為他人所殺，荷魯斯也報了殺父之仇。這幾位古埃及的神靈在NASA的神話中反復出現。我們認為，對於排列模型來說，在獅子座的各星中只有軒轅十四比較重要。如果這樣的排列只巧合，倒是更容易使人信服，而讀者在看過第五章中講到的其他相似排列之後，也會這樣認為。我們常常提及古埃及的宇宙學，但浩瀚的宇宙中，僅有五顆星有此意義：獵戶座（象徵著奧西裏斯）的三顆腰帶星，天狼星（象徵著伊西斯），以及獅子座的軒轅十四（象徵著荷魯斯）。只有五處恒星高度角形成的窄帶（地平線上/下19.5°，地平線上/下33°，以及地平線本身）有重要意義。如果不是出於天文學的原因，大概就不會再有人關注這個神秘的儀式了。
於是就有了兩種猜測：飛船降落33分鐘後有進行了一次秘密的儀式（很可能是共濟會的儀式），3小時41分鐘後，又舉行了一次公開的儀式；或是像阿姆斯壯和奧爾德林公開承認的那樣，只有一次儀式。不過，真實情況究竟如何已經無關緊要。由於在33分鐘那一刻，天狼星（伊西斯）處在著陸點上方19.5°，其後出現的軒轅十四（荷魯斯）在地平線下19.5°角。所以無論是哪一種情況，都與我們的模型相契合。
同時我們還注意到一點：奧爾德林將一件用於共濟會秘密儀式的“蘇格蘭儀式33°”圍裙帶上了月球。這樣的衣袍只有一個用處：在莊嚴神秘的共濟會儀式上穿著。他本該盡心盡力做好飛船上的事，卻將這件圍裙帶去了23萬9000公里外的月球，如果不是為了宗教儀式之用，又會是為了什麼？如果說他將這些宗教物品一路帶到月球，卻從未從個人儲物箱中取出，也是根本不可能的。
 
在這個新發現之前，我們已經有理由懷疑，在登月艙降落後33分鐘時，發生了某些極具象徵意義的事情。然而問題仍然懸而未決：奧爾德林和阿姆斯壯真的能從登月艙裏看到天狼星嗎？如果不知道登月艙在月面上的準確朝向，奧爾德林能否進行過必要的測量，以確定聖餐儀式的準確時間？我們不敢肯定。如果真的如此，奧爾德林那時就通過月面上的一系列讀數來確定他們的絕對方位。從理論上講，他們也可以測算一下，是否有天狼星以外的其他恒星也連成一線？但是，當時的導航電腦還比較落後，這種測算會讓這一過程變得更加複雜，也增加了許多不確定的因素。
在翻閱這些記錄的時候，我欣喜地看到，有些描述中的對話發生時間，正巧與我們的猜測相符，奧爾德林正在進行共濟會儀式的時間，也就是登月艙“鷹”降落在月面後33分鐘時。他們的對話如下：
 103：22：30 阿姆斯壯：飛船降落在月球表面上，從窗外望去，我們看不到一顆星星；但頭頂的天窗外，地球清晰可見。它是個巨大的球體，明亮又美麗。奧爾德林正用望遠鏡觀測一些行星。
103：22：54 杜克：收到。“平靜地面”。明白。景色一定不錯。完畢。
 阿姆斯壯在對話中所說的“光學器件”（optics）指的是“校準光學望遠鏡”（Alignment Optical Telescope，即AOT），它可以根據登月艙和兩個特定恒星的相對位置確定其方位。在阿波羅制導電腦上輸入兩個以上恒星的相對位置並進行計算，即可確定其準確的軸向方位。但是，在這份記錄前面的內容中，奧爾德林暗示了AOT的真正用途：
 103：15：01 奧爾德林：休士頓，“平靜地面”已準備好，通過AGS 系統，與PGNS系統和月球對齊。完畢。
103：15：09杜克：準備(停頓)“平靜地面”，休士頓。通過AGS系統PGNS 系統對齊，再與月球對齊。完畢。
103：15：26奧爾德林：收到，明白。
 PGNS，即人們常說的“pings”，是指“主要制導導航與控制系統”(Primary Guidance Navigation and Control System)。AGS指“中斷飛行制導系統”(Abort Guidance System)，在主導航電腦運轉出現問題時，它可作為備用系統連接至任務艙。阿波羅11號的任務清單規定，執行任務期間必須不斷校準AGS系統，以便負責任務控制的指導工程師能夠在時間流逝時更準確地獲知飛船的準確位置和朝向。
NASA官方的說法是：這種設備並非是用來確定飛船的準確位置的，而僅僅是用於確定其朝向。但是在1969年的一份NASA記述彙報中，奧爾德林對這種說法提出了異議。
 奧爾德林：“當時的想法是，先找到重力方向，然後校準兩顆星的位置，連成一條線，之後觀察它們之間的轉矩角，從上次連線之後偏離了多少。通過最初的重力校準，和後來的雙星校準，就能獲知降落地的新位置。”
 換句話說，奧爾德林當時正在試著校準制導系統，以獲得登月艙“鷹”在月面的的朝向和位置。不過，如果他的“真正任務”是要確定共濟會儀式的準確時間，那麼這些工作就顯得過於緊急了。不論我們談的是假想的“降落後33分鐘”，還是公諸於眾的4個小時後的聖餐儀式，情況都是一樣的。
在那份技術彙報中，奧爾德林接著詳細解釋了他進行較准的過程：
 奧爾德林：“我本想如果能直接在前方降落（而不是向左偏離了13°），我就會在左方的6號制動器使用參宿七（Rigel）定位，而在右邊的制動器使用五車二（Capella）定位。這偏離的13度角導致五車二移出了右後方制動器的範圍，但參宿七仍然情況良好。這是我最初採用的辦法。後來我又用導航器，在右後方的4號制動器上來定位，結果也不甚理想。希望有些渺茫，所以我花費的時間比預想的長了一些。”
 奧爾德林進行測算，並校準慣性測量裝置時，使用的星圖如下（圖R-2）：
如果真如奧爾德林所說，那麼從其中一台定位器看來，參宿七（即獵戶座 星）“情況正常”，要秘密將天狼星換用作校準星，其實並不難。參宿七是獵戶座（象徵奧西裏斯）中最亮的一顆，同天狼星的距離僅為赤經1°左右。但天狼星比參宿七要明亮得多，兩者的目視星等分別為-1.60和0.30。這意味著，如果奧爾德林能看見參宿七的話，他肯定能看見天狼星。事實上，由於天狼新的亮度是參宿七亮度的6倍，所以天狼星的觀測要更加容易。而奧爾德林也說，在月面觀測星球的時候，相對亮度確實是一個重要因素（圖R-3）。
毫無疑問，奧爾德林可以使用校準光學望遠鏡和導航電腦來測算“鷹”號登月艙在月面的確切位置（以及進行兩次儀式的最佳時間），並且現在看來，這一操作簡直輕而易舉。記錄上清楚地顯示，當天狼星經過著陸點上方19.5°時，奧爾德林正在使用較准光學望遠鏡來觀測它的距離。他在月面上看到的天狼星，一定是罕見地美麗
 在過去幾年裏，我們逐步發現了一些新證據。此外，在《黑暗任務》一書中曾提到過，過去親歷過這段歷史的人們也做出了一些回應。2008年10月，我受邀參觀在好萊塢舉辦的LR哈伯德（L.Ron Hubbard）生命展，同幾位科學論派（Church of Scientology）的成員見了面。他們對書中講到哈伯德和噴氣推進實驗室的傑克帕森斯（Jack Parsons）的內容不甚滿意，認為描述中有諸多錯誤，並其一直在力圖澄清。
但是科學論派的成員們卻對在《黑暗任務》一書中使用的幾處材料表示不甚贊同。因為這些材料中提到：這一學派的教義，並非是基於阿萊斯特克勞利的泰勒瑪（Thelemic）密教信仰。而就我對於科學論派活動的有限知識來看，他們理應受到這樣的懷疑。除此以外，書中其他的內容比這一論點更為重要。
科學論派的人們說，哈伯德並不願意參與帕森斯的行動，相反，在東方神殿教（Ordo Templi Orientis，簡稱OTO）裏，他扮演的多是進行破壞性活動的角色。科學論派稱（：哈伯德曾被派去滲透、破壞傑克帕森斯當時在桔林大道（Orange Grove Avenue）1003號舉行的活動在第五章裏也有相關敍述）。雖然我不能完全贊同這一說法，但看了科學論派給我的材料以後，我便開始傾向於這種解釋。但無論如何，以下的這些事實是確鑿的：
 
科學教派也聲稱，哈伯德是美國海軍的情報人員，至少在他的職業履歷中有相關記錄。
人們認為哈伯德與帕森斯之間有所來往，並且在滲入OTO的那段時期，他仍然在美國海軍服役。
對於這種行動來說，哈伯德絕對是最合適的人選。
因為哈伯德的行動，帕薩迪納（Pasadena）的OTO總部的確幾年來屢遭破壞。
哈伯德的存在給OTO造成了一定影響，並且OTO至今仍然沒有從其對帕森斯造成的破壞中恢復過來。
 
根據海軍方面的資料，自1941年7月起，哈伯德受指派開展情報工作。然而他的部隊履歷上顯示，在他與帕森斯來往甚密的那段時間裏，接受的情報任務並不多。理論上，在帕薩迪納呆了一段時間後，直到1950年10月，他都應該忙於情報工作，也仍是預備役隊伍的一員。在情報人員的圈子裏，有這樣一種說法：“一次諜報，一世間諜。”不過，如果哈伯德在這段存疑的時間裏，仍然是這一任務的候選人的說法也還說得通。
根據一張依照《自由資訊法》（Freedom of Information）規定所獲得的便條上提供的資訊，其實早在1940年，帕森斯的秘密行動就受到美國聯邦調查局（Federal Bureau of Investigation，即FBI）和海軍情報局（Office of Naval Intelligence）的監視。他們的對此感興趣，並不是因為帕森斯是著名火箭科學家，而是因為許多美國頂尖的原子科學家也參與了OTO的活動。然而，在卡爾日爾默（Karl Germer）時代，OTO在紐約的活動結束了（卡爾日爾默是一戰時的德國軍官，人們懷疑他是納粹間諜。眾所周知，日爾默直接向克勞利報告，而克勞利也被認為是納粹間諜）。
雖然官方的記錄上顯示，1945年10月之前，哈伯德都在三藩市的歐克諾海軍醫院（Oak Knoll Navel Hospital）休養。但是哈伯德于1945年10月13日寄往海軍部門的電報卻暴露了他在好萊塢的情況，並且其所處位置距離帕森斯和位於帕薩迪納的OTO支部都很近。那時的他到底在做什麼，對我們來說依然是個謎。然而官方記錄把他掩飾為在醫院療養，這可能正是因為他在好萊塢進行某種秘密任務。不過從海軍官方的通信記錄上至少能夠確定他沒有躲起來，也沒有不辭而別。
科學論派的成員們聲稱，在戰前時期，令海軍情報局尤為擔心的是一個叫做“美國科學家聯盟”（Federation of American Scientists，即FAS）的組織。這個組織由一群參與“曼哈頓計畫”（Manhattan Project）的老兵組成，他們多為左翼人士，對軍方使用原子彈的行徑感到失望，心存不滿。而哈伯德和帕森斯兩人都參加並且出席了該組織在1945年時召開的一次會議（而按官方的說法，此時哈伯德正在醫院療養）。
我們知道，哈伯德最終在佛羅里達，同薩拉“貝蒂”諾斯拉普（Sara “Betty” Northrup）在一起。她同帕森斯妻子海倫（Helen，之前是帕森斯的情人）是姐妹關係。哈伯德還有一艘叫做“魚叉”（Harpoon）的帆船 科學論派提供的一張收據顯示，這是帕森斯賣給哈伯德的。這整件事情讓克勞利對帕森斯相當不爽，後來，幾名OTO和美國科聯的成員的機密工作許可被吊銷，這其中就包括了帕森斯和羅伯特科諾格（Robert Cornog，第一顆核彈的引爆器的開發者之一）。一份記錄當時情況的FBI日誌顯示，海軍情報局在他們中間安插了“告密者”。
那麼，這位“告密者”會不會就是哈伯德呢？他的目的真的是為了滲透、破壞OTO和美國科聯麼？他同貝蒂，還有那艘船一起消失，難道只是為了在OTO製造一場混亂以切斷克勞利和美國頂尖火箭學家和核子物理學家的聯繫？看過科學論派交給我的檔之後，我發現這個前提假設似乎不無道理。哈伯德有情報部門工作的背景，有在世界各處工作的經歷，顯然，他瞭解一些深奧詭秘的學說。並且他就曾經學習過美國最初開設關於核子物理的課程的其中一節。要是再加上一個“著名科幻小說作家”的身份，那麼這些特質就會使他成為這種任務的理想人選，因為帕森斯可是個科幻小說迷。
最終，我們仍然無法判斷，那時哈伯德是否正在位於帕薩迪納的OTO神廟中執行海軍情報局指派的“任務”。但這種觀點也不好反駁。我承認，我現在有足夠的證據，能夠證明科學論派的觀點。無論如何，哈伯德這個角色，並不我們在《黑暗任務》中重點關注的 而帕森斯才是。
 過去兩年裏還發生了一些有趣的後續故事，其中有一件就與波音公司火星任務的一張海報有關（在第一版的《黑暗任務》的12章中曾有過相關敍述）。我在2008年的某個時候收到的一封讀者來信中說：海報的作者是薩凡納藝術與設計學院（Savannah College of Art and Design）的教授保爾哈德森（Paul Hudson）。
有了這些資訊做為佐證，我決定給哈德森教授寫封信，看看這張海報背後到底有什麼故事。信的內容如下：
 哈德森教授：
我聽說您就是那張海報畫的作者，所以如果您不介意，我希望您可以回答我的幾個冒昧的問題。
首先，您為什麼要畫上一堆廢墟？是什麼激發了您的靈感？這讓我為之震撼，但我也見過行星學會（Planetary Society）使用的這幅海報的另一版本，這部分內容因為 “不合適”而被去掉了。
其次，這些廢墟是否是為了示意火星上的某個特定位置？或者只是一張普通的火星地形圖？
在我居所的客廳牆上，也貼有一幅這樣的海報，我經常細細品味，幾年來樂此不疲。現在還能從您那兒買到嗎？
謹表謝意
麥克貝拉
 他很快就給了我回信，信中說：
 你好，麥克：
首先有兩件事兒讓我吃了一驚：一、你居然有這幅海報，二、你竟然會想到在我這裏尋找切入點。
我願意對你的問題做出詳細解答，但是我想先弄明白你怎麼搞到這張海報的？又是怎麼知道我的郵件地址的？能不能再告訴我一些你的情況？
我希望你能先回答我的問題，實在不好意思。
保爾
 
他的回信讓我有些費解。他如此懷疑我，這似乎有些奇怪。但我還是依據他的要求回了信。再他的第二次回信中終於想我道出了一些細節：
 謝謝你，麥克：
這幅海報的創作任務是總統先生（當時的總統是喬治赫伯特沃克布希[George Herbert Walker Bush]，即老布希）通過我所在的波音公司（Boeing Aerospace）指派給我的（1985年還是什麼時候？我記不清了）。總統先生當時極力促成這一項目，不過還有點運氣的因素（“SEI”，即Space Exploration Initiative，“航太探索行動”，聽起來很像“SDI”，即Strategic Defense Initiative，戰略防衛行動，國會的人一聽，便問：“我們難道沒給過你們錢嗎？”），總統先生認為我們需要使該專案呈現出一派良好的形象，才能得到普通民眾和國會的接受。
我通過波音公司提交了這些粗稿，在他們接受後，我又加以完善，最後就形成了你們現在看到的這個樣子。原想將畫面的內容配合一首詩，但又怕詩的內容不準確而引起非議。但是，最終卻似乎是將兩者（畫和詩）都表現了出來。詩的內容是：“第一次尋找自我，第一次真正瞭解自我，踏上旅程，終會在歸來時發現自我” 好像是想描述一種意欲促成的自然結果、一種探究的精神、一種自我的發現等等。但當這幅畫交到總統手裏時，幾位科學顧問們提出建議說，推行這樣一個專案，如果給人們造成一種智慧生物曾經在火星上生活的錯覺，可不是什麼謹慎之舉。當然，他們根本沒說到點子上，因為這只不過是用圖像做出的一種暗喻 在火星上尋找，或是通過探索去發現我們自。
雖然在再版時加上了總統先生的話，但這幅畫還是沒有起到什麼作用。就我所知，那張原作，以及後來所有海報之源起，幾乎無人知曉（另外，如果我沒有記得，官方也不允許波音公司在有限的幾次商展中展出這些海報）。然而，現在知道你保存了一張，這倒讓我非常高興。而且，從你的話中我可以感受到你很珍視它，而這也與我本來的意願相合。
最近我注意到，這些圖畫被一些人利用，宣稱總統是納粹遺老並且集共濟會成員和納粹黨員身份于一身，他想把人類送到火星的唯一目的就是讓兄弟會重返雅利安人（Aryan，在納粹用語中，指非猶太教的白種人）的浩瀚土地（雅利安人[Aryan]，白羊座[Aries] 二者的關聯很牽強 雖然很神奇，但依然牽強）。顯然，畫中也融入了一些共濟會的符號。和其他人一樣，我喜歡各種有趣的神秘故事，甚至比一般人更甚，我對這幅畫的原創思想也相當滿意，但如果人們將它與各種各樣的理論聯繫起來，那純屬巧合，或是超出了我的知識水準。也許好的創作的確需要一些神秘感。
好了，我希望這些答案對你的疑問有所幫助，或是至少對得起你的努力，畢竟找到我也不容易。
祝一切安好，直上星空。
保爾
 
畫中還有一個細節：一位黑人站立在成堆的柱子當中，我們對此也進行過一番交流，他後來也承認，這個帶有種族意味的細節是有意為之。他後來還說，自己能清楚辨識出火星的人臉圖案，和其他隱約可見的廢墟，並希望這些的確如他所想的那樣。
他確實有意在自己的作品中體現了一些共濟會符號的資訊。雖然他自稱並不知曉，但這卻引起了我的興趣。要說他完全沒有注意到當然不太可能，引文畢竟是他自己的創作。有人認為當局也曾經對他的作品提供過支援，但是他對此事也是極力否認。不過，在正式開始作畫之前，他曾提交過一份詳盡的報告。
他向我提出過警告，提醒我不要涉足此事，也不要過多地問詢。只要知道這幅畫究竟是何人所作，這就足夠了。
我和我的合作者都在追蹤NASA的隱秘行動，算起來也已經十年有餘了。我不得不說的是，現在有出現了以前的情況：我感到距離NASA的真實面目和被他們藏匿了幾十年的真實的故事更近了。在下一章你會看到的是，理查發現，探究官方隱秘消息的最佳辦法，就是寸步不離地去觀察他們，或是直接向最寶貴的消息來源 地球上的所有人們 尋找答案。
所以，請讀者們繼續讀下去。
　【2009年擴大版更新】
遊戲結束
 理查C.霍格蘭
 請看，這是已經被遺忘了的古老遺址之一，“巴森的水晶城”（圖T-1）。
從1983年獨立火星勘測行動（Independent Mars Investigation，即IMI）以來的幾十年中，每當我們開始觀察海盜號探測船（Viking）拍攝的那些謎一般的塞東尼亞地區的圖像，都會為之驚歎 我們一直在尋找那眾所周知的確鑿證據。這張NASA圖片，甚至能讓一個完全不懂科學和技術的人驚歎：“天哪！那上面居然有建築！”
將近30年後，NASA在其公開網頁上發佈了火星探測軌道飛行器 (Mars Renaissance Orbiter，即MRO)所拍的圖像，而其中一份圖像（圖T-2）明確無誤地顯示出我們已經追尋幾年的“確鑿證據”。
這張NASA官方發佈的圖片大得多，拍攝距離也更近。幾乎所有人都能從上面看出那的確是破敗的遺跡，並且似乎原來是一組現代化的公寓。它是由NASA的火星探測軌道飛行器於2008年5月拍攝的，只是飛船近兩年的任務中拍攝的一系列照片的其中一張。這張特別的圖片顯示了巨大的海拉斯盆地（Hellas Basin） 火星歷史中形成的巨大“傷痕”中，最大、最深的一個。
在另一組混合的圖片中，還有在地球上拍攝的一張航拍照片與這張驚人的NASA照片（記住，拍攝的是火星表面）放在一起。並不是所有人都會對這張照片感到驚訝，不過它所展示的地點卻人皆盡知，那就是紐約的“零點地面”（Ground Zero，見圖T-3）。
奇怪的是，這兩處分別位於曼哈頓和另一個不同星球上的獨立的建築群居然具有相同的地質特徵，這簡直令人難以置信。從結構上來看，甚至它們的倒塌方式也十分相似。說它“令人難以置信”，是因為這兩處倒塌的建築居然都具有一定的“結構”，詳細地說即為它與地球上的建築物中常見的工字鋼和主樑結構，或者是爆破現場，具有相似的特徵。而這並不應該出現在火星的照片上。
在這張全彩的MRO“母”圖片（圖T-4）上剛剛展示的特寫中，有將近7平方公里的區域被轉換成了4平方公里多一點。在這一區域內，在多個形態不同的層面上，分佈著數以百萬計、結構複雜、組織嚴密、“層次豐富”的幾何圖形，如長方形、正方形和立方體等。
正如我們幾十年來（至少從1987年《火星紀念碑》發表以來）一直所持的觀點一樣，形狀如此規則的圖形，只可能是智慧生物所為。
兩年以來，在我看到的圖片中，這張MRO圖片恰恰展現了大量的我十分熟悉的幾何結構圖形，並且如果我們的論斷正確，那麼它們將同我所預測的MRO最終將會拍到的照片相符。但願在這些荒漠中某個地方，確實散落著古代火星城市的遺跡，並且有些地方已經在“火星流沙”的作用下顯露了出來。
 在此，我需要再補充陳述一些事情的背景。例如，為什麼我怎麼能夠在最開始就檢測到海拉斯盆地底部的MRO圖片？
就在最新版的《黑暗任務》的出版截稿日前幾天，“企業使命”（Enterprise Mission）收到了一封緊急郵件（我們每個月都會收到許多這樣的郵件），其特殊之處就是這封郵件還附上了一段長長的說明，內容如下（據其所述）：
 地外文明真的存在，並且證據確鑿（官方和民間來源的衛星圖片），不可否認，這裏有綿延幾十平方公里的巨大房屋，以及其他更多的建築物
 在這封郵件附件中，有一份多頁的文件，裏面打包了十幾張衛星圖片，每一張圖片上，都能看到數以千計的的幾何形狀的物體，排列整齊，同之前的那些圖片一樣明顯（如果放大以後會看得更清晰）。整個圖片呈現的效果，毫無疑問，是一座大都市的航拍圖片。
這是那封郵件的內容，未作任何刪減 除了寄件人的姓名。
 親愛的霍格蘭先生：
這不是開玩笑。請仔細查看附件裏的圖片，謝謝。
我是一名義大利的律師，我有一些地外文明的證據（證明），以前一直藏著，現在終於大白於天下。我英語講得不好，希望您辦公室裏有人可以幫我翻譯一下這些證據（官方和民間的衛星圖片）的內容，從這些證據來看，地外文明是不可否認的事實，那些巨大的房屋（綿延幾十公里），還有許多其他的建築物，都清晰可見。
我認為這些證據是毋庸置疑的。謝謝您的關注。
我希望您別把這封郵件當作是騙局或者玩笑。這些天以來，我設法聯繫國際上的各家媒體，想要將這些故事公之諸於眾，同時也是為了將一些我想說的話說出來。我知道這並不容易，我也能理解您的疑惑，但這些有力的證據並不難被人們所發現，每個人都可能看到，即使藏匿得再好也無濟於事。
我並不是坑蒙拐騙之人，也不想借此大出風頭，我只是巴里（Bari，義大利城市）的一位律師。這裏面並沒有UFO的圖片或者視頻片段，但來自于官方的衛星圖片上卻出現了這些巨大的建築物 還有其他很多東西 我知道這事情不可思議、難以置信，但我在這封信裏寫出了自己的理解，千真萬確。
雖然我對這種爭論也不無興趣，但我是個理性的人。我之前找到的這些東西，絕對不是什麼怪誕之談，也並非主觀臆斷。我所瞭解到的，我所看到的，都確確實實令人震驚。對於我所觀察的事物，即使我認為它不可思議，也不會將其隱匿起來。然而，在這時，我的任務就是在短時間內向公眾展示這驚人的發現，並保護好我的委託人，即向我告知這個秘密的人。
委託我公佈這些資訊的人，是希望我能代他發佈他所發現收集的這些資訊，而其保密的方式極其專業，對我來說也是完全匿名的。我意識到，這些看起來確切的消息其實很模糊。然而，在這個時候，我必須直說，我不能妥協，也不能讓自己的行動毫無用處。我能給你一些提示：我要給你的這些資訊，全部都來自官方，即各個公共機構和組織，資訊的內容“並不屬於這個世界”是對地外文明無可爭辯的證明。
我希望您能通過這個郵箱地址聯繫到我[郵箱鏈結]，以便更全面地瞭解這些令人難以置信的消息。我在附件裏添加了一些圖片，作為我所說的話的“佐證”。現在，能夠驗證這些圖片真偽的，只有數碼圖片的技術和地質學家們。（我已經做過了！）
感謝您的關注。
我相信您，以及您的同事，都能以專業的方式保管好這些資訊。
A D___________ 敬上
 
我又看了看“AD”的這些圖片（圖T-5）。的確，那是火星上的“建築物”。
這幾十年來，我們不斷地收到了很多的火星圖片，拍攝使用的技術越來越先進，飛船的裝備也越來越精良，但是圖片本身卻越來越模糊。換句話說，NASA照片的品質 從某個時候開始 就再也沒有提高過了，反而每況愈下。令人不解的是，塞東尼亞的圖片尤其如此。
這些顯而易見（而且紛繁蕪雜）的圖像，對於考古專家、城市規劃來說，或是懂得基本的建築原理的人來說 也如數千張火星照片所呈現的那樣，只有一種解釋：
它們肯定是人力所為。
然而，在非專業人士以及普羅大眾看來，這些NASA圖片中清晰的幾何結構，確實顯示了智慧生命存在的跡象。唯一能夠形容它的詞，就是“顯而易見”。
根據波音公司所做的一項研究（麥克也經常對我提起），只有三分之一的人能夠在腦中轉動2D圖像，並以此看到其中所包含的3D幾何結構；剩下的三分之二卻不能在頭腦中做這種2D到3D的轉換，即使做到了，也是不完整的。顯然，只有一部分人，是肯定能夠辨識3D圖像的。這也意味著竟然只有三分之一的人，能夠辨識圖像的真正內容。
我向羅賓法爾科夫 我的妻子，也是位“最嚴厲的批評家”，也展示了這些圖片（圖T-6）。她不假思索地說（我現在還記憶猶新）：
這些東西是建築物！
她的話增強了我的信心。我看到對於她來說也清晰可見，所以我堅信，其他人也看得見。
我回復了“AD”的來信，說明了情況：他提供的材料不足，讓我對真實情況產生了更多疑問 幾句開場白中，他連這些“建築物”是哪個星球上的都沒說，更不用說是在什麼任務中，使用攝像器材拍攝到這些圖片的了
他的回應則說明了一切：
 霍格蘭先生：
感謝您的關注。
我不能告訴您這些資訊。至少現在還不能。
但是您可以請其他專家來鑒別這些圖片的真偽，技術專家、地質學家都可以。而且這些圖片只是一小部分，背後還有龐大資料庫。
在完全公佈這些圖片和這些重磅消息之前，我的客戶需要一定的“擔保”。
因為他可能會因此而丟掉工作、金錢 甚至更多。他擔心他的工作、經濟前途、家庭 還有 他的妻子。
他（和我）可以向您提供關於這些“公共”圖片的所有資訊，比如是誰、是什麼、地點在哪里都可以，但是，當真正公之於眾之前，他需要您能給他一些可靠的保證。
您是這方面的專家，在國際上也享有盛譽，雖然我也明白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兒，但是您至少能夠引導媒體的報導以使其不至於偏離正軌。
這註定會是千年一遇的大新聞，所以它應該發揮其應有的價值。而這也是我客戶的要求。
不知您是否願意照我所說的這樣做呢？
A D________
 
在和“AD”最後幾次通信中，我解釋說，“進取號”不能為了滿足某個人的要求，將本應屬於公眾資訊的內容納入個人之手。
“進取號”是否已經製造完畢？又是否有人在等著我公佈這些蔚為壯觀的圖片？即使我根本無法驗證它們的來源也是如此？不止一次有人詆毀我，當然這些人也不是第一次對我的性格品頭論足（詳見第十章）。然而，《黑暗任務》成功出版之後，政治上的影響力也逐漸增強，這些巧合看起來似乎並沒有那麼稀奇了。
我必須找出這些令人驚訝的圖片的來源。如果“AD”的圖片真實不虛，這些話就值得注意了：
 這些圖片只是一小部分，背後還有龐大資料庫 這些“公共”圖片
 對這些圖片進行了幾個小時地仔細查看之後，我突然意識到，對我來說它們其實並不陌生。事實上，它們與MRO所拍攝的圖片極其相似。在NASA現在執行的任務中，唯有它能夠拍出如此震撼且清晰度如此之高的星球照片，在之前任何一次任務中所拍攝的照片也從未有過如此這般的星球地表景觀。
如果這些是MRO所拍攝的，那肯定是火星的近距離照片。多年以來，我們一直很期待MRO拍出“巴森（火星）上被埋葬的水晶城”的近距離照片。我們也希望，官方公佈的NASA圖片中不會有“煙槍”的圖片。如果果真如此，那麼就是NASA內部有人想要洩漏這些證據，向大家證明智慧生命假說。那麼 是不是也有人一直在期待著這些消息的洩漏呢？
為了避免這種尷尬，最好是在公之於眾之前驗證這些據說是“衛星資料”的圖片的來源。MRO超高解析度圖片的勘測飛行器(HiRISE)檔案是由亞利桑那大學和NASA共同保存的，包含了這兩年間攝製的數以萬計的火星數碼照片，每一張圖片都包含幾百萬個獨立圖元。在這些圖片中找出某一處特定的、具有幾何結構的建築廢墟，是絕無可能的。不過這正是我們的新朋友，“AD”現在所期望的。而令他略感不安的則是我們獨一無二、才華橫溢、忠心耿耿的“進取號”團隊。
自1996年我們在國家新聞俱樂部公開宣佈以來，“進取號”任務已經吸引了來自世界各地的數以千計的合作夥伴 網際網路將他們聯繫起來，儘管NASA（或者其他的空間科學機構）也在公佈一些消息，但他們還是迫切地想知道究竟發生了什麼。我從“進取號”的同事們當中選出了一批具有圖像增強處理和圖像分析經驗的人。
其中一位老同事 羅恩戈爾布隆（Ron Gerbron） 從洛杉磯給我發來郵件，並告知官方MRO HiRISE攝像機的網站地址。這簡直太好了！
羅恩也不忘將幾個月前下載的圖片在自己電腦上保存一份，他老是有種感覺：“這可能會牽扯出一些非常重要的事情 ”這次，羅恩的直覺是正確的。
這張 “官方”圖片，對“AD”的匿名發送的圖片來說，是十分有力的證明。於是，這張編號為PSP_008427_1380的MRO圖片（圖T-7）證明了“AD”發來的近距離照片，確實是火星上的景象。
適當分析這張MRO圖片的來源的工作即使用不了幾年，也要花上幾個月的時間才能完成。而編號為PSP_008427_1380的圖片上能夠被辨識的獨立建築，恐怕有幾百萬處。在大約為4平方英里的範圍內，即使走馬觀花地看，也能夠看出，這些排列精巧的幾何結構，以分層的方式排列，上下相疊，形成了不同的角度，看起來就像成排的公寓（圖T-8）。看來MRO已經將其全部成功地“辨識”了出來。這些是火星上的古代生態建築，它們有著精巧的幾何結構，層次分明、錯落有致，可是現在已經成了破敗的遺跡。
如能證明它們的存在，那麼正如“AD”所說：這註定會是千年一遇的大新聞。
基本確認了NASA這次所給的圖片之後，我很快將它同“AD”發來的近照中的建築聯繫在一起。僅僅是在整個HiRISE圖片（PSP_008427_1380）中的一小部分，我就找到了同樣的幾何圖形（圖T-9），著實令人稱奇。
現在看來，一切都確鑿無疑：這張照片就是“AD”用來複製近景照片的NASA原始圖片。然而，NASA-HiRISE網頁上的官方版本卻對這些特殊的火星表面特寫做了如下的“官方”解釋：
 現在目標位於南半球，這裏巨大的撞擊坑就是海拉斯盆地，其中有許多巨大的石塊，投下長長的陰影。這些陰影讓細節地形特徵更為明顯。這一地區的地貌形態，很大程度上是由於風蝕造成的。在這張失真的照片上霧氣凝結，就像許多亮藍色的小碎片。這是季節性的，由二氧化碳形成的霜。離極地較近的地方，二氧化碳在大氣裏就開始凝結，形成了季節性的“極地帽”。在這樣的海拔高度上，凝結的霜露並不會有多厚，並且它們都在朝著極地方向的山坡上的極寒地區聚集。
 這簡直是一派胡言。
耐人尋味的是，在編號為PSP_008427_1380的圖片所附的說明文字中，居然從未被提及那些至始至終都存在的異常建築物。甚至沒有簡單地說明到底是自然界的何種作用，形成了這些反復出現的幾何結構，僅僅是把它們稱作“細節地形特徵”。這樣故意忽略圖片中特殊內容的行為，與NASA阿波羅照片集中受信號中斷影響的圖片一樣，都讓我疑惑不已：我們可敬的NASA，難道根本就不明白圖片上的東西是什麼？或者在等待別人來揭示真相？
於是我得出結論：這張奇特的NASA圖片只不過是“某人”所使用的精心策略，而他的目的則是等待官方證實火星上的確存在這些建築物。正如佛蘭克林羅斯福（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即FDR）所說：“在政治上，沒有什麼是 意外 發生的。”實在地講，我們是“有計劃地”發現這些令人震驚的圖片，而絕非意外之舉 我漸漸地對此堅信不疑。
每次我注意到“AD”的“緊急”郵件的發件時間時 根據這一時間，我們可以獲得足夠的資訊來追蹤到這些奇特的火星城市照片在NASA的官方源頭 我都越來越覺得，整件事情從頭到尾都是經過計畫的。根據這樣的計畫，我們得去尋找MRO的高精度圖片作為佐證來印證在官方的MRO檔案中設定的智慧文明假說。
“AD”，無論您的真實身份是誰，我都該謝謝您。
現在我確信，這張圖片（以及上面奇異的廢墟），是NASA內部某種非官方的途徑透露的資訊。但我們又遇到了另一個問題：（他）到底為何要透露這些資訊？這張圖片到底要告訴我們什麼？
第一條線索，是廢墟自身所處的地點 火星南半球巨大的海拉斯盆地底部。最初，海拉斯並不像是能找到保存這樣完好的建築的地方，但它仍然引起了人們的興趣： 首先，火星科學實驗室專案考慮將海拉斯作為下一代火星探測器的降落點這一點說明，NASA對這一區域有特別的興趣；第二，2003年有一位澳大利亞地質學家 墨 爾本大學的尼克霍夫曼博士（Dr.Nick Hoffman）在“火星奧德賽”（Mars Odyssey）號THEMIS設備拍攝的紅外熱像圖中發現了一些奇異的“熱點”，這可能是熱量排出引起的（降落時提供熱量及能量），然而這些熱點又是否意味著，仍有光線可以透過來，照到海拉斯盆地的底部？
在“火星潮汐模型”（Mars Tidal Model）中，對“進取號”對古代火星地理變化的歷史的重塑過程，有著詳細描述。將其對照來看，在海拉斯盆地底部發現保存如此完好的人造物，肯定意義非凡（至少在一定環境下看是這樣的）。在我們的模型中可以看到，早期的火星上發生的災難造成的影響波及了整個火星，甚至完全摧毀了這個星球，火星一度繁盛的文明，只剩下了為數不多的倖存者，他們努力尋到一處周圍氣壓明顯高於火星平均值（現正急劇下降）的地方，從而得以在災難後的這段時期裏存活。整個星球上，最寬、最深的地坑，也就是海拉斯的底部，是最後避難所的理想選擇。火星一度充滿活力的生態系統，不可避免地遭到毀滅。而只有在這裏，人們才能夠捱過這一段非常時期。
這樣一來，在MRO近景圖片（圖T-10）中所看到的海拉斯盆地底部層次清晰的廢墟以及保存完好的建築，無一不是在強調這裏是最後的避難所。火星衰減的大氣層漸漸消失時，火星人正是在這裏存活了下來。這些“最後的火星人”即使他們精密複雜的建築科技達到了地球人難以企及的水準，也沒有捱過這段時期 這與地球上阿納薩齊（Anasazi）和瑪雅文明何其相似，現在也只能見到那些空空如也的建築，訴說著最後避難所裏人們的悲慘命運，以及時間、空間摧毀一切時的無情。
 過去我曾經對空間科學的民主性非常樂觀。如同許多美國人一樣，我也對阿波羅於20世紀50年代帶個我們的那些印象深信不疑：整個行業，所有人都向著低空軌道前進，相應的工作人員、供應商、消費者都在數以萬計地向著新興的空間行業邁進。正如我們所有人期待的那樣，我也希望斯坦利庫布裏克（Stanley Kubrick）在其關於2001年的設想中所提到的泛美太空飛船（Pan-Am Space Clippers）以及星際軌道上的希爾頓酒店（Hilton Hotels）會在不遠的新千年來臨之際，被輕而易舉地超過。然而，在經過了整整兩代人的現在，讓我們回顧往昔，在人類征服了月球，正要邁向火星之時，我們卻放棄了努力，原地踏步。這種探索過程中的停滯，是顯而易見的：50年來，空間科學只不過是政府的壟斷行為罷了。
在這段時期內，商業行為受到了嚴格管制，即使是低空軌道通信衛星也不例外 雖然這樣並不是真正的個人行為。出於無奈，我回想了一下自己在70年代代表個人參加的無休止的各種會議，每當提出富有遠見的行動計畫時，總有NASA的高級官員站出來將其封殺，甚至不說明是何原因。所以說公平的競技場是從來都不存在的。
私人領域從來難以獲得空間科學研究的扶持，甚至“連門都沒有”，後來人們才意識到，這並不是犧牲了市場，而明顯是精心策劃的結果。真正民用的空間探索計畫，總會遇到各種各樣的限制 管理上以及經濟上的 使其無法正常進行。
如果從進入“空間時代”以來，人們就開始追求開放的空間政策，那我們現在的結果可想而知：各個政府對個人研究者完全負責，必須公佈太陽系中“真實存在”的各種事物。然而，我們在低空軌道上步履蹣跚，使用過時報廢的太空梭（Space Shuttle），造成了不僅一事無成，甚至丟掉了14條鮮活的生命的惡劣後果。
很早我就對庫布裏克的展望充滿了期待，認為那是可以實現的。在布希總統2004年首次提出的空間探索新計畫中，NASA公佈了十幾年來的新一次的無人登月行動 月球探測軌道器（Lunar Renaissance Orbiter，即LRO）。
這被稱作是“NASA重返月球第一步”。在大獲成功的MRO基礎上展開的本次行動在空間探索新時期，一個更開放的時期裏，可能成為一次重要的先頭行動。
LRO為實現這些目標，於是攜帶許多精良的設備開始了這段旅途。在這次行動中，所使用的設備包括前所未有的高精度月面攝像機（LROC），它能夠在距月面不到半米遠的地方進行拍攝。對於繪製月面上廢棄的古代穹頂建築，以及它們下面掩埋的城市群來說，這套設備更是不二之選。
為什麼月球探索中需要這樣超高精度的設備呢？
我必須趕在截止日之前將修訂本出版，NASA最終 2009年仲夏 還是啟動了突破性的月球探索計畫，卻因為反復出現的技術問題而推遲，使其在布希總統任期已滿之後才正式啟動。我現在說“突破性”，是因為這樣推遲以後，LRO行動是在巴拉克奧巴馬(Balack Obama)總統的關注下進行的。
同之前的各位總統（包括以前那位顯然願意告知我們月球上的一切事實的總統約翰甘迺迪[John Kennedy]）相比，奧巴馬的空間政策是否會有些不同？現在，美國人民是否又有可能重獲機會，看一看月球上究竟有些什麼東西？
在當中這段時間 從最初公佈的2004年到行動正式開始的2009年 LRO（同許多其他的NASA行動一樣）變得越來越複雜。不僅配備了一台長期使用的可從31英里高的軌道上拍攝整個月面（以及使用靈敏度極高的光譜儀進行化學檢測）的月面探測軌道器，這次行動中還使用了另一件裝備：一台體積更小，結構更複雜的飛船：名叫LCROSS（Lunar Crater Observation and Sensing Satellite的縮寫，意為“月面地坑觀測及感應衛星”）。
LCROSS的首要任務是近距離觀測LRO二級運載火箭對月球南極附近一直被陰影覆蓋的月面地坑的作用及影響，對於“尋找月球上的水”來說，這是一種極佳（費用也較低）的方法。從理論上講，在這些深不見底，暗無天日的地坑裏，幾十億年來已經積起了了厚厚的冰層。這些冰層如果在LCROSS行動中得到確認，將為今後的月球“殖民者”們提供重要的、不可替代的水源。
後來，在飛船從二級火箭真正分離之前，LCROSS將把森托爾（Centaur）一級運載火箭像神風特工隊那樣，直接投射到了那暗無天日的地坑中去。這項壯觀的任務將會在LRO進入月球軌道4個月後啟動，開始前所未有的高精度勘測。重達5000磅的森托爾一級運載火箭爆炸時發出的亮光，連地球上都看得到！
現在分離的LCROSS衛星，在後面50英里遠的地方緊隨其後，以便觀測，同時將這壯觀的場景的真實面貌傳送回飛過月球表面。森托爾巨大的衝擊力，使得月球表面形成了許多碎石，而LCROSS的任務實際上是對其進行取樣。之後，LCROSS自身也會撞上月面，然後不斷傳回各種資料。
不僅實驗的近景資料會被LCROSS和LRO傳回地面，位於地球軌道上的哈勃望遠鏡（Hubble Space Telescope）也會利用一系列感應器觀測實驗所造成的影響。此外，在這個萬眾期待的10月的夜晚，地球上的一批重要實驗室也對準了月球方向，準備開始對實驗的影響進行研究。NASA甚至鼓勵普通市民也積極參與這即將來臨的大事件（我也在發射後幾天開始寫下這些內容）。他們說，只要擁有一台比較不錯的業餘望遠鏡（10英寸或以上），地處北美或者南美洲也能在晴朗的夜空中觀測到這一現象。
許多雙眼睛都會緊緊盯著這一事件，記錄下發生的一切。
利用編號為PSP_008427_1380的MRO圖片的分析和演示，我們可以證實：火星觀測軌道器已經完成了它的使命 “勘察”位於海拉斯盆地的整個火星聚居地坍塌後的廢墟。同樣，人們也可能認為LRO也承擔了同ET一樣的神秘任務：使用從未有過的高精度拍攝技術來拍攝月面上水晶般的城市建築。問題在於，如果他們這樣做的話，是否真的就能看到呢？政府的壓制已有50年，這50年以來一直受到束縛的太空事業的發展，是否能夠持續下去呢？奧巴馬政府也是如此嗎？
我最壞的設想是：同NASA之前的月球（如果不是整個太陽系）任務一樣，LRO計畫只不過是現有的遮遮掩掩的做法的延續罷了。可悲的是，隨著對LRO行動認識越來越深，我的懷疑得到了證實。
就在我寫下這些內容的時候，LRO剛剛發射幾天。這時，一個名為NASAWATCH、負責監管空間科學學會的網站（幾乎所有NASA總部的政策分析者都看過這個網站），貼出了一篇短文，由編輯基思考因（Keith Cowing）所作：
 
2009年6月21日
我已經給NASA的綜合探索任務執行委員會（Exploration Systems Mission Directorate，即ESMD）計畫行政辦公室（Programme Administration Office，即PAO）發去了多封郵件，以求找出LRO圖片公佈的準確時間。根據他們回復的郵件，似乎在幾個月之內都不會向公眾公佈任何圖片。而且，NASA在最後公佈這些圖片時，也顯然會有選擇地公佈。是的，我理解，月面攝像機需要檢測、校準，但是許多其他的科學行動都能定期地發佈出示圖片 即使品質不是太好
 
事情已經變得越來越糟了。LRO攝像系統的主要調查員（Principal Investigator，即PI）是亞利桑那大學的馬克羅賓遜（Mark Robison）博士。麥克馬林（Michael Malin）博士也與他共事，是其團隊中的一員。他在1998年拍下了火星“人面像”的可怖的“貓盒圖片”（Catbox image）。事實證明，LRO的攝像系統，也是有馬林空間科學系統建立的。
再來說說各次“修理”。從NASA回復的郵件看來，LROC攝像機團隊，並未有意准許任何人觀測月面的真實情況。在數位時代，是否有人能夠想到，一大堆超級電腦居然會將六個月內拍攝的LRO圖片與人們隔離開來，這不能不說是個失誤。足夠的公眾壓力 對於要建立“政府透明”平臺，宣傳“讓科學重新為人民服務”的說法 是否能夠讓他依據NASA最新的情況而做出正確的選擇？
我滿懷期待，卻也並非緊張得屏住呼吸。
另一個問題漸漸凸顯出來：怎樣才能逃出這座由政府一手打造且精心控制了長達50年之久的“星球監牢”？顯然要從現實情況入手，即使政府橫加阻撓，也要進行一次私人的月球之旅。
在他們一直以來的掩飾行為最終得到確認之前，我一直在努力弄清NASA所說的“LRO任務”背後真正的計畫是什麼（如果可能的話）。我開始在“進取號”巨大的月球檔案中細細搜尋，想要找到一些“極地地區”的圖像資料。通過對這些圖片的再次觀察，我希望可以更好理解NASA為LCROSS安排的真正首要任務，也就是那幾處南北兩極暗無天日的深坑。在所謂的尋找水源的可能之外，NASA對這些深坑還有什麼目的？
經過一段時間，“進取號”觀察到月球上保存完好的ET廢墟似乎正位於南北兩極附近。真實原因並不十分明瞭，不過我想，由於月球自身存在一定的軌道速度，微隕星的磨蝕程度可能對此有所影響。因為高緯度的限制，任何一次阿波羅任務都不可能在極地附近進行。他們攜帶的這些繪圖攝像機，都無法拍攝這些地區的高精度圖片。
我正在尋找高緯度地區可能存在的月球廢墟的痕跡，我們必須將NASA在90年代早期通過地球借力飛行（目標火星）時搜集的低解析度圖片拼接起來。最近發現了許多NASA以前一次任務中使用的攝像管電視圖片，恰好是訪問過水星的“水手10號”（Mariner 10）飛船在離開地月系時拍攝的，那時飛船剛好飛過月球的北極 這是在1973年底。
還有另外一個來源 克萊門（Clementine）。
90年代早期由國防部執行的無人登月行動仍然對人們保持著其神秘性，從這次行動中獲取的拼接圖片為我們的調查增加了一些可能性。我試著尋找比這幾張品質更好的照片，因為它們應該能夠反映出，與最終LCROSS選擇的目標相比，哪個極地深坑中最有可能存在保存完好的廢墟。我立即意識到，這些官方發佈的圖片中 甚至連克萊門的圖片也不例外 沒有哪張圖片的解析度能夠達到足以顯示出我們已知的任何事物的要求。至少網上已經公佈的這些照片絕對不行。
但我突然又想起NASA曾做過的計畫：讓“數千名業餘愛好者”將他們的望遠鏡對準月球，在那個“重要的夜晚”觀看LCROSS的一舉一動。有些設備較為高級的天文愛好者，已在火星最接近地球的2003年，用CCD和數碼相機拍下了許多令人震驚的圖片，他們拍攝的圖片，會不會比NASA發佈的這些似是而非的月球極地地區圖片品質更好？
在網上搜尋了一陣之後，我發現了一張拍攝於2003年的令人震驚的的火星圖片（圖T-11） 由一些熟悉網路的天文愛好者拍攝並公佈到網上的。它由義大利馬薩的保羅拉紮羅蒂（Paolo Lazzarotti）所拍攝。在這些線上圖片庫裏隨意流覽，我發現了許多月面的近景照片，十分詳細，令人吃驚不已，這些圖片都是用很一般的望遠鏡，以及到處都能買到的CCD數碼相機，再加上一些圖片軟體製作而成的。這張壯觀的月球極地地區全景畫，簡直令人驚歎。更為驚奇的是，在這片地形區的中央，似乎也有與之前類似的幾何結構。
“不會吧，”我對自己說道，“這不可能。這不可能是在地球上！”
這張圖片（如注釋所說）拍攝的是“菲洛勞斯、阿納克薩格拉斯以及伊比吉尼斯地區”。（隨後我發現）這一地區位於北緯73°，正處在著名的柏拉圖（Plato）地坑上方，在“冷海”（Mare Frigoris）的北邊。我後來又瞭解到，拉紮羅蒂這張圖片，是從2000張圖片中選出的140張圖片之一，是用一台經過改裝的數碼相機拍攝的。圖片中每個圖元都代表著“角度為0.12秒的弧” 幾乎趨近於0的角度尺寸，考慮到月球的距離，這張圖片上每一個圖元，代表的空間長度約為500英尺。
這張圖片竟然是一個天文愛好者用“自家後院的望遠鏡”拍下的！
用我們自己的“進取號”上的電腦把圖片放大，特別是將上面的幾何物體放大之後，我們才得以見到這張照片（圖T-12）的不凡威力。
忘掉LRO吧 這才是真正屬於民眾的月球探索之旅！
這張照片未經過任何審查，僅僅使用現成的技術、地面上的望遠鏡，由一名充滿天賦的天文“愛好者”製作成的照片，居然能和NASA發佈的那些代價高昂、技術先進的照片匹敵，不免令人稱奇。人們幾乎可以體會到，在天文愛好者這個小圈子裏，由網路聯繫起來的一群人，在聽到這樣的消息時，會多麼地激動，他們迫不及待，想要一睹為快。有了這張令人稱奇的月球照片，從技術上來說，現在大家只需要舒舒服服地呆在地球上，將一系列月球的數碼相片排好，就“可以”觀察月面上的這些廢墟了。
將拉紮羅蒂圖片上的幾何圖案部分放大，“盒子一樣的”結構中明顯的直線圖形已經清晰可見（左下方有陽光照過來）。仔細查看過放大的圖片（圖T-13）之後，就會發現更多的，組成這個奇異古老廢墟的“單元結構”。我就更加意識到，這張照片的確水準不凡。
這毫不亞於一次數碼相機的革命，這樣的技術，使人們可以從月球開始看到太陽系的“真正面貌”。
注意，如果我從另一個角度來看；我所看到的幾何結構，僅僅是“圖元”而已，很可能是拉紮羅蒂家裏的電腦發生的異常情況所致。這種情況下，我們需要從另一個角度來觀察才行。從另一個稍有不同的角度來觀測（因為月球的“天平動”[Libaration]現象）， 這樣可以更好地觀察拉紮羅蒂圖片上的每處結構的三維形態，也可以將各個圖像之間做一些細節上的比較。
我開始尋找同樣也拍攝了月球北部圖片的另一些天文學愛好者。很快，我找到了紐約布法羅的艾倫弗裏德曼（Alan Friedman），白天他負責設計賀卡，還開了自己的公司，而到了晚上他又成了一名世界級的天文學家，他拍攝的圖片同樣令人歎為觀止。在弗裏德曼的網站上，我發現了一張與拉紮羅蒂完全不同（但是可以互補）的全景圖片，我立刻認定這張圖片上包含了一系列之前看過的圖片中的幾何特徵。
“放大圖片”給我們提供了一種重要的觀測角度，很好地利用了圖片的高圖元解析度。這項令人稱奇的技術進步，竟然是由幾位月球數碼照片的愛好者所完成的，這的確令人稱道：因為它雖是在地球上拍攝的，但拍攝的事物卻有上百萬英里遠，使用的工具只不過是幾台不錯的望遠鏡和數碼相機。
而且，在這些照片中，月面的廢墟都被反映得淋漓盡致。
當我仔細觀察第二張圖片時（由於天平動現象，觀測角度做了更改），這些幾何結構的確與前一張圖片相符（圖T-14）。
在這樣的近距離對比之下，這一非凡的事實可以得到肯定。儘管觀測的角度因為天平動現象發生了變化，我們還是能夠在兩張照片中輕而易舉地辨認出相同的幾何特徵（圖T-15），這一事實毋庸置疑。這就可以說明，人為構建的幾何結構，是真實存在的
我重新打開那個網站，又找到了另一位天文愛好者 奧克拉荷馬州（Oklahomawho）特庫姆塞（Tecumseh）的維斯希金斯（Wes Higgins）。他也有自己的個人網站，並且顯然也對月球有著十分濃厚的興趣。他在自家的車道上安裝了一台18英寸的反射望遠鏡，也拍攝了許多令人歎為觀止的月球近景數碼相片，同樣包括“菲洛勞斯、安納克薩格拉斯、伊比吉尼斯地區”的圖像，也就是拉紮羅蒂和弗裏德曼都拍攝過的這片區域。在希金斯的近景照片（圖T-16、T-17）上，那些幾何結構同樣清晰可見，甚至比以往的照片更加清晰。
 
一群業餘愛好者所拍攝的空間照片能達到這樣的清晰度，已經足夠讓人驚歎了。而這種圖片“一再地”出現（根據我所讀到的天文網站上的論壇聊天記錄），簡直使我徹頭徹尾地受到震撼。實際上每個人都可以僅憑一台小型的、品質上乘的望遠鏡（14英寸）、一台基本的攝像機、一些圖像處理軟體製作出月球照片。其原來只存在於空間時代的設想裏的清晰度，現在都成為了可能。
假設在世界範圍內進行一次“瞄準月球”的比賽，設立豐厚的獎金，評選最佳的照片，讓這些高超的愛好者們（或者愛好者團隊）青史留名 或是設立另外一個獎項，專門獎勵發現“新的”月面建築的愛好者，這樣一來，一傳十，十傳百，大家必將蜂擁而至，架起無數台望遠鏡，爭相拍攝，月面上每一英里都不會落空。
一直以來，NASA都對月面上這些古老的技術和建築所持的一種遮遮掩掩的態度也是問題的關鍵之一。而這些內容，毫無疑問，都會由LRO觀測到，並且一點不漏地拍攝下來。而要解決這樣的壟斷，還需要有更多人參與進來，越多越好，都將目光轉向頭頂上的月亮。這意味著NASA/阿波羅號飛船計畫對於月面廢墟的資訊長達50年的封鎖到此為止，“遊戲結束”。很明顯，這就是中、印、歐、俄、日等國家和地區迫不及待地啟動探月行動的原因。
一定會出現什麼事
 報告！報告！
LCROSS確認了“進取號”任務中所做的關於“月面古老的穹頂建築”的預測，並在自己的NASA網頁上貼出了證據。
現在（正在我寫作之時），LCROSS已經成功完成了第一次 “月球借力飛行”（lunar swing-by）：昨日清晨，LCROSS飛船（及其附帶的空載森托爾火箭）輕而易舉地駛入軌道，飛到月球南極下方 隨後進入整個地月系外的一圈更長的軌道（圖T-18）。
從今晚開始算，四個月後，飛船將會再次駛入月球軌道 最終在10月9日淩晨墜落。
在昨天的飛行之後，NASA-LCROSS的官方網站上貼出了一些有限的資料（僅包括3張照片，其中一張還是動畫演示圖），看過之後，我把注意力放到NASA貼出的一張“紅外熱像圖”上面 這是在東海岸破曉時分，飛船經過“近月點”時拍攝的（圖T-19）。
“但是”（我好像不止一次這樣說了 ）“它不應該是這個樣子的 ”
LCROSS紅外熱像圖由飛船上的“中紅外攝像機”拍攝，以標準的偽色形式呈現 “藍色”代表月面上溫度最低的部分，“紅色”則代表溫度最高的部分。乍一看，一切正常 較冷的地區離日下點（太陽直射的一點）較遠，“紅色”地區正好處在太陽能夠直射的地區。
問題又出現了，下方的紅色區域同深紫色（代表最冷地區）的背景交界處，有條細細的黃色曲線，這又代表什麼意思？
有一個重要的疑問：為什麼紅色的區域不延展至地平線，將黃色的細線除去呢？
倒不是說一定要寫一篇關於輻射熱力學的科技論文來解釋這個問題，在這個沒有空氣的星球上，也沒有這個必要。但是這條緊貼著月面曲線的“黃色曲線”正好位於月面上溫度極高的地區上方幾英里處，肯定暗示著什麼東西。紅色的月面上方，究竟隱藏著什麼？之所以能在NASA的紅外圖片上看到這條黃線，肯定是因為這點上發出的熱量，相比真正的月面要低得多（所以才會在紅外圖片中呈現黃色）。
換句話說，月面的穹頂建築突出的部分，也會散發一些熱量，而LCROSS的紅外圖片也將其記錄了下來。這張色碼圖片，恐怕就是最可信的科學解釋了。
同樣地，對於我們在第一章中提到的阿波羅15號（Apollo 15）的光學照片來說，這也是個有力的佐證：在那張照片上，整個月球（見彩圖16）周圍縈繞著一圈光暈（太陽當時正好在阿波羅15號飛船的正後方）。但那是反射的光，有些批評者們說，那不過是散射在飛船窗玻璃上的光罷了，其他的人們解釋也都大同小異，反正不把它當回事。不管那到底是什麼，只要是太陽照射到月面時向外突出的物體，都會發射出一些溫度較低的能量，而其在LCROSS的紅外圖片上看起來就呈現出黃色。
既然比月面高出一些距離，那麼就應該有點其他的“東西”才行 看得見摸得著 然而在這張圖片上，本來是處在較熱的月面上幾英里處的東西，卻被莫名其妙地省掉了。在真正的月面上方幾英里處的這麼小的一個空間裏，這些東西肯定是一直存在的。
既然月球沒有大氣環繞，那麼這肯定就是月面的那些穹頂建築了。並且也找不到其他實在的解釋。
這樣一來，LCROSS在第一次繞月借力飛行時，就已經採集了一些令人矚目的新證據來說明“月面古代穹頂建築”是真實存在的。
但是這些珍貴的紅外圖片怎麼會“洩露”出來呢？
就像一位元俄羅斯記者所說，她從一位俄羅斯空間工程師那裏得知了《黑暗任務》一書，而這種可能的“資訊洩漏”，是否就說明我們的努力和不斷施壓已經在NASA內部起到了一些效果？！
NASA內部有那麼多人會買、會讀《黑暗任務》嗎？那這樣一來，當新一張月面的紅外圖片出現異常時，是不是有人想起了他們讀到的內容，於是針對圖片的真實內容提出許多尖銳的問題 這些人難道是LCROSS任務的內部人士？
後來，這些IR圖片在LCROSS的NASA官網上公佈僅一天之後，這些紅外圖片突然被做了剪裁處理，而那條“細細的黃色曲線”也被故意清除掉了（圖T-20）。
NASA內部的高級官員顯然也（後知後覺地 ）意識到了“黃色細線”所代表的內容 於是（窘態可掬地）開始想盡一切辦法“填補漏洞”。
越來越多的LCROSS內部資訊被披露出來，這是否會對NASA當前的政策造成某種影響呢 也許，這意味著LCROSS和LRO會披露更多難得一見的科學證據。
我們拭目以待。
這些新披露的資訊無論多麼令人興奮，無論多麼令人堅信，在與我們下一本書（書名暫定為《黑暗任務II 秘密的空間計畫》）中將會使用的各種資料對比之後，就顯得十分蒼白了。你現在流覽“進取號”的網站，也許會感覺到，在我們近年一直追蹤的NASA任務之外，還有另一項與之同時進行的秘密任務，而在《黑暗任務》講述的故事中，這才是真正的主角之一。韋恩赫爾馮布勞恩博士（Wernher von Braun）直到把這一任務搞砸之後，才發現該空間計畫完全是私下進行的。在這之前，馮布勞恩很可能根本就不知道，他並非位於科技生物鏈的上層。此時，他能做的只有發現一種被稱為“超維物理學”（Hyperdimensional physics）的理論，並證明其真實性；還必須保證，他與同事們都不會損害其中的潛在利益。
馮布勞恩意識到，牛頓錯了，錯得一塌糊塗，錯得無可辯駁。那時肯定有過許多想法。然而，本可以成為空間科學時代的領袖的他，卻與這難得一見的秘密行動永遠無緣了。
而人們所能做的，只有無盡的猜想
 理查霍格蘭
2009年7月20日
前言
我們熟知50年之久的NASA，一直都是個謊言。
我是理查C.霍格蘭。首先做個簡短的自我介紹，後阿波羅時期，我曾在戈達德航太中心（Goddard Spaceflight Center）擔任NASA顧問，並在阿波羅計畫實施期間，擔任沃爾特克朗凱特（Walter Cronkite）和CBS新聞、特別報導的科學顧問，向CBS電視臺提供有關NASA月球和火星任務的資訊。目前，我在負責一個監督並研究NASA的獨立團隊，叫做企業使命，力圖搞清楚在過去50年裏NASA在太陽系中究竟有多少發現被冠以機密材料之名，悄悄地從公眾視線中被抹去，並從此完全不被美國人民所知的內容。
我和我的好友兼同事，麥克巴拉，將會在隨後的幾百頁裏挑戰極限：我們將盡力闡述然後小心證明NASA所謂的機密資料和資訊裏暗藏的玄機 這份工作不會輕鬆。
即使是在挑戰者號（Challenger）和哥倫比亞號（Columbia）的災難性事故以及諸多航天器事件“失蹤”之後，大部分美國人仍然認為NASA的公信力和可靠度堪比特雷莎修女（Mother Teresa）。之所以這樣，主要原因是普通美國人（媒體姑且不提）無法找到一個關於這個叫做NASA的儀錶堂堂的純科研機構要欺騙大眾的理由。畢竟，NASA把最後的真英雄像火炬一樣高高舉起。我想說，月球岩石、隕石坑還有空間輻射這些又有什麼需要隱瞞的呢？
不過，如果我們猜對了，能夠隱瞞的內容還真的就有不少了。
然而，即使有蛛絲馬跡表明NASA 確切地說是其領導層 在過去50多年裏一直在做一些不為人知的勾當，那麼對人們來說，充其量也就是不足為信。而根據我們的分析，NASA近18000名全職員工中的絕大部分人對我們將要談及的諸多勾當並不知情。
想要初步瞭解本書中提供的特殊案例，想要完全體會NASA這些年來如此刻意、嫺熟地向世人隱瞞了什麼，我們就必須從NASA混沌的過去開始說起 具體地說，就是“二戰”結束伊始，美國面臨日益危險的地緣政治環境時NASA的緣起。
在1958年時獲准通過並簽署的《美國國家航空暨太空法案》（National Aeronautics and Space Act）中說明，NASA作為政府機構，屬於執行部門這一分支可直接向合眾國總統本人彙報。對外，NASA則是個“由美國政府資助，負責控制航空航太及空間活動的民事機構。”
在普通大眾和媒體的看來，NASA是個開放的、絕對的民事科研機構，但事實卻恰恰相反，從法律上講，該宇航局暗地裏則直接隸屬於國防部，在與老對手前蘇聯的冷戰逐漸升級之時負責協助美國國家安全事務。NASA章程中如是寫道：
 
第305節 （i）該（國家宇航）局應當視為合眾國之防衛機關，參照《合眾國法典》（United States Code）17章35條
 
這一很少提及的防衛職能 會直接導致NASA在公眾心中絕對民用科研機構形象不復存在 公然書寫在該法案的另一節裏2：
 
第205節 （d）【本法案】本條規定，【國家宇航局】所有因涉及國家安全而定性為保密資訊，不得出現在任何報告當中
 
很明顯，從這一條和其他在法案中提及的條款中可以看出，國會、媒體和美國納稅人能看到NASA高級專案的何種資訊（包括在月球、火星以及太陽系其他地方真實的原始圖像和資料）完全取決於美國總統（以及/或者其國防部代理人和“智庫”[intelligence community]）是否將資料加密。在過去50多年裏，政府引導我們相信的關於NASA的一切，都與事實完全相悖。
在NASA成立之初，創建NASA的法案上字跡還未幹的時候（這個法案有眾多宗旨，其一就是“建立長期科研，探索和平科學開展太空活動的潛在利益、機會和問題”），NASA曾授權一個官方“長遠研究”，研究其諸多計畫（包括不為人知的）對美國社會帶來的突出影響。
1959年的研究課題頗為引人注目，是NASA與布魯金斯學會（Brookings Institution，一個著名的華府智囊團）簽訂的正式合同，標題為《關於和平空間活動對人類事務影響的研究報告》（Proposed Studies on the Implications of Peaceful Space Activities for Human Affairs）。 1960年底，這個涉及多個學科的調查行動由NASA領導層負責，而1961甘迺迪政府當選後，領導權轉交給國會。
這份報告中提及的一個獨特領域 在繁冗的資料和分析中極易被忽略的一點 就是秘密評估NASA幾乎確認發現了地外智慧生物：
 
雖然與其（地外生命）面對面的接觸在未來20年內不會發生（除非他們的科技比我們的發達，足以支持他們造訪地球），但是這些生命形態在過去某一時間留下的人造痕跡很可能在我們（NASA）探索月球、火星和金星時被發現。
 
布魯金斯悄然插入的這一小節透露了許多層面上的內情，與此同時，這一小節也是我們案例的檔案基礎，即“你自以為熟知”的NASA根本就不存在，NASA一直在故意隱瞞和加密它最重要的發現，理由就是保護“國家安全”。
布魯金斯官方聲明，NASA期望自己能夠飛抵太陽系中臨近的星球，屆時將完全有可能在“地外生命”的後院與他們進行有史以來第一次接觸。
在1996年我們將這份檔公諸於眾之前，是否有人懷疑過這份官方檔案的存在？你將從本書的資料中發現，從上世紀60年代中期是，NASA就已經開始借助未公開的飛船發現了預料中的地外遺跡，只不過，該局後來沒有“抽空”告訴其他人而已。
對於月球上發現的第一處讓人歎為觀止的遺跡，NASA會先用最早期的機器人探測器進行確認，然後掩蓋事實，而這個遺跡很可能是一個曾在太陽系輝煌一時的古代高科技文明留下來的，這就完全印證了布魯金斯的預測。四年後，阿波羅計畫得以圓滿完成，而登月宇航員親眼見證並全程記錄了月球上非凡的“玻璃狀”結構，從環月軌道到月球表面，他們拍攝了數以萬計的高品質相片！而且阿波羅計畫成員帶給NASA實驗室的也不只是一些石頭，還有他們發現的古代高科技人造物樣本 以期在嚴格保密的條件下進行“逆向工程”研究。
圖F-1就是這個玻璃狀古月球遺跡的照片，由阿波羅宇航員親自拍攝，並被前NASA雇員作為私人檔案藏匿了30多年。在本書中，我們將討論更加詳細地討論原班宇航員對月球遺跡的觀察。另外，我們還將一一展示並深度分析大量關於這些巨大建築的其他原始照片，以及被帶回地球的真實人造物的相片。
這個時候，懷疑論者可能就會問，既然宇航局在過去40多年裏費盡心思地隱瞞這些廢墟和科技，我們又如何能將他們的真實官方照片拿來展示呢？
我們的答案就是，經歷了兩代人的時間之後，洩露的圖片突然開始出現在互聯網上，而且就是NASA的官方網站，比如上面那一張 圖F.1中所示即為月球古建築在高處形成穹頂，也正是被人類帶回地球的外形人造物。
一小部分NASA忠實員工見證了當時發生的事情，並同意保守秘密，打著保護國家安全的旗號三緘其口。顯然，其中一些NASA雇員最終“開竅”，明白了這種持續的欺騙不論出於什麼法律緣由，就算是顧及國家安全，也都是絕對違憲的。也正是因為有了他們這些NASA真正的英雄，一部真實的航太史才得以再次開始書寫。
基於我們在本書中給出的分析，我們還認為NASA的整個探月計畫 直到獲得驚人成功的阿波羅載人工程 都經過精心地策劃。開始是一種“外星人探測”計畫，隨後則變成了“外星人造物回收”計畫。
這種單純的目的再一次赤裸裸的出現在布魯金斯的報告中。現在，我們相信這就是為什麼據說“對太空毫無興趣”的甘迺迪總統被暗中地說服，並於1961年5月宣佈他歷史性的決定：“在10年內，把人類送上月球 並安全返回。”一直以來，人們都普遍相信：正是甘迺迪的努力向世界證明了美國體系的優越性，讓蘇聯的共產主義自慚形穢。
然而，就在1963年9月21日，阿波羅“逐”月才兩年時，甘迺迪總統突然在聯合國公開邀請蘇聯，提議“美蘇合作，聯合探索月球” 。
當然，如果阿波羅計畫具有“隱藏目的”，那麼這一舉動就會洩露其首要目標並不是擊敗蘇聯，而是暗地裏找到並搜集沉睡在月球上千萬年的超高科技樣本 然後與蘇聯分享！奇怪的是，甘迺迪在聯合國提出震驚眾人的提議後不過兩個月，就遭到了刺殺。
從某種程度上講，在NASA與布魯金斯持續的掩蓋行為中充滿熱情的建築家們，也在宣導下得到了我們的尊崇，成為了我們的英雄。並且其中有些人是科技領域的先驅人物，他們的名字與美國在太空科技和火箭工程上的成就並駕齊驅。在很多案例裏，他們也是有神秘故事的人 不論是德國人、埃及人、英國人還是美國人，都是游走在理智與傳統思想之間的邊緣人。從目前我們能看到的最清晰明瞭的情況來看，這些所謂的“邊緣人”，在局內分化成三個主要的群體。為了行文方便，我們暫且把他們叫做“魔法派”（Magicians）、“瓦匠派”(Masons)和“納粹派”(Nazis) 後文中還會分別談及。
每個“派別”都有傑出人才地領導，以及眾多跟隨者地支持。由於他們對太空計畫都有自己的規劃，所以其作用意義非凡且無法抹殺。除此之外，每一“派別”都遵循著一個秘密的甚至“玄妙的”教義，這種教義與“古代宗教和神祗”有不解的淵源，而嚴謹的科學和冷靜的總結只是被NASA當成究極咒語一樣念給大眾聽，與這種教義並沒有多大關係。
通過一些商用天體力學和天文學軟體的應用，比如廣泛流行的“紅移”（Red Shift）系列（採用噴氣實驗室［JPL］官方星曆表作為資料庫） 我們可以建立一個NASA的行為模式圖，來解釋那些既捉摸不透又異乎尋常的事件：宇航局內部出現了對千年前古埃及三位“天神”的怪誕崇拜 他們就是伊希斯、奧西裏斯和荷魯斯。
這三位埃及天神的神話故事被眾多埃及學者和作家引用，比如克里斯多夫奈特（Christopher Knight）和羅伯特洛馬斯（Lobert Lomas）的《海勒姆的鑰匙》（The Hiram Key）。也正是這三位天神，是理解共濟會（Masonic Order）歷史的關鍵。我們還會展示，NASA“魔法派”和納粹一樣也以這個神話作為V系統的核心。這種埃及宗教象徵被NASA隱秘地使用了50年，唯一的馬腳就是他們反復明目張膽地選用同一個簡單的任務臂章設計。
比如，如果我們觀察阿波羅計畫的官方臂章（圖F-2），再加上我們之前講到NASA將古怪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所有“埃及風格”的東西上面，這個臂章中的元素就印證了A（阿波羅首字母）是代表“阿薩爾”（Asar） 也就是埃及語對“奧西裏斯”的稱呼。阿波羅臂章上隱藏的埃及語含義被成功破解，確認這一點完全綽綽有餘，因為“阿薩爾和奧西裏斯”就是希臘語中的“獵戶座”（Orion），而這也正是臂章上的星空背景。
假如你認為使用這種標誌的習慣只是歷史中短暫的小插曲，只在阿波羅計畫和上世紀60年代中出現，那請你再仔細想想，最近NASA在新的“CEV”計畫（最終代替太空梭，搭載美國宇航員重返月球）的臂章設計中NASA又做了什麼古怪的選擇吧（圖F-3）。
在本書後文中，我們會向大家陳述NASA內部的這些一直存在且難以解釋的“神秘社團”的歷史檔案 關於其員工以及其主要政策。這段歷史從其官方成立之日就已經開始，並且這讓人難以捉摸的“埃及風尚”伴隨始終。
除此之外，我們還會調查反復出現的雷同選擇背後的隱藏目的，以及在背後默默操縱事件發展的關鍵人物。
隨後，你還會瞭解到更多宇航局內部廣泛存在的腐敗、違法越權和明爭暗鬥 這些事情的存在使毫無理性的宗教儀式之風盛行不減。
現在看來，有證據證明NASA並非其試圖扮演的民用科研機構，而這些證據既了令人信服，又讓人頭疼。
甘迺迪遇刺後的幾年時間裏，阿波羅計畫終於成為現實，但是只實行了9次往返月球的任務（其中有6次在月球著陸）。
然後（很明顯），一定數量和類型的月球人造物被成功鑒別，並被阿波羅工作人員帶回地球 緊接著，阿波羅計畫在阿波羅17號時戛然而止。
按我們的思維模式來看，美國歷史性的月球之旅突然停止，30多年的時間內無人再次造訪月球，真正的原因、根本的原因就是阿波羅神秘任務的完美成功，而不是國會預算的削減。
2004年1月14日，喬治W布希（George W.Bush）總統突然在NASA總部發表聲明稱：白宮和NASA將開始新的計畫，名為“2020年之前重返月球”。考慮到之前提到的所有事件，這一舉動引起了民眾的一片譁然。阿波羅計畫終結30年以後，布希政府是否又發現了月球上有什麼東西在等待人類再次造訪麼？是否是這些東西促使政府實行這個“打了興奮劑的”阿波羅計畫呢？（由布希總統欽點、負責返月計畫的NASA新主管饒有諷刺意味的稱呼這個新計畫為“打了興奮劑的”阿波羅計畫。）
NASA的一時興起，難道只是為了在預算允許的情況下儘快趕在其他一眾國家之前返月？比如那些突然宣佈自己登月計畫的國家，像中國、印度、日本還有俄羅斯，甚至ESC（European Space Agency，即歐洲宇航局）？難道我們在見證第二場空間競賽的起跑？只不過這不再是一場只為了宣傳攻勢的競賽，而是一場為了爭奪月球上阿波羅計畫之後還殘存在月球上的遺跡的科技奧秘的競賽，這次的競賽更加重要、也有更多選手參加，而成功破譯這些遺跡的國家，將會永遠統治地球。
就在阿波羅任務開始幾年之後，更多非凡的太陽系遺跡在火星上首次被發現 起先是由NASA第一個火星軌道飛行器（1971年末發射的無人飛船，水手9號）發回的圖片和其他儀器掃描圖。
當首批海盜號軌道飛行器和著陸器在五年後抵達火星時，機器人首次確認在火星上也有“不尋常的”東西，而這一發現為後來更深入的觀察鋪平了道路。同樣，這些重要觀察、發現中的細節以及檔記載也都會在本書中被一一展開。
宇航局悄無聲息、有條不紊地掩蓋其最神奇發現的做法，與媒體和公眾在誤導下建立的NASA形象 程式透明、科研成果開放、出版自由 完全相悖。而這，正是一處關鍵。
就算布魯金斯在接受調查和傳喚期間，許多為布魯金斯提供顧問的NASA社會學家和人類學家（比如紐約海頓天文館[Hayden Planetarium]的瑪格麗特米德[Margaret Meade]博士，我有幸能在今後幾年裏與其合作）也一直在警告NASA：在上世紀50年代後期壓抑的社會和宗教環境下，萬一地外生命（以及地外遺跡）存在的消息不脛而走，那麼“社會不穩定的潛在危險就會變得極其巨大”。
從首個月球軌道飛行器發回的圖片來看，所有的發現 遺跡存在的事實，其驚人的規模，太陽系中有存在另外一個世界，它們的建造者又是如何消失的 都突然變得過於真實。
在太陽系，曾經有一個強大的、無所不包的非凡文明就這樣消失了，只待被NASA粗糙原始的探測器重新發現。而我們發現，在一場全面的太陽系巨災中，該文明遭到了徹底的摧毀。
對決策者而言，即使是在那些驚人的發現被證實之前，布魯金斯的言論中最聳人聽聞的的部分就是其不加掩飾、專斷獨行的警告：如果NASA上世紀50年代那種“外星人預言”得到應驗，我們的文明又將會遭遇什麼。
 人類學檔案中有很多群落案例都記載著他們的確切位置，當他們不得不與陌生群落融合並接受不同的思想和生活方式時，這些群落就會發生分裂；而另外一些在融合中沒有分裂的群落則改變了其原有的價值觀、生活態度和行為模式 。
 之所以在上面提到群落分裂，只是因為我們已經知道了“我們並不孤單。”
在布魯金斯關於可能存在如此重大發現的討論中還包含了第二個層次的問題：將來，如果宇航局向公眾確認我們有地外智慧生物鄰居或者地外存在他們的遺跡和人造物，那麼面對如此重大而極具爆炸性的消息，我們又該如何應對？
在發生這種情況之前，NASA關於此事以及嚴格措施的討論和考慮，也透露著某種嚴酷的資訊：
 
系列研究也許能促進我們制定相關計畫來發掘並適應這種發現的含義。並且我們希望能夠通過這些研究來回答以下問題：這些資訊，在什麼樣的情形下，以何種方式向公眾公開或保密比較好，又會引起什麼結果？在公佈發現時，科學家和決策人又會扮演什麼樣的角色？
 
阿波羅登月計畫第一次成功之後，政界喧嘩激奮。而緊接著，白宮和NASA卻打著無公共利益可圖、資金緊缺的幌子戲劇性地改變了整個空間探索計畫的方向。
宇航局迅速放棄了所有阿波羅計畫中在月球上建立永久基地的後續任務，並無限期推遲了去往火星的所有討論和計畫。
相反，已經被揭穿的謊言裏就包括說要研發一種經濟、可靠、可重複利用的空間運輸系統，和一個“世界級”的空間研究實驗室為這個系統提供給養 也就是今天的太空梭和國際空間站。正是在這個謊言的保護下，NASA與白宮在上世紀70年代初共同做出了一系列重大決定，而美國宇航員也因此得以繞地環行數十載。而與此同時，我們那載著炫目的遺跡和多如繁星的神奇科技，只在25萬英里外徐徐環繞的月球，卻遭到了忽略。
2001年2月15日，福克斯電視臺（Fox Television）播放了一個廣為人知的節目，名叫《陰謀論：人類有沒有登月？》（Conspiracy Theory： Did We Land On the Moon）。節目裏，福克斯清除了NASA曠日持久達四十年的層層掩蓋鏈條中最後的一個薄弱環節。
我們堅信，這場“月球鬧劇”只不過是所有精心構建的專業虛假情報中一個優美篇章，並且它的出現只是為了將公眾注意力即刻從真實的月球陰謀上轉移開來，因為早在1996年就真實的情況就已經開始逐漸洩漏。我之所以敢這麼說，是因為作為“月球鬧劇”的第一手見證人，我能親身證明它真正開始的時間遠遠早於2001年的福克斯特別節目 那是1969年，就在NASA的心臟！
就在阿波羅計畫中，尼爾阿姆斯壯和巴斯奧爾德林完成了歷史性登月的那一年，阿波羅11號在7月的驚人登陸 這是一個多麼令人難忘的夏天。我當時正深深的沉浸在CBS對阿波羅11號的全方位報導中，當時的幾個月時間裏，我擔任CBS新聞特別報導的官方科學顧問，以及沃爾特克朗凱特的當家記者。
阿波羅11號之行飛行任務的那段時間裏，我被派遣到（根據我的請求）位於加州丹尼市（Downey）的阿波羅指令與服務模組總承包商，北美人洛克維爾公司（North American Rockwell）。在那裏，為完成不間斷的CBS“登月日”報導，由北美人公司的技術人員在一間巨大通風的飛機庫專門為我和CBS建造的一個“太陽系漫遊”的場景，我親自監督了製造過程以及它在我擅長領域之內的特殊用途。在這個縮小版的太陽系裏，我成功地協助沃爾特克朗凱特通過衛星採訪了一些重要工程師、專案總監和“特殊嘉賓”，邀請他們就阿波羅11號這一歷史性行程進行評論，因為他們不是在北美人公司建造了阿波羅飛船，就是在歷史和太空領域有獨特見解。
有一個名人，我非常驕傲能把他帶到攝像機前，在那個歷史性的夜晚與紐約的沃爾特談論這一系列事件的驚人本質。他就是羅伯特A海因萊因（Robert A.Heinlein），美國科幻小說界教主。幾十年前，鮑勃與他合作編寫了劇本《奔向月球》（Destination Moon），這部史上首次包含有精准科技的登月劇本，在當時向全球十億觀眾播放。身為開創“青少年”科幻小說的先驅，羅伯特海因萊因首次將現實的空間旅行和工程概念傳達給整代人，也就是這一代人成為了後來NASA的科學家和工程師，所以說他幾乎只手給整個空間計畫“注入了靈感”。
我必須承認，那一夜我有種自大的滿足感，看著鮑勃海因萊因在“太陽系”中漫步，通過衛星，向沃爾特 準確是說是向全世界 果斷預言：“從今以後，今晚，1969年7月20日，將被人們稱為 真正人類史的開端 ”。
我經歷了32個小時的令人興奮的事件，包括登陸和讓人心驚膽戰的艙外活動 這些從頭至尾被模糊的電視畫面進行“月球現場直播”；還有機組人員第一次在月球上睡了幾個小時，登月艙“老鷹號”成功起飛，並與仍在環月軌道上運行的指揮艙“哥倫比亞號”成功連接；以及之後，CBS將我們的團隊搬到街上，到帕薩迪納的噴氣推進實驗室。直至3名阿波羅11號的宇航員啟程回家並“水降”在南太平洋3天之後，我們抵達了JPL，在那裏，又報導了飛行過程的其餘內容。
這次遷移因為在“阿波羅11號驚世之旅”的同時，NASA還有另一個任務正在進行 兩個無名火星飛船要與火星擦肩而過，而這在NASA史上已經是第二次了。
在加州只有一個“CBS特別報導小組”，卻要報導當時NASA在西海岸所有的空間活動，而我們在洛杉磯的一個小團隊 由一個製片、一個記者、兩個攝像，可能還有兩個技術人員、一個化妝師和我組成 則兼任負責持續報導阿波羅11號事件，同時在JPL的馮卡爾曼禮堂（Von Karman Auditorium）內開始即時報導NASA第二次匿名火星任務。
7月31日，就在“哥倫比亞號”離開環月軌道開始駛向南太平洋10天后，水手6號就要經過火星並完成影像拍攝、波譜掃描、火星大氣遠端測量等一系列任務。
7月22日下午，我們抵達JPL，開始為報導水手6號飛經火星這一事件做準備工作，而這件事足以讓一個23歲的網路科學顧問飄飄然，因為這是我第一次“親身”報導即時任務。
一天早上，執行製片，鮑勃伍斯勒（Bob Wussler）突然決定讓我在全CBS電視網路上解說水手號飛經火星事件。所以我在JPL報導的情形，深深的銘刻在我腦海裏無法磨滅，因為那是我“觸電”的時刻，但除此之外並沒有其他理由。
一個人怎麼可能忘掉自己在專業電視上的首次亮相，而且還是第一次對NASA飛經火星的行動進行官方評論。可我卻一輩子也想不起來那天早上我說了什麼。我只記得那天我鄭重其事的跟同一樓層的同事借了一件運動外套和領帶，作為我登臺的行頭。
並且，在我們抵達JPL之前兩天發生的一個荒唐場面我至今還記憶猶新。
那裏就是井然有序地一團糟。在我們周圍，有一千個報刊記者、電視臺記者、技術人員、特邀貴賓，還有JPL一半的員工。他們都在努力申請有限的坐席，以便進入馮卡門的小禮堂（相比這些人而言算小的） 自從1958年7月的一個夏夜，美軍與JPL組成的團隊成功將探索者1號送入軌道之後，JPL的所有盛會都在這裏進行報導。
時隔11年後，在7月的一個和暖的下午，好像所有人都同時發起狂來，在大廳裏專門為媒體人員設置的註冊桌前爭搶著註冊，手裏牢牢抓著限制數量的工具，試圖在遠處的禮堂裏確定一個座位。
而在這時，我正在馮卡門四周遊蕩，試圖找到CBS主持人的桌子在哪兒，同時，我注意到一件奇怪的事。
即使在我這個非專業人士的眼裏，這個人也顯得與周圍格格不入：他穿著牛仔褲，一件淺色的長雨衣（天氣是典型的洛杉磯氣候 那麼，他穿雨衣幹什麼？）。這個人穿著只有舊時西部牛仔才穿的邋遢“厚大衣”，一隻肩膀上掛著一個黑色皮包，正在慢慢地、有條不紊地在馮卡門裏的每把椅子上放著什麼東西。
他走近時，我才突然意識到他身邊有一個穿著更傳統的JPL代表：他沒有穿大衣，穿著一件白襯衫配黑領帶 這個人不是旁人，正是JPL新聞辦公室主任，弗蘭克布裏斯托（Frank Bristow）。
在這個個亂哄哄的現場，布裏斯托 再說一遍，他是JPL新聞辦公室的頭 為什麼單單要親自陪同這位“局外人”環游大禮堂呢？
之後，就像是覺得還不夠神秘，布裏斯托開始護送“大衣男”遠離人滿為患的“媒體發佈室”，走出大禮堂的玻璃門廳。門廳外有一間屋子是為各記者休息使用的，像沃爾特沙利文（Walter Sullivan，來自《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弗蘭克珀爾曼（Frank Pearlman，來自《三藩市紀事報》[San Francisco Chronicle]），朱爾斯伯格曼（Jules Bergmann，來自美國廣播公司，即ABC），還有比爾斯托特（Bill Stout， CBS當地的工作人員），每次馮卡門媒體發佈會後，他們都會在這裏寫導語和報導。布裏斯托把幾個記者介紹給“大衣男”。官方新聞辦公室的頭目為什麼要做這些呢？
很快我就有了答案。
就在布裏斯托心滿意足的看著他們時，這位“貴賓”就把他之前一直在禮堂內擺放的東西交給每一個記者。
我把其中一份打開，一個銀色帶黃色的東西掉在了地板磚上。是一面亮閃閃的美國國旗，大約有4英尺長，由鍍鋁的聚酯薄膜製成。我翻到油印的一面，當我看到裏面的內容時，我簡直無法相信自己的眼睛。
1969年7月22日，三位阿波羅11號宇航員 尼爾阿姆斯壯、巴斯奧爾德林和麥克柯林斯（Mike Collins），其中兩位剛剛成功地在“天殺的月球”上行走，現在在從“寧靜海”返回地球的半路上，最多還有兩天就要在南太平洋降落了。而在這裏，一個人當著JPL“內部人士”的面正在給在場的記者散發油印傳單 上面赫然寫著“NASA炮製了整個阿波羅11號的登月事件 就在內華達（Nevada）的一個攝影棚裏！”
如果這還不夠古怪，那麼此人由JPL新聞辦公室頭目親自護甲，環視整個馮卡門的事情是否更加古怪？！
雖然後來我照做了其他老手的動作：隨意地把那兩頁紙扔進垃圾桶裏，把閃光的旗子夾在筆記本中。但是懷疑的種子已經植根。
回顧剛剛的畫面，我們費盡千辛萬苦才得知的太陽系的真正“內容”，又經歷了NASA極度無禮的長久“保密”，真相終於開始清晰起來。
這是個官方“手段” 布裏斯托的職責就是確保所有的記者都能夠幫助NASA掩蓋事實，或者至少看了當天下午分發的傳單，用那面旗幟提醒大家小冊子裏的內容，即使在若干年以後一切皆會成為歷史。遲早，這些在JPL看了小冊子的人中總有一部分會把這個寫出來 宛如降落在NASA關於阿波羅11號的官方說辭上的墮落天使。
如此一來，這個故事就成為了一個自然再現的謎母 “文化資訊的單位（諸如文化做法或想法）以口頭或重複性行為從一個人的思想傳遞到另一個人的思想” 這正是當天下午NASA想要在JPL達到的目的。想故意用“登月是假的”這一言論來“煽動”美國文化。
萬一將來NASA開始透露能夠證明這些宇航員真的到過月球的證據，那麼這一切是否就成為了某種高瞻遠矚的“後備計畫”呢？
福克斯，所謂“公正公平的”廣播公司，在2001年放出了這個謎母，也就是《人類有沒有登月》特別節目。當時，一個長達三十年、經過精細包裝的“陰謀論調”正時刻準備著以完美的誘人姿態出現，出現在那些終於開始“懷疑”NASA的人面前。而放在這些滋事者面前的，只不過是一份官方編造的“套話”，這些人總有一天會在那些記者面前拿出一系列阿波羅官方照片來，並一針見血的問道：“NASA在阿波羅登月計畫中到底發現了什麼？”
請讀者在後文中尋找答案
第1章 火星紀念碑
在關於地外人造物的質疑中，大多數讀者面臨的眾多核心問題之一，就是我們的故事並非開始於這些人造物竣工的伊始，也並非它們慘遭遺棄的中期，反而是接近蓋棺論定的收尾階段。過去相信這些外星生物傑作存在的人並不多，而在1976年7月25日，大多數人們突然意識到了這一點。那天，NASA噴氣動力實驗室的一名科學家，托比歐文（Toby Owen）在使用放大鏡觀察海盜一號探測器（Viking Orbiter 1）拍攝的35A72號圖片（圖1-1）時，驚聲叫道：“看這兒！”
正是這張後來被稱為“火星人面像”（The Face on Mars）的圖片在當時引起了一陣轟動。在NASA每日例行舉行的新聞發佈會上，“人面像”總是當仁不讓的焦點。海盜號專案的另一名科學家，傑拉德索芬（Gerald Soffen），負責向各路新聞記者介紹情況，有一次霍格蘭也參與其中。索芬每次介紹“人面像”時，都會說：“這麼特殊，這麼罕見的現象，難道只是光影的把戲？但是幾小時後，我們再次拍攝時，它又消失了不知去向了。所以說這不過是個把戲，是光照造成的。”最後那段說法後來被證明是完全錯誤的，這也使清白正直、未受過指責的空間管理局，第一次被抹上了污點。儘管在第二天各大報紙上滿是關於“人面像”的消息，卻沒有幾位元記者（包括霍格蘭在內）把它當回事兒。NASA解釋說他們還存有在火星上同一天晚些時候拍攝的照片，並且這些照片足以推翻這些假設和猜想。甚至大家也都對此信以為真了。
然而，這張“人面像”的照片，顯然在JPL實驗室裏引起了不小的驚恐。海盜船計畫通常包括四個部分 它由兩個著陸艙和兩個探測器組成，分別叫做“海盜1號”“海盜2號”。兩個著陸艙從探測器上分離後，降落到星球表面，以探測生命跡象、拍攝火星地表照片。“海盜1號”著陸艙於1976年7月20日在火星上的克利斯平原（Chryse Planitia）降落，發回了一張又一張的星球表面照片。“海盜2號”著陸艙則選擇了塞東尼亞（Cydonia）地區作為著陸點。但是，在第一張“人面像”圖片，即35A72號圖片發佈以後，人們紛紛議論，認為應該更改“海盜2號”的著陸點。
塞東尼亞（“海盜2號”指定著陸點B.1，北緯44.3°，西經10°）被當作首選著陸點，是因為其地勢較低 比火星表面平均高度低5～6千米，也因為它就在冬季北極頂最南邊的區域附近。B-1也具有與第一著陸點在一條線上的優勢，這樣“海盜一號”探測器就能從二號著陸艙接收資料，而二號探測器則能夠在任務需要延長時繪製火星兩級和其他地區的情況，並且這一地帶還極有可能是一處水源地。對“海盜號”專案的科學家哈爾馬索爾斯基（Hal Masursky）來說，他所擔心的是這一地帶的地理狀況。於是，他要求準備地理學地圖的大衛斯科特（David Scott）製作一份特別的地圖，名為“B-1可能遇到的危險”。在經過一番研究之後，馬索爾斯基得出結論：這一地區“不適宜著陸”。這當然是根據基於“水手9號”製作的地圖進行分析而得出的結論。然而，他告訴湯姆楊（Tom Young）和吉姆馬丁（Jim Martin）說，還是有一線希望的，因為一些隨風傳播的物質也許已覆滿這粗糙的地表，遮住了“所有我們面臨的難題”。
這樣一來，要改變已定的著陸點，唯一說得過去的理由是，塞東尼亞地區太過崎嶇，“海盜號”著陸艙不敢貿然降落。而後又有人說，地表粗糙的原因之一還可能是由於塞東尼亞地區地處北方且緯度較高，而更適宜的著陸點應該在靠南某些地區。但最後“海盜２號”選擇在一個叫做“烏托邦平原”（Utopia Planitia）的地區降落，但是這裏甚至比塞東尼亞地區緯度更高，地表更粗糙。
當時的人們都沒有認真考慮過著陸點易地的問題，但後來有人發現：新著陸點的選址理由，卻與放棄選擇塞東尼亞地區的原因相互矛盾。似乎JPL實驗室裏沒有人擔心那處“人面像”，也沒想過讓“海盜號”遠離它。某些NASA科學家對這種反反復複的行動感到不解，他認為在火星上進行這樣的行動，無異於在地球上的撒哈拉沙漠上尋找生物，氣候的原因就更不用說了。NASA還有一次更為怪異的決定：他們在八月份拍攝了兩張塞東尼亞地區的高解析度圖片 70A11和70A13 然而，在此之前，他們就已經判定了該地區不適宜著陸。這樣一來，他們就浪費了探測器本可以用來拍攝其他更為適宜的地點的寶貴資源。難道他們在35A72號照片上看到了什麼，使他們好奇心倍增？
在那以後，關於塞東尼亞地區的討論暫時消停了一段時間。而在1979年，NASA的戈達德航太中心的兩位科學家，文奇迪皮耶特羅（Vince Dipietro）和葛列格莫勒納爾（Greg Molenaar）決定再次研究一下“人面像”照片。很快，他們找出了35A72號照片（在“海盜號”的系列照片中被標記為第一張），但是這些早些時候的增強圖片似乎與“光影作用”的解釋相違背。於是，他們又繼續尋找從其他軌道拍攝的照片。令他們感到震驚的是不僅後來從其他軌道拍攝的“人面像”照片消失了，甚至傑拉德索芬五年前提到的可能“推翻這些假設”的照片也不知了蹤影。在一番筋疲力盡的搜尋之後，他們發現了另一張被錯誤歸檔的“人面像”照片，編號為70A13，比前一張軌道繞行35 圈之後拍攝時的太陽高度角要高出17°。而他們根本沒有找到那張所謂的可能“推翻這些假設”的照片。“海盜2號”的拍攝點靠近塞東尼亞地區，拍攝時間是火星上的夜晚時分，而在這種情況下是不可能拍攝出這樣的圖片的。
隨後，他們開始把注意力轉向一些其他的資料。一開始，他們想從同行評議的期刊上選取一些文章。儘管總是受到這樣那樣的阻礙，迪皮耶特羅和莫勒納爾還是想從霍格蘭這裏獲取一些“人面像”的增強照片。霍格蘭也要到了一些列印圖片，用來研究這兩位元科學家自己使用的圖片增強技術（也叫做S.P.I.T.），然而他所看到的一切令他十分著迷。同他們二位討論後，霍格蘭從斯坦福研究所獲得了一筆用以進行第一次獨立火星勘測行動的資金。
霍格蘭從一開始就意識到，關於“人面像”的問題值得特別研究。就IMI的成員所知，沒有人在此之前進行過這樣的考察，而在研究“人面像”的問題時，也沒有固定的規律可循。霍格蘭始終認為，如果“人面像”的確是某種外星智慧生物所為，那麼這項研究絕對超出了地理學家和星球學家的經驗範圍。他認為，這項研究還需要更多的人員參與，需要來自多個領域且具有多種技能的“實踐”科學以及“理論”科學方面的專家。這種多學科的研究方式使IMI的原有成員得以從各個科學角度來重新審視“人面像”問題，並將研究結果同已有的專家評審組的結論進行對比。
然而，他們的發現卻使整件事情愈發變得神秘。在仔細查看了35A72、70A13兩張照片以後，他們立即得出了清晰的結論：
火星上的“人面像”圖片並非在地球上常見的，由岩石形成的側臉形象（如新澤西的“山中老人”），而是從上空觀察到的正面形象，與拉什莫爾山（Mount Rushmore）的總統像更為相似。他們立即意識到這東西非同一般：這張臉有著清晰的人臉輪廓且五官俱備，高高的眉骨、深陷的眼窩、微張的嘴巴和隆起的鼻樑都明晰可見。從拍攝時太陽高度角略高的70A13號圖片上看，“人面像”所在的這處斜面，對稱度達到了90%，只是由於資料錯誤的原因，圖片上東邊“下巴”部位有點扭曲。
第二張照片也證實了第二處“眼窩”的存在，這些面部特徵所在的整個平面高度相等，佈局對稱，只是在“嘴巴”的部分稍有偏差。在馬克卡爾勒圖博士[Dr Mark Carlotto]的圖像增強技術幫助之下，這張照片還顯示出了人臉中的“牙齒”、額頭上對稱的交錯線條以及西半邊側面上的條紋。兩張照片都顯示出一些跡象，在“人面像”的西邊，眼窩下方，有些看起來像“淚滴”的東西。
之後，使用“位元片”（bit slice）圖像技術，迪皮耶特羅發現，在西邊的“眼窩”中，甚至有一顆球形的“眼珠”。值得注意的是，後來對考察行動提出批評的人們，也包括了馬林空間科學系統（Malin Space Science Systems）的麥克馬林博士，他在當前的“火星全球勘測者”（Mars Global Surveyor）考察專案中負責攝像。據他所稱，“眼珠”並不存在，或者它已經超出了資料處理中的解析度限度。
而迄今為止，爭議最大的還屬卡爾勒圖處理過的圖片中的“牙齒”。
馬克卡爾勒圖博士還參與了霍格蘭於1985年組織的第二個火星研究小組，“火星調查組”（Mars Investigation Group）的研究。他使用比迪皮耶特羅和莫勒納爾在處理“海盜號”照片時所用的方法更為先進的新的圖像技術，使圖片呈現出了更多的細節。在這兩張“海盜號”圖片（35A72和70A13）中，“人面像”的“嘴”裏有著清晰可見的結構，極像是一排牙齒（圖1-2）。在針對“人面像”的一系列檢測中，有一次還是專門為了驗證這一點而進行的。事實上，對證明火星上是否存在人造物來說，對這些齒狀物的驗證是最具決定意義的。馬林博士顯然也意識到了這一點，他在自己的網站上做了專門的展示，甚至放上了一些假照片以說明在“海盜號”的照片裏根本不存在什麼“牙齒”。 同時，他還不厭其煩地歪曲各個贊同“牙齒”存在的研究員的結論。
在關於“牙齒”是否存在的爭論中，有一種觀點是：這些齒狀物只不過是在圖像增強處理時產生的。然而，在兩張完全不同的圖片中，齒狀的人造物的位置卻完全相同，這的確不大可能。是想，我們在其他任何一張圖片中都沒見到的齒狀“人造物”，卻偏偏出現在這兩張圖片中，所以說這不可能是某一次資料錯誤的原因，甚至這兩張圖片相對於圖元網格，是朝向著不同方向的。但是儘管如此，馬林和其他科學家還是堅持否認。
 
塞東尼亞的城市和其他異事
 
霍格蘭首先意識到，如果“人面像”最終只不過是一處孤立的地貌，那麼所有這些細節都將失去意義。不管它看起來多麼像一張人臉，只要它是完全由自然形成，且沒有任何文明的作用，那它將只不過是地質侵蝕，或是光線、陰影的一次惡作劇而已。
於是，霍格蘭同調查組的其他成員們開始把目光轉向臨近“人面像”的地區，看看附近是否有其他的異常之物。迪皮耶特羅和莫勒納爾原來已經注意到在“人面像”的西邊，有一列“金字塔”形的山脈。他們同時指出：位於南邊的一處巨大的有1.5千米高的物體似乎是一座四面的“金字塔”山。為了紀念迪皮耶特羅和莫勒納爾的功績，霍格蘭將這些山脈稱作“城市”，並將巨大的“金字塔”山稱作“D&M金字塔”（圖1-3）。卡爾勒圖的增強圖像顯示，“D&M金字塔”的形狀看起來像是五角形，而並非四邊形。正如迪皮耶特羅所說，這些形如“城市”的物體，也表現了許多不尋常的地貌特徵。一些特殊的地貌，如“城市廣場”（City Square，由一排間距均等的小土堆構成，面朝著“人面像”一方）、“堡壘”（fortress，“城市”外的一處地方，外觀呈三角形，兩面的土牆直直矗立）、“背斜山”（Tholus，圓形的小土堆，形狀和結構像極了英格蘭東部的土丘，周圍還有一圈“壕溝”），還有“懸崖” Cliff，一條長而筆直的山脊，頂上是一塊平地，由附近一處撞擊坑的噴出物形成），以及“地坑金字塔”（Crater Pyramid，一座四面的金字塔形土丘，差不多正好壘在撞擊坑的邊緣上），共同構成了“塞東尼亞建築群”（Cydonia Complex）。（圖1-4）
隨著觀察的深入，更多的細節逐漸顯露了出來。比如在懸崖旁邊的挖掘痕跡，暗示著它所處的這塊平地完全由這種物質構成。“背斜山”的山頂處似乎有一個“入口”，以及一條從基座直通到入口的“走廊”，上面還有一座大致為金字塔形的尖頂。D&M金字塔旁邊，有一個深不見底的地坑，地坑的右面還有一處突起 兩者似乎都是爆炸形成的。這座“城市”看起來有一定的組織形式，並且建築學家羅伯特費爾特克（Robert Fiertek）在此結構基礎上又做了一些擴展。
80年代中期，參與調查的許多成員都將他們的發現提交到科學學會，期望能進行更多的分析，製作更高品質的圖片，以驗證他們觀測結果的真實性。但都無一例外地遭到了冷遇。
提交到專家組的待評議的期刊文章也大多被退了回來。後來，調查組的成員們發現，這些論文多半都是看都沒看就被退了回來，而經過“專家評議”的論文就更少了。某些暗中向科學協會裏較為權威的成員們尋求幫助的人的情況相對就會好一些。比如卡爾賽根（Carl Sagan）就曾經幫助卡爾勒圖在《電腦光學雜誌》（Computer optics journals）上發表了幾篇論文。奇怪的是，在這篇論文發表的同時，賽根卻拿著一份在《檢閱》（Parade）雜誌上獲得的假情報對整件事情大肆指責。當然這不是賽根最後一次在塞東尼亞問題上做出自相矛盾的行為。
很多成員們想要把資料收集起來並進行匯總，然後通過科學會議等方式直接提交給評審團，但是他們同樣受到了不小的阻礙。火星調查組的成員們在1984年“火星事務”（Case for Mars）會議上提交了海報和一篇論文。但後來，他們驚異地發現，在會議官方出版的記錄中，他們所做的介紹和展示的論文都已經被除去了，乾淨得就像從來沒發表過。
霍格蘭和其他成員們並沒有屈服，而是繼續進行他們的研究。然而，正如索諾馬州立大學（Sonoma State University）的斯坦利V麥克丹尼爾（Stanley V.McDaniel）博士在他的大作《麥克丹尼爾報告》（McDaniel Report）中的記錄：NASA似乎對這樣的調查甚是不滿，因為這本身也是其工作計畫中的重要一環。事實上，對於任何一次新的火星探測任務來說，製作塞東尼亞地區的圖像本來就應當是一項首要內容，但是NASA卻對此種想法十分抵觸。除此以外，即使面對國會官員和群眾的質疑，他們依然堅持認為那幾張並不存在的“推翻先前假設”的照片，證明了“人面像”只不過是一種幻覺。而在許多年後的今天，當人們不斷向NASA指出這些照片根本不存在時，他們才停止了這種說法。
卡爾勒圖博士發明了一種“分形分析技術”，引導研究轉向了一個新的方向。這項技術讓人們辨別出一張圖片中，與“自然”背景最不相符的物體。同時，這項技術還被利用到了塞東尼亞圖片之中。在對“人面像”周邊約3000平方千米的地區進行了初步研究以後，卡爾勒圖和他的同事麥克C斯泰恩（Michael C.Stein）確定：“人面像”和“堡壘”是這一地區兩處“最不規則”的物體。在進一步研究中，他們又使用同樣的方法研究了“人面像”周圍15000平方千米的地區，得到的結果與最初的實驗結果相符。所以說，“人面像”是已勘測的區域內最具“非自然”特徵的物體。NASA強調說，“人面像”是有其特別之處，但也不至於是人力所謂。他們還通過馬林博士回應說：卡爾勒圖實際上並沒有測量過任何物體，而如果將其技術拓展到更為廣泛的地區，那麼問題自然會迎刃而解，這樣一來，“人面像”也就沒有任何特別之處了。
這樣的回應只能說明他們忽視了一個事實：卡爾勒圖已經將研究範圍從3000平方千米擴展到15000平方千米，並且與馬林的主張相反，“人面像”的特別之處不僅沒有消失，還愈發明顯。但是，由於資金的匱乏，卡爾勒圖無法進行進一步的研究，所以他想把這一項目移交給NASA，讓他們繼續進行勘查，甚至將範圍擴大到整個火星地表。但是，NASA的回應，卻只是一句禮節性的“謝謝，不用了。”
現在，通過這些偏見和忽略，NASA和星球科學學會成員們的作為也可見一斑了。沒有人想成為下一個珀西瓦爾洛厄爾（Percival Lowell） 費勁氣力地去研究火星生命，卻還是可能因為一點資料錯誤而聲名掃地。其他一些科學學會的成員們根本就不敢去考慮這種研究的可能性。一直以來，不論是他們看到的示範，還是接受的教育都告訴他們，幾十億年以來，火星都只是一個冰冷、死寂的世界。對他們來說，火星上曾經有人來過，並建造了這些紀念碑，又在某個遙遠的時候將其遺棄這樣的想法甚至會顛覆他們思考問題的方式。
不過，調查的下一步也許更為冒進，而NASA的抵觸的態度也愈演愈烈，開始公然發表假情報，壓制其他的言論。
 
數學資訊？
 
霍格蘭在對塞東尼亞進行勘察行動伊始，就提出了在一定條件下，這些千奇百怪的地形景觀這件可能會存在某種更廣泛的聯繫的觀點。在他們看來，“人面像” “堡壘”“城市”“背斜山”“懸崖”“地坑金字塔”和D&M金字塔這些地貌景觀都十分反常，與塞東尼亞現有的地質模型全然不同。
但是霍格蘭也注意到，在塞東尼亞可能存在的各個“紀念碑”式的建築之間，有著某種“有趣”的聯繫。例如，他注意到，五邊形的D&M金字塔朝北邊的三個角，似乎是指向其他的幾處建築物。在經美國地質調查局和蘭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矯正後的平面圖上，他用線條標出了塞東尼亞地區照片上多個平面的邊緣。其中的一條邊線恰好跨過城市廣場的中心，還有一條邊線正好跨過“人面像”上的眼睛，以及一條直直穿過背斜山的頂部。同時，他還注意到：有一些大小一致（約同吉薩大金字塔[Great Pyramid at Giza]大小相仿）、形狀相仿的“土丘”分佈在城市，以及城市周圍。而這些“土丘”連起來看，正好形成了一個完美的等邊三角形。（圖1-5）
令人費解的是這些觀測資料都是按照一定的時間順序逐一得到的，而出現這種順序的原因還很值得我們思考。經常有人指責霍格蘭，說他進行的是“迴圈推理”，只不過是在照片上畫了幾條線，就說什麼東西像這像那的。當然，情況絕非如此。
通過自己的觀察，以及霍格蘭、卡爾勒圖、波索斯（Pozos）、麥克丹尼爾和許多其他的成員對這些資料做的詳細記錄，我們不難看出，這些奇異的地貌現象是一開始就存在的。而人們對這些奇異地形，以及它們在一定條件下可能存在的聯繫所做出的許多猜想和測量，都是後來才有的事。即使這樣，如果不加提防的話，這些方法很可能會陷入“迴圈推理”的怪圈。這些技術原是由一些考古學家們所創，並用於古代建築廢墟的考察行動，所以霍格蘭在使用這些技術時，也一直十分小心，不敢有半點差錯。
根據大名鼎鼎的《搜尋地外文明計畫》（Search for Extra Terrestrial Intelligence，即SETI）手冊的內容，霍格蘭斷定，該手冊中反復記載了幾乎所有帶有目的性的資訊。如果某位建築學家想要向可能存在的某種文明發出清晰的數學信號，他一定會極力證明這一資訊。因為單一的、數學上的聯繫，同毫無規律“噪音”之間很難區分開來，所以我們必須保證任何一段“重要的”數學聯繫都反復出現 這是整個任務過程的基礎。從其他角度來看，有的物體對這個模型來說並不重要，但是它們也有可能會出現在霍格蘭的計畫中。假設某個物體在模型中處於十分重要的地理位置，但是如果它看起來並無異常，那麼它也不會被考慮進來。任何一段聯繫，都必須滿足至少兩個方面的要求，才能被定性為“重要的”一類並加以考慮。
在這一方面，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城市廣場”。在那裏，有四個高度幾乎相等、大小相當、以相等的間距排列並在中間連成一點的土丘。如此一來，大家就會認為它可能是人造建築。後來，霍格蘭發現，“城市廣場”的中心恰好是依著D&M金字塔的西北邊緣順勢而建的，這一事實之所以重要，是因為有原來的觀測資料做基礎。並且如果不是最初的地貌因素，使得人們對這些特徵產生疑問，那麼霍格蘭後來認定的建築物排列方式，在他的研究方法中也就毫無意義了。
然而，他還是遭受了很多批評 這些批評的聲音來自NASA中的一些“簡化論者”（Martian architect）。簡化論者們的方法，是要將每一條已知的觀點，拆散成多個孤立的資料，而不是將它們放在一個大背景下來考慮。霍格蘭回應說，在尋找“火星建築”中，人們很可能已經形成了很強的目的性，就像人們在考察地球上的任何一處紀念性建築。所以在這次的調查中，這種孤立的方法其實是毫無效果的。
霍格蘭可不是第一個遭受到NASA如此批評的人。
1966年11月22日，也就是甘迺迪總統遇刺三年後，NASA公佈了月面探測器二號在靠近寧靜海的凱利B（Cayley B in the Sea of Tranquility）位置所拍攝的圖像。其中，有一些拖著長長的陰影的物體，看起來像是一些大約為70米高的高塔（甚至更高，圖1-6）。月面上如果真的存在這樣的物體，那麼毫無疑問，這一定是人造建築，因為任何自然形成的物體，都會在流星的不斷撞擊之下破碎成一堆塵埃。
威廉布雷爾（William Blair）是波音公司的一位人類學家，他注意到這些“塔尖”之間，存在這某種一定程度上的幾何關係。《洛杉磯時報》引用了他的話：“如果在地球上拍攝到這樣一個建築群，那麼考古學家們的首要任務就是觀察並試探性地發掘這些溝壑，然後再進行驗證其在考古學上是否真的具有重要意義。”在美國西南部的史前考古行動中，研究過許多航拍的勘測地圖的布雷爾在這方面有相當豐富的經驗。
波音公司科學研究實驗室的理查V肖特希爾（Richard VShorthill）直截了當地作出了回應：“月球表面有很多這樣的岩石。隨便揀起一堆都能夠組成某種特定的形狀。” 他的話與批評霍格蘭的人們所說的沒什麼兩樣。他還說：較低的物體旁邊的地勢如果一直向下延伸，就會拉長該物體本身的影子，也就形成了“長長的陰影”。但滯後的分析都足以證明他的說法錯的一塌糊塗。實際上這些物體非常高，而且這些陰影也並不是由向下延伸的山坡造成的。而布雷爾所說的幾何關係，也只是基於四面體幾何來考慮的 這一點十分重要，讀了下面的內容，大家就會知道是為什麼。
布雷爾的反駁，正好為“簡化論者”們的觀點找到了適宜的平臺：“如果這些公理，也用在地球上這種地表特徵的起源研究之中，那麼現在已知的阿茲特克（Aztec）和瑪雅建築，都不過是掩映在樹冠之下的灌木叢中的廢墟而已 大自然作用、地球物理影響的結果就是如此。考古科學也許進步甚微，關於人類身體的進化過程，直至今日仍有許多未解之謎。”
1988年，一位名叫伊洛爾托倫（Erol Torun）的製圖師，找到了霍格蘭。他在國防部製圖局（Defence Mapping Agency）工作，同時也是一位元衛星圖像分析師。托倫也許是世界上唯一一位能夠對塞東尼亞人造建築之謎給出判斷的人。他取得了關於地理學的學位，並專修地貌學。在其職業生涯中，他花了十幾年的時間來研究各種遠距離拍攝的照片（類似于“海盜號”拍攝的那些照片），並對其中的人造建築和自然地貌進行辨別。
在讀過“紀念碑”一章後，他寫信給霍格蘭，稱自己感到十分驚訝，因為文中提出的分析，並不能支撐最初所述的假設，並且D&M金字塔的幾何及地質構造，給他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對於地貌學，我的學術背景還算深厚，但我仍然無法找到可以解釋這種構成形式的理論。”他給霍格蘭寫的信中如是說。托倫在火星勘測行動中，就像是一個懷疑論者 在某種程度上，他相信霍格蘭所做的地貌方面的解釋，以及上下文中的關聯，在塞東尼亞之謎中，最終都只不過是“錯誤的確定”
然而，在有一次研究了塞東尼亞照片的細節之後，托倫得出結論：D&M金字塔本身只不過是塞東尼亞的“羅塞塔碑”（Rosetta Stone），引導人們發現了D&M內部幾何結構中體現的一組“重要”的數學常數。為了避免將自己的偏見帶入測算過程中，托倫決定，自己的分析，應該只限用於一些在可能存在的聯繫。結果，D&M金字塔不僅內部幾何結構呈現出一定的規律，而且同時向其傳達了特定的數學資訊 他發現了許多特定的數學常數，例如e/ 、 2、 3、 5以及一些與正五邊形，正六邊形相關的數目。他還發現，D&M金字塔的形狀還與其他幾種理想圖形有關，比如黃金分割率和魚形光輪（Vesica Piscis，基督教的符號），還有五個基本的柏拉圖多面體（Platonic Solids） 四面體、立方體、八面體、十二面體以及二十面體。進一步的研究發現，D&M金字塔重構之後的形狀和托倫進行這些測量之前判定的相符，而且只有它能夠引出這些常數和比率。更神奇的是，不管使用哪一種測量方法，相同的常數都會反復出現，而且並不只限於地球上所用的測量方法（也就是基於360°圓周的放射狀測量系統）。正如托倫所說：“這樣的幾何，是完全 沒有維度的 ，也就是不遵循任何傳統規則。比如，以10為單位計數，以360°系統測量角度的這種幾何結構，在任何數位系統中都能行得通。”（圖1-7）
在看到托倫的研究結果之後，霍格蘭很快意識到，他們即將面臨的定是一次意義非凡的大發現。如果在塞東尼亞建築群中，反復出現托倫提出的各個資料，或者在已經建成的“紀念碑”建築中，出現了相同的角度和比率，那麼就可以肯定，托倫的觀點是正確無誤的。在對些明顯特徵進行測量時（比如背斜山和D&M金字塔的頂端、懸崖形成的直線邊緣、“城市廣場”的中心、四面體的“地坑金字塔”等），霍格蘭發現許多同樣的角度、比率、三角函數竟然適用於整個塞東尼亞建築群（圖1-8）。
面對這樣的結果，霍格蘭感到有些吃驚，並且托倫也意識到：塞東尼亞地區的確傳達出了某種資訊。但問題是這資訊表達的究竟是什麼，他們還不得而知。
這條資訊本身也透露出了解碼的關鍵方法。托倫注意到，在D&M金字塔涉及的幾個角度中，有一處是19.5°，而且出現了兩次。霍格蘭也發現，在塞東尼亞建築群中，隱藏著同樣的19.5°角，而且出現了3次。隨後，他們又對這一數位的重要性進行了深入研究，並最終判定它與四面體幾何存在著聯繫。因為在已知的三維形態中，四面體最基本的一種，所以說它是所謂的“柏拉圖立體”中最簡單的形態。於是它給人們造成了這樣一種感覺：以“最初等”的幾何形態為基礎，在不同的年代之間建立起某種聯繫。
如果將四面體圈在一個球體之中，頂端正好固定在北極點或南極點上，那麼底面上垂直的3條線與任意一個與四面體頂點相對的半球面的交點，就正好是19.5°。另外，常數e（e/ 之比在塞東尼亞建築群中出現了不下十次）的值為2.718282，而這一數值，正好與球體表面積和四面體表面積的比率（2.720699）十分接近。
他們回顧了原來的塞東尼亞地區照片之後，就更堅定了這種關於“四面體”的觀點。霍格蘭早些時候注意到的幾處小土丘，看起來就像四面體的金字塔，甚至這些小土丘本身也被排列成若干組等邊三角形，也就是四面體底面的形狀。而且，在關於19.5°角的關鍵測量中涉及到的另外一處很明顯也是四面體的地形 地坑金字塔。
其後，概率統計專家霍拉斯克雷特博士（Dr. Horace Crater）與斯坦利麥克丹尼爾博士共同對塞東尼亞的土堆進行了研究，他們發現，塞東尼亞地區各個形狀近似的土丘並非是隨機分佈的，甚至分佈的規律也是驚人的呈現為四面體形狀 且其與自然原始的比例為2億比1。
 
塞東尼亞的信息
 
1989年，霍格蘭和托倫發表了一篇新的論文，推出了最新的研究成果。他們為這篇論文取了個更為恰當的題目：《塞東尼亞的信息》（The Message of Cydonia）。兩年前霍格蘭發表了關於“紀念碑”的論文，這使他遭受了許多針對他的批評。所以此次他們認為，將論文交給在NASA所控制的專家評審團評審之後再發表，其實毫無意義。於是，他們決定採用“對準目標人群”的方式，直接將論文上傳到電腦服務網（CompuServe，一種線上資料庫服務，是當時最大的線上資訊平臺）。這篇論文中包含了他們依據有關塞東尼亞地區的四面體的最新理論所做出的各種預測，也提出了一些更為大膽的新想法 他們建立了一個嶄新的關於四面體數學的物理模型。霍格蘭發現，許多早期的物理學大師，比如詹姆斯克拉克麥克斯韋（James Clerk Maxwell）等人就曾提出：在更高的空間維度中，某些電磁學中的問題就能得到解決了。這似乎調動了他某些沉寂已久的思緒：來自更高維度的能量可以通過四面體幾何，在我們所處的三維宇宙空間中有所“反映”。這一觀點十分關鍵，同時可能也是塞東尼亞的這些建築者們最終想要傳達的內容。
這些“簡化論者”很快又開始對霍格蘭和托倫的模型發起了攻擊。這些質疑和批評聲主要基於兩點：一，測量的結果可能不準確；二，即便準確，也不意味著霍格蘭和托倫就能傳達出他們的真正意圖。
80年代末NASA在其匿名日誌中使用了與幾年前他們面對布雷爾博士時相同的策略。他們聲稱：托倫的測量結果不可靠，因為修正過後的圖片中還有不少錯誤，並且有時他們也會為自己的測量結果而爭論，但是絕不會再次嘗試，甚至打翻重來。華盛頓大學的數學教授拉爾夫格林伯格博士（Dr.Ralph Greenberg）最近，也開始贊成這樣的觀點。格林伯格寫過幾篇文章，對霍格蘭和托倫的模型大加批評，還說霍格蘭謊稱自己對歐洲海洋生物研究有所貢獻。如此看來，他倒是把批評他人看得很重要。
馬林空間科學系統的麥克馬林博士（在當前的“火星全球勘測者”考察專案中負責攝像）採用的方法稍有不同。他說，他對霍格蘭和托倫的測量“並非完全存疑”，但同時又說：“即使各個資料全部正確，也不一定就能夠證明這些地形的重要意義。”
大多數批評聲都是當業已建立起來的傳統範式受到威脅時，或是當某個領域的專家想要將熟悉的標準應用於某些超出其經驗的範圍時，科學家們所做出的典型反應。特別是誤差範圍的問題上，他們遭到了科學家們的完全誤解（即使今天還是這樣），甚至是經驗豐富的數學家也不例外。簡而言之，格林伯格聲稱（在他之前也有很多人說）對塞東尼亞建築群的測量中的誤差之大幾乎可以令整個測量變得毫無意義，因為這種誤差已經幾乎能夠使“任何一個”數學常數或者任何一個比率成為可能。一向對這些幾何聯繫持反對態度的格林伯格也聲稱，是霍格蘭和托倫“有意選擇”了這些他們所發現的角度，也就是說，他們在行動開始之前，就已經在尋找特定的聯繫了。
格林伯格曾說過，人們常說埃及金字塔存在著很多數學和天文學上的聯繫並對此津津樂道，但是他認為這些聯繫是毫無根據的，甚至一些埃及學家都對此提出了質疑。大金字塔的底座是一個方形，右側的角精確到1/20° 該觀點已經得到了公認；幾個側面都是完美的等邊三角形，分別朝向東、南、西、北四個方向，十分精確，毫無偏差；底座各邊的長度均為365.2422 庫比特（cubits，希伯來人的計量單位），正好是一個太陽年的天數；幾個具有一定坡度角的斜面，構成了這座高度為232.52庫比特的金字塔。如果用其高度除以邊長，再除2，得到的結果是3.14159，正好是一個圓的周長除以直徑所得的結果。而金字塔底座的周長，正好等於一個直徑為金字塔本身高度兩倍的圓的周長。
由於坡面形成了一定的角度，金字塔每往上走10米，對應的海拔就升高9英尺。將大金字塔的真實高度乘以10的9次方，得到的結果是91，840，000，而地球到太陽的距離，也正好是91，840，000英里。顯然，金字塔的建造者們已經知道地軸傾斜的角度為23.5°，也知道怎樣準確計算緯度（當觀測者離赤道漸遠時會發生變化）以及地球的準確周長。
在格林伯格博士看來，這一切都只不過是巧合，只是“隨機力量”作用的例子而已。
格林伯格的說法純粹是“簡化論者”的表現：僅僅因為在預先選擇的物體裏無法找到大量一致的關聯，而不去考慮它們之間可能存在的某種數學上的關係，就只是測量這些物體上清晰明顯的結構點。這這種做法使得格林伯格從一開始就沒有抓住事情的關鍵點 霍格蘭和托倫的測量只是名義上的，也就是說它們是真實有效的且最接近已採用的方法。他們並沒有說“這些數位容差幅度比較大”，而是直接說“這不過是些數字而已。”而容差幅度，或者誤差的允許範圍，正是我們在處理那些擱置一邊的高解析度照片時所需要的。進一步講，既然已經說明，測量結果正好詳細地體現了四面體幾何學並非像格林伯格所說的那樣 只是任意一組“重要”的數字，並且這其中包含了一些可預見的物理現象，很容易就能將這種情境模式同簡化主義者的觀點做出比較。格林伯格則想要將這些數字割裂開來，抱著“隨機力量作用”的觀點不放，而不是將這些聯繫起來的資料放在更寬泛的物理情境下來驗證。
不過還好，“塞東尼亞的資訊”中的三種預測，恰好能夠促使人們這樣做。在當時，“旅行者2號”（Voyager 2）正在接近海王星，但還要更近一些才方便拍照。在論文的末尾，霍格蘭和托倫對於“旅行者”所見之物做了三種預測。他們預測在四面體19.5°緯之內會發生一次風暴或者擾動。基於正在研究的高維物理學，他們做出了進一步解釋，並預測，這種擾動應該發生在海王星的南半球，並且海王星的磁力場的磁偶極將會被固定在北極點。
請注意，我們是從一堆“可能存在”的火星廢墟中，找出了一系列被認為是“無意義”的聯繫，在推算出一系列 “被虛假”的數字之後，才做出了這三種預測，而通過驗證，我們確信這三種預測
完全正確。
格林伯格和那些簡化論者又表示：“這僅僅是一個預測，不管是基於什麼作出的預測，它都不能作為證明的根據。”將三種預測合為一體，而非分別考慮，是他們常用的手段和策略，目的就是要抹殺霍格蘭和托倫取得的成功。正如哈佛的天文學家哈爾頓阿爾普在其著作《泛紅》（Seeing Red）中所說：“現在玩的這種把戲，只不過是將以前所有的觀測結果揉進一種假說裏，然後就不會再有第二種觀測結果能夠得到證實了。”
坦率地說，霍格蘭和托倫根本不可能僅僅利用一系列“無意義的”“虛假的”資料，就對這樣一個人類從未近距離觀察過的星球上的種種特徵做出三種準確的預測。這些特徵在傳統的模型中是找不到合理解釋的。至少諸如風暴形成的原理、風暴發生的地點以及與星球的磁極的關係之類的問題是沒有合理解釋的。換句話說，他們所取得的成果，絕非利用現有的太陽系模型，再加一點“運氣”而得來的，而是完全基於塞東尼亞的幾何關聯模型做出的。這不僅是對他們所做的測量以及從中得出的物理模型的有力證明，同時也是對格林伯格、馬林等人的方法和動機（格林伯格曾經要求與霍格蘭就有關塞東尼亞的數學問題進行一次“辯論”，但又要求避開有關地坑中四面體土丘的資料 這點他自己也解釋不了）的嚴厲控訴。
霍格蘭和托倫覺得，他們或許已經發現了“火星紀念碑”建造者們的意圖，所以他們下一步的研究重點是怎樣將這些已經發現的幾何資料投入應用。
第2章 多維物理
行星運行混亂和能量上湧等現象似乎極易聚集在19.5°這個緯度上，而霍格蘭和托倫在首次發現中就曾提到過這一問題，同時這在整個太陽系中也極為常見。除了海王星上廣為人知的大黑斑（Great Dark Spot）（已經廣為人知），火星上的大紅斑(Great Red Spot)、木衛一上噴發的火山群、火星上的奧林帕斯火山（Olympus Mon，太陽系最大的盾狀火山，詳見下文）以及地球上的莫納克亞死火山（Mauna Kea，位於夏威夷）都位於或者接近這個緯度，19.5°（圖2-1）。
除此之外，太陽運行週期高峰時因能量輸出增強引起的太陽黑子集群爆發也都發生在19.5°周圍。有趣的是，星球的磁場會決定能量噴湧的情況發生在南半球還是北半球：如果磁場從南極發出，那這種擾動就發生在北半球的19.5°或其周圍；相反，如果磁場從北極發出，那這種擾亂就會發生在南半球的對應位置。就像是在這些星球內部真的存在一個能夠驅使這些能量噴湧，並強迫他們遵從某種神秘的未知行為模式的 “巨型晶體”。
 
剩餘熱量
 
霍格蘭和托倫在此之前的另外一個重要發現，就是關於“晶體物理論”(tetrahedral physics)在太陽系週邊發生的神秘事件中可能扮演的角色。
上世紀60年代中期，地基望遠鏡對太陽系的觀察結果中就出現了從木星發出的反常紅外輻射 這一發現非常驚人（圖2-2）。隨後，先驅者號（Pioneer）和旅行者號飛船在上世紀70年代和80年代又發現了其他的“氣態巨星”(gas giant planets)，例如土星（Saturn）、天王星(Uranus)和海王星(Neptune)都被列入了太陽系的成員名單中。讓人感到費解的是，這幾顆行星並不具有恒星那樣的內部核聚變，但其能向宇宙輻射的能量卻多過它們從太陽獲得的能量（詳見下文）。
在經過最初的大量討論之後，人們通常認為這些反常的“過量紅外輻射”最終確定可能來自以下三個內因：
 
1． 原始熱能。星球形成時沉積和坍塌帶來的巨大能量殘留所形成的“古老熱量的餘威”。在這種情況下，即使經過幾十上百億年，這些能量依然能夠儲存在行星內部，只是被慢慢的輻射到宇宙空間中去。
2． 氦溢出。所謂“氣態行星”內部的輕元素分化（氦氧分化）產生的熱量，致使潛在的能量會在氦元素遠離行星中心的時得到釋放（行星中心是一種極慢的引力收縮）。
3． 輻射衰減。巨型氣態行星的“岩核”（rocky cores）中重元素的集中會引發的過量輻射衰減，從而造成了反常的能量釋放。
 
在以上對“能量反常”的三個解釋中，只有第一個是適用於木星的。由於木星的品質相當巨大（約為地球的318倍），所以它剛好能夠在太陽系的有生之年（將近50億年）保存其原始熱量，並不斷向外輻射可觀察到的熱量。
但是科學家們在測量了木星輻射的過量熱能之後，他們發現相對木星的紅外輻射量來說，“原始熱能說”明顯站不住腳。如今木星吸收的太陽能輻射量依然約為其內部能量（50億年之久）輻射的兩倍。即使經過了這麼長的時間，殘留的數量依然十分巨大。
旅行者在八十年代飛經土星之後，“內部熱能”的第二種提案（“氦溢出”說）被證明符合對土星的熱能過量現象的解釋。不過，由於天王星和海王星相對較小的品質（不足地球品質的30倍），所以在經過慎重考慮之後，確定只有第三種可能（大量內部輻射衰減）能夠解釋其反常紅外輻射的現象。然而，對品質小於木星的行星來說，這三種常規解釋中依然存在很多嚴峻的問題。
旅行者號與天王星、海王星邂逅期間，飛船上的儀器探測到一段勉強可測（但非常明顯）的“超量紅外線”，其中天王星大概超額0.14倍。而令人吃驚的是，天王星的“孿生兄弟”海王星，其內部熱能的輻射量竟然是其獲取的太陽能輻射量的3倍。
但是，在幾次飛船飛經這兩顆行星時，使用的同步多普勒重力追蹤測量（simultaneous Doppler tracking gravity measurements）後發現，在行星內部均未發現重元素異常集中的現象。而如果我們觀察到的過量紅外輻射真的是由內部過量的放射性元素集中引起的，那麼這種情況是必要的條件。
輻射衰減理論失敗之後，傳統的行星物理學家又開始尋找能夠說明天王星超額能量輸出的其他解釋。很快，他們就找到了能夠將天王星與太陽系其他行星劃分開來的特性 天王星具有明顯的“軸面刃傾角”（axial tilt）。
與太陽系其他行星相比，天王星與其繞日軌道平面呈98°“傾角”（obliquity，科技用語），而海王星就較為正常，只有約30°（地球的傾角約為23.5°）。這種情況引出了新的提案，也就是“近期碰撞說”（recent collision model） 天王星在形成很長時間之後，遭遇了另一巨型物體某種方式的大規模撞擊，而這一物體則很有可能就是一顆脫離軌道的衛星。理論家稱，這種猜測除了能解釋天王星“四仰八叉”的現狀外，還會給天王星帶來地質學上“近期”的極大內部能量，這些能量會使天王星內部溫度以相當的數額升高。該理論中還包括這樣一個內容：正如1986年旅行者號所觀察到的，天王星上溫度升高做引起的種種情況可以追溯至一次規模無比巨大的撞擊事件，由此便可以解釋是何原因導致了天王星現在的紅外線過量輻射的現象。
遺憾的是，這種說法也很快碰壁。首先，從天王星與太陽之間的距離可知，天王星幾乎可以稱得上是一架“永動”輻射器（輸出的能量大於輸入的能量），同時海王星輻射出的能量也比它從太陽得到能量多出3倍。如果我們將這兩顆行星進行“標準化處理”（也就是把它們到太陽的不同距離進行量化），我們會法相它們內部能量的“永動”釋放實際是幾乎相同的。然而，如果近期碰撞理論正確，那麼天王星應該比海王星輻射得更多。但現實是，它們倆的輻射量幾乎相同。所以說，即使近期有一顆衛星或者其他大型物體撞擊了天王星，那也肯定不是引起天王星熱釋放過量的原因。
霍格蘭隨後開始考慮是否可能是外部原因引起了這種怪異的熱量釋放，而這又是否與引起19.5°能量噴湧的原因相同。但是到底是什麼引起了這種神秘的、能夠推翻傳統說法、遵循怪異幾何規律的能量過量現象呢？
 
隱藏的歷史
 
此時，霍格蘭和托倫遇到了難題，所以他們需要對之前進行的一系列觀察進行更進一步的仔細調查。但是，應該是在何種條件下進行呢？僅僅利用晶體幾何學的知識來討論塞東尼亞廢墟是不做夠的，而且這種幾何學在旋轉的太陽系中似乎還會受到反射物理影響。他們不得不找到一個能支持所有觀察到的行星噴湧和異常的熱量釋放的連貫的機制，並且這種機制本身就要暗示著潛在的物理學與能量上湧有關。
對於天體中出現的能量異常現象，有一個極其自然的解釋，但不幸的是，在一百多年裏，科學家們從未認真對待過它。霍格蘭發現關於這種“力量”的設想可以像重力或者磁力一樣用幾何方式類比出來，隨後這種設想開始在現代數學中流行起來。回顧19世紀80年代以來的物理理論，霍格蘭發現現代物理之父，詹姆斯克拉克麥克斯韋曾經提到過一些方程，而這些方程似乎符合他和托倫在外層行星上的發現。通常，麥克斯韋辯駁說解決物理上的這種問題只有一種方法，就是將一些3D物體的“映射”放在更高的空間維度進行解釋。麥克斯韋去世時，奧利弗海維賽德（Oliver Heaviside）將這種更高維度或“標量”（scalar）的成分從他的程式中剝離出來，而得到的“麥克斯韋經典程式”（classic Maxwell equations）就成了現代電磁力學的基石。但是，如果麥克斯韋原來的成果是正確，那麼就算曾經被推翻過，也意味著他原來的思想也許能夠解釋霍格蘭和托倫發現的各種行星現象。於是，霍格蘭開始試探性地檢驗早期的“多維物理”模式。
霍格蘭發現，有一部分現代數學家已經開始用幾何方法來模擬這可能存在的更高維度。諸如H.S.M.考克斯特（Coxeter）的“拓撲學家”（Topologist）就已經為繪製旋轉“超球面”（hypersphere，存在於三維以上空間中的球面）的多維特性而做了大量重要的工作。這種神秘數學在描述“超球面”的同時，也描述了其承載的多維理論，不過它太複雜了，以至於除了那些教育程度極高的數學天才們，其他人根本難以理解。不過多維物理反映在我們的3D世界中的特性，觀察和預測起來就簡單容易得多了。他通過程式預測，如果是圍繞原點旋轉，這類圖形將會在球的3D幾何世界裏產生一個翻滾旋轉的運動體（與已經觀察到的木星“大紅斑”別無二致），而且就在一個特定緯度 19.5°。
這與霍格蘭、托倫太陽系中的旋轉行星和衛星上觀察到的現象一模一樣。如果這些觀察結果確實與“旋轉超球面”的多維特性之間有所關聯，那麼就不僅意味著旋轉的行星在多維、高維空間中同時存在，還意味著這種新的物理學能提供潛在無限的能量來驅動行星的大氣、液體運動以及表面幾何狀的“上湧”等一切！甚至最終會驅動“生命”
此時有人提出一種概念，稱“高維空間”不只是單純的存在，還為整個三維世界的存在提供了堅實的基礎，這種說法被稱為高維模型的奠基石。而我們所觀察到的3D世界，其實都經過了數學模型化的“資訊轉移”（information transfer）的驅動，並且這種“資訊轉移”可能只是相互關聯的系統發生變化所引起的，比如一顆行星軌道參數的變化（木星或地球之類）。由於受限於自身生活的3D世界，我們“無法看到”高維世界。不過，我們能看到（並且測量）高維世界中與我們世界中有同步效果的變化。就其本身而言，高維幾何中的變化在3D世界中體現為一種“能量輸出” 就像我們之前所觀察到的法正在緯度19.5°上的各種行星能量上湧想想。
與愛因斯坦的定論不同，多維理論模型暗示我們，由於存在高維資訊轉移，所以宇宙中極有可能存在瞬間“超距作用”（action at a distance） 實際上，這是已知的事實。這個模型預示，不管三維世界的“因”是什麼，它所造成的影響都能在我們的感知宇宙中被感受到，其規模可以測量，其規律可以預測，甚至其速度比光速還要快。宇宙則通過多維空間的轉化和資訊轉移成另外一種“能量”來完成這一過程。在我們熟悉的三維世界裏，這種資訊或能量隨後就會轉化為我們所熟知的能量形式，比如光、熱甚至重力。
在一個通過重力相互關聯的大規模系統裏，比如太陽系的行星系統，如果兩者間存在通過多維空間的“共振條件”（一個“匹配的”關聯），那麼這些變化就會對同一系統內的其他主體產生瞬間可測的作用。如此，多維空間模型便可指出：所有事物，哪怕是分割極遠的三維物體（比如超遠距離的行星），都會通過這種四維作用力最終聯繫在一起，即一個地方的（比如木星的）“因”在沒有任何可測的三維力量（比如電磁波）作用下，也可預見地穿越了它們之間的三維距離。
主流物理學將這種現象稱為“非局域性現象”（non-locality），數十年前就已經在實驗室實驗中被發現了，但其只是個艱澀難懂的“量子力學事實”（quantum reality），並且只適用於超短距離間的亞原子級物體，而不能、也不會影響遠距離的大型物體（比如行星、恒星和星系）。因為光速被定義為3D宏觀世界的絕對速度極限，所以不會有任何事物能夠在光速穿越其中間距離之前對其他地方的任何物體產生任何影響。然而，如今這種存在於原子粒子之間的“神奇的”超光速信號，甚至光子之間的通訊，在遠距離中也得到了不可否認的確定。光速極限的理論基礎是麥克斯韋的電磁學程式，而我們對此的理解還停留在只有特定種類的能量（比如電磁輻射）才能在宇宙真空中穿越遙遠的距離的階段。
在經典的愛因斯坦物理觀中，並不存在“乙太”（aether，麥克斯韋的時代人們如是稱呼）這一事物，也就是穿越真空的荷載電磁輻射橫波。因為三維世界和高維（hyperdimension）世界之間存在著真實的轉化媒介，所以在多維世界裏，可以通過某種叫做“扭矩場”（torsion field）的東西（“扭矩”[torsion]一詞源自“轉矩[torque]”，意為“旋轉”）來實現穹頂複現。
所以，扭矩場就是“旋轉的空間” 這一點至關重要，我們在下文中還會進一步討論。
由此可知，旋轉乙太場根本就不是十九世紀時所說的的“電磁乙太”，而是一個自旋感應、呈幾何形態的乙太狀態。因此，多維資訊或能量通過旋轉的渦狀（繞中心旋轉或/且旋進的）物理系統之後，就可以在三維世界中變得可感知了。
與主流物理規律截然不同的是，一系列持續了百餘年的實驗已經確定這種非電磁“自旋場乙太”的多方面特性。隨著計算和繪圖的不斷進行，宇宙哲學理論慢慢呈現出來，只可惜，這些計算和繪圖實在是太過於錯綜複雜、神秘莫測，其晦澀程度堪比現代科學中的任何研究和理論。不過，在蘇聯帝國解體後，網上流傳出俄國在50多年裏秘密完成的大量理論文章和實驗室實驗，而這些曝光的檔切好驗證了這些計算的成果。
如此一來，我們就有了更多的理由去猜想多維理論或者扭矩場理論很可能就是最終的“萬用理論”（Theory of Everything），但是大部分現代物理學家（當然是西方的）還是不接受這種設想，固執地堅持“背道而馳”。
只是，這種想法在西方物理學界並不普遍。
 
多維空間
 
我們在19世紀時數學及物理奠基人的作品中首次發現了此類從未知“n維世界”到三維世界的“資訊/能量傳送”所需要的數學及物理參數。這幾位大師包括德國數學家，格奧爾格黎曼（Georg Riemann）；蘇格蘭物理學家，威廉湯普森爵士（William Thompson，由於其在科學技術上的卓越貢獻，後被大不列顛王國政府授予“開爾文勳爵”爵位）；蘇格蘭物理學家，詹姆斯克拉克麥克斯韋；以及英國數學家，威廉羅文漢密爾敦爵士（William Rowan Hamilton）。
1854年6月10日，黎曼首次用數學方式將尚無定論的“多維空間”理論帶到19世紀的科學界（且不說維多利亞女王時代的其他領域）。他在德國哥廷根大學（University of Gottingen）發表了題為《論幾何學基礎中的假設》的演講，這個題目看似簡單，但他卻用數學表述了“更多、不可見維度”存在的可能性。
黎曼的論文從根本上抨擊了已經有兩千年歷史的“歐幾裏得幾何”設想，即“正常”3D世界中的有序、直線規律。在適當的時機，黎曼提出了一種四維本體的假設，並聲稱我們的三維世界只是它的一個“子集”。這個假設中的幾何定律完全不同，但又自相一致。由於，黎曼甚至還根據三維世界中存在的“扭曲幾何”（Crumpled Geometry）提出了三維世界的自然定律，也就是後來物理界熟知的三種神秘力量：靜電能、磁能和重力，並且它們在四維空間裏能夠完全統一，只不過是“看上去不同”。他的實際觀點是重力、磁力和電能是同一種東西，都是來自高維空間的能量。
黎曼的提議是對牛頓“作用力產生超距作用”（force creates action-at-a-distance）理論的一次重要突破。在200多年的時間裏，該理論一直被用來解釋“神奇的”磁和電的吸引力及排斥力的性質，以及由引力引起的行星曲線運動和萬有引力。與牛頓不同，黎曼認為這種“明顯的作用力”是物體在三維幾何中運動的直接結果由於受到四維空間幾何的侵擾，而發生的變形。
很明顯，麥克斯韋和其他19世紀的物理學“巨人”（比如開爾文[Kelvin]），以及同一時代的所有的數學家（比如蓋兒[Cayle]，泰特[Tait]等）都十分關注黎曼的想法。麥克斯韋在描述力方程以及對電磁交感時，將四維“四元數”（quaternions）集合用作了算符，這種用法也清楚地說明了他對黎曼理論的堅信。同時，他將文字轉變成為詩句，生動地贊許了“高維世界”的意義，還將他們的關係與人類靈魂的終極起源聯繫在了一起。
1867年，在經過幾十年對物質與空間之間關係的根本性質的辛勤探索之後，湯普森提出了一個對固態物體根本性質的全新解釋：“渦原子”的存在。這個說法與當時盛行的物質理論直接悖逆。當時的理論中，原子還被視為“如盧克萊修（Lucretius，羅馬詩人）所想像的極小、極硬的物體，牛頓亦持此見 ”湯普森則把“渦原子”設想為與之相反的，存在於所謂“乙太”中極小且穩定的“漩渦” 湯普森及當時的其他人都慢慢的相信，“渦原子”如滲透的、無法壓縮的液體般在宇宙中蔓延。
就在湯普森將這個具有革命意義的原子理論公諸于世時，麥克斯韋在湯普森關於“乙太液體”的潛在性質的早期解釋基礎上又提出了一個非常成熟的“不可壓縮乙太”的“力學”漩渦模型，這個模型在某種程度上基於實驗室觀察到的固體所具有的伸縮性和動力學性質，而湯普森的渦原子也因此得以進一步發展。最後，在1873年，他成功地將兩百年的電學和磁學所得結合起來，得到了一個綜合、全局的光振動電磁理論：這些光振動被“不可壓縮的、高度延展的乙太液體”承載著散佈宇宙。
麥克斯韋的得意之作將19世紀物理學的兩大神秘力量結合起來，而其數學根據就是“四元數”。“四元數”這個概念，是有威廉羅文漢密爾敦爵士在19世紀40年代發明（更精確的說法，應該是應用）的一個術語，用來表示“一對有序的複雜數字”。根據漢密爾頓的說法，這對複雜數字本身也只是“一對對實數根據某種特定規律相加或相乘”而已。1897年，AS哈撒韋（A.S.Hathaway）將漢密爾頓“一組四個實數”的四元數概念延伸為四維空間概念，發表於名為《作為四維空間數字的四元數》（Quaternions as Numbers of Four-Dimensional Space）論文中。
麥克斯韋認為，超距作用很可能是以“乙太”為媒介的，於是他將其定義為高維空間，也就是我們現在所說的“多維空間”。換句話說，現代電磁物理學之父的想法與霍格蘭的塞東尼亞“火星遺址”理論殊途同歸。
這種聯繫在乍看之下似乎非常脆弱，但在讀過他1887年寫給凱利肖像基金委員會（the Committee of Cayley Portrait Fund）的詩的相關段落之後，事實就變得非常明瞭了。因為他知道：
 
啊，三次曲面（cubic surfaces）！你用無數個三面九線（threes and nines），七及二十線（seven-and-twenty lines），圍繞他聖殿 所羅門的封印(the Seal of Solomon)，在三維的世界
 
塞東尼亞上滿是臭名昭著的“外接四面幾何體”（Circumscribedtetrahedral geometry），關於“三維世界所羅門封印”的清晰描述參照的就是其幾何和數學理論基礎。如果將四面體的底面（等邊三角面）拿走，然後在第一個面的正對面加上一個等邊三角形，並在此面做外切圓，我們就可以看到非常熟悉的“大衛王之星”（Star of David），也就是麥克斯韋所描述的“所羅門封印”。在這個面上，二重三角形的頂點與圓相切，並在南北19.5°位置交叉，與我們在太陽系發現的高維四元數幾何的物理效果直接聯繫，當然，若將此“所羅門封印”放在三維世界中，將得到一個被球外切的雙星四面體（圖2-4）。
“七及二十線”的根據也是一個不太精密的2D雙四面體草圖，由一個“超正方體”組成，在2D中是顯示為六邊形（圖2-3）。
 
海維賽德的重拳
 
在科學界的眾多悲劇故事中，19世紀的另外兩位“數學物理學家”，奧利弗海維塞德和威廉吉布斯（William Gibbs），在麥克斯韋死後把他的原始方程精簡成簡單的（或略顯悲劇且不完整的）四個表達方式一事也絕對是其中之一。海維塞德曾公開表示麥克斯韋的方程是個“垃圾”，因為他認為麥克斯韋在運用這些方程來描述真空區能量流（他稱之為“蘋果和橘子”）時，根本沒有完全理解標量（沒有方向的度量，比如速度）和向量（有方向的定義值，比如位移）之間的重要關係，所以他從麥克斯韋的原始理論中刪減了二十多個四元數，以完成“簡化”。
《科學美國人》（Scientific American）曾經如此形容奧利弗海維塞德：“他自學成才 從未與任何大學聯繫 但還是有非凡的常人無法理解的能力，能夠不經繁雜的證明過程就解決數學上的複雜問題。”還有些人認為，海維塞德其實是覺得麥克斯韋將四元數的應用和對空間“潛流”描述得“過於神秘，應該從理論中剔除”。海維塞德在麥克斯韋死後，通過對其原始理論的徹底修改，和對四元數中無向量成分的演算，以及對向量成分中多維特性的刪減，終於富有效率的輕鬆完成了他的目標。
也就是說，這4個經典的“麥克斯韋方程”被公認為是20世紀電學和電磁工程學的理論基礎，曾多次出現在全球各個電學和物理學著作中，但卻從未在任何麥克斯韋的原創著作或論文中出現過。然而，所有的發明，從收音機到雷達，從電視到電腦，以及每一個“硬”科學，從化學到物理到天文學，凡是需要處理這些電磁輻射的計算，都是以這些“麥克斯韋方程”為基礎的。
這些方程，實際上就成為了海維塞德的方程，而非麥克斯韋的方程。結果，早在一個世紀之前，物理學界不僅失去了其真正“多維”科學頗有前景的開端，相反還受到了這個非常有限的總結理論的壓迫。而這的都是拜海維塞德所賜。
1887年，麥克耳孫-莫雷（Michelson-Morley）實驗有力地證明“並不存在實體的乙太”，這一結果使那些擁護乙太的力學模型理論的學者受到了更大的打擊。然而，由於海維塞德的存在，致使人們忽略了麥克斯韋從根本就沒有確信過實體乙太，而只是假設一種多維乙太同時連接著宇宙萬物。
引起麥克斯韋的理論與海維塞德刪減後的版本之間的混淆的最大的因素就是數學，而對此最好的解釋也許就是HJ約瑟夫斯（H.J.Josephs）的注釋：
 
與海維塞德的向量理論不同，漢密爾頓的四元數理論不只是雷內笛卡爾（Rene Descartes）分析理論的縮減版，也是一個具有自己的運算規律和獨特定理的獨立數學分支。四元數其實就是概括的或者超複數。
 
哈撒韋在其於1897年發表的一篇論文中將這些超複數定義為“四維空間中的數字”。因此，麥克斯韋在19世紀所取得成就 即他基於數學的四維“場論” 現代物理學家置若罔聞，很可能是由於對漢密爾頓四元數概念的內涵缺少基本常識。
除非找到麥克斯韋在1873年發表的“論文”原版，否則很難證明麥克斯韋的“多維”四元數理論確實存在。因為在1892年，該論文第三版就“更正了”麥克斯韋“標量勢”（scalar potentials）的原始用途，並從麥克斯韋所有的理論中刪減了四維“幾何勢”（geometric potential）和三維“向量場”（vector field）的重要區別。這也就是為何加來道雄（Michiu Kaku）等現代物理學家居然不知道麥克斯韋的原始方程其實是第一個用特定四維術語（即用四元數語言描述的幾何四維場論）的原因。
 
重見天日
 
在提出“高維”理論時，遇到的難題之一就是難免會有人（注意，科學家也是人）要問“嗯，它在哪兒呢？！”
對黎曼、凱利、泰特和麥克斯韋的四維幾何理論，最頑固的反對意見就是他們沒有實驗證據可以證明“第四維”確實存在。對“高維度”有一個簡單的理解，就是當一個物體從“較低維度”（比如二維“平面”）進入我們“較高的”三維世界，似乎就會瞬間從低維度世界中消失（然後在高維度中突然在幾何形式上扭曲變形）。而這個物體再次回到它原來的維度世界中後，就會“神奇得”再次出現。
然而，在科學家們看來，三維世界的普通人是不會偶然轉個身就消失在黎曼所說的第四維裏面的。雖然這種情況是以在數學上推論出來，也是符合規律的，但是對“實驗主義者”（他們認為所有科學都應該建立在可證實、可重複的獨立實驗上）來說，高維物理沒有可測試的物理學證據。於是，作為統一物理法則的其中一個解決方法的高維空間就這麼悄無聲息的消失不見了 直到1919年4月才再次浮出水面。
當時，阿爾伯特愛因斯坦收到了一封了不起的信件，作者是德國哥尼斯堡大學（Konigsberg）一位並不知名的數學家，希奧多爾卡魯紮（Theodr Kaluza）。他在信件的前幾段中提出一個令人驚奇的解決方法（至少對愛因斯坦來說是這樣的，因為他並不瞭解麥克斯韋的原始四元數方程），聲稱可以解決物理學上最棘手的問題之一，這個方法就是將他本人的重力理論與數學結合，再加上麥克斯韋第五維介入電磁輻射的理論（由於愛因斯坦在構想廣義及狹義相對論時就已經將第四維定義為時間，所以卡魯紮不得不把自己的高維空間特指為第五維。實際上，在50多年前麥克斯韋和他同事的四維空間理論模型中，二者是指的同一空間維度。）
儘管最後用數學方法將重力和光統一起來取得了驚人的成功，但是那些黎曼在60多年前曾面對過的問題再次擺在了卡魯紮面前。由於沒有直接的實驗證據可以證明其他維度空間的存在，所以卡魯紮也聽到了同樣的發問“好吧，它在哪兒呢？”卡魯紮的回答非常聰明：第四維以某種方式崩塌成一個小圈，“比最小的原子還小”。
1926年，另外一個不知名的數學家，奧斯卡克萊恩（Oskar Klein）研究了最新發現的量子力學原子理論下的卡魯紮理念的獨特意義。在數學拓撲學中有一個怪異領域，物體的高維面，而克萊恩就是這個領域的專家，在他對卡魯紮理論進行更深一步的拓撲學方面的研究之前一年左右，馬克斯普朗克（Max Planck）和其他反對麥克斯韋（現已澄清）的電磁理論上感知限制的人才提出了量子力學說，即從非幾何角度描述“基本粒子”間的相互作用、通過離散“量”粒子交換“作用力”以及次原子世界中的能量（雖然在常識標準看來非常怪誕，但是“量子力學”最終會非常成功）。在結合了這兩種探索之後，克萊恩總結說：如果卡魯紮所說的新維度真實存在，那麼它可能早就崩塌到普朗克長度（Planck length）了 恐怕這就是基本相互作用所允許的最小尺寸了，然而，這個尺寸大約只有 “10～33”釐米寬。因此，通過實驗證明了卡魯紮克萊恩理論的主要問題以及人們為什麼“不會走進第四維空間”的原因：量子力學的計算規定，使用原子加速器是在物理上探測如此微小維度的唯一方法。但是還有一個小小的技術問題：這個過程所需要的能量將超過地球上所以發電廠的產出總量，而且還遠不止於此。
於是，在物理學家和拓撲學家中間進行的關於卡魯紮克萊恩理論的討論，以及人們對多維空間物理那曇花一現的興趣在上世紀30年代時一落千丈。而出現這種情況，既是因為克萊恩根本沒有任何直接的實驗證據能夠證明其他維度的存在，也是因為當時橫掃整個科技界的大型科學研究的盛行。
當時，證據從全世界的原子加速器如洪水般湧來，爭先恐後地證明量子力學。瘋狂的數學世界孵化出的大量“基本粒子”（fundamental particles）的數量還在成倍地飛速增長，所以愛因斯坦將“量子力學”稱為巫術。甚至他後來儘管接受了一些實驗結果，但還是懷疑是否是物理學提出的這個問題的全部答案。
30多年過去了，科學界對多維空間的興趣又以超弦理論（Superstring Theory）的形式捲土重來。在超弦理論中，基本粒子和“場”被視為極小多維弦的多維振動。對大多數當時專注於此的物理學家來說，超弦多維理論模型相對它的前身具有壓倒性的優勢：它不僅將宇宙中所有已知的力（從電磁力到原子能）統一到一幅現實的“終極”畫卷中，還詳盡地預測了所有可能成型的n維世界總數，即根據“各種弦”的渦旋，有10個或者26個。壞消息是它們同樣不能得到證實和檢測，因為模型中的10個維度都扭曲到了實驗所無法達到的普朗克長度中。
半個多世紀以來，最流行的主流科學理論，也是我們最接近“萬用理論”的不只是超維世界模型，還有另外一個本質不能被科學證明的理論，但同時又是一個可以被證實的超維模型，由於幾十年以來一直被掩蓋在鐵幕之後，它已經被西方世界故意忽視了一個多世紀。
 
特斯拉、比爾頓和德帕爾馬
 
就在霍格蘭繼續探尋塞東尼亞與多維世界的歷史觀念之間的新聯繫之時，他遇到了幾位也一直在研究同樣線索的獨立實驗家。這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麻省學院物理學家和研究人員布魯斯德帕爾馬（Bruce DePalma），核能工程師、物理學家湯瑪斯比爾頓（Thomas Bearden）中校，他自從在美國軍方標量武器研究計畫中任職之後，就一直在研究麥克斯韋的最初模型。
比爾頓不厭其煩地研究麥克斯韋的初始手稿，並總結說麥克斯韋的原始理論其實是物理學的聖杯 這是科學史上第一個成功的統一場論（unified field theory）。比爾頓做了深層次的探索來解密麥克斯韋的作品，有消息稱，他曾經聲稱實際上是海維塞德劫持了麥克斯韋的理論，並“迫使”現代科技倒退了將近100年。根據比爾頓的說法，現代物理學不僅永遠不會找到一個重力、電力和磁場的統一元素（因為這些都是基於被海維塞德破壞掉的麥克斯韋理論之上的），而且如果這個最初的理論得以恢復，就會有潛力釋放近乎無窮的能量，使得人類能夠在量子等級“建造”出像重力一樣的各種力。
比爾頓自己的研究結果支持了他的激進想法，他的研究的基礎是艾德蒙惠特克（Edmund Whittaker）以及尼古拉特斯拉（Nicola Tesla）在20世紀早期的的論文和實驗，並且後來在阿哈拉諾夫-玻姆實驗（Aharonov-Bohm）中得到證實。
1899年時，現代文明的創始人，特斯拉（發明了交流電）在美國科羅拉多州春田市（Springs）的實驗室裏曾經進行過大量相關實驗。在其中一個實驗過程中，他觀察並記錄到“標量波干涉”（interfering scalar waves）。通過他修建在山頂的大量試驗用無線電發射器，他經真空廣播並接收了（按他自己的說法）大量的縱向應力（longitudinal stresses），可與傳統的EM橫波形成對比。這次實驗是他通過自製的手驅設備完成的，而設備正是根據麥克斯韋原始的四元數方程製作而成。當時，他在一場暴風雨的邊界檢測到一個被干涉的“回饋”（特斯拉稱這個現象為“駐波”[standing columnar wave]），並在冷鋒向西前進的過程中用電磁方法追蹤了數個小時。特斯拉的實驗突然中止，因為他的贊助人，JP摩根（J.P.Morgan）發現實驗的真實目的是生產無窮的電力，而這些電力“過於廉價”。
比爾頓同時也對使用麥克斯韋的四元數/超維潛能通過在真空中製造“縱向應力”產生能量感興趣。比爾頓還曾寫過幾篇關於此理論的論文，並最終發表在能源部的官方網站上。
隨後，比爾頓開始著手建造一台能夠繪製“真空中能量”的儀器，最終得到了一台似乎能從虛無中產生能量的機器 “靜止電磁發電機”。
當然，你不可能從虛無中得到任何東西，霍格蘭很快意識到比爾頓描述的效果和他在外太空星球上發現的熱能是同一種“超維”效果。
西方物理學家正在進行一場激烈的討論，話題的中心就是空間中的量子電動力學零點能量 “真空能量”（the energy of the vacuum）。這對許多悉麥克斯韋原始方程的人們（凱爾文等人）來說，這個聽起來非常像盛極一時的“乙太”，只是升級了一下，換了個假設的名字。雖然被形容成某種奇異的量子效果，這個“零點能量”也只是麥克斯韋另外一種包裝下的超維物理。
因此，要想開發真空能量，只需要在麥克斯韋的渦狀乙太中製造一個“應力”。而根據量子力學模型的計算，即使是僅僅在1立方英尺的真空空間內，這種能量都多的驚人。所以說如果在我們三維世界中稍稍釋放一丁點這種“應變能”，它看上去也會像是從虛無中誕生的能量，也就是常說的“無”中生“有”。換句話說，對無視麥克斯韋原始方程的學生和天體物理學家來說，這種能量的出現幾乎代表了那驚世駭俗的東西 “永恆運動”（perpetual motion）。
在下文中我們會證明，在某種控制得當的條件下，這就會成為能量的一種“嶄新”來源。並且它似乎也是引起霍格蘭在太陽系外層巨型行星上所發現的奇怪紅外線過量和恒星輻射能量的源頭。
然而，如何“在乙太中製造應力”呢？如何證實超維物理理論呢？前文中曾提到的德帕爾馬博士已經在不經意間證實了麥克斯韋和比爾頓的理論概念。
德帕爾馬，著名電影導演布萊恩德帕爾馬（Brian DePalma）的兄弟，早在與霍格蘭見面之前，就一直在（70年代之後）負責一系列創新的“自轉實驗”（rotational experiments），這些實驗證實了很多霍格蘭20年後又會重新發現的理論。其中一個實用發現就是德帕爾馬的“N機（N-Machine）” 高速“同質極發電機”（homo-polar generator） 能夠在不消耗任何燃料的條件下，從稀薄空氣（真空）中產生少量的電力
在德帕爾馬的其他成就中，有一個實驗是從同一個設備中同時彈出兩個球，其中一個以27000rpm（轉/分）的速度旋轉，而另外一個不旋轉。然後測量兩個球上升和下降的速率。如果標準的“牛頓式”力學起作用的話，就會得出出人意料的結果：即使給它們施加完全相同的向上力（動量），但是與不旋轉的球對比，旋轉的球上升得更高更快，下降得也更快，儘管 （圖2-5）。
這個實驗的意義就在於說明了旋轉的球以某種方式從某個源頭獲得了能量，並同時改變了自身的重力效應和慣性效應 這與比爾頓理論中所說的相符。
上世紀70年代，德帕爾馬還進行過無數次的旋轉實驗，其中就包括大陀螺儀實驗（massive gyroscopes）。在這些實驗的過程中，他發現，當陀螺儀自旋加速時，旋進就會同時發生（在旋轉軸上搖晃），這也可以被用來否定重力效應。在他的一個實驗裏，一個重276磅的“力機”（force machine）在陀螺開始旋轉之後減掉了6磅重量，也就是丟失了2%的重量。
德帕爾馬還發現，這些大型的旋轉系統，就算被小心的隔離起來，也會引起其他房間裏的其他陀螺設備產生“奇怪的回轉運動”，當然前提是它們也在旋轉。
作為這些年辛苦的實驗結晶，在大量各種各樣旋轉系統的實驗之後，德帕爾馬最終表示所有旋轉的物體 包括行星和恒星 本質就就絕對旋進。“旋進”是旋轉物體趨於繞轉軸擺動的趨勢，就像小孩的玩具或者地球這樣的行星。在傳統力學當中，旋進運動被解釋為由於受到了外力（比如月球重力有規律地牽引地球赤道），使物體的旋轉失去平衡。
基於通過測量旋轉而得來的經驗，德帕爾馬預言說就算被隔離的旋轉物體依然會借助與其他旋轉物體之間的相互作用旋進，但是也只有它們從某種非磁力、非重力場（稱為OD場）中汲取能量的這種假設必須成立的前提下，才能解釋他複雜的“能量聚集”（energy accreting）旋轉球實驗。具有諷刺以為的是，由於冷戰和克格勃嚴密的控制，德帕爾馬完全不知道他所觀察到的現象也同時被他的俄羅斯對手們觀察到了，並起了個名字叫“扭矩場”，並且兩者都是基於相同的旋轉互感。
“隔離旋進”（isolated precession）是德帕爾馬在經過對各種奇怪的旋轉系統進行了歷時幾十年的觀察後得到的推斷結論，這個想法從未在可控實驗室條件下進行過檢測（至少，西方發表文獻中沒有提及 ），因為德帕爾馬需要一個“零重力”（無外力）的環境才能進行這個實驗。1998年，霍格蘭（以及他在NASA的內應及關係）可以通過借用NASA-路易士的真空零重力自由落體實驗設備為其安排這樣的實驗，但不幸的是，德帕爾馬卻在這之前突然去世。
最終，德帕爾馬對固有自轉旋進的神奇預言（現在可以通過使用多重旋轉運動和高維度中同時發生的扭矩互感來解釋）會在我們隨後的文章中充當非常重要的角色。
掌握了比爾頓和德帕爾馬的實驗資料之後，霍格蘭開始考慮設法去做一件其他所有超維理論都無法完成的事 真正地測試他們的核心假設。
 
可實驗的理論
 
現代世界誤解了真正的科學方法，甚至很多科學家也會誤解。充斥在科學史中的各種辯論在自大自利的戰爭中咆哮。科學方法本來會通過淘汰那些不符合新資料的新模型（不管在某些方面它們看著有多麼誘人）的方法來避免科學家成為新的教父的。但可惜的是，事情很少如此運轉如意。
霍格蘭希望自己的超維物理理論與之前的理論能夠從預測方面上馬上被區分開來。並且除非他的新理論受到肯定確認或遭到否定，否則他關於麥克斯韋革命性理論的創新就不會停止。而為了達到目標所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根據這一可信的科學理念的做一個可實驗的預測。很幸運，超維理念有幾個無可置疑的實驗幾乎馬上被原始觀察資料證明。最終，霍格蘭專注於四個關鍵預測，這幾個預測決定了塞東尼亞是不是“與晶體物理有關”以及“超維理論”能否成立，而所有的這些實驗都來源於一個多少有點讓人驚訝的源頭。
 
角動量
 
霍格蘭首先將注意力集中在他和托倫在外層星球上觀察到的過量熱釋放現象上。因為根據凱爾文和吉布斯的熱力學定理，在三維世界中，所有的能量最終都會“消減”為隨機的運動，因此物體內部釋放的乙太（真空）“應力能”即使最初以相干的形式出現，最終也會消減成單純的隨機熱量，並以過量紅外輻射的形式輻射到
太空中。結果，不管來源是什麼，所有的能量都會以相同的形式結束。
處於對這種情況的考慮，霍格蘭就把精力集中在了初始的天體物理學條件上。在這個條件下，“麥克斯韋空間潛能”就能夠在行星或者恒星內部被釋放。如此，這個理論就能預測一套詳盡的特徵來區分這些能量釋放的源頭是超維還是“正常”的三維。
在理解這些反常的紅外線輻射的研究中，一件事很快變得清晰起來：巨大行星的紅外輻射過量似乎與同一個參數有著非常緊密的關聯 其綜合系統的“角動量”。
在經典物理中，一個物體的品質及其旋轉的速率可以決定這個物體的角動量。在超維模型中，這略顯複雜，因為在三維世界中看似明顯相隔甚遠的物體其實在一個“更高維度”（第四維）中緊密聯繫。因此，在超維模型中（也包括軌道動量），來自一個物體通過重力捕獲的衛星，即衛星相對於行星，行星相對於恒星或者伴星相對于雙星系統。
從霍格蘭支持的角度，及其對塞東尼亞的“毫無意義”的數學觀察結果來看，這個綜合系統的角動量是理解萬物如何在三維宇宙中運作的關鍵。它同現在被廣泛接受的場論觀點以及電磁力觀點完全相悖 現在的觀點是將行星和恒星的品質被看做是天體物理現象最重要的特點。因為主流物理學家都是從海維塞德修改後的麥克斯韋觀點著手工作，所以他們能觀察到的最重要的“力”就是重力。而由於重力的源頭是品質，所以現代物理一直認為品質是天體物理中對互相作用影響最大的一個因素。
然而，當我們去測量整個太陽系的角動量時，結果卻讓我們大吃一驚 （圖2-6）
結果發現，木星品質雖然只占了整個太陽系品質的1%，卻擁有60%的角動量，而太陽占整個太陽系品質的99%，卻只有1%的角動量。如果對太陽系的傳統看法是正確的，那麼角動量的佔有量和品質應該是大致對等的。相反，現實卻完全相反。曾經有各種各樣的說法誇誇其談地解釋這種不符合理論的現象，包括一種說法稱太陽可能以某種方式將自己的角動量神奇的“轉移”給其他的行星了，但是這些說辭都存在很大的問題，並且理論家也沒能就這些問題提供答案。
霍格蘭開始研究角動量在他的新理論中可能扮演的角色。當時，他做了一個非常重要的設想：將塞東尼亞地區中所有“擁有四面體模型”的物體（不管是行星還是恒星）聯繫起來的普遍關係，似乎是建立在角動量和磁場的關係之上的。在採用現在複雜的“自發電理論”（通過使用內部旋轉的導電“液體”作為行星和恒星磁場的運作原理）之前，另外一個嚴格依靠實驗經驗的假說被提了出來：可觀察物體的總角動量與磁雙極子之間具有一個極其簡單的關係。
這一假說被稱為“舒斯特假說”（Schuster's Hypothesis，以亞瑟舒斯特爵士之名命名[1851-1934，Arthur Schuster]，他首先提出了這種關係，但是NASA所有關於星球磁場的文獻中，他的名字以及他的發現被莫名其妙地抹消了），這個假說曾經成功地預言了磁場力的存在（布萊克特[Blackett]1947年，瓦立克[Warwick]，1971年），不管三從地球發出的，從太陽發出的，還是從木星發出的巨大磁場（強度為地球發出偶極矩的20000倍）。舒斯特的預言，比1973～1974年間開拓者10號和11號的特寫鏡頭（瓦立克1976年）還要早60多年，這使瓦立克在1971年時對“舒斯特假說”經驗的預言能力做出了極高評價：
 
自發電理論還未成功預測過任何宇宙場的存在。但如今，如果我們假設沒有其他理論能夠比它更符合觀察結果，那麼它的用途還具有非常的價值。
 
當然，在水手10號探測到環繞水星的磁場不僅符合舒斯特的假設，而且直接反駁了自發電理論之後，連卡爾賽根都承認我們需要嚴肅審視那些對行星磁場的科學看法了。
採納了舒斯特在1912年的觀點之後，霍格蘭和托倫將當時角動量的參數與觀察到的磁場偶極矩（magnetic dipole momentum，現在已經用飛船上的磁力計進行過觀測的所有天體）進行了對比，結果他們發現舒斯特的假說確實是正確的。但是只有火星是個例外（因為它的磁場在最近的一次災變中被破壞了，下文中我們會就這一事件進行詳述）。事實是，自發電理論從未做出過一次正確的預言，而舒斯特的理論在幾乎每一個個案中都得到了印證。
天王星是唯一一個沒有嚴格遵守舒斯特理論的例外，也是唯一能夠推翻這個規律的可能。天王星的自轉週期與海王星的自轉週期幾乎一樣，那麼他們的磁場力也應該非常接近。然而，海王星的磁場力大概是地球的一半，而天王星卻幾乎是地球的三分之二。如果舒斯特的理論是正確的，那麼這兩顆行星的磁層應該有相同的強度，但事實證明，兩者的比例幾乎為二比一。天王星在其他很多方面也是例外，例如它與太陽的傾角幾乎達到90°，這暗示它可能在不遠的過去剛剛經歷了一場磁極轉換，而這場轉換則有可能是造成其有所不同的主要誘因。如果這種情況發生在地質近期，那麼之後應該會有一段不符合該理論的時期，並且還有可能是另一個非常重要的超維因素造成了天王星現在的境況（與德帕爾馬的球狀進動測試有關）。考慮以上情況，並由於舒斯特的觀察結果在其他行星上都非常適用，所以有可能是某個尚未被完全理解的外部因素的影響引起了天王星的反常情況。但很明顯的是，如果舒斯特定理在9個案例中有7個適用，反觀自發電理論在9個中都無法應用，那麼舒斯特的結論肯定就比它的對手適用的多了。
角動量和磁偶極矩之間神奇的關聯，使霍格蘭對自己的工作做了一個相似的聯繫。當他看著反常的紅外輻射和角動量之間的關係時，他發現，它們與每個行星的總角動量十分吻合。
如果繪製處一系列物體的總角動量，比如太陽系外層正在輻射能量的行星（加上地球和太陽），並將其與每個物體向太空輻射能量的總和做對比，就會得出一個十分驚人的結果（圖2-7） 。
一個行星（或任何天體）擁有的總角動量越多，它所能產生的異常能量就越多。而實際上，這些能量（比如德帕爾馬在旋轉球體試驗中觀察到的“異常能量”）是從一個更高維度被“灌輸”到物質內部的，三維“乙太場/扭矩場”就成為了媒介。
對“超維物理”模型而言，這個簡單但強大的關聯就等同於E=MC2：一個天體的亮度總值似乎只取決於一個物理參數，即亮度等於總角動量（天體加上所有衛星）。
它指的是特定物體輻射出來的能量總和是有通過多維空間施加在它之上的力決定的，並且這個多維能量在我們三維世界中會以角動量的形式出現，是可以測量的。在繪製這種明顯的關係時（參見圖2-7），所有的東西都排列的非常細緻。所有行星都會出現在他們該出現的地方，但是唯一的例外就是太陽 不知為何，太陽的角動量似乎有所缺失。
傳統觀念中，太陽以及太陽這類的恒星應該是巨大的核能火爐，由物質崩塌產生的能量驅動，變成一個狂暴的能量火球。這個過程使太陽內部的原子產生聚變，並悄然產生核聚變的副產品。其中一個意料中的副產品就是中微子，這種次原子粒子沒有電荷。然而，檢測太陽中微子放射的實驗顯示，太陽所釋放的所有東西都沒有達到能夠滿足標準太陽模型所釋放能量的中微子數量。如果它的能量來自於“熱核反應”（thermo-nuclear reactions，標準模型所需要的），那麼觀察到的“中微子缺失”竟高達60%。更加引人注目的是，結果發現該種原始中微子會一同缺失（根據實驗測量要求，需要其解釋太陽內部核聚變反應的規模）。
最近，我們將對現在量子理論的調整與中微子探測器發回的資料相結合，
於是我們觀察到的太陽“中微子缺失”似乎就顯得不那麼突兀了 使所觀察到的數值（或者“性質”）與調整後的理論一致。不過，還是有人喋喋不休地懷疑我們對中微子理論/標準太陽系理論的修改 這些理論是在我們發現太陽中微子缺失被發現之前提出來的 是一種“學術欺詐”
諷刺的是，關於太陽違反標準太陽模型的解釋正存在於其對我們關鍵的角動量/亮度圖示的“違反”之中。在超維理論中，太陽的初始能量源（與行星的相類似）肯定是它的總角動量，也就是它的“自旋動量”加上環繞其運行的天體具有的總角動量。這就像我們之前所提到的，儘管太陽佔據了整個太陽系總品質的98%還多，卻只擁有太陽系不到2%的總角動量。剩下的總角動量都分佈在各個行星之中。因此，將它們所占總角動量的份額加上太陽的角動量份額，如果超維理論正確無誤，那麼太陽的圖線應該嚴格按照行星（從地球到海王星）的圖線行走，然而，事實並非如此。
面對這個困境，有一個明顯的解釋：超維理論模型根本就是錯的。退一步的說法就是我們忽略了一些東西，比如額外的行星。
在試圖解釋缺失的角動量過程中，霍格蘭發現了他第一個可測試的超維理論預言。通過額外計算冥王星之外另一個大型行星（或者兩個小一點的行星，只要滿足其與太陽之間的距離是地球距日距離的數百倍），太陽的總角動量在圖示上的曲線將向右偏移，直到幾乎與該線交叉（考慮到大概30%來自內部熱核反應的能量）。這就產生了一個特別的預測：現代太陽角動量之所以存在不符情況，是因為一個很顯然的理由，那就是我們並沒有發現太陽系中所有的主要行星。
所以，關於超維理論模型的第一個毫無疑問的預言就是：天文臺最終肯定會找到一個在順行軌道上運轉的大行星，或者兩個在逆行軌道上的稍小行星。無論是哪一種發現，在某種限度之內，都可以使太陽在圖表上趨於預想位置，並且能夠證明能量輸出與角動量之間的關係。
不過，角動量與能量輸出之間的關係還有一個更加重要的意義。如果他們之間的聯繫真的存在，那就意味著我們對太陽系分層的方法是完全顛倒的。在超維理論模型中，尾巴（行星和衛星）帶動了頭（太陽），但是這只是一個有深遠意義的假設。
 
證 實？
 
要測試此模型的這一方面，下一步工作就是開始尋找太陽系中另外一個成員可能存在的證據。許多年以來，天文學界一直在尋找“X行星”。這一搜查行動的起因，是因為人們觀察到了什麼，而這很可能是一顆尚未被發現的大行星，在對天王星和海王星的運行軌道產生影響。尋找“搗蛋鬼”的工作最終使人們發現了冥王星，只是目前為止還沒有發現大行星 至少還沒有正式確認。
不過，有幾個非常有趣的“非官方”發現很可能會影響這個預言。1982年，《華盛頓郵報》（Washington Post）上的一篇封面報導中提及了JPL公司蓋瑞紐格包爾博士（Gerry Neugebauer）進行的採訪，採訪的內容主要是關於紅外線天文衛星（IRAS）在獵戶座觀測到的一個距離地球約500億英里遠處的天體。這個天體在參數上嚴格符合了霍格蘭的猜想。但是迄今為止，沒有公佈過關於此天體的更多觀測結果，也沒有發表過更多的文章。紐格包爾博士在面對詢問時回答道：他所講故事中的引用內容“是沒有根據的。我並不知道這些事，也不知道這些事後來的發展如何。”
紐格包爾的這個回復很難使人信服。有誰會因為自己的名字上了《華盛頓郵報》的封面報導，就聲稱自己對一件事一無所知呢？而那篇報導很明顯是以紐格包爾和詹姆斯霍克博士（James Houck）的資訊為依據的。在閱讀該報導和故事時，你能很清楚地感覺到他們不坦誠的態度。報導中這個天體又小又黑，大小和木星相仿，距離地球有500億英里遠，而位於該
距離（大約537個天文單位）的這個天體很有可能是一顆棕矮星，它雖然大小幾乎與木星相同，但品質卻是木星的50倍。《郵報》文章接著寫道：總共分配了“兩架不同的望遠鏡”去尋找這個天體，但紐格包爾卻堅持聲稱這件事不了了之。很明顯，他是在用否認去掩蓋IRAS的早期發現。
1999年時的幾篇新聞報導了另一個太陽系成員存在的證據，這次則是在射手座（在天球中正好在獵戶座對面）。這一次，人們推斷這顆天體與IRAS大小相仿，但是距離卻多出數倍 約為25000到32000個天文單位，並且人們根據彗星的較長週期推斷該天體存在。
這兩個發現證明了霍格蘭關於距地較遠距離有為止行星的預言至少被許多觀察結果所支持。霍格蘭正式公佈自己的X行星理論時，他的理論與其他相關理論有明顯不同，因為他預言這顆行星有足夠的角動量，能使太陽的曲線在圖示上移動到它本該在的地方。
只是我們必須自問，就算NASA真的找到了未知的第十大行星（儘管冥王星最近降級為“太陽系天體”的身份），但是NASA是否願意告訴我們？有很多研究院曾預言X行星的存在，而且如果承認發現了X行星，那麼著無疑會給他們的理論和模型帶來一定的公信力。隨著我們對這個謎團調查的深入，NASA讓紐格包爾閉嘴的原因變得愈發明顯了：政治的成分遠大於科學（他們一貫如此 ）。
 
紅外光變
 
紅外發射的觀察結果還引出了另外一個對超維模型的內隱測驗（implicit test）。如果霍格蘭和舒斯特的發現是正確的，而且亮度、磁場強度和角動量三者之間確實存在某種直接的聯繫，那麼這就具有了相當好的喻義。由於霍格蘭理論中的紅外發射的本質被假定為超維的（比如與高維幾何有關），因此“系統”（太陽系中同步運行的行星和衛星）佈局中軌道發生的變化應該會導致各種形式的能量輸出，就像是調節可變電阻器來控制光線的輸出。這一點非常重要，因為傳統物理學需要這些能量輸出來使行星保持“穩定”，也正是因此，使得我們只有經過非常長的時間才可以觀察到其衰減。
如果依照麥克斯韋的說法，行星（或者恒星）能量的最終源頭是各個維度之間的渦旋（自轉）空間應力，那麼考慮到位於繞大行星/恒星軌道上相互影響的衛星發生的運行模式持續變化（不管是引力上的還是空間上的），連同它相對太陽系其他大行星發生的同樣的幾何形態變化，這個應力模式就會很自然地被視作持續變化、幾何扭曲的“乙太”。霍格蘭的超維模型理念就證實了這種持續不斷變化的超維幾何，能夠將能量從潛在的自轉渦旋乙太中提取出來，然後釋放到自轉的物體內部。
最初，這類過量能量會以多種不同的形式出現，例如高速風能、反常點活動，甚至是強烈核反應，但是最終都必然會衰減到單純的過量熱能。如果要將一顆行星（或者恒星）的自轉3D品質與潛在的4D乙太自轉有效地連接起來，則需要基本的物理條件，也正是由於這些條件的存在，這些過量能量的產生才會隨著時間發生變化，比如“衛星”改變的軌道幾何和太陽系其他大行星與他們同向或逆向的旋轉初始狀態（以及潛在的渦旋乙太）之間的互相作用。
這些原因所引起的持續能量交流在時間上的變化性就成為了這整個高維空間過程的中心標誌，也需要直截了當的解決。我們所需要做的就是，當木星環繞軌道運行時，從不同的時間點以及相對其他行星不同的位置上來測量它的紅外線輻射量。如果超維模型是正確的，那麼不同的軌道位置會使木星（以及其他“氣態大行星”）的紅外線釋放量發生巨大的變化，甚至在適當的時間內，紅外線應該超過它慣例的二比一輸出量。而對其他行星來說，這個數值會稍小（圖2-8） 。
 
木星的反照率、內部熱能和能量平衡：旅行者號紅外探測的初級結果”R.A.哈內爾（R.A.Hanel）等人地球物理學研究日誌（1980年）
 
無巧不成書，科學界的歷史記錄為這一情況提供了非常具有說服力的支援。1966年和1969年，弗蘭克J盧（Frank J.Low）利用高空飛船首次觀察到木星反常的熱量釋放。這個被視為現代紅外天文學之父的人，發表了他早期的研究結果：現實木星的熱量輸出達到3：1的比例。隨後，他又提出了新的想法，這個想法導致了第一台紅外太空望遠鏡IRAS的生產，而正是這IRAS發現了我們之前談到的獵戶座可能存在的X行星發射出的紅外線。
3年後，盧的觀察結果更進了一步，3：1的比例被縮減為2：1，變化超過30%，這個失誤比例超出了這兩次發現中所用到的設備失誤範疇。隨後，上世紀70年代，地基望遠鏡的觀察結果將這一指數降到更低，只有大概1.67：1.00，這又削減可30%的失誤。20世紀80年代早期進行的旅行者號任務極大程度上肯定了1.67的比例。且不論為何會出現如此大的差異（我們只能推測早期的設備非常簡陋且測量方法漏洞百出），既然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期，能量輸出指數似乎在1.67這個比例上穩定下來，我們便可以廣泛猜測事實就是如此，而以前的結果都要廢除。
幸運的是，在旅行者號之後又有兩個探測器被發射到外太陽系，就是伽利略號（Galileo）和凱西尼號（Cassini），它們都攜帶著可以測量外層大型氣態行星紅外線放射的儀器，由此來看，唯一能夠阻止霍格蘭對他的理論模型進行測試的方法，就是找個人做這些測量，但或者如果他們已經做了測量，那就公佈結果。
這件事已經被證明是個難題，難得超出我們想像。給那些負責收集這兩個探測器的紅外線資料的大學打電話，結果都是不合作。霍格蘭被告知，要想獲得這些測量資料，他必須“證明”自己歸屬於“認證的”研究機構或大學。然而，對NASA的網上抽象資料的研究，得到了一些非常有趣的資訊。
在最近的報告中，凱西尼號攜帶的綜合紅外光譜儀（CIRS）所測得的資料似乎證實了霍格蘭的預言。研究小組發現木星的紅外放射量與自旅行者號之後就一直被奉為準確的“1.67到1”的比例並不相符。雖然並沒有給出確切的數位，但是抽象資料顯示，“赤道溫度的最小值比旅行者號當時觀察到的溫度明顯得多”，而且“它好像與地基觀察到的赤道平流層溫度變化相關”。看來，木星多變的熱能釋放不僅與霍格蘭的模型保持一致，而且後者的這一說法還能證明地基望遠鏡觀察到了同樣的情況。
雖然我們還不能就此證明近期NASA掩蓋了木星及其他外層行星的熱成像資料，但是很明顯，這樣的結果並不合乎傳統的理論模型，但是卻與霍格蘭超維理論的關鍵語言一拍即合。遺憾的是，在把這一預言穩穩地列入“真理”門類之前，我們不得不等待確切的數字被發表。
 
短期波幅變化
 
該理論模型的相同方面還可以應用於更小的範圍，並產生另一個預測。在我們的行星系統中，所有“巨型”行星都有至少12顆衛星：一到兩顆主要衛星（大小大概與水星相似），幾顆直徑和品質與月球相仿的衛星，再加上大量小型天體。由於在角動量中要考慮到“杠杆作用”，就算是一顆遠軌（或與行星自轉平面呈大角度的）小衛星也能對“總角動量”方程造成不成比例的影響（看看冥王星和太陽便知，參圖2-6）。
即使是現在，木星4顆主要衛星（總品質約占木星的1/10000）在其軌道運行中複雜的互相影響下，曾經引起了一系列木星現象中時間轉變的現象，這其中就包括大紅斑“反常”的經緯活動。
1992年霍格蘭在聯合國曾經提到，大紅斑（GRS）這個神秘的漩渦，坐落在不為人知的南緯19.5°上已經超過300年了。通過並不著名的27線問題的外切四面體圖形來看，緯度是木星上超維物理的經典“標誌”。
大紅斑數十年的異常活動與木星的“伽利略”衛星（即木星的四顆大衛星）預測性極強的活動非常同步，考慮到它們與木星相比十分微小的品質，可以確定這顯然不是傳統引力或潮汐相互作用所能解釋的。確切的說，它們似乎一直在遵循麥克斯韋、舒斯特和惠特克的理論模型，即來自這幾個衛星變化的幾何佈局的強大超維空間調整力共同造成了這種結果。引起大紅斑變化的，正是作用在木星內部持續變化的渦狀標量應力潛能（扭矩場狀態）上的角動量杠杆和漩渦諧波共振。
接下來，就是第三個超維測試：在所有巨型行星的紅外放射中尋找與自身和衛星的軌道運動同步的、小的、短期的波幅（與木星大紅斑神秘但呈週期性的大氣運動相同），並且/或者，這些外層行星的運動與太陽系其他行星同步。
如果能夠確認幾個小時內（或者幾天內）現代行星的紅外放射出現了短期變化，並且與該行星的衛星公轉週期同步，那麼就可以證明所有的主流探索都存在一定的問題，並且超維理論模型值得深入研究。幾年時間或者幾十年時間的紅外線放射增加和減少（這種情況從過去對木星紅外線放射的觀察結果中得到了有力支援，不管是弗蘭克盧的觀察還是凱西尼的探索），都顯示出其表現為內部超維能量釋放的一個更長期的行星調整過程。
事實上，兩種調節都理所當然的應該同時發生，並且通過適當的電腦觀察軟體就能很簡單的分別開來（如果真的有人注意了）。
如今，那些存在於多維空間與“實”空間交界的這些變化的互相應力似乎也能用於解釋在外層行星的大氣層中時不時消失重現的神秘“風暴”了。20世紀80年代後期，木星大紅斑的縮小和消失就是個典型的例子；1994年，哈勃太空望遠鏡拍攝到土星突然發生了一件星體“事件” 北緯19.5°上的一次非凡的雲暴；海王星上“忽而可見忽而不可見”的“19.5°風暴”（也就是大黑斑）也是一個例子。
而且，困擾著NASA理論家的太陽系最新神秘事件裏面，就有在2006年是突然形成的木星上的第二個大紅斑，綽號“二世”（Junior）。這個巨大的（有地球這麼大）大氣漩渦用了幾個星期的時間由三個較小的漩渦（每個都和火星差不多大）合併而成，然後迅速變成了“大紅斑的紅色”。
NASA則承認對發生的事“毫無頭緒”（又是毫無頭緒）
由於NASA中流行的觀點是這些星星的過量紅外線放射一直存在，所以人們不需要勞心費力地去尋找內部能量釋放的增減與（如今被完全記錄的）這種“風暴”的半週期爆發之間的關係 雖然他們應該這樣做。
該觀點認為，行星（或恒星）系統中天體與其“最初”狀態變化的佈局，能對其總體能量輸出產生影響 這個觀點對現代的觀念來說是具有革命性的，但也是絕對有先例的。
太陽就是一個眾人皆知的例子 它與“超維通道”有關，長期存在，並且至今仍然在進行神秘的無常變化。
在太陽的各種複雜變化中，包含了大量發生在其表面的現象，例如太陽耀斑、日冕擾亂、大規模噴發等等。因為同時發生的“黑子”（這是活動發生時出現的低溫漩渦，相對更熱的太陽表面呈現為黑色）增大縮小的週期大概為11年，所以這些都被稱為“黑子周”（the sunspot cycle）。而太陽磁性兩極的完全翻轉回到“零點狀態”則需要經過兩個黑子周的時間，因此，一個完整的“太陽週期”應為20多年。
上世紀40年代，美國無線電公司（Radio Corporation of American，即RCA）為了證明環地球的短波無線電通訊的可靠性，就雇傭了以為年輕的電機工程師，約翰尼爾森（John Nelson）。人們發現，這種無線電傳輸在太陽活動週期之間的時期會變得更加可靠，而太陽黑子“高峰年”期間則會影響它的可靠性。
使尼爾森感到驚訝的是，他很快發現，這種無線電干擾的增強減弱不僅與太陽黑子周有關，還與太陽系主要行星的運動有關。他發現，在所有行星（確切的說，指的是木星、土星、天王星和海王星，它們佔據了太陽系中已知的全部角動量）恒定軌道與太陽上的大規模擾亂無線電的爆發之間的互相影響一直在重複發生。
超維模型最終提供了一個“聯合機制”，從理論角度綜合解釋了那些困擾了許多天文學家達數十年之久的RCA觀察成果。因為實際上，約翰尼爾森重新發現的成果無不印證了“超維天文學”這個終極、古老、如今確有十分顯而易見的角動量基礎，這些發現也解釋了太陽和行星對我們生活產生的真正影響。此外，尼爾森還“重新發現”了一些別的東西：
 
值得一提的是，1948年，木星與土星呈120°角時，太陽活動達到頂峰，無線電信號強度明顯較高。而1951年，木星與土星呈180°角時，無線電信號平均強度則明顯偏低，而太陽活動也大量減少。換句話說，無線電信號的平均強度曲線受木星和火星的週期曲線影響較大，而非太陽黑子的週期曲線
 
這些長達幾十年的觀察結果不僅有力地肯定了木星和土星就是太陽一直活動週期的“始作俑者”，還間接說明了它們的角度關係的另外一個直接結果就是影響了地球電離層的電性質。當然，如“傳統”天文學家聲稱的那樣，依照麥克斯韋的“變化的標勢”的觀點，變化的行星幾何不僅影響了太陽，還同時影響了其他行星。
那麼，從這個角度來看，只有超維理論：
1.能說明“本末倒置”這個天文現象的最深意義：遵循此規律的行星完全有可能會對太陽及其他行星產生決定性的影響，因為他們佔有了太陽系總角動量中的絕大部分比例 在（已知的）行星中，它們的比例是100：1。
2.有一個嚴謹的物理機制，即麥克斯韋的“變化四元數標勢”，可以說明這種反常的行星角動量影響。
3.在1992年時，聯合國已經公開證明了太陽全部超維運轉模式中的一個明顯幾何線索：在22年的太陽週期中，太陽黑子的最大數量（太陽表面那些絕大的相對“低溫”的漩渦）、黑子出現緯度的升高、降低和有序變化 以及在太陽的19.5°緯左右每半個週期（約11年）一次的太陽活動高峰。
 
脈衝星
 
脈衝星是另外一個可以進行超維物理理論實驗的領域。霍格蘭和托倫預言，由於脈衝星驚人的角動量和磁性，它們會成為超維物理理想的試驗台。實際上，從一個特定的脈衝星試驗來看，廣泛存在的脈衝星可能是證明霍格蘭和托倫理念的關鍵所在（圖2-9） 。
B1757-24，是在2000年7月首次發現的脈衝星，它所擁有的角動量遠遠超過其本該具有的量。這個天體實際上挑戰了所有已知並被接受的“物理定律”，並且似乎還在從一個我們看不見的來源汲取額外的角動量。根據霍格蘭和托倫的預測，那個不可見的來源就是高維世界中由脈衝星的高速自轉所釋放出來的能量。
根據傳統的物理模型，恒星是從旋轉的氣體和星雲中“誕生”的。這些物質（在重力影響下）逐漸聚集，就像是滑冰選手收起自己的雙臂，它們必然旋轉地更快。這是（現代）物理基礎定理的核心信條，稱作“角動量守恆定律”（the conservation of angular momentum）。恒星要擺脫它們與生俱來的角動量定量，唯一的辦法就是把動量“重新轉移”到宇宙中去，有兩種基本途徑可以做到：直接的品質損失和/或恒星和其周圍星雲、天體之間磁場的相互作用（加速度）。
恒星的“主序星”（main sequence）歲月是指其自轉與能量輸出相對穩定的時間段（儘管超維模型中說明了這種能量輸出不是“持續的”或者完全“穩定的”，但這是另外的話題了），在這一階段的大部分時間裏，上面提到的途徑充其量能夠轉移幾個百分點的恒星原始角動量。因此，恒星在它度過數十億年的生命之後，在其行將就木之時擁有的角動量總數應該與它新生時基本相同。
如果一顆巨大的恒星（品質為太陽的5到20倍）到達它生命的盡頭（在傳統模式下稱為“自身核燃料消耗殆盡”），就會變成超新星。在這一時期，大概有90%的恒星外層品質會借此方式逃逸（速度超過5000英里每秒的物質會被釋放至宇宙空間），剩下的物質內核密度極大，就會坍塌變成一顆飛速旋轉的“中子星”（neutron star）。像這種高速旋轉、密度超大的天體（實際上，擁有太陽的品質和原子核的密度，崩塌成一座小型城市大小）就應該是“脈衝星現象”的核心了。
因此，這樣一個“誕生於”恒星演化過程中極端的終結階段裏的快速旋轉的天體應該只能（從之前提到的原理中）得到有限的角動量，這個角動量比它的恒星前身要少（因為爆炸事大部分品質丟失，帶走了角動量），但少的也很有限。
在接踵而來的“脈衝星現象”裏，這種旋轉的、高度磁化的天體，相對前身恒星，更有可能與周圍氣態雲產生作用。因為原來整個恒星的磁場保留了下來，但是恒星卻從一個數萬億倍大的恒星崩塌為一個“城市般大小”的體積。這種超高強度的磁場能將仍處在剛剛誕生並快速旋轉時期的天體（原恒星爆炸性擴張的外殼）周圍的物質加速，並將其中一些物質用“磁場加速度”拋離恒星，使其速度接近光速。正是這種現象，能夠產生加速的物質束，與恒星一同旋轉（達到每秒100圈），形成了快速旋轉的極為穩定的無線電、伽馬射線和可見光射線的“燈塔效應”（light house effect），這就造就了幾千光年外仍然可見“脈衝星現象”。
如果一顆行星，比如地球，與這些物質束位於一條直線上，我們就能“看到”這種燈塔效應。如果沒有，那我們就永遠也不會發現這顆脈衝星。在這種情況下，由於這樣一個高速旋轉且體積相對微小，品質卻與太陽相似的奇異天體仍會通過外部極強的磁場與其（相對超新星爆炸後）緩慢膨脹的外層互相作用，它應該還會將自身有限的角動量以可測量的速率轉移給更大的星雲。這必然會導致一種緩慢、穩定但是可觀察的中子星“旋轉減慢”。
1968年後觀察到的近1000顆脈衝星，他們的無線電、可見光和X/伽馬射線輻射的“旋轉減慢”效應情況紛繁複雜、種類多樣。數年來，這些脈衝星非常規律的無線電、可見光和X/伽馬射線脈衝一次又一次地延長，雖然每次變化都很微小，但卻很明顯，這就是微小星體微弱的“旋轉減慢”跡象。依據角動量守恆定律（假說），這種持續的旋轉減速不僅可以看做是對已知角動量定律的肯定，也是“確定”這些星星年齡的方法，就像是一塊“脈衝表”，用假定不變的半衰期推斷脈衝星的年齡。
由於已知恒星中有大約一半是雙星，如果其中一顆恒星爆炸成為超新星，那麼它和它的伴星就會向相反的方向遠去，速率即為其在爆炸之前的軌道速率。射手座的脈衝星裏，逃逸的脈衝星最終飛出了它爆炸之後留下的膨脹氣態外殼（擴散的爆炸衝擊波在闖入一團星雲之後速度會迅速減慢，但是中子星核的速度卻沒有減慢）。根據已知的距離、空間速率以及中子星/星雲之間的幾何關係，新的射電望遠鏡矩陣（VLA）最終得出這顆脈衝星的空間速率僅為大約300英里每秒，這遠低於之前估計的1000英里每秒。
根據觀察到的“旋轉減慢速率”，之前估計的這顆中子星/脈衝星（在其超新星爆炸時）的年齡約為16000歲，但是根據其“運動學”年齡（從它飛出膨脹殼層的速率測量得知），原始爆炸的年齡應約為170000歲 兩者相差了10倍。
由於重新測量的脈衝星空間速度不適用於任何星盤解釋（相對於一顆正在減緩旋轉的脈衝星，這次測量是一次非常簡單的測量），所以從這顆脈衝星形成（並與它的伴星分離）開始計算的年齡應該是基本相同的170000年。因此，170000年來，這顆脈衝星一直是孤單一個，然而它減慢的自轉速率卻表明它的年齡要小得多。很明顯，關於有限數量的角動量被緩慢釋放的脈衝星模型肯定哪里出了差錯。
對這種“不可能性”最簡單的解釋就是，這顆星一直在利用我們尚未知曉的角動量能源，而這個源頭一直在給這顆中子星的自轉進行“慢充電”，雖然物質束中帶電粒子的加速度消耗著它的角動量，但由於有能量源的存在，角動量消耗的速率是我們觀察到“減速度”速率的10倍左右，因此脈衝星的有效壽命也就得以延長了10倍。這樣一個“未知能量源”在超維模型中被準確預言。預言中提到：一個天體初始狀態下擁有的角動量越多，它能從未知能量源“汲取”的用來抵消三維世界消散機制的角動量就越多。維持脈衝星自轉的確切機制很可能就是由天體的旋進能（在德帕爾馬的試驗中，並不隨臨近的引力伴侶而改變）轉換而成的轉動能。我們可以將其比喻成一個帶洞的浴缸。浴缸裏的水從那個洞以可見的速率流出。但是，“觀察者”並不知道，有一套隱藏的管道在水流走的同時，以幾乎相同，但又慢一點的速度向浴缸中重新注水。結果就是浴缸水儲量的“壽命”得到了極大地延長，但是並沒有明顯的活水源頭。這也就是說，儘管我們對水從洞裏流出的速率瞭若指掌，但是浴缸中的水消耗的速率還是比其應有消耗的速率要慢得多。
坦率的講，對B1757-24號脈衝星的“額外”角動量來說，已經沒有其他的解釋了。傳統理論家通常都是空想出一個理論，然後事後再去彌補他們破損的理論，與此不同，超維模型暗中（對霍格蘭和托倫來說是明確）預言了這類發現。這一發現使霍格蘭的5個超維模型物理預言成真，火星動量與四面體的關係本該毫無意義，卻造就了這一理論模型。
除了B1757-24，還有另一個“脈衝星小白鼠”（test bed pulsar），即PSR B1828-11，這顆脈衝星似乎也差點證明了超維模型的正確性，只不過是通過一套更為迥異的測量方式：“自由旋進”。這是布魯斯德帕爾馬提出的，但仍需實驗檢驗的假說。
PSR B1828-11是一顆“孤立的”脈衝星（也就是說，它並非雙星系統的成員），並且它位於射手座方向。2000年末，橋德賴爾銀行（Jodrell Bank）的三位天文學家所公佈的一系列無線電望遠鏡測量資料顯示，這顆飛快旋轉的中子星驚人的特性：它有3個同步的無線電脈衝“週期”，而通常來講應該只有一個，即“基本週期”是1000天，3個“次調和”週期分別為500天，250天和167天。
發現者對這一資料的初次解釋說：這顆脈衝星儘管是完全孤立的，卻不知為何顯示出“自由空間旋進”，它的無線電射束在越發不同的位置和時間掃過我們地球 而正是在這些重複的週期裏 它洩露了自己作為中子星的進動！
其他天文物理學家立即提出了這種驚人現象的其他理論說明：
 
B1828-11號脈衝星，儘管是由擠壓在直徑僅有20公里的球體內的自由中子組成的超密度海洋，表面重力達到地球表面的千億倍，卻不是完美圓形；正是這與生俱來的不及十分之一毫米的變形（程度），導致了PSR B1828-11在“旋進時”稍微偏離了軸線。
 
或者：
 
這顆中子星的超密超導“中子海”，在其薄弱的“地殼”下面流淌，並沒有與減速的表面保持步調一致（由脈衝星強磁場帶來的制動力引起）；這樣，就引發了“偏移”，而這也是因為內部中子海滯後引起的“搖晃”所致。
 
然而，另一篇論文上這樣寫道：
 
這顆脈衝星很可能是被附近的一個氣體和灰塵的“碟形吸積體”（accretion disc）所環繞，這個“吸積體”的軌道與脈衝星的赤道呈非常大的角度。通過簡單的重力潮汐效應，軌道上的物質就產生一種隱藏的“旋進轉力矩”（forced precessional torque）。
 
而且：
 
PSR B1828-11附近可能有一顆神秘物質“誇克行星”（quark planet）在圍繞其運轉（密度甚至比崩塌的中子星還要大），正是這顆誇克行星強大的潮汐作用力引起了脈衝星的旋進。
 
這其中每一種試圖解釋PSR B1828-11怪異現象的理論都有嚴重的缺陷。先從“中子搖晃論”說起，根據其他天文物理理論家的說法，任何內部液體運動（中子海的“搖晃”）在中子星幾百次自轉之後都會“平息”（能量耗散）。既然PSR B1828-11每秒自轉2.5圈，而且年齡又約為十萬餘歲，那麼那些天文物理學家就很難解釋究竟還有多少液體搖晃現象能殘留下來了 畢竟這顆中子星已經自轉了8萬億次還多。
霍格蘭對這種讓人困惑的現象的解釋非常不同（甚至更簡單） 直接採用了超維理論和德帕爾馬對“自轉體系”（rotating system）的實驗經驗：
PSR B1828-11很可能就是目前最明確的超維旋進在銀河系的證據。
換句話說，這就是德帕爾馬去世時，霍格蘭試圖與NASA為他安排的實驗室“超維實驗”裏一個驚人的天文實驗。
被問及超維物理的最基礎規律時，霍格蘭總是會挖苦似的回答：“旋轉 旋轉 還是旋轉。”
出於對長時間協助工作的感激，大衛威爾科克（David Wilcock）在幾年前收到了霍格蘭的幾篇俄羅斯科學界幾乎是未知的領域方面的論文。他開始閱讀譯稿時 由過去幾十年裏一直到現在的研究者進行縮寫，加上他們在前蘇聯進行的仍存爭議的實驗 他突然明白還有一個完全獨立的資料庫，裏面存有數千份科技論文，這全部都符合德帕爾馬在20世紀70年代是發現的自轉物質周圍奇怪的“零重力場”。
在一篇（由尤裏V納切洛夫[Yu.V.Nachalov]與索科洛夫[A.N.Sokolov]合著的）評論文章中寫道：
 
二十世紀時，各國所進行的各種各樣的調查代表了其不同的專業興趣，反復宣佈發現了在現在理論體系下無法解釋的反常現象。但是由於這些作者並不理解他們觀察到的現象的本質，所以就迫不得已地自行對產生這些現象的領域、射線和能量進行了命名。比如尼古拉A科濟列夫（N.A.Kozyrev）的“時間射線”，賴希（W.Reich）的“O射線”或者“奧根”（Orgone），布朗洛（M. R.Blondlot）的好“N射線”，沙克帕羅諾夫（I.M.Shakhparonov）的“Mon射線”，古爾維奇（A.G.Gurvich）的“有絲分裂放射”（mitogenetic emanation），希策夫斯基（A.I.Chizhevsky）的“Z射線”，威尼克（A.I.Veinik）的“日冕場”“M場”，迪夫（A.A. Deev）的“D場”，子彥康全甄（Yu.V.Tszyan Kanchzhen）的“生物場”，森山（H.Moriyama）的“X物質”，連斯基（V. V.Lensky）的“多極能量”（multipolar energy），“R放射”（Radiesthesietic Emanation），“成形力”（Shape Power），“空波”（Empty Wave），“偽磁場說”（pseudomagnetism），內波（H.A.Nieper）的“重力場能量”，布朗（T.T.Brown）的“電引力”（electrogravitation），“自由能量”（free energy）。這樣的例子真是不勝枚舉
 
這篇文章中的俄羅斯人發現，這些迥然不同的奇異現象其實只是同一種現象的不同表現，也就是我們所稱的“扭矩場現象“。
扭矩，如我們之前所說的，對西方科學界而言仍然是未知的 而且這並非偶然。直到1991年蘇聯解體，並且網上開始大量湧現扭矩學術論文，“扭矩”對西方來說還是個禁忌。如今，有超過2000篇研究扭矩的論文被發表在公開的科技文獻中，其中一半以上都是由俄羅斯（和前蘇聯）科學家創作的。
現就職於美國一家將扭矩場理論應用於空間推進力的研究機構的西方工程師保羅穆拉德（Paul Murad）曾如此形容這個當代“頂尖科技”：
 
根據一些俄國物理學家的說法，旋轉場或者扭矩場是唯一能支援超光速現象的空間。但扭矩場與其他三個場（靜止場、磁力場和重力場）不同，它不能支持球面對稱。扭矩可以向右旋或者向左旋，它的基礎是柱面場，可以由電力的大量積聚和物體的旋轉而產生，如果旋轉速度超過了某個限度，扭矩場就能得到加強。同時，扭矩場還可以引發其他現象，比如結構牽拉。在真空中，如果一個杆深入圓柱體的圓心並不接觸這個物體，那麼就會觸發結構牽拉。如果這個杆突然移走，該圓柱體同樣也會移動，或者被杆拽走。在其他的例子中，我們還會發現，由於旋轉場之間的相互作用，一個旋轉物體會影響自己毗鄰的旋轉物體。
顯然，人們希望能夠找到一個能使用一種更易理解的重力將這些現象聯繫起來的理論。（在閱讀俄國人的論文時）我能找到的最接近的成果就是馬特維科（Matveeko）的評論，他說扭矩場就相當於物理真空的橫向自旋極化，重力場則相當於物理真空的縱向自旋極化。因此，重力場與扭矩場之間似乎有所關聯，而如果我們想要從物理真空或者零度場種獲取（無限的）能量，那這可能就是（我們必須理解的）關鍵（關係）。這些觀點都是非常有趣的理論，而且如果人類真的希望穿越太空到其他星球或者深太空去的話，那麼這些觀點絕對值得更深一步的研究。
 
物理學界廣泛認為法國數學家，伊利-約瑟夫卡坦（Elie-Joseph Cartan）是扭矩場的理論之“父”。1913年，他發表了一篇文章以完善愛因斯坦的廣義相對論。根據他的理論，扭曲的“時空”會以螺旋的方式圍繞在自轉物體周圍，而這種現象在相對論中並未提及的“扭矩”。
為後人所熟知的“愛因斯坦-卡坦扭矩理論”（Einstein-Cartan Torsion，即ECT）在最初的物理預言非常有限且差強人意，並且最終計算得出的ECT的力“比相對論中的重力小27個數量級（即27的十次冪！）”。進一步講，這些效果應該只局限于自轉物體周圍的靜止場中，這種場無法以“波”的形式在愛空中傳播。
由於這些嚴格的限制，ECT被多數物理學家（那些知道卡坦對相對論的貢獻的人）認為其充其量咎是一個簡單的新奇事物。而在浩瀚宇宙中，甚至是在亞原子等級中，都只是起到了幾乎可以忽略不計的作用。
然而，後來的俄國理論家們（比如甘納迪史伯夫博士[Gannady Shipov]）都在運用各自的扭矩理論，繼續求證扭矩場並非靜止的（並非如卡坦根據自己錯誤的假設計算的結果那樣，因為他錯取了“旋轉”），而是動態的。該理論最初是由17世紀的哲學家雷內笛卡爾所提出的。他認為所有的運動（哪怕看起來是直線運動）都是（“扭曲”宇宙中）的“旋轉運動”。
任何移動並旋轉的物體 不管是旋轉的原子還是行星（尤其是那些旋進的行星），不管是繞軌運動的恒星還是整個銀河系 都能產生動態扭矩。後來，19世紀義大利數學家改良了笛卡爾的理念，並把它與相對論時期前黎曼的空間幾何學相結合，所以這也叫做“裏奇扭矩”（Ricci torsion）。動態扭矩的力強度經計算比卡坦的“靜止場”“大21到22個數量級”。不僅如此，這些場還可以以“扭矩波”的形式穿越時空（圖2-11），依據穆拉德引用的某些俄國理論家的程式計算可知，它們的速度至少能超過光的真空速度十億倍（那是下限，真正的速度要高得多；動態扭矩能達到的理論最快速度至今仍是個未知數 ）。
對那些無法全部理解“扭矩”運作機制，不知它與其他更加熟悉的資訊及能量傳遞（比如電磁輻射）之間差別的人來說，一些類比事例可能會對他們有用；如果“時空”（也就是麥克斯韋所說的“乙太”）被描繪成“一個2D的多空幾何結構” 比如一塊非常薄的海綿，或者一張紙巾 那麼電磁能量就可以被描繪成正在以有限的速率滲過這塊海綿或紙巾的水（它的速度即現實中“光在真空中的速度”）。
現在，在這個思維實驗裏，我們假設有一滴水落在紙巾/海綿上，從“高維”（攜帶額外的能量）進入到它的2D表面。
有兩件事會立即發生：
水滴撞擊表面時，會在紙巾和海綿中的水中激起漣漪（在此，我們用水來代表電磁輻射），就像雨滴落進池塘（圖2-10）。同時，撞擊還會在海綿/紙巾裏形成肉眼不可觀察的聲波（這些設想都建立在在3D乙太的幾何結構之上）。
由於在這些物質結構中聲音的速度比壓力波（漣漪）的速度快很多，所以從“高維”傳入海綿/紙巾的新能量所帶來的資訊會通過聲波瞬間傳播至整個結構。而由同一次撞擊引起的水波則會花更長的時間才能到達紙巾盒海綿的每一個角落
在該例中，這種相對速度的差異即可說明電磁輻射中巨大的差異受限於3D世界中的“光速”。而與此同時，（根據科濟列夫自己的測量結果）動態扭矩可以以螺旋波的形式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穿越乙太
“扭矩現象”的實質改變了一切。例如資訊從高維經乙太傳遞時所形成的近似無形且快速的聲波，則可以比作是“池塘裏的物理水波”（參見圖2-10）。
突然，德帕爾馬發現，存在於其旋轉回轉儀附近的奇怪“零重力場效應”（它可以對其他哪怕是位於很遠的另一個房間內的旋轉物體產生影響），以及同樣神秘的“非牛頓擺動異常”（non-Newtonian pendulum anomalies，1954年，由諾貝爾獎獲得者莫里斯阿萊[Maurice Allais]博士在巴黎日全食時發現），都明顯基於同一個基礎，即愛因斯坦“廣義相對論”的修正理論。如果說愛因斯坦和卡坦是現代扭矩理論的“教父”，那麼後來的俄羅斯天文學家尼古拉A科濟列夫博士就絕對是這一新興科學的“締造者”。
科濟列夫，蘇聯天文物理學家，1958年因其對月球首次明顯氣體釋放的光譜檢測而聞名於世（由於這一現象在某種程度上暗示了月球仍然有地質活動，所以該檢測仍然存在爭議）。
在進行天文事業時，科濟列夫還在鐵幕後悄悄進行了33年的實驗室研究，研究內容就是“基於旋轉的旋轉”。這項研究工作完全獨立於德帕爾馬出奇相似且同樣認真的工作之外。
科濟列夫1963年所寫內容，展示了他“新物理”的切入點：
 
非常有趣的是，太陽和恒星為什麼會發光，並且它們又為何不符合周圍宇宙空間的熱平衡這一具體問題並不能用已知的物理定律進行回答
 
最終，這些科學家（德帕爾馬、科濟列夫和霍格蘭，他們相隔半個地球，並持有完全不同的兩種思想）各自對“旋轉體”周圍無法解釋的現象進行了進一步確認，同時深入研究了異常能量被注入旋轉物體的現象。科濟列夫預言，這種能量是來自“已知物理定律”之外的。
不同的是，科濟列夫在長達33年中對該理論（及結果）的無數次試驗最終影響了一代俄國數學物理學家，例如數十年後的希波夫（Shipov），並引導他們去搜尋這些多種多樣的“扭矩場現象”的理論基礎。
我們不妨說，如果沒有尼古拉科濟列夫的重要工作，現代的那些基於其數十年的反復試驗而進行的對“扭矩物理”領域的探索就根本不會存在。
而且，如果霍格蘭沒有在2005年時偶然發現科濟列夫的的工作成果，那麼“超維物理”可能仍缺少令人信服的“扭矩物理”的實驗及數學基礎 他的突然發現正是直接得益於此。
而原因是 猜猜看
三維世界中只能通過物質“旋轉”而得到的、存在于更高物理維度的能量和資訊就是科濟列夫所觀察到的“扭矩現象”的最終源頭
1993年，瑞典斯德哥爾摩（Stockholm）的埃斯特朗基金會（Angstrom Foundation）授予霍格蘭“埃斯特朗科學成就國際勳章”（International Angstrom Medal for Excellence in Science），表彰其在麥克斯韋理論基礎上重新發現超維物理中起到的重要作用。
你可能會想，從我們給出的所有資訊來看，“超維物理”這一理論包括了各種發現，以及可實驗的預言和重要實驗成果，所以應該在高等理論物理界聲名鵲起。姑且不談還原論者的爭辯聲，霍格蘭和托倫為塞東尼亞廢墟的存在建立了一個非常明瞭、有成效且絕對可檢驗的模型。這個模型包含了至少8個具體且可檢驗的預言，甚至其中5個已經得到了證實或者得到最初的觀察結果的支持。按照常理來說，這些已經足以使傳統科學認真考慮採納這些思想及其出處（即塞東尼亞）。
相反，除了埃斯特朗基金會，政界卻對此一言不發。
曾經受到NASA多個機構和項目器重的霍格蘭在發表有關塞東尼亞的四面體數學假說之後，突然發現自己變得與這些機構格格不入。他的理念看上去受到廣泛歡迎，但是前提是沒有確實的方法能夠證明他的理念。就在他要深入探究超維物理的真相並搜尋可實驗理論的資料時，NASA突然決定不再給他任何機會。
就在這時（20世紀90年代伊始）我們開始懷疑這個局面的形成一定存在令人懷疑的原因。
第3章 政治風波
問題不在於您是對還是錯，先生。而是這裏根本沒有你說話的份兒。
在提到關於塞東尼亞的工作時，卡爾塞根博士對約翰勃蘭登堡博士（Dr.John Brandenburg）如是說。
 
80年代期間，許多NASA的官員和知名科學家都對或霍格蘭不為人知的獨立研究表現出了極大的興趣和好奇。NASA對塞東尼亞已經進行了25年的研究，而這些行星科學家們也已為此工作了25年，但是一直以來，他們的態度都相當刻薄。然而，官方還沒有公佈關於塞東尼亞地區的研究成果，NASA的各個實驗室以及下屬機構卻常常顯得十分明朗、樂觀，有時候甚至不忘加上幾句讚譽。
然而，人們對塞東尼亞的興趣與日俱增，甚至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於是NASA開始做出行動，想要平息這種熱潮。其中的斯蒂芬斯奎爾斯博士（Dr. Steven Squyres），他是卡爾塞根在康奈爾大學的靠山。在1988年，霍格蘭和斯奎爾斯就地外人造物展開了一場辯論，並通過CBS的晚間新聞節目向全國電視直播，由查理羅絲（Charlie Rose）主持（圖3-1）。
斯奎爾斯在辯論中的說法中頗有幾處謬誤。比如，他又不厭其煩地對那些“證明無效”的照片提出質疑，又說霍格蘭和托倫所作的測量並非基於正射影像資料所完成的（其實他們的確是這樣做的），還說塞東尼亞沒有達到NASA所規定的可能存在人造物的標準（他們根本沒有發佈過這樣的標準）。現在的霍格蘭已經習慣了NASA一貫的牽制策略，以及顛倒是非的做法，所以他從各個角度將斯奎爾斯辯駁得啞口無言，最後的關鍵點是，在主持人的追問下，人們才發現斯奎爾斯根本就沒有看過任何一張“海盜號”拍攝的塞東尼亞圖片！
電視辯論當然就到此為止 這自然也並沒有改變NASA的想法，他們仍然是執意拒絕任何獨立調查組的誠意檢驗。事實上，這次公共辯論的結果，似乎使NASA的某些部門態度變得更加強硬了。
正如霍格蘭在“紀念碑”一章中所述：他曾應NASA各個部門之邀，為其雇員舉行關於塞東尼亞的講座，前後不下五次。其中一次是在克裏夫蘭（Cleveland）的NASA/路易斯（Lewis，現在的NASA/格蘭中心[Glenn]），後來還將當時錄製的視頻公佈在《霍格蘭火星（第一卷）》（Hoagland s Mars，Vol.1）一書上。
在期間的幾年裏，一些批評者，例如懷疑論者（Skeptical Inquirer） 蓋裏珀斯勒（Gary Posler，曾在2001年發行的一期上對霍格蘭等人進行過惡毒的人身攻擊）對霍格蘭的行動置若罔聞。他謊稱多名成員已經退出了與霍格蘭的合作，首先是約翰克萊恩柏格博士（Dr.John Kleinberg），但根據他現在的說法（至少波斯納[Posner]是這樣說的），霍格蘭一切正常，並無異樣。
1990年3月20日，霍格蘭在NASA-路易斯中心進行了第一次講座。這次講座的重要性絕對非同小可。
當時，中心報告廳坐滿了NASA的工程師和科學家（甚至連走道上都坐滿了人），周圍甚至設置了特別的放映室，以使NASA路易斯中心裏正在工作的人員也能通過閉路電視聽到他的講座。甚至還設置了一個官方的“支付帳號”，這樣，前來聽他講座的員工們即使誤了工時，但是如果使用這個號碼就可以得到一定的補助。
三台安放在路易斯主報告廳裏攝像機（還有三位元攝像師）全部就位，他們不僅會向其他中心現場直播，還會將此次講座錄下來作為NASA的官方資料存檔。NASA-路易斯中心公共事務辦公室的喬伊絲伯格斯特羅姆（Joyce Bergstrom）承諾，應媒體的要求，之後會向ABC新聞提供高品質的錄製資料，供其節目使用。在講座前一天晚上，伯格斯特羅姆對霍格
蘭進行了一次特別的電視採訪 採訪者林恩邦杜朗博士（Dr.Lynn Bondurant）是NASA-路易斯中心的教育節目辦公室主任。
實際上並不只有邦杜朗一個人會對其進行專訪，同時也會請專業人士為公共廣播事務局（Public Broadcasting Service，即PBS）廣播錄製一期節目，以便在今後播出。在講座的前一天晚上，他要求霍格蘭來到節目錄製現場，為他特別佈置了一間電視會議室 後面有著一幅巨大的背景，上面印有NASA/Lewis的標誌。這樣，在整個採訪過程中，每個鏡頭裏幾乎都會出現這一標誌。
現在，如果霍格蘭只不過是“另一位普通客人”，同其他任何一位受邀到路易斯中心演講的人沒什麼兩樣，那為什麼又會受到這種豪華禮遇（紅地毯、轎車機場迎接、與高級官員共進行政午餐，甚至在下午講座之前還能參觀整個NASA-路易斯中心）？並不是每一位來到NASA-路易斯中心的講者都能提前一晚到達，還要在接受PBS特別節目的一次採訪，並且身後還掛著醒目的NASA標誌吧。而出現在霍格蘭身後的NASA的標誌，明顯意味著NASA對其行動已經默許，要不他們為什麼不另找個地方，比如來訪停車場，或是其他什麼“不易發現”的場所來進行採訪呢？
從採訪的視頻來看，邦杜朗可不只是對他進行了採訪，他甚至把“紀念碑”從頭到尾讀了一遍。這位NASA-路易斯教育節目辦公室主任花了兩個半小時，問了一個又一個問題，涵蓋的內容顯然非常廣泛，不僅涉及到了霍格蘭的，也包括了其他研究火星上異常現象的學者們的著作。他瞭解了迪皮耶特羅、莫勒納爾、卡爾勒圖、托倫等人這十年中對塞東尼亞所做的研究中的所有細節，甚至包括一些已經模糊不清的部分。如果不是真的對霍格蘭的觀點及著作感興趣，而只是盡地主之誼的話，他大可不必這樣做。
幾個月之後，霍格蘭再次受邀，接受了邦杜朗的採訪。這次採訪的主要目的，是給來自國內多所大學和高中的代表們（甚至有來自NASA自身的代表）面介紹“火星紀念碑”，並做一次普及性的講座。珀斯勒在他所寫的文章中，又試圖淡化這次活動的重要性，並稱其並非大型活動，“只有”50個人參加而已。
然而事實情況是，這的的確確是一次大事件，所有的參與者都是業內的領軍人物，講座當場也備齊了列印好的工作手冊和各種參考資料（均由NASA-路易斯中心準備）。這次講座的物件是教育工作者，而不是面向整個中心的，受只邀的教員正好有50人，所以才集中在一個剛好能容納50人的小報告廳裏舉行。
對此，珀斯勒無言以對。他引用NASA-路易斯中心內務部主任阿梅裏克F福勒斯蒂耶裏（Americo F.Forestieri，講座舉行時他還未受聘於NASA）的話說：霍格蘭將其在NASA的第二次講座稱作“全國大型普及宣講會”，而且“當場座無虛席，各位科學家、工程師、教職員齊聚一堂”，完全是“言過其實”。他咬准了“只有50位教育工作者參加”這點不放，其含意何在？非得不止50個人參加，才稱得上是“大型活動”？如果這50個人都是頂尖的教育工作者，也包括來自NASA總部的自己人，也仍然稱不上是一次規模相當大的活動嗎？霍格蘭這麼描述這次活動，只是因為弄錯了，還是因為自己想撈什麼好處嗎？
以珀斯勒的標準來看，很明顯，在由NASA主要機構資助的活動中，只有50人以上參加的活動才稱得上是“大型活動”，那麼霍格蘭前一次在NASA亮相時，來到主報告廳的NASA科學家，工程師們有一千多人，觀看閉路電視直播的又有幾千人之多，這總稱得上是“大型活動”了吧？
也有人會說，說霍格蘭“言過其實”的，是福勒斯蒂耶裏，而不是珀斯勒。但如果不是珀斯勒贊同了福勒斯蒂耶裏的標準，他又何必要在自己的文章中加以引用呢？顯然，他想給人們這樣一種印象：霍格蘭（至少）誇大了這幾次造訪的重要性。而事實恰好與此相反，扭曲真相、顛倒黑白的珀斯勒才是真正的“言過其實”。
更何況，邦杜朗的NASA路易斯中心教育辦公室此次並非只是舉行了講座，還借此機會向當時在座的科學家、工程師以及教育工作們宣佈一個消息：這次講座和霍格蘭之前（從三月份以來）講座的錄影，都將被收入一部名叫《霍格蘭的火星》的PBS短劇之中。
顯然，從霍格蘭第一次在NASA-路易斯中心的標誌下接受採訪的“前夜”以來，邦杜朗就一直在籌畫這個節目（很明顯是應其上級，克林內伯格博士[Dr. Kleinberg]的要求）。同講座當場的人們一樣，霍格蘭對剛剛宣佈的消息也感到十分驚奇，因為他們都對這樣的安排一無所知。
邦杜朗發佈了這個消息以後，雖然霍格蘭沒有再提供什麼支援（除了提供一些自留的塞東尼亞照片和影像資料），而這一劇集的製作仍然有條不紊地進行著。我敢百分百肯定的是，截止1991年1月6日，NASA-路易斯中心製作的影片已經完成，即將對外播出。後來，在1990年12月14日，也就是距直播時間3周不到的時候，邦杜朗向霍格蘭講了些不太好的事情。聽起來（霍格蘭說）“像是行屍走肉（death warmed over），”他鎮定地告訴霍格蘭，計畫中的《霍格蘭的火星》節目系列屢遭重挫，並且他本來準備向華盛頓特區的NASA總部報告，並附上使用的錄影帶、說明和多張圖片。當霍格蘭詢問發生了什麼事時，邦杜朗告訴他：JPL實驗室可能從某個“小道消息”得知了這次製作的節目。在NASA總部，這次絕對會鬧得“雞犬不寧”。後來，霍格蘭又確定了另一個長期的消息來源，來自於NASA自身的內部人員。
那麼，到底發生了什麼？
問題顯然是因所謂的“企業使命”而起。在90年代早期，霍格蘭曾在華盛頓特區鄧巴高中（Dunbar Senior High，在這所位於城中心的學校中，99%都是黑人學生）舉辦過一次個人教育項目。U.S.S.鄧巴仿效他熱衷《星際迷航》（Star Trek）的朋友熱內羅登貝裏（Rene Roddenberry），並按照霍格蘭及其同事的計畫，大力培養學生們對科學的興趣。霍格蘭和他的同事們不僅談及了空間科學的諸多方面，甚至還有眾說紛紜的NASA 例如哈勃望遠鏡、麥哲倫金星任務、火星等等。而鄧巴高中的實驗本來是某個全國項目（就位於國會山附近）的組成部分，最終是為了解決與“人面像”以及塞東尼亞地區本身相關的各種棘手難題。
這個教育專案得到了來自國內各家公司，以及本地社區志願者（包括ABC新聞的基斯摩根[Keith Morgan]及其全家）的大力支持。最終，這個項目獲得了由布希總統自己的“亮點”基金會發起的“亮點”獎（Point of Light）的提名。隨著這個項目受到政府越來越多的關注，1990年10月，在經過幾個月的談判之後，“U.S.S.鄧巴”終於有機會迎來有史以來最為尊貴的一位來賓 美國第一夫人，芭芭拉布希（Barbara Bush）。
將這次重要來訪的影像資料製作完成以後，霍格蘭立即寄了一份給邦杜朗，並提出建議，希望將其放在《霍格蘭火星》系列影片的末尾。因為特別參考了華盛頓特區“企業使命”的實驗，所以採訪前幾個月的時候邦杜朗就將這個實驗在包括在“前夜”的內容之中了。
然而，在事情真正“傳播開來”之後，美國第一夫人芭芭拉布希親自參觀霍格蘭的專案的舉動似乎已經默許了塞東尼亞地區的人造物的觀點，但是對JPL實驗室的成員來說，這可能並不輕鬆。
奇怪的是，克林內伯格在3月20日時對霍格蘭進行的正式採訪，並沒有出現在NASA-路易斯中心發佈的官方版本的講座錄影（包括晚些時候交到ABC新聞的版本）中。前文的內容也許能解釋個中原因。根據路易斯中心技術部門的說法，那是因為“三台攝像機同時出了故障”。那如此說來，當霍格蘭開始演講的時候，它們是不是又一起恢復正常了呢？這倒是個奇跡。
最後，邦杜朗計畫中的NASA-路易斯中心火星系列片，被刪剪成了只有半個小時的節目，裏面只看得到一堆“說話的人頭”（Talking Heads）和那些態度中立的人們，例如麥克卡爾和他JPL實驗室的同事們（據兩位NASA“內部人士”說，他們也一起刪減了大量片段）提出的那些“和諧的”問題。“這和 缺乏技術品質 毫無關係。”NASA總部的公共事務辦公室也一定會這樣說。
正如“紀念碑”裏所說，這一系列問題的關鍵在於，從客觀的角度看，這些實際發生的事情都印證了霍格蘭的描述，而並非經珀斯勒篡改後的版本。霍格蘭當然沒有誇大他在NASA-路易斯中心亮相時的情景，似乎如果不出什麼問題，他就一定會得到來自NASA官方的支持，但當時正是JPL實驗室的人來“攪局”了。
後來又接連發生了一系列事情：霍格蘭在NASA各個機構亮相；“塞東尼亞的資訊”出版發行；而一些與布希總統聯繫密切的單位，也對霍格蘭的工作表示了肯定。但情況隨即開始變得有些不妙。
NASA與其各個子機構以及下屬的其他部門開始應對各種針對塞東尼亞的問題質詢 有些來自外界公眾，而有些來自國會，並且大多是尖酸刻薄，甚至完全不分是非的問題。霍格蘭和托倫開始從美國國會入手，以求使塞東尼亞成為之後的火星探測計畫的任務重點。但他們得到的回應讓人十分不快：NASA似乎要不計一切代價來避免任何對於塞東尼亞的探測行動。NASA還發佈了很多資料（甚至將卡爾塞根的作品當做範例）來應對外界的來信和質詢，其中包括擔任科學空間及技術小組委員會主席的眾議員羅伯特羅（Robert Roe）。關於那些“能夠證明錯誤之所在”的“人面像”照片真實性的問題，到處誤傳不斷，於是NASA又做出了一些回應，涉及的問題更多，也更為正式。
首先是一份NASA內部發佈的檔，“《火星紀念碑》的技術報告”。這篇文章最初只是在NASA各個機構和公共事務辦公室之間互相傳閱，後來NASA又將其送到許多個人以及政府官員手裏，並用它來證明並無必要重新拍攝塞東尼亞的照片。在認識論學者斯坦利麥克丹尼爾博士所寫的《麥克丹尼爾的報告》一書中，他和索諾馬州立大學的埃梅利特斯教授（Prf. Emeritus）對於這份“備忘錄”有過如下描述：
“這份備忘錄並不是可靠的科學評價，它所涉及的只是關於該主題某一方面的一些有限的說法（對於一本暢銷書來說，並不需要寫成一份嚴謹的科學報告）並且這些說法都是孤立的，大多與真實情況有些出入，評價也過於草率，甚至完全錯誤。雖然這篇文章被定義為一份科學報告，但從任何合理的角度來看，它都配不上這個題目。在NASA官方發佈的，回應國會議員質詢的通訊中，出現這樣的文章，不免讓人們對NASA對待該事件時的態度產生了質疑。”
最終，麥克丹尼爾獲知，這份備忘錄的作者是一位名叫保爾勞曼（Paul Lowman）的戈達德航太中心的地質學家。但他為何不敢公開自己的作者身份呢？個中緣由，讀者們自可揣摩。
霍格蘭、NASA以及各個獨立研究者之間的矛盾愈演愈烈。同時，《霍格蘭火星》PBS系列劇集被取消，則成為了新一輪尖銳矛盾的開始。這大概與即將發生的重要進展有些關係 NASA繼“海盜號”之後即將啟動的火星探測器計畫（Mars Observer Program）。
 
火星探測器
 
于八十年代公佈的火星探測器，是繼“海盜號”後的又一次新的任務。這次任務是20多年一來第一個新的火星無人考察專案，所使用的科學儀器也有很大改進。然而，飛船最初的任務計畫，使那些想要看到塞東尼亞高清圖片的人們大失所望：在最初的計畫中，並沒有攝像機。最終，任務的計畫者終於醒悟，過了很久才終於做出決定：加上一台解析度為每圖元1米的灰度攝像機。然而，後來一連串的問題也正是由此引發的。
負責安裝、測試、操作攝像機的，是JPL實驗室原雇員，麥克爾馬林博士。他曾經參與過並不著名的“被接觸者”比利梅耶（Billy Meier）的UFO照片的分析工作。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當時仍是亞利桑那大學教授的馬林得出結論：梅耶那些富有爭議的照片並不是憑空捏造的。
“我發現，這些照片真實可信，品質也非常高。”當時他如是評價。
而關於梅耶照片的調查，是由著名UFO調查者溫德爾史蒂文斯（Wendelle Stevens）（前美國空軍少校上校）組織的，他所關注的也是同樣的重要案例。1978～1983年期間，史蒂文斯在吉姆迪勒托索（Jim Dilettoso）的協助下完成了這些照片的檢測工作，而吉姆本人也是UFO方面的專家，還是當時UFO研究的頂尖團體，空中現象研究組織（Aerial Phenomena Research Organization，即APRO）的特別項目總監。
迪勒托索略帶有一些文藝復興氣息，他把自己的時間分成兩部分：開發高級電腦處理設備，以及為搖滾樂團體“穆迪布魯斯（Moody Blues）”安排行程。照片檢測工作主要有兩方面的任務：第一，開發分析照片（規格、距離、真偽、誤差等等）的有效方法；其次，同可靠的專家協作，依據這些程式檢測照片。
迪勒托索走訪了多家照片處理設備的製造商，包括政府採購的承包商EG&G和TRW，以及各個政府實驗室（例如美國地質勘查局和JPL實驗室），以及在圖像處理和分析方面有一定實力的幾所大學，其中包括南卡羅來納大學（USC）和亞利桑那大學（Arizona State University）。每當發現有人能夠勝任他為斯蒂文斯設計的非典型專案或是對其有些興趣，他就會邀請起來參與這個項目，但是出於對雙方安全的考慮，他都會與其簽訂一份要求十分苛刻的協議。
所有被選中的科學家，都簽訂了保密協議。後來，一些憤世嫉俗的“懷疑論者”與這些人取得聯繫，並詢問他們是否參與了這項行動，（當時，這份協議給斯蒂文斯和迪勒托索帶來了很大麻煩）當然，可想而知，這些科學家全都矢口否認。當時，負責安保工作的是來自於主要保安公司之一的英特賽安保（Intercep Security） 的李（Lee）和布裏特埃爾德斯（Brit Elders）。經迪勒托索推薦來參與監測工作的科學家都必須在接受英特賽的嚴格檢查之後才能參加介紹會，以及隨後的監測工作。
“旅行者”飛過土星時，迪勒托索還只是一名JPL實驗室的承包商，後來他遇見了霍格蘭（當時他是一名記者，為美國航空的《美國之路》[American Way]雜誌報導關於“旅行者”號的新聞）。迪勒托索也見到了後來作為“首席調查員”，負責“火星觀察者”號攝像工作的麥克馬林博士。
迪勒托索曾參與JPL實驗室早期的VICAR圖像處理軟體發展，也正是在那時他遇到了鮑勃南森（Bob Nathan）。南森讓他逐一分析了四張“可靠的”梅耶照片，以及兩張“圖形控制項”，又將他引薦給了馬林。當時馬林正在JPL實驗室工作，但是正準備去亞利桑那大學就職，擔任地質系的教授。初步接觸之後，迪勒托索與馬林約定，幾個月後在亞利桑那大學再見。
當時馬林正在進行關於火山、地震以及其他大陸地質現象的研究，在他的圖像作品中，有些是3D地形圖上的衛星圖片，以及電腦類比的地震現象。
約在1980年，史蒂文斯和迪勒托索再一次來到馬林在亞利桑那州大學的實驗室，帶來了那四張梅耶圖片，以及兩張控制項（這不是他們第一次向他人展示這些圖片）。馬林將它們做了數碼處理，並做了初步分析，並且在之後的幾周裏又進行了進一步的研究。當再次見到迪勒托索時就將詳細情況告訴了他。簡而言之，馬林的結論是：在圖片上並沒有重疊的痕跡，按他的話說說，也就是沒有“翻印”過。雖然並無要求，不過他還是寫了一份報告交給他們。這些圖片都已交給馬林做數碼處理，他們也沒有再要回照片，也沒有做過處理。他們認為，有馬林來保管這些圖片並用於同事之間交流，也許對他更有益。
1985年，加里金德爾(Gary Kinder)正在編寫關於梅耶事件的調查《光年》（Light Year）一書。 金德爾採訪了馬林，並在書的內容中添加了馬林持肯定態度（同時也有些懷疑）的評論，以及馬林對迪勒托索的評論（態度較委婉，但也是肯定的）。雖然馬林重申，他沒有發現任何作假的痕跡（他對金德爾也是這樣說的），但他仍然沒有得出能夠使人信服的結論，所以圖片上的物體是否確為地外文明的作品，依然存疑。
有趣的是，馬林不僅沒有對這些發現做出任何否定性的評論，甚至還向金德爾承認，他已經對梅耶照片做過檢測，但是後來，他又極力反對塞東尼亞人造物的說法。說起來，與關於塞東尼亞的調查有所不同，梅耶事件比霍格蘭提出的任何說法影響都要大得多，並且不是一開始就能證偽的。後來馬林得到了麥克亞瑟（Mac Arthur）的資助，就突然人間蒸發了，直到火星探測器計畫開始，才以攝像師的身份重新出現。
然而這幾年，迪勒托索一直同馬林在亞利桑那大學的秘書/實驗室助理保持著固定聯繫，在90年代，這位元助理每幾個月都會來到位於亞利桑那州騰比市（Tempe）的實驗室，以瞭解這裏的圖像處理設備。她已然成了一名秘密考古學（Crypto-archeology，研究地球上古代廢墟遺址的學科）的主要研究者。她常會在衛星照片中找出“人造物”的圖像，並交給迪勒托索，並要求他做出評價。
由此，我們可以輕易地得出這樣的結論：“芭芭拉”本人並沒有受過科學訓練，在這些工作中，依靠的都是馬林的指導。而馬林本人只是個地質學家，並沒有工程或是考古學的經驗，卻把這名秘書作為公開代理人，讓她掌握所需的各種技術，以找出火星探測者即將獲取的圖片（以及後來的火星全球探測者）中的各個人造物，如此一來，人們就無法看清他關於塞東尼亞的研究的真實目的，也就不會引起懷疑。而事實上，這是個絕佳的藉口。
對梅耶事件中更加引人注目的一些內容，馬林則持保留態度，並未作出判斷。但早些時候所做的對這一神秘領域的探求，則說明他至少會考慮這些罕見的、奇異的說法，比如梅耶之類。但是，大概從1992年開始，整個獨立火星調查團體想知道的則僅僅是他關於塞東尼亞地區和“人面像”的觀點。
很快，儘管芭芭拉的興趣所在已經改變，並且馬林很快宣稱雖然可以用自己的新攝像機觀測其構成，但他根本沒興趣去驗證塞東尼亞的假說。事實上，他曾在多個場合下明確表示過反對重新拍攝塞東尼亞地區，哪怕是一點也不行。因為這台攝像機是一台“天底點”（nadir pointing）設備，也就是說，如果不重新定位整個飛船，它就不能旋轉或是瞄準某個特定目標 ，然而這樣會消耗寶貴的燃料。馬林說，在一次常規科學任務中，他至多不過能夠獲得“一到兩次”隨機機會，瞄準某個特定物件，比如“人面像”或是D&M金字塔。然而，隨著技術的進步，“火星探測者”的任務計畫中將會攜帶更多的燃料，並且會延長原本只有兩年的科學獲取時間，這樣就可以將任務的範圍擴展得更廣。
於是霍格蘭和斯丹利麥克丹尼爾博士開始深入探究馬林的意圖。很快，他們發現，馬林所說的“至多一到兩次機會來定位 人面像 ”的說法實際上過於保守了。而在向JPL實驗室的任務策劃們諮詢並仔細查看過技術說明之後，他們發現，在兩年的常規科學階段裏，可以定位“人面像”的機會共有四十多次。由此看來，馬林的確低估了拍攝照片的機會，他所說的結果只有實際數量的二十分之一。可是馬林博士為什麼要這樣做？霍格蘭和麥克丹尼爾感到不妙，決定採用更為迂回的策略。
霍格蘭和其他的研究員們開始在NASA和國會成員當中遊說，但取得的成果讓人極其不快 麥克爾馬林究竟將火星飛船上的攝像機對準了什麼地方，連NASA和國會都不得而知。
在一次不為人知的行動中，NASA決定將“火星飛行器”所收集資料的使用權全部交給霍格蘭，並做出專門安排，使馬林擁有至高的權力，就連什麼時候發佈，甚至是否發佈攝像機收集的各種資料，都由他自主決定。
這種私下的安排，不僅使得NASA完全不需要再為美國納稅人買單的這次任務和設備所拍攝的東西負責。另外，如果馬林願意，他最多可以有半年的時間來控制和限制這些資料的傳播。
這是在NASA史上第一次不能“當場”見到從無人駕駛的飛船勘測任務傳回的資料。在之前的30多年間，“水手”號、“月球軌道飛行器”“勘測者”“阿波羅”“海盜”號以及“旅行者”號所拍攝的所有照片都從未有過這樣缺乏邏輯的安排。NASA稱，為了使每個承擔項目的個人都能夠通過公平競標參與今後的專案（比如“火星觀測者”），他們就必須確保承擔項目的個人及科學家都能獲得“專屬權期”，這樣他們就能根據收集的資料寫作科學論文，並且可以確保在此過程中，不會出現與其他非專案成員的科學家之間的“不正當競爭”。
當然，不管怎樣都不必給予馬林這種可以掌握一部分，或是全部資料的權力。根據其中的條款，馬林有權“刪除”所有圖片中的任何“人造物”。從根本上說，馬林甚至可以發佈一張全黑的圖片，並稱上面佈滿了“人造物”。這也意味著，他最多有6個月的時間可以對圖片做任何處理，所有人 甚至包括NASA在內 都不得而知。
馬林甚至將他整個私人公司 “馬爾默空間科學系統”（Malm Space Science Systems）從亞利桑那大學，以及加利福尼亞的JPL實驗室搬到聖地牙哥（San Diego，距帕薩迪納的JPL實驗室約300多公里）。這樣就可以將馬林與火星星球科學學會的成員們隔離開來，並可以杜絕與參觀者（學會的其他的科學家們，或是同馬林在“火星觀測者”中共事的研究員們）“不期而至”的情況出現，畢竟每個人都需要從JPL實驗室經過4～5個小時的車程才能到達馬琳的辦公室。而且，如果他們沒有在到達之前得到指引，那可就不大走運了 出於某些原因，在馬林辦公室的所在地區，各個商店門上都未曾出現過其公司的名字。
這次搬離，使其突然來到了這樣一個地方：對面就是世界上最大的“超電腦”設備所在地 那裏他可以用手拿著數碼成像帶隨意來往
在霍格蘭和其他獨立研究者看來，這種情況毫不可信。對於霍格蘭來說，這樣一個公開資助的專案，居然要以出賣公眾的知情權，以及對於資料的真實性的信任為代價，簡直令人厭恨。並且控制權還完全掌握在這樣的一個人手中：他極力反對驗證塞東尼亞假說，而且毫不掩飾。現在整個事情都要看馬林的了，還好他還具有該有的科學品德，不更改，不保留任何讓他看起來像個傻瓜的資料。
1992年時，隨著“火星觀測者”的發射時間越來越近，麥克丹尼爾也加入了這場口舌之爭。他同政治界、學術界內的人聯繫，從各個方面對NASA和JPL實驗室施壓，力促他們作出回應，對為何無法專門定位塞東尼亞地區以及“人面像”作出解釋。NASA的回應即便不是一派胡言（麥克丹尼爾如是說），也是自相矛盾的，這其中當然也包括馬林博士的某些言論。麥克丹尼爾和霍格蘭從各個方面對這些言論做出的回擊，最終使得NASA總部的公共事務辦公室的發言人，唐薩維吉（Don Savage）在一封總部發出的信件中做出官方表態：能夠證明“人面像”而偽造的罕為人知的照片從來都不存在。
“火星觀測者”幾乎從一開始就是個麻煩。除了圍繞塞東尼亞問題不斷的政治爭議之外，還有接二連三的技術失誤，致使一般的觀測者都在懷疑這項任務是否受到了某種詛咒，或是有人根本不想讓它成功。就連任務策劃辦公室都說，“火星觀測者”的旅程“令人傷心”。
1992年8月，在一次對發射臺上的飛船進行的常規監測中，NASA的技術人員們發現了幾處污痕，位置就在護圈裏，讓人不得其解。裏面有“鐵銹、漆屑以及一些混合類的垃圾”，NASA作出公開判斷：飛船從外部的空氣調節器中被匆匆拔出，載重層被封得嚴嚴實實，按照原來的設計，這種措施實際上是為它提供保護，使其免受安德魯颶風（Hurricane Andrew）的影響。但是NASA在其簡短的調查報告中，從未提及污痕的真正來源。就在幾周前，飛行器還安裝著固定的發射窗，而現在載重層已從發射臺上被匆匆移走，並帶回載重層綜合清潔室，以便進行拆卸、檢測以及全面清潔。
就在這時，項目的技術人員們有了第二次，也是更為惱人的發現。
據“火星觀測者”專案經理大衛埃文斯（David Evans）稱，在檢測過程中，NASA在飛船攝像機組裏發現了不明的“外來物質”，使合成的圖片變得模糊不清，不過這對解決塞東尼亞問題毫無幫助。據埃文斯說，攝像機本身是個封閉的機組，那麼，在這台機器從馬林那裏安裝完畢以後，只有可能是在JPL的清潔室裏拆卸或檢測的時候，把這神秘的污痕帶了進來。
此項任務計畫耗資10億美元，那怎麼會出現這樣“基本”的錯誤？這著實讓人難以琢磨。檢測攝像機鏡頭的清潔情況，對於這項以可見光攝像機為主要設備的任務來說，絕對是第一要務。鏡頭上這樣奇怪的“凡士林”一般的污痕居然沒被發現，這可會使“火星觀測者”成為繼哈勃望遠鏡崩潰之後的又一個笑柄。幸運的是，卡納維爾角（Cape Canaveral）的NASA工程師（“誠實的”人們）得以對飛船進行清潔，並在規定時間內將其重新歸位，安置在發射臺上，為9月25號的發射做好準備。
同時，NASA表示，其與馬林所簽的私人合同中的條款規定，馬林“有權”任意決定是對塞東尼亞進行定位，還是置之不理，當然他也有權封鎖圖片，或是將“人造物”從資料中合法地移除。此外，這一專案的科學家貝凡弗倫奇（Bevan French）還支持這樣的觀點：“人面像”和其他的一些物件，都因為過於“微小”而無法被馬林的攝像機有效地捕捉。這樣的觀點，其實忽略了一個事實：定位前兩次“海盜號”登陸艙降落的地點，是已確定的任務目標，這兩處地點與寬達一英里的“人面像”相對，每個不超過15英尺寬。
他們仍然表示：在一些信件以及多個公共論壇上的公開辯論中，只要是馬林有最終發言權的，他們都無權施加任何影響。除此以外，他們嚴格執行專屬制度，這是唯一能夠取得科學結果的制度；儘管NASA之前的航太任務 不管是有人還是無人的 使用的都是這種私人承包的任務形式。在過去，納稅人只要為此付出了金錢，就有權保管資料。
而現在看起來，他們連看一看這些資料都成了一種幸運。
發射的日子到了，政治的壓力達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即使在飛船發射之後，霍格蘭還是在CNN上出鏡，他甚至還提醒觀眾要關注這一系列奇異事件。幸運的是，整個發射過程並未遇到阻礙。隨後，真正奇怪的事情發生了：地面上失去了與“火星觀測者”的所有聯繫，尚未脫落的二級火箭也不知下落，這樣的情況至少持續了90分鐘。
任務開始後僅僅24分鐘，飛船正準備為一級火箭點火，同第一級泰坦運載火箭（Titan booster）分離，開始火星任務時，所有無線電和遙測設備都失靈了。飛船飛過印度洋時，報告說看見了一條紅橙色的閃光（可能是二級點火的光，也可能是飛船爆炸）這恰好與火箭點火的時間吻合。然後不知是何原因，飛船突然失去了音訊，此時飛行控制室也想到了最壞的情況。而在1小時多一點之後，火星觀測者又突然重現了。於是大家又釋然了，人這似乎無需多慮。
那麼在它“消失”的85分鐘內，到底發生了什麼？
確切的答案難以得知，但從“消失時間”中兩次嘗試回收船載測控器的記錄來看，人們什麼也沒聽到。隨後，在進行第三次嘗試時（那是在幾天之後），完全正常的資料流程又突然出現了。唯一的問題是：前兩次嘗試都收到了載波信號和“時間碼”，這意味著，確實做過記錄，但帶子裏什麼資料也沒有。
幾天前還是空白的帶子裏，怎麼又會突然出現“消失時間”的資料呢？好像有人把真實的記錄洗掉了，又在幾天後隨之生造出一些“看似正常的”資料流程。太空跟蹤網（Deep Space Network，即DSN）的工程師堅持說，他們在前兩次時間裏沒有漏掉任何東西。而JPL實驗室的DSN負責人則生氣地叫道：“前兩次的記錄裏什麼東西也沒有！”。
當然，新聞媒體對此並沒有太多瞭解，他們不理解這整件事情發生的可能性有多大，於是很快便不再關注了。而在11個月之後，這件事又重新吸引了人們的注意。
直至此時，“火星觀測者”已經開赴“紅色星球”，開始了一次相對安靜的旅程，它越來越接近目標，於是，圍繞塞東尼亞的辯論又重新開始。新聞報導也自然而然地提及塞東尼亞。麥克丹尼爾博士即將發表的，關於長達三年的塞東尼亞調查行動的文章，使霍格蘭和其他獨立研究者得以通過與政界、新聞界內人士建立的新聯繫，成功地向NASA施加了壓力。然後，僅在“火星觀測者”進入軌道角發生爆炸，以及麥克丹尼爾向國會和NASA提交報告的幾個星期前，NASA突然改變了計畫。NASA表示，他們將會考慮採取封鎖資料的措施，並減少播放飛行器傳回的電視直播畫面，但同時也宣佈，他們正在考慮全新的、更為激進的科學計畫。
計畫中的製圖軌道（Mapping Orbit）時段的前幾周，恰好是行星聚合（Solar conjunction）的時候，火星上的塵暴季節也即將開始，這樣一來，即使能從火星傳回什麼圖片，也可能在幾個月之後，更不要說塞東尼亞的圖片了。NASA的解決辦法是： 嘗試通過“輸入”的策略，使飛船大約提前21天進入製圖軌道。然而，在其向國會遞交的其他檔和信函中，難以解釋的內容是，NASA將達到科學製圖軌道之前的檢查及校準階段也增加到相同的時間。這意味著，依然是至少要等到行星聚合之後，才可能傳回有用的圖片。
對於霍格蘭和麥克丹尼爾來說，將多餘的“校準”階段突然加長，顯然是有意而為。如果JPL實驗室必須額外進行一次設備“校準”，並使得輸入策略的優勢失之殆盡，那麼還何必要使用這樣的方法呢？答案很簡單：用輸入的方法，NASA就能不花任何代價，獲得寶貴的21天時間，並在這段時間裏秘密地尋找他們想要的火星建築物（當然是塞東尼亞），而不會再受干擾，因為不會再有公眾或是媒體要求他們公佈收集的資料了。
由於飛船經過“校準”而沒有收集到任何有科學價值的資料，所以官方“否認”了這個時間段內獲取的所有圖片。
可想而知，霍格蘭和麥克丹尼爾惹出了不少麻煩，NASA也突然發現自己面臨的壓力變得更大了，越來越多的人們要求他們公佈塞東尼亞的即時照片。於是霍格蘭乘勝追擊，在“火星觀測者”即將進入火星軌道之前安排了一場新聞發佈會。這次發佈會將在華盛頓特區的國家新聞俱樂部舉行。與會人員中，有許多獨立調查行動的負責人，包括馬克卡爾勒圖博士、湯姆範弗蘭德恩博士（Tom Van Flandern）、大衛韋伯博士以及建築師羅伯特菲爾特克。
隨後，在預計“火星觀測者”進行軌道運轉並開始各項操作的四天之前，麥克丹尼爾向NASA、國會、白宮以及各家媒體同期遞交了一份最終報告，並將一份副本親手交到“火星觀測者”任務指揮貝凡弗倫奇手中。在隨後的一個星期天（即1993年8月22日）弗倫奇將同霍格蘭進行了一場電視辯論，並通過ABC的《早安美國》（Good Morning America）節目向全國轉播（圖 3-2）。
同與斯蒂芬斯奎爾斯之間的那次辯論一樣，霍格蘭在眾人面前把他說得啞口無言。霍格蘭甚至在辯論中得到了6分鐘（這一階段常常只給3分鐘）的時間來進行論述，霍格蘭就對弗倫奇不堪一擊，有時又自相矛盾的說法發起痛擊。因為實在是在為一個站不住腳的觀點進行辯護（NASA刻意地讓某人擁有神一般的力量以保護美國納稅人們所負擔的資料），所以在這樣的壓力下，弗倫奇畏首畏腳，裹足不前。節目的最後，怒不可遏的主持人比爾利特爾（Bill Litter）直截了當地發問：“弗倫奇博士，你為什麼不把它們拍下來，馬上向大家公佈，證明其他人是錯的？”當然，弗倫奇還是無言以對。
隨後，在東部時間上午11點，也就是弗倫奇在電視辯論中落敗後不久，美聯社的科學記者李西格爾（Lee Siegel）接到一位元JPL發言人的電話。NASA的代表告訴他，“火星觀測者”消失了，提前了差不多14個小時！
這條消息發佈之時，正逢一位“火星觀測者”專案科學家，在公開辯論中敗給了一直以來批評NASA的對手，這不免有些巧合。為什麼弗倫奇不在一開始就直接承認“火星觀測者”丟失了呢？難以想像，他，作為這一專案的科學家，居然過了14個小時還不知道飛船都已經“不見了”。
弗倫奇本可救一下自己，避免本不該有的尷尬，他只需在《早安美國》節目中宣佈“火星觀測者”遇到了麻煩。而這將會完全改變這一部分的主題，將任何有關塞東尼亞的討論擱置一旁。
事後看來，到底發生了什麼，很難弄得清楚。而其他的NASA高級官員（以及其上級官員）在看到弗倫奇的不能自圓其說的窘態，以及使他顏面掃地的電視直播之後，NASA啟動了B計畫。他們要麼直接把事實公之于眾，完全不怕未經審查的塞東尼亞照片會揭露什麼內容，要麼就將整個任務定性為非法之舉（注意，NASA可是“美國官方的防衛機構”）。
人們當時都把目光盯緊了NASA，在這樣的審視下，秘密調查塞東尼亞地區幾乎是不可能的事情。在這種壓力下，最行得通的辦法，除了把整個項目拆成幾塊分別進行，就只有另外再想個別的辦法，將預先勘查階段完全放在秘密中進行，但是這樣做就必須要避開公眾和媒體的目光，還要防止個別“誠實的”JPL雇員走漏風聲。
這樣一來，雖然四處生疑，但NASA還是造成了這樣一個局面：按官方的說法，“火星觀測者”已經“丟失”了，那麼他們可以再進行一次詳細的調查，以便使其瞭解如何將今後拍攝的“公眾”圖片的政治影響降低到最小，或者甚至做些騙得過人們的掩飾。
他們組織了一個委員會來調查飛船停止行動的原因。不幸的是，調查從第一天就不得不中止，原因很簡單：沒有可供分析的工程遙測裝置。
NASA又做出了一次前所未有的行動：在一次關鍵的預軌道燃燒（pre orbital burn）之前，命令“火星觀測者”將主要資料流程切斷。
這樣一來，飛船在最後的幾毫微秒就不會傳回任何資料了（如果真的消失了的話）。這點很關鍵，因為如果發生化學燃料爆炸，那麼顯然飛船比光無線電信號的速度要慢得多，接下來如果飛船被焚毀，也會被記錄下來。這樣的記錄能幫助人們重新類比最後幾分鐘的細節，以便找出問題所在，做出更理智的決定。相反，由於NASA已經破壞了空間旅行的第一原則（永遠不能關掉無線電），所以勘測行動中的這一缺失就找不到任何令人滿意的解釋來說明瞭。
儘管如此，霍格蘭和他的同事們還是決定在下個星期二按期舉行發佈會，因為在重建起真正的聯繫之前，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這樣，他就能在短時間內張貼起佈告，或在公眾面前舉行展示，揭露NASA掩蓋塞東尼亞地區事實真相的行為。有了他的老朋友、同事同時也是獨立火星調查的支持者，大衛拉威爾第（David Laverty）的無私幫助，他們安排了一次聚會，地點也恰好是在JPL實驗室的NASA火星觀測者控制中心外面 距離華盛頓有3000英里遠。
在這一機構幾十年的歷史中，有人公開反對NASA計畫中的保密行動這一行為還是第一次，所以當地的以及全國的電視臺都將“這一批人”記錄了下來。於是，在一天中的其他時間裏，CNN（以及其他電視網路）的新聞欄目都被這些消息所佔據。
同時，在東海岸，媒體俱樂部也對此（在大批滿腹狐疑的記者當中）廣為接納，霍格蘭也參加了多家媒體的後續報導節目，例如與PBS久負盛名的節目《麥克尼爾/萊赫爾新聞時刻》（McNeil/Lehrer News Hour）的主持羅賓麥克尼爾（Robin McNeil）在演播室內對話，並在其後的幾天裏，頻頻出現于拉裏金的CNN節目《拉裏金直播秀》中。
然而，直至最後，這些努力沒有改變任何事情，“火星觀測者”已經永久地“消失”了。
而這些神秘的故事中，還有一段讓人好奇的注解。
剛從媒體俱樂部和華盛頓回來幾天，霍格蘭發現留言機裏有幾條消息。其中有4條由4個不同的人發來的消息特別有意思，他們每個人都自稱是“JPL實驗室雇員”，並且每個人都有著相似的故事，都說“火星觀測者還活著”，但是因為JPL實驗室內部的某種陰謀，被“封殺”掉了。這些匿名的聲音警告霍格蘭，說他和麥克丹尼爾對JPL的所作所為“太過火了”，而且他們（NASA）如果沒有預覽過圖片，也沒有搞清楚它究竟會揭露些什麼內容，所以不可能冒險“公開發佈”塞東尼亞的真實面貌。他們說，該計畫是為了實現奇跡 在幾個月後“找到火星觀測者”，並使其重回正軌。然而，只有一種情況：霍格蘭和獨立研究者們的疑慮（比如真正的外星人作品）一旦得到合理的確認，“你就再也不會聽到 火星觀測者 的消息了”其中的一位來信者這樣承諾道。
霍格蘭無法驗證他們的身份，但似乎每個人都對其他幾個的存在漢不知情。除此以外，每個人都具備專業的技術知識，以及JPL系統、設施的相關資訊，這讓人對其所言的真實性確信無疑。我們後來又得到了一條十分耐人尋味資訊：其中一人說，“太空跟蹤網”（DSN）是用來尋找“火星觀測者”的，JPL實驗室不可能通過傳統的DSN天線網路，將“丟失”的飛船數據傳回地球，這太過冒險，而“他們”會採用“替代手段”將數據傳回地球，具體是什麼，他並沒有詳述。
幾個月之後，另一位匿名人士告訴霍格蘭，哈勃望遠鏡正在使用一種叫做“高速光度計”的光線收集設備來拍攝“不明飛行物”的圖片，（後來）即將啟動的“哈勃維修計畫”（Hubble Repair Mission）將會秘密傳回一些相關視頻。幾天後，另外有人來電，所說的事情更為異常：在將來“世界新秩序”的鐳射表演中，哈勃望遠鏡將被用來粉飾“第二次降臨”！
霍格蘭認為，這些報告雖然並不完全可靠，但也引人思考。如果這些所謂的來自JPL內部的消息確鑿無誤，那麼“火星觀測者”又怎能傳回那些秘密截取的塞東尼亞圖片，而且不會受到偵測？
如果DSN太過“引人注目”，那麼能否會使用另一種資料傳輸手段？在經過深度調查之後，霍格蘭發現，飛船上還有另一件設備 極光測高儀（laser altimeter），這是火星全球勘測者上（Mars Orbiter Laser Altimeter，即MOLA）設備的前身。這台機器可以僅通過一條細細的紅外線就實現資料流程的傳送，即使從距地球幾百萬英里的地方也不例外。如此看來，只有一種特殊的設備才能秘密偵測到資料的存在，將信號傳到地球上合適的“受眾”那裏：這就是哈勃高速光度計（Hubble s High-speed photometer）。
霍格蘭最終也沒能弄清楚這項計畫到底是否真的付諸實施，但後續新聞卻令人好奇。幾個月之後，人們把STS-61送來以修理哈勃望遠鏡上的問題鏡片，而他們返回休士頓時，卻只帶回了一件設備 哈勃望遠鏡上的“高速光度計”，但不知怎的，這台設備突然變得“破舊不堪”。
這一切看起來鬼鬼祟祟的，但是這些事實足以說明：在“火星觀測者”的背後，一直都在進行一些秘密行動。從發射之前的“神秘故障”到之後失蹤長達1小時的信號（當時應該給負責飛船發射的人員一套備用的操作手冊，畢竟它和普通飛船的操作不太一樣），再到草率的輸入失誤，以及後來飛船失蹤後的奇怪行徑（直到與霍格蘭的辯論失利之後，項目負責人才透露出這一消息），此次任務的全程都充滿了疑點。
而事實是，火星表面到底有沒有可見的古老地外文明這一問題不僅僅是我們要面對的緊要問題，並且對歷史僅有200萬年的人類來說也是最關鍵的問題。
NASA或是五角大樓的內部人士，難道真不嫌麻煩，非要去對這兩項關注度非常高的任務指手畫腳？這僅僅是為了獲得關於真正塞東尼亞的“一手資料”？如果孤立地看待這件事情，就不免會覺得它有些荒謬了。但是在瞭解了我們下面要講的內容之後，讀者就會覺得它看起來十分合理，甚至是迫切所需。
最終，整個“火星觀測者”計畫以失敗告終，霍格蘭也由此認為，NASA一貫“誠實而又傻氣”的行為不再可信。他不再認為還能從邏輯上，以及非陰謀論的觀點中找到什麼解釋了，因為這個機構的所作所為飄忽不定，不循倫理，在面對塞東尼亞問題時，全然是一副欲蓋彌彰的嘴臉。
但霍格蘭也為此付出了一些代價 僅僅是因為公開承認了一些事情，他就遭到了獨立火星研究團體的排擠，儘管他又在其中擔任非常重要的地位，並且這些事情是任何一個理性的人都能做出的結論。他決定獨自將研究進行下去，而面對來自以前同事們的對立態度，他現在要思考的問題只有一個：他們為什麼這樣做？塞東尼亞究竟有著什麼重要的資訊，能引起如此軒然大波？NASA又為什麼要冒如此大的政治風險？
也許，在今後10年間，他會將大部分時間都用來尋找這個問題的答案。
 
布魯金斯報告
 
我敢肯定，你也明白，在現在的情況下，如果貿然公開這些資訊，而不做任何準備或處理，就很可能會因為人 們之間的文化差異而引起矛盾或是社會感的迷失。不管怎樣，這是學會的決定 必須對當前的形勢進行全面的研究，才能考慮將其公開。對了 你們有些人可能知道、學會並且已經做出要求，只要知曉此事者，就必須做出書面保證
休伍德弗勞伊德博士（Dr.Heywood Floyd），《2001星際漫遊》
 
1993年中期，斯坦利V麥克丹尼爾教授正為他與NASA剛用於“火星觀測者”計畫的圖像和資料技術有關的研究專案尋找額外的資料。就我們所知，麥克丹尼爾的報告在對NASA施壓時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使得NASA取消了關於限制空間調查資料使用權的規定。
在其研究的最後階段，麥克丹尼爾在尋找一些NASA的歷史檔和研究文章時遇到了困難，於是向霍格蘭求助。他所需的文件與“尋找地外文明計畫”項目有關。一直以來人們都在風傳有一份也許是早年授權發佈的NASA官方的報告，這與NASA可能進行的資料審查（內容包括有關地外文明的證據）有關。
在麥克丹尼爾一再要求之下，霍格蘭開始搜尋這些檔，在打聽了許多人之後，終於聯繫上了一位名叫唐埃克爾（Don Ecker）的警探。埃克爾是UFO雜誌的顧問，他可幫上了大忙 不僅證實了這項極具爭議的研究，而且還講出了當時研究報告的題目是《關於人類和平太空活動之意義的研究》。
霍格蘭又拜訪了另一位朋友，李克林頓（Lee Clinton），他費了許多氣力，終於在阿肯色州小石城（Little Rock）的聯邦檔案中發現了這份幾百頁的NASA報告。克林頓將這份300頁的研究報告複印為幾份，並將其完整地寄到霍格蘭和麥克丹尼爾手中。麥克丹尼爾在他自己的文章最後還專門引用了這份報告，有力地說明了長期以來NASA在這件事情上“掩蓋真實情況”的政策。
布魯金斯學會也許是當今世界上數一數二的“智囊團”，其中，對NASA研究有過貢獻的一些成員也都是當下頂尖的專家學者。其中有麻省理工學院的柯帝士H巴克爾（Curtis HBarker）、NASA內部人員傑克C奧本海默（Jack C.Oppenheimer）以及著名人類學家瑪格麗特米德。而這份報告得以最終完成，自然少不了這些人的功勞。
細讀之後，霍格蘭和麥克丹尼爾發現，有幾頁內容似乎與他們最近關於“火星觀測器”的報告有著某種關聯甚至重大的意義。這令他們十分吃驚，而尤以215頁的內容為最，文中提到，在NASA今後進行的探索行動中，可能會發現人造物：
 
在今後20年間，我們和它們（地外智慧生物）不會再有面對面的接觸（除非他們的科技比我們的更先進，可以使其得以造訪地球），但我們也許會在進行空間活動（月球、火星、金星等等）的同時，發現這些生物留下的傑作。
 
在這一頁後面的內容中，文章還討論了這種發現的意義：
 
在人類學中，我們可以看到許多涉及到多個社會的例子，他們對自己在宇宙中的位置都十分肯定。但有時，他們也需要與以前並不熟悉的社會來往，交流不同的想法，不同的生活習慣。而能在這種融合的過程中存留下來的人們，都會經歷價值觀、態度以及行為的改變 這項發現究竟有什麼後果，現在還不得而知
 
文章中稱，顯然還需要更進一步的研究，而NASA必須考慮以下幾個問題。
 
在怎樣的情況下，才能向公眾宣佈這樣的資訊？或者乾脆永遠地保密？ 世界範圍內的基要主義派人士（Fundamentalist，以及反科學人士）日益增多 對於他們來說，姑且不說他們的所建造的東西，單是發現人類以外的智慧生物就足以使他們十分震驚了 在所有人群當中，科學家和工程師也許是最受挫的，因為對以改造自然為職責的他們來說，還有比他們更為高級的生物這一點不能不說是個極大的影響。
 
報告中還引用了心理學家哈德利坎特雷爾（Hadley Cantrell）的一部名為《火星人的入侵：關於恐懼心理的研究》（The Invasion From Mars： A Study in the Psychology of Panic，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1940）的晦澀著作。在洛克菲勒基金會（Rockefeller Foundation）的資助之下，普林斯頓大學還是出版了這本少有人知的小書。書中主要講述了1938年的廣播節目《奧森威爾斯世界大戰》（Orson Welles War of the World，估計使當時美國的一百多萬民眾陷入恐慌）。這表明，廣播節目其實能夠使人們經歷一種戰爭的心理考驗，而這次美國顯然沒有經受住。
很難解讀布魯金斯報告的意義。在多種分析和結論中，有這樣幾條：
 
1 NASA很可能在月球和/或火星上發現了人造物。
2 如果由於發現人造物，進而發現了更高級的文明，而因此造成的社會影響將“難以預料”。
3 造成了多種負面的社會影響，科學家和工程師們開始產生嚴重的“挫敗感”，宗教基要主義者們感到“十分震驚”，甚至會引起社會完全“瓦解”，這都極有可能會發生。“世界大戰”的廣播節目就是最明顯的例子。
4 如果確實發現了“人造物”，則應該認真地考慮是否應該對公眾“封鎖”這樣的消息。
 
在這裏，我們還有一些人盡皆知的證據。
從一開始，NASA就收到了這樣的建議：封鎖任何能夠證實塞東尼亞地區真實情況，或是類似發現的資料，而且還被告知，這樣做是為了全人類的福祉。這些資料，尤其要對NASA自身的普通科學家和工程師保密，因為在這種情況下，他們就成了整個人類社會中最弱勢的人群。
且不說科學家，就連普通人也能看出，NASA肯定會採納這些建議，並將其作為最高級別的政策執行。如果“人造物”的問題上升到國家安全層面，也毫不令人稱奇。而正如NASA在其創立宣言裏所述：其性質是“美國的防務機關”（a defense agency of the United States）。
儘管檔本身非常晦澀，但它還是造成了巨大的社會影響。這份布魯金斯報告後來還成為了亞瑟C克拉克（Arthur C.Clarke）和斯坦利庫布裏克的電影《2001星際漫遊》的素材。事實上，庫布裏克曾經在接受《花花公子》（Playboy）雜誌的1968年的一次採訪中表示，自己引用了報告中的部分章節。在採訪中，他同樣引用了上述的內容，同時在這部先鋒電影中，掩飾人造物的發現這一問題，是其貫穿始終的主題。
批評者們擔心，布魯金斯報告的發現仍然無法改變任何問題。他們聲稱這份報告年份已久，與現在的事情沒有什麼關聯。
涉及到地外文明建築的章節只是整個研究報告中的一小部分，而且並沒有實實在在的“證據”來證明NASA一貫裝得煞有介事，實則奸詐狡猾的做派（麥克丹尼爾的研究報告中有過詳細敍述），以及實際上是否實施了這種種建議。
然而，對於那些研究憲法的律師和學者來說，一份具有40年歷史的檔都可以被說成是“過時”的且沒有參考價值的，這簡直不可思議。要知道，他們每日都在研究、討論一份具有230年歷史的立國時的重要文件。布魯金斯的報告中涉及到“人造物”的章節甚少，可能它確實只是對未來空間探索的一種展望，一種天馬行空的遐想，但這也不能說明其中的各個章節就與現在的事情毫無關聯。例如憲法第一修正案僅僅在原文件的基礎上做了幾十個字的改動（憲法總共11713個詞，修正案只改了45個詞），但絕不會有人否認這幾十個字的重要意義。
布魯金斯報告本身也說明，對於那些曾經提及的關鍵問題，我們應該做“進一步研究，”然而，也許這樣的研究已經開始，但人們卻對此一無所知。報告中的若干建議到底會產生怎樣的影響，請繼續讀往下讀。
 
約翰？F？甘迺迪：
“NASA的宏偉計畫”（Grand NASA Plan）
 
在一個自由，開放的社會裏，“秘密”這個詞是讓人厭惡的。什麼”“秘密的社會”“秘密的誓言”“秘密的行動”，都是我們這個民族從心底就極其反感的，並且一直以來都是如此。很早以前我們就認為，對於相關事實，如果我們過分掩飾，或是秘而不宣，那麼這種做法所造成的後果則可能比這些事實本身所帶來的危險還要嚴重。
美國總統約翰F甘迺迪，1961年4月27日
 
在我們引用了《布魯金斯報告》之後，又出現了很多批評的聲音。有人說，我們根本無法證明是否真的實施了《報告》裏面的計畫，而且也無法知曉NASA究竟有沒有嚴格按照這些內容做出自己的行動。也就是說，我們無法驗證它對今天的現實政治到底有何影響。而我們現在要說的是：情況並非如此，布魯金斯的報告對二十世紀後來發生的許多事件可能都有著很大的影響。
正如我們在引言中的所述，甘迺迪總統在生前提到過，美國和蘇聯應該將兩國各自的空間計畫合併起來。這個提議，在當時兩國互相猜疑的情勢下，顯得太過荒唐，並且它也成為了甘迺迪總統最終失敗的導火索。
1961年4月12日，尤里加加林（Yuri Gagarin）成為第一個進入太空的蘇聯人。六天之後，NASA發佈了一份報告，內容與即將開始的空間探索計畫有關 這就是前面提到的《布魯金斯報告》 並將其提交到國會。從1960年11月30日以來，這份報告的發佈一推再推。正在這時，又突然出現了新的緊急情況。
僅僅兩周過後，甘迺迪在一次演講中表示：他希望本屆政府是一屆“開放”的政府。這似乎是對《報告》中的提議所做出某種直接的回應，即嚴令禁止一切任何有關外星生物建築的發現。那次演講在紐約的沃爾多夫-阿斯托利亞酒店（Waldorf-Astoria hotel）舉行，聽眾來自美國新聞出版者協會（American Newspaper Publishers Association），也正是借這個機會，甘迺迪做出了上述評價。
甘迺迪演講的題目叫《總統和媒體》。這顯然是在告誡出版商和各位編輯：對可能有損國家安全的秘密資訊，一定要嚴加保護，同時也要協助發佈那些沒有保留價值的資訊。演講一開始，他就提出了“秘密社會”，以及“過分掩飾”“秘而不宣”這樣的說法，他認為，對於人民來說，有些事情是他們有權知道的。顯然，這指的不僅是抨擊所謂的“秘密社會”，同時也是對參考《報告》中所提出的各條建議做出呼應。他的話清楚地表明，“掩蓋事實”的力量異常強大。那又為什麼一定要借助媒體的力量才能打贏這場戰爭呢？
在做出這次重要演講後，僅僅一個多月時間，甘迺迪便召集國會成員召開聯席會議，並提出，要在1970年之前，要“將第一個美國人送上月球”：
 
首先，我認為，我們的國家應該達成這樣的目標，在1970年之前，我們必須將第一位美國人送上月球，並保證其安全返回。對全人類來說，沒有哪一次空間計畫比這次更為矚目；沒有哪一次行動對遠端空間探索如此地重要。這次行動的難度，以及高昂的代價，都是前所未有的。” 在1961年5月25日的演講中，他如是說（圖3-3）。
 
這一系列事件表明：題為《總統與媒體》的演講，也許是受到了《布魯金斯報告》的影響，而加加林飛天成功，顯然使美國空間科學機構以及安全部門都大為震驚。他們看到了蘇聯在空間科學方面的領先步伐，而美國甚至還未曾將任何一位宇航員送入過太空軌道。情急之下，他們首先想到的，就是將《報告》送到國會手中。於是，它成了美國採取對策時的行動指南。
《報告》中所使用的幾個關鍵字眼提示人們，對太陽系曾經存在過的高智慧文明痕跡還需嚴加保密，這可能也是甘迺迪隨後舉行演講的直接動因。大家都一致認為，美國將會進入在載人航太方面與蘇聯競爭的時代，而甘迺迪則向各家媒體提出要求：將NASA可能的發現公之於眾。
在甘迺迪發表演講且發出“向月球進發”的呼籲之後，塞爾吉赫魯雪夫（Sergei Khrushchev，蘇聯領導人尼基塔赫魯雪夫[Nikita Khrushchev]之子，現為布朗大學沃森研究所的高級研究員）也表達了相同的意見。甘迺迪隨後的做法卻出人意料：他在維也納峰會上向赫魯雪夫提出，美蘇應將各自的空間專案，即登月計畫加以合併。赫魯雪夫拒絕了甘迺迪的要求，一方面是因為他在豬灣事件（the Bay of Pigs fiasco，是1961年4月17日，在中央情報局的協助下逃亡美國的古巴人，在古巴西南海岸的豬灣向菲德爾卡斯楚領導的古巴革命政府發動的一次失敗的入侵。該事件標誌著美國反古巴行動的第一個高峰。）中遭遇慘敗之後對這位年輕的總統失去了信任；另一方面，由於當時的蘇聯在“載重”運載火箭方面（在發射核武器時使用的設備）仍然具有領先地位，所以他也擔心美國可能會從他們手中獲取太多的技術機密。
雖然甘迺迪的這一做法未被公眾知曉，但人們可以想像，一旦此事敗露，無疑會讓各位國會議員大為驚愕。強勢的議員們，比如，如果眾議院撥款委員會主席，德州的阿爾伯特湯瑪斯（Albert Thomas，副總統林頓詹森的親密盟友，是一位強硬的反共產主義分子）知道此事，那麼他一定會大肆宣揚。而實際上，NASA預算所需的經費，都是由湯瑪斯負責撥付。他還與副總統一同做出決定，將載人航太中心修建在他的家鄉休士頓。在他看來，收到《布魯金斯報告》才不過幾周，剛說要將這些發現對美國人民保密，現在甚至又要將其同與美國的對立，且處於冷戰之中的敵人共用這一做法簡直是荒謬至極。
這樣一來，甘迺迪總統居然還會贊同這樣的做法，就顯得不可理喻了。更何況在提到空間競賽時，他總是使用一些激勵人心，理想色彩濃厚，充滿國家主義的字眼，比如：
 
前輩們已經向我們證明，我們國家在工業革命中取得了先機，在現代發明中取得了領先，在核能利用方面也走在了前列；我們這一代，絕不會在即將來臨的空間時代浪潮中甘於人後。我們著意扮演重要的角色，所以我們必須取得領先。現在全世界的目光都瞄準了太空，瞄準了月球，以及其他各個星球。我們發誓，絕不會讓這些地方插上敵人的旗幟，而要讓它們為自由和和平所統領。我們發誓，絕不會讓太空落於大規模殺傷性武器之手，而是要讓知識和理性的光芒照耀其中。
然而，要實現這些誓言，我們必須占得先機，而且這也正是我們所想的。簡而言之，我們在科學和工業上的領導地位、我們對和平和安全的遠景以及我們對於自己和他人所擔負的義務都要求我們做出行動，以解決一個個的難題，為全人類的福祉而努力，成為擁有世界上擁有領先太空技術的國家。
 
1962年的古巴導彈危機使情況變得更加糟糕，雙方之間的緊張氣氛如同箭在弦上，所以他又儘量克制，避免發生衝突。但這非但沒有使甘迺迪退卻，反而加強了他的信心。1963年8月，他在白宮會見了蘇聯駐美大使杜伯林耶（Dobrinyin）時，再一次（秘密地）提出了同樣的建議。這一次，赫魯雪夫在更加認真地考慮之後還是拒絕了他的提議。9月18日，甘迺迪又會見了NASA主管詹姆斯E韋伯（James E.Webb）。NASA官方檔案中對此次會面的描述如下：
 
9月18日早上，總統和詹姆斯？韋伯進行了一次簡短的會面。總統對他說，他正在考慮與蘇聯合作的事宜，想要將雙方的關係再拉進一步（而此時的韋伯可能對甘迺迪總統前兩次向赫魯雪夫提出的建議毫不知情，因為當時完全是秘密進行的）。他問韋伯：“如果我這樣做，那你能保證NASA當中沒有人會添亂嗎？”韋伯後來回憶說：“他的意思並不是問我這樣做可行與否，他只是告訴我，他認為應該這樣做，也想這樣做 ”他不過是來向韋伯尋求一種肯定，以確保在NASA內部不會出現任何不和諧的聲音。韋伯對總統說，他能夠保證一切都會在控制之中。
 
為了他的提議能夠得以順利實施，所以甘迺迪顯然想避免來自NASA內部的任何批評的聲音。他知道，向蘇聯人提出這個建議，已經非常艱難了；而在“眾口難調”的氣氛中向美國人民以及國會提出這個建議，幾乎是不可能順利通過的。所以如果韋伯再不做點保證，恐怕整個計畫就泡湯了。
兩天后，甘迺迪在聯合國大會上重述了震驚全世界的美蘇合作的建議。他說：
 
最終，在美蘇均有一定實力的領域，也就是太空技術領域，尚存合作的空間，這也是為了太空開發中的進一步協作與管理。登月計畫，就是其中的一種可能。太空探索，不會涉及到主權的問題。聯大只要做出決議，聯合國的成員國們就可以放棄任何對於外太空和星體的領土權，而將其歸於國際法和《聯合國憲章》（UN Charter）的約束之下。為什麼不讓人類的第一次登月之旅，成為各國之間的一場競賽呢？為什麼美蘇之間，做了這麼多重複性的研究和建設，花費如此高昂，卻不能一同籌畫這樣的探索之旅呢？我們一定會努力使兩國的科學家、宇航員以及全世界的科學家和宇航員們攜手合作，共同征服太空。在這十年間，將一位不代表任何國家，而是代表整個國際社會的宇航員送上月球。
 
NASA主管韋伯怎樣看待甘迺迪的想法，我們還不太清楚，但是正如總統所擔心的那樣，NASA內部人士立即公開表示：對於技術合作問題，尚存許多疑慮。西方媒體對此也相當謹慎。許多文章都對與蘇方合作持反對態度，畢竟那是在冷戰中與我們勢不兩立的一方，僅在1年之前前，這個國家還在部署導彈，並將我國大部分的重要城市都圈定在計畫打擊範圍之內，將美國送到了戰爭的邊緣。對於甘迺迪的演講以及這次提議，蘇聯政府自身並沒有做出任何官方表態，蘇聯媒體也是一片默然。
相反，最大的反對聲，卻來自於美國國會內部。
有些反對的聲音是預料之中的，比如亞利桑那州參議院巴里戈德瓦特爾（Barry Goldwater）。然而，正如前文所述，還有一位更強硬的反對者 來自德州的阿爾伯特湯瑪斯副總統，同時也是總統的親密政治盟友。他極力反對總統的提議，以至於在1963年9月23日（聯大會議幾天之後），甘迺迪不得不親筆致信向他保證美國仍會另外保留一項自身獨立的空間計畫，並且不論與蘇方談判結果如何，都會繼續進行下去：“在我看來，我們最新的合作之目的，並不是在為自身在空間領域的滯後和弱勢尋找藉口，而是為了推動一項已經進行兩年的宏偉計畫前進。”
幾周之間，公眾支持的缺乏，甚至是國內的不滿，似乎要讓讓這個提議付之東流。甘迺迪開始退卻，逐漸捨棄這一計畫。但奇怪的是，它卻又突然浮出水面。
1963年11月12日，甘迺迪重新翻出了這個提議，簽署了271號國家安全行動備忘錄，題為《與蘇聯在外太空領域方面的合作》（Cooperation With the USSR on Outer Space Matters），命令NASA主管韋伯按照他在聯大上的發言要求，並以個人名義立即同蘇聯方面的專家合作，著手建立“實質性合作”項目。還要求他在1963年12月15日之前，做出一份“過渡性報告”，以說明計畫的進展情況，並使韋伯有足夠的時間推進與蘇方的“實質性”合作進程。
在同一天，第二份備忘錄浮出水面。這份報告是UFO記錄研究者羅伯特M伍德博士（Robert MWood）及其子里安伍德（Ryan Wood，《魔眼：地球與地外科技的相遇》[Majic Eyes Only： Earth s Encounters With Extraterrestrial Technology]一書的作者）找到的，題目是《一切影響國家安全的UFO情報檔案之分類研究》（Classification Review of All UFO Intelligence Files Affecting National Security）。他們認為，這份報告“極有”（約80%的可能性）可能是真的。在這份備忘錄中，總統要求中情局的一名負責人提供涉及“高威脅事件”，以及著眼於“貨真價實”的UFO與美國各種飛行器之間區別的相關檔案。總統告訴這名中情局負責人，他已經下令讓韋伯著手實施與蘇聯的合作計畫（與另一份備忘錄相符），並讓NASA詳細報告各種“未知情況”，以便能夠與蘇聯方面實現資訊共用。該備忘錄中同樣也要求做出一份“過渡報告”，截止日期是1964年2月1日。
不論第二份報告真實與否（雖然它確實與甘迺迪提到過的計畫相符），清楚的一點是，在1963年9月下旬，肯定又發生了什麼大事，以至於甘迺迪的提議看似擱淺之後，又在11月中旬突然變成焦點話題。到底發生了什麼，讓甘迺迪堅持要與美國的冷戰敵人進行這麼一場前所未有的合作？
簡而言之，“都是因為赫魯雪夫”。
1997年，在華盛頓舉行的紀念斯普特尼克衛星（Sputnik）發射四十周年活動中，塞爾吉赫魯雪夫出席並接受了採訪。他承認，尼基塔赫魯雪夫的確沒有理會甘迺迪在聯大上做出的呼籲，但在1963年11月又突然改變想法，接受了他的提議。“我父親認為，考慮到兩國太空計畫發展的情況（1963年），也許應該接受（甘迺迪的）這項提議。”塞爾吉說道。他還記得，同父親散步時，他曾提到過這件事，那大約是在甘迺迪在達拉斯（Dallas）被刺“前一周”，即11月12～15日。後來，在1999年的PBS採訪中，他又重述了這一點：“在10月底或是11月的某個時候，有次同他散步的時候，他將一切都告訴了我。”
我們認為，塞爾吉作為這些太空科學史上發生的未知（但有所記錄）事件的第一目擊者，即使他的話不是百分之百可信，他的獨特眼光和遠見，也是值得重視的。塞爾吉是受人尊敬，眾所周知的學者，並在美國最著名的常青藤大學（Ivy League universities）之一（注：布朗大學[Brown University]）任教。所以他不會“編造”一段這種會使他畢生名譽毀於一旦的歷史。
那麼11月上旬到中旬的這段時間內，究竟發生了什麼呢？或許尼基塔赫魯雪夫以某種方式表示接受了甘迺迪的提議，於是甘迺迪最後說了一大堆套話（在11月12日的兩份備忘錄中就有所記載）。如果不是赫魯雪夫暗示這份提議也許會獲得通過，甘迺迪絕不會貿然翻出這樣一項看似幾近流產的政策。
有一件事我們可以確信，也許正是因為赫魯雪夫最終權衡並做出了決定：蘇聯也發生了一件令人失望的事。而在甘迺迪要求韋伯著手實施“與蘇聯合作”計畫的前一天，也就是11月11日，蘇聯發射的一艘駛向火星的無人飛船，代碼為“宇宙21號”，在低空軌道上墜毀。
可以肯定的是，1963年11月12日，約翰甘迺迪提出的“宏偉計畫” 將NASA以及太空計畫作為化解冷戰堅冰的工具，並將阿波羅飛船的發現與俄羅斯人共用 才剛剛開始，還未曾實施。
然而，10天之後，甘迺迪卻慘遭刺殺。
 
陰謀論的第三軌
 
每當人們想起1963年11月22日在達拉斯發生的那件如同宿命一般的事件，都會覺得十分荒謬。不論談起什麼話題，只要對話裏涉及到這一事件，便會招來蔑視和白眼。如果在對話中提及甘迺迪被刺一事，則有可能所有的聽眾都會將剩下的話當作一派胡言。而甘迺迪遇刺一事（用通常的政治術語來講）甚至被稱作陰謀論的第三軌（The Third Rail of Conspiracy Theories）。
正是因為這個原因，對於那天清晨在迪裏戲院（Dealey Plaza）所發生的一切，我們並不願重提。任何有關甘迺迪遇刺的事件，我們都不願多說一句，因為我們的發現，無一例外地都說明，有某種陰謀要將甘迺迪從白宮除去。
直到1963年底，甘迺迪在美國人民心目中的個人形象越來越好，1964年大選中，形勢也一片光明。在南部，他的知名度並不高，而正是因為林登詹森（Lyndon Johnson）的緣故，他才在德州有了一些名氣，又因為處理古巴導彈危機同赫魯雪夫攤牌，使太空計畫為德州帶來了不少收益。這樣一個年輕，活力的領導人形象，也越來越受歡迎。他曾公開表示，要將美國人民有權知道的資訊公之於眾（顯然忽略了《布魯金斯報告》中的警告），同樣，他也使人們感受到了威脅 畢竟是要與美國最大的敵人合作，並且還是在如此敏感的技術領域；另外，總統也表示，將有可能與蘇方共用“UFO機密”。
也許，事情背後隱藏的勢力，也就是甘迺迪在題為《總統與媒體》（The President and the Press）演講中所提到的“秘密社會”，正是其理性思想的極佳體現，而且甘迺迪也十分肯定，蘇方不會接受他的提議。然而，當赫魯雪夫突然改變主意，真正出現了雙方合作的可能之後，甘迺迪則不得不適應這樣的變化。如果這些“秘而不宣”的行為真正存在的話，那麼他們別無選擇，只能阻止總統的行動，避免他簽署任何命令，同時也不能與蘇方進行任何實際的技術轉讓和資訊交流。
難道真的有某種軍方的情報集團和秘密組織迫使甘迺迪這樣做，或是有其他不為人知的“秘密社會”出於某種其他的原因將這些空間科學的發現藏匿起來，避開公眾的視線（詳見下文），如果這就是迫使甘迺迪要與俄國人共用這些敏感的空間科學機密（271號備忘錄中有詳述）的原因，那麼，事情的性質則又不同了。重要的是，甘迺迪難道僅僅是被一名持槍分子所殺？沒有其他什麼人參與其中了嗎？嚴格地說，如果在那個秋日清晨，迪裏劇院的持槍者不止一人的話，那麼肯定有什麼陰謀隱匿其中。就是這樣。
我們堅信，李哈威奧斯瓦德（Lee Harvey Oswald）那天早晨肯定在達拉斯，當時他正位於德州學校藏書庫6樓的窗臺上，在那裏看到了甘迺迪總統，於是開槍射出了致命的一擊。既然存在這樣毫無破綻的事實，那怎麼會有第二個持槍者呢？陰謀論的觀點，又該從何談起呢？
1979年，由眾議院選出的調查委員會對迪裏劇院的射擊槍聲做了無數次錄音分析，作出結論，錄音中包含了兩次同時出現的槍聲。他們認為，當時一共有四次射擊，第一次，第二次，和第四次發生在奧斯瓦德，而第三次幾乎同時發生的槍聲，則發生在其他的地方。委員會在迪裏劇院進行過多次實驗後發現那第三次槍聲，來自一處少有人知的“草丘”。儘管委員會已經做出了官方結論，但是這些聲學上的證據一直以來還是在遭受人們的質疑，隨即作出的反駁又讓這些問題越來越多。
如果有一張照片，或者小小的一段視頻剪輯，就可以證明草丘上確有第二名持槍者。但是，多年以來，我們都不得不相信，絕不存在這樣的證據。即使找出來，也不一定是真的。
在90年代早期，A&E有線電視網播放了一部九集的紀錄片《刺殺甘迺迪的人》（The Men Who Killed Kennedy）。片中講到了許多陰謀論和理論家的觀點，最終結論是：甘迺迪是被一個法國刺殺小組所殺，背後的雇主則是菲德爾卡斯楚（Fidel Castro）和尼基塔赫魯雪夫。
而紀錄片的後面幾集主要講的是副總統詹森。
這些內容，筆者並不十分感興趣，但有一點除外，那就是關於戈登阿諾德（Gordon Arnold），即另一位目擊者的描述。阿諾德第一次露面是在80年代，後來又在A&E節目中接受過採訪。他說：在來到達拉斯之前，只在軍隊中接受過基本訓練，而將要離開達拉斯（返回阿拉斯加的駐地）時，他決定去迪裏戲院，想去看看那裏的遊行活動。到戲院之後，他才知道總統要來。於是他就站到一座公路天橋上，以便看得更清楚，這時，一位西裝革履的人向他亮出中情局的證件，令他馬上離開。於是他跑到柵欄邊，也就是所謂的“草丘”那裏，等著總統的轎車出現。
根據阿諾德的講述，他當時穿著軍裝，戴著尖頂的軍帽，手裏拿著媽媽給的攝像機，當總統的車隊駛過時，他突然感到一塊彈片飛過耳際，然後是一陣尖銳的聲音。他以最快的速度捶打著地面，但其後發生的事則完全令人驚異。
根據阿諾德的敍述，當他即將從混亂的人群中逃離時，突然，一名穿著達拉斯地區警服的人將他攔下，命他交出拍下的錄影片段。那人當時拿槍指著他，於是他不得不照辦。阿諾德還注意到，那人身上有三處地方，很是讓人奇怪：他穿著警服，卻沒帶警帽，而達拉斯的員警是必須全套穿著的。他還注意到，當時那人正在哭泣，而且手上很髒。阿諾德說，他取走錄影帶之後就從柵欄背後離開，向著迪裏劇院後的車場方向走去，隨即同另一名“鐵路工人”（阿諾德這樣描述）碰頭。阿諾德十分害怕，從80年代末以來，就從未提過這件事。他覺得沒有人會相信他，因為他拿不出任何證據。
然而A&E的節目卻對此十分感興趣。他們找出了“草丘”及其附近的照片，並將阿諾德的講述與其比對。最後決定採訪兩位研究者，傑克懷特（Jack White）和加里馬克（Gary Mack）。當時在現場拍下的“草丘”圖片並不多，而其中的一張就是由上述兩人處理的。
這張照片名叫“瑪麗摩爾曼”（Mary Moorman）照片，以當是正好站在“草丘”對面的草地上的拍攝者（也就是當時的一位目擊者）的名字命名（圖3-5）。
同一集中，A&E在一開始就採訪了一位自稱是“頭巾女”（babushka lady）的目擊者，之所以叫這個名字，是因為她帶了一塊特別的頭巾。1970年，一位名叫比弗利奧利弗（Beverly Oliver）的人出現了，她說自己就是“頭巾女”，總統遇刺時，她正好把全過程拍了下來。她說她這段影片交給了FBI探員雷吉斯甘迺迪（Regis Kennedy）之後，就再也沒有拿回來了。她在A&E節目的採訪中講到，自己曾經聽到過來自“草丘”的槍聲，從攝像機裏看時，她注意到，柵欄上方升起一團煙霧。其他的視頻片段中，人們也看到過，從“草丘”上升起的那團煙霧。
拍攝下事件的另外一部視頻片段，名叫“瑪麗耶瑪奇摩爾”（Marie Muchmore），你可以在視頻中清晰地看到，在總統遇刺時，不管是頭巾女，還是瑪麗摩爾曼都正在拿著攝像機拍攝。在逐幀分析的圖像上，你甚至可以看到總統的傷口噴出的鮮血。這與後來的醫學證據相符，根據後來的檢驗，子彈確實是從腦後射來的（圖3-4）。
 
瑪麗摩爾曼的照片
 
很多時候，懷特和馬克試著將瑪麗摩爾曼的照片放大，並且做些增強處理，以找出戈登阿諾德所說的蛛絲馬跡，結果每次他們都會大吃一驚。就在阿諾德所述的位置旁邊，出現了一個奇怪的身影。
那身影看起來像是個穿制服的人，警徽和簡章清晰可見。他有一對只有狙擊手才有的粗壯的臂膀，手肘向外突出，好像正在柵欄後面舉著一挺來福槍。照片上步槍所在的位置，變成了一片亮光，好像開槍時發出的火花。這是一個瞬間捕捉到的鏡頭。圖片經過處理後，這人高高的發際，突出的眉骨清晰可見，同時也可以清楚地看到，他穿著達拉斯地區的警服，但並沒有帶上警帽（圖3-6）。
4年前，當A&E的紀錄片還未播出時，就已經有了這張照片，上面的人影同阿諾德描述的別無二致。後來又做了一些處理，圖片上那位元警官的右邊又出現了另外一個形象。這人穿著軍隊的夏季制服，戴的帽子和阿諾德本人帶的一模一樣。帽徽的地方是一團亮光，看起來他正拿著什麼東西，擋住了臉 難道這就是當時阿諾德用來拍攝的照相機？
奇怪的是，這個人影向右傾斜，好像是為了避開左邊那人射擊時發出來的亮光。這樣就與阿諾德對那天經歷的描述完全符合了。隨著不斷的增強處理，又出現了一些其他圖像，第三個人影出現了 在那位警官的右後方有一個人，戴著安全帽，看著圖片上的右方，好像是在放哨，以防有人發現他們。
這下我們可以看到，這些影像資料不僅可以確認第二位元持槍者的存在，而且還能證明有這麼多目擊者，甚至其中一位能夠詳細描述持槍者、其同夥的樣子以及他自身的處境。摩爾曼所拍攝的照片經過處理以後，所顯示的內容與阿諾德的描述完全吻合。如果使用的技術確實真實有效，那麼阿諾德的確是一位可信的目擊者。雖然還是有許多人曾對阿諾德的描述裏表示質疑 有人說他不可信，因為那位警官“指甲很髒”，與阿諾德描述的“手很髒”不相符，但現在已經沒有人再懷疑這張照片上所用的圖片增強技術了。
還有其他的一些細節，數量太多，不能在此一一敍述，但都可以印證阿諾德的描述。最值得注意的是，當“警官”的照片第一次被拿出來時，阿諾德突然非常沮喪，泣不成聲，並說道，要是自己沒有把整件事情講出來就好了。能做出這樣的舉動，可不太像是個愛出風頭的人。
從警官可見的面部特徵看來，他和達拉斯警察局官員JD提波特(J.D. Tippert）長的極其相似。我們雖然覺得這很有意思，但也不能完全確定這一點。根據官方的記錄，在奧斯瓦德刺殺行動後不久，提波特也被其殺害了。而奧斯瓦德之所以在附近被捕，就是因為後來的這樁命案。提波特一直是一名忠心的警員，也對甘迺迪總統十分欽佩，怎麼會答應去做這樣的事情，這到底是為什麼？而且，奧斯瓦德和提波特都在甘迺迪遇刺後二十四小時內也先後被殺。
這下，也不難解釋那位“警官”在遇到戈登阿諾德時為什麼會哭泣了。
 
眨眼之間
 
現在我們終於掌握了關於發生在達拉斯的遇刺事件的一些證據，看起來已經可以證明其中的陰謀了，但是新的問題又出現了：隱藏在事件背後的人是誰？甘迺迪前往德州的計畫，是前一年春天才決定的，當時副總統林頓詹森曾說：甘迺迪可能會在今夏訪問達拉斯。直到9月份，詹森的助手傑克瓦倫蒂（Jack Valenti）才發出公告，宣佈可能會取消德州的活動。計畫的德州之旅中，甘迺迪本應該是專程拜訪國會議員阿爾伯特湯瑪斯（他執掌著NASA的財政大權，甘迺迪也十分重視他）。當是由於湯瑪斯正處於癌症晚期，所以甘迺迪也如釋重負，因為在大選重新開始之時，國會中便少了一個較勁的對手。本來計畫是在11月21日完成所有的行程，然而到10月份時，詹森副總統卻突然加入進來，將日期延長了一天，即11月22日。
甘迺迪當時心情大好，極力稱讚湯瑪斯對空間科學計畫（現在甘迺迪已經要將其交付俄國人了！）的所做的“貢獻”，稱他是一位可靠、忠誠的朋友（圖3-7）。
 
“下個月，美國將會發射一枚世界上最大的火箭，花費最大 噢 不 是載重水準最高。”總統頓了一下，尷尬地一笑。
“當然花費也是最大的”他解嘲道。（突然人聲鼎沸）
“這次發射，將有利於我們在空間探索中占取領先地位，”總統調整了一下情緒，說道，“我們在空間領域的領導力，離不開阿爾伯特？湯瑪斯的貢獻。老一輩的人們原有的夢想，將會成為年輕一代的現實。正如聖經所說，沒有遠見的地方，人類會走向衰亡。阿爾伯特？湯瑪斯的經歷，足以讓他擁有廣闊的夢想，而他的心依然年輕，前方是無盡的希望 ”
 
演講之後，甘迺迪起身離開，第二天，他同湯瑪斯和詹森一道前往達拉斯。
遭到槍擊之後，甘迺迪被火速送往柏克蘭醫院，但已無濟於事。醫生們用盡了所有辦法，也沒能救活他，《休士頓新聞》（Houston Chronicle）的報導中寫道，湯瑪斯議員一直等候在在緊急病房外，直到他確信，甘迺迪確已停止呼吸。副總統詹森卻迅速離開，去了不為人知的地方。而當甘迺迪的遺體被送上“空軍一號”後，詹森就宣誓就職了。
我們看過當時的照片，詹森一臉沉靜，手中持著《聖經》，站在一旁的賈桂琳甘迺迪（Jacqueline Kennedy）神情恍惚，旁邊還有一群副手（圖3-8）。當時最為顯赫的人物之一，阿爾伯特湯瑪斯，站在其身後，系著領結，專心地注視著一切，顯得十分尊貴。在下一張拍攝於詹森宣誓完畢的那一刻的照片中我們可以看到這樣一個場景（圖3-9）：詹森偏向右方，他面部的肌肉有些扭曲，笑得不太自然，與湯瑪斯有些目光交流。湯瑪斯依然保持著微笑，對詹森（只不過是）眨了眨眼。其他人都保持肅靜，只有湯瑪斯和詹森露出笑容。兩人之間心照不宣的話，顯得十分明白：“我們得手了！”
在後來幾周裏，詹森裝模作樣地繼續實施甘迺迪的美蘇太空合作計畫。12月時，由眾議院湯瑪斯議員為代表的國會，通過了一項新的NASA資金法案，禁止將NASA的資金用於美蘇合作計畫，也不能用於與其他任何國家的合作計畫。
“除非國會一致同意，否則國家宇航局所持有的，可利用的任何資金，都不得為美國同任何其他國家聯合實施的載人登月計畫所用。” 在NASA後來的資金管理中，又重複了這一條規定。直至1966年湯瑪斯去世，才將其取消。
別忘了，詹森可擁有十分雄厚的政治資本，足以將甘迺迪的計畫繼續進行下去。在甘迺迪遇刺之後，他所做的也正是如此。顯然，空間合作計畫並不是主要的，否則他可以輕而易舉地在國會上通過這項提議了。
這段歷史，還有許多後續故事。
不出意外，詹森的總統任期應到1969年，正好是阿姆斯壯和奧爾德林登月的那年。從憲法上講，在1968年他仍然可以參加選舉，但因為越戰問題處理不當，當時他的支持率急劇下降，於是便決定不再參選，淡出了公眾視線。你也許會想，既然作為當年負責太空科學事務的副總統，而且也肩負著繼承甘迺迪總統願望的重任，詹森應該對1969年7月20日所發生的大事件充滿興趣。但是，歷史學家多利斯基爾恩斯古德溫（Doris Kearns Goodwin）所寫的報告中說道：詹森不僅自己沒有觀看登月的直播，也不准德州牧場裏的任何人觀看，甚至要求，所有電視機必須關閉。
也許，在他並不漫長的政治生涯中，本有可能盡其所能，大幹一場，可這空間計畫卻沒有成為他的驕傲，而是成了他的恥辱。
E霍華德亨特（EHoward Hunt）是一位並不著名的中情局工作人員，但水門事件（Watergate scandal）中卻少不了他的身影，而且據傳，在甘迺迪總統遇刺事件中，他也扮演了關鍵角色。他在世的兒子中最年長的一位，聖約翰亨特（Saint John Hunt）公佈了其父錄製的一盤音帶，取名“病榻懺悔”（deathbed confession tape）。在滾石音樂的一本雜誌上，發表過他的專訪。他說：父親承認，自己是甘迺迪遇刺時三名神秘人物之一，也在刺殺行動中扮演了重要角色。這盤音帶根據全新的“獨立”證據，明確地“證實”了這一切。在所有謀劃並執行刺殺行動的中情局人員（及幕後雇主），也包括E霍華德亨特本人，而他們都聽命於一位“最高領導” 林頓貝恩斯詹森。
我們來好好想想這些指責的聲音。如果詹森，或是湯瑪斯這樣的人安排了這次以美國總統為對象的暗殺行動，完全是為了保美國自身獨一無二的（代價也是獨一無二的）空間科學項目，那麼他們應該會想到，在這樣的行動背後，是否存在超乎想像的奇跡？
唯一的問題是，他們所追尋的東西，值得讓我們的國家和歷史付出如此慘痛的代價嗎？
第四章 月球水晶塔
從普羅克羅斯（Proclus）噴出的物質以一種奇怪的方式穿過危難海（Crisium），看起來就像是貼著霾層（haze layer）上方飛過。如果透過霾層向下看 看上去就像在懸停在霾層之上。
阿爾弗雷德？沃爾登（Al Worden），
阿波羅15號指揮艙飛行員
 
就在火星觀察者號準備與太陽系辭行之時，霍格蘭正悄悄地進行一次全新的“人造物”平行線研究。由於在未來至少5年內不會有更新的火星圖片，所以霍格蘭得以將全部精力傾注于其開始於1990年的新探索，他相信這次探索具有巨大的潛力。
霍格蘭設想在遙遠的過去，火星上有一個高度發達、能夠進行太空旅行的文明曾經盛極一時，並“希望在最鼎盛的時候離開”。在此基礎上，霍格蘭得出初期結論：他們有可能已經造訪了太陽系其他行星或者衛星。在他看來，最有可能找到早期造訪跡象的地方，就是地球的衛星 月球。並且NASA已經使用阿波羅拍攝了許多高解析度照片，以及布魯金斯近期獲得的對月獨立計畫，所以如果要繼續尋找NASA關於太陽系古建築遺址的證據，那麼把目光投向月球絕對是最好的決定。
在聯合國和NASA的演講取得了驚人的成功之後，霍格蘭吸引了一群自由的非官方的接觸研究人加入到這個項目中來。雖然他們都抱有不同的目的，但時霍格蘭依然非常有信心，相信自己能夠召集更多不同背景的人員，而這對將當前的“火星”調查擴展到月球上的計畫來說，是非常重要的。
然而，斯坦利麥克丹尼爾博士決定建立自己的獨立工作小組，名為“地外文明搜尋計畫研究小組”（Society for Planetary SETI Research，即SPSR）。霍格蘭，以及被霍格蘭吸引加入這個非凡研究中的學術人士，都曾收到加入這個組織的邀請，並且所有人都立即答應了 但只有霍格蘭除外。
他為什麼要拒絕呢？這是因為：
第一，他拒絕使用“SETI”這個詞。這個詞是由卡爾賽根創造的稱號，專指無線電偵測到的其他星系傳來的信號活動，指的就是“地外文明搜尋”。霍格蘭覺得使用SETI這個詞會帶來的不必要的麻煩，說好聽些是浪費時間，直接說來，就是赤裸裸的謊言。因為一個可以使用“標量”或者超維科技的真正高度發達的外星文明是不可能使用簡單的無線電作為通訊手段的。
霍格蘭還認為，使用這個辭彙能給賽根帶來政治秀場，讓他不費吹灰之力就能左右這個全新科技 “地外考古學”（extraterrestrial archaeology） 的發展方向。
霍格蘭完全不能容忍的還有麥克丹尼爾新組織的一個聲明 他們說“NASA陰謀”並不存在。
出於某種原因，隨著火星觀察著號的神秘“消失”，麥克丹尼爾決定不再堅持自己大宗報告的結論，並退守使用“真誠但愚蠢”的觀點來解釋NASA關於塞東尼亞的諸多行為。在按照NASA的規則工作了12年之後，在經歷了火星觀察者號完敗的赤裸謊言之後，霍格蘭無法再容忍下去了。兩個人最後一次對話時，麥克丹尼爾懇求霍格蘭加入他的小組，而當霍格蘭拒絕他時，他滿腔怨恨的走了。就在兩人緊密合作共同研究麥克丹尼爾對NASA和塞東尼亞具有開創性的、極度坦誠的曝光之後，這兩個人現在已經基本不再聯繫。
霍格蘭意識到，事已至此，所有東西都只能成為“前奏”，從今往後，他就不得不追查NASA向美國民眾，甚至全世界人類蓄意隱藏的事實的真相。
現在，霍格蘭雖然已經將目光鎖定為月球，但是他還需要面對唯一一個技術難題：該從何處入手呢？
月球地域廣大，陸地面積比非洲大陸還要大，而且有由不同的月球軌道觀測器和阿波羅載人飛船所拍攝的成百萬上千萬長照片。在關於其的海量資料中還包括NASA的官方研究，以及所謂“月球短暫現象”（ Transient Lunar Phenomena，數世紀以來被觀測者記錄下來的明顯但短暫的閃光，即TLP）的研究資料。但是這些TLP似乎並沒有認可以遵循的明顯規律。
從一個消息提供者那裏，霍格蘭得到了一個上世紀60年代至今的月球照片目錄，其中包含了大量月球地形特徵的尖端地基望遠鏡圖片。在其中一張地基圖片上，霍格蘭找到了著手工作的第一條線索。
這一份具有歷史意義的月球地圖冊是由前“北美飛機製造公司”（North American Aviation， Inc）的空間科學實驗室收集整理的，霍格蘭在1992年9月份火星觀察者號剛剛升空幾天時有幸得到一份。乍一看，這裏面的每一幅照片都很相似 長焦、特寫、隕石坑以及月海都非常相似。但隨後，他發現了霍然出現在第241頁的東南角上的方特裏斯納凱爾（Triesnecker）隕石坑（這是它第一次出現在資料當中）。在影印放大之後，霍格蘭意識到，他已經邁出了第一步，一項能將地球、火星以及月球聯繫起來的新的研究工程即將開啟。這張非同凡響的照片上顯示出明顯的等邊三角形圖像，這個既是四面體的平面基礎，也是超維物理的標誌的等邊三角形就恒久地印刻在一個月球隕石坑中 月球的中心（圖4-1）。
這不會又是NASA一貫所說的“光影的把戲”吧？ 或許這次是真的？
霍格蘭的裝備有一台486電腦，一台1600解析度的掃描器和一系列當時頂尖的數位照片處理軟體 這可比25年前NASA擁有的價值數十億美元的設備和人力還要強大。用這些設備，他開始重新分析NASA的照片和底片。首先分析的就是阿波羅10號和無人探測器。
霍格蘭發現，他並不是第一個發現NASA月球照片中反常現象的人。在這個主題的資料庫中出現了幾個明顯不真實的“UFO報導”，並且在阿波羅計畫實行後的幾年裏一直誤導NASA的訪月任務。在很多類似的“調查報告”都聲稱NASA發現並立即掩蓋了一些照片，在這些肯定要模糊的“NASA官方照片”中，有關於月球上現代地外基地的決定性證據。由於這些文章的作者顯然無法分辨人造物和圖像錯誤的區別，所以如果想要用這些證據來證明月球外星文明的存在，那簡直太荒謬了。甚至還有一個作者堅持認為，在NASA一個無人月球軌道觀測器在零重力環境下所拍攝的一張照片中出現的水滴“暈開的痕跡”，這就證明了無大氣層的月球上存在“月球雲層”（lunar clouds）和“水壩”（dammed-up ponds of water）。
不幸的是，雖然這些照片非常有趣，但卻對他縮小搜索人造痕跡的區域範圍沒有任何幫助。
有一個可能性非常有趣：可能潛在的月球人造痕跡，比如塞東尼亞的遺跡，能通過“超維坐標系”找到。這套系統已經被卡爾芒克（Carl Munk）等人成功地應用到地球上了。這些座標將地球古建築（比如埃及吉薩平原[Giza Plateau]、墨西哥狄奧提瓦幹[Teotihuacan]等）與火星塞東尼亞綜合體中的幾何學聯繫起來。霍格蘭說，為月球建立累死的坐標系，可能會把潛在的月球人造物地址的範圍縮小，從數以百萬計的可能地點到幾個地點 但還是會剩下很多月球建築值得去詳細檢查。
現在，命運伸出了手，完全去除了他之前列出的所有詳細策略，如何開始尋找月球上智慧生命發明的有說服力的證據。1992年年底，命運把一個之前廣受爭議、不被支持的月球外星人主張擺在霍格蘭面前：弗雷德施特克林（Fred Steckling）的准經典書目（因為實在是太差了）《我們在月球上找到了外星基地》（We Found Alien Bases on the Moon）。在施特克林的滿篇荒誕鬧劇裏，雖然遍佈對圖片缺陷的錯誤
辨認和錯誤資訊的大雜燴，還是有一幅月球圖片脫穎而出：一幅阿波羅軌道拍攝照片的三張（高倍放大）複製品，在“阿波羅10號計畫中某個時間”被一名宇航員得到。
施特克林書中粗製濫造的複製圖片上畫滿了箭頭，聲稱上面顯示了幾個位於中長灣平原（Sinus Medii）的月球“穹頂”，就在之前提到的著名“特裏斯納凱爾隕石坑”東面。再仔細看這幅圖片，附近的巫克（Ukert）隕石坑面南的山坡外面（100多英里之外，也用著重的箭頭小心標示著） 據說可以看到一個黑色的疑似“地下外星人基地入口”。
霍格蘭努力地尋找，但是沒發現任何東西。但是，在查看施特克林的圖片時，他的吸引力被一個頗為詭異的“巧合”迅速吸引；原來，巫克隕石坑就是他在月球地圖冊上看到的“三角形隕石坑”，這可能預示了這片區域，真的有什麼“特殊意義”。
隨後，他的視線落在了“巫克”東南邊鄰近的一片結構上：一片奇怪的呈直線的小山丘，黑暗的溝壑，和照片中間幾近平行的幾條線，顯然，施特克林完全忽略了這些細節。
與遍佈淩亂山丘和沙丘的火星塞東尼亞打了近一年的交道，月球上這一出眾的緊湊結構（像塞東尼亞成群出現在一塊極小的區域）呈現出的幾何順序，幾乎淹沒在頁面之中，並不引人注意（圖4-2）。
心懷敬畏的他拿出一把尺子開始測量 但是，就算他一點一點地確認了這片微小區域中的常規 ，他還是不禁思考：為什麼施特克林不把讀者的注意力吸引到這個神奇的、異常的、規律的區域呢？反而還把這些箭頭傻乎乎地標在毫無意義的地方？
在測量的同時，他記錄下阿波羅10號拍攝圖片的編號。下一步就是盡力從NASA外人士手裏獲得阿波羅10號的照片地圖和其他有關這張圖片的資料。這次，他又撞了一次大運；霍格蘭的一個同事曾小心保存了阿波羅任務中的原始檔，保存了25年之久，很快，阿波羅10號地圖的重要拷貝和其他檔就被發送過來。
收到這些檔的時候，隨便掃一眼這些25年前的NASA“全覆蓋地圖”，就能很快看出早先有人非常希望阿波羅10號的太空人把整個中長灣平原/巫克地區拍攝下來（圖4-3）。這樣看來，這片地區曾被考慮用來作為阿波羅登月著陸點，這本身並不稀奇 但是很多照片，比如AS10-32-4819號（參見圖4-2）照片，似乎並不怎麼關注適合登陸的平原地區，而是更關注有奇怪地形的區域以及不可能著陸的山區。
NASA是不是在尋找“別的什麼東西”，而不是阿波羅可能的著陸點呢？
隨後，獲取這片月球中心區域更多資料的另一個機會從一個最出人意料的來源降臨了。
在一次秋季巡迴演講途中，霍格蘭經人介紹認識了一位元高科技發明家和企業家，這個人靠自己一套獨特的軍用光學科技成立了一家公司。這位企業家說，他想做點什麼（但是不願透露姓名）。霍格蘭最終相信，通過說服這位“企業家”，可以使用他卓越的光學科技對月球巫克地區中心位置進行史無前例的地面觀察。
這種方法與直接找NASA要阿波羅10號怪異照片底片的方法完全不同，它的基礎是霍格蘭早期懷疑（現在證明是錯誤的）所以能夠輕易找到的NASA圖片都可能在拍攝之後的30年內被“過濾”過，因此施特克林的圖片就顯得相當可疑。霍格蘭的最初意圖，是為了找到AS10-32-4819號圖片上真正的怪異物體，嘗試從地球上使用望遠鏡直接確認這片巨大的地形結構 借用他這位元新的“神秘夥伴”的“黑暗”科技。
在一系列討論的過程中，他們曾在他位於南部重要城市的公司總部裝修豪華的七樓會議室內進行了一次談話，談話中，這位公司創始人（反復強調自己有“NASA和軍方大量合同” ）高速霍格蘭，他悄悄關注塞東尼亞研究很多年了。他還告訴霍格蘭，負責五角大樓“採購”的軍方高官（後來為海軍的“克萊門”月球探索任務做了前期工作）按時聚集在他的會議室裏，通過佔據會議室一面牆的大螢幕觀看霍格蘭最新的“NASA-塞東尼亞簡介”錄影（在聯合國的演講）。
1992年秋季，這個人從“那個”會議室 從華盛頓特區來訪的“這個上校”和“那個將軍”呆的會議室 給霍格蘭打了好幾個電話，每次都毫無前兆，當時他們表面上都在觀看霍格蘭的“NASA-塞東尼亞”和“聯合國”錄影，並借此讓他尊貴的客人直接詢問關於塞東尼亞調查的問題。這樣的行為在當時並沒有什麼，但事後想來，考慮到近期對月球的事態發展，這種做法的意義就變得深遠多了。
由於“火星前線”發生的一系列事件的湧現，還有《早安美國》突然邀請他與弗倫奇進行辯論的電話打斷了這些會議的進程。霍格蘭回到南方以後，他這位新交的企業家朋友表現出他對在當前火星調查的基礎上開始“新月之羽”的支援，並向他提供了罕見的月球地圖冊。
這份地圖冊提供了整個月球古人造物項目的關鍵 但在處理地圖冊之前，霍格蘭拿出了施特克林書中的阿波羅10號圖像的拷貝，問他有沒有“政府朋友”能通過自己在國家空間科學資料中心（National Space Science Data Center，即NSSDC）的人脈找到底片。霍格蘭跟他說，如果他本人能夠親眼看一下月球，他很擔心NASA內的月球資料所發生的情況，尤其是正在進行的塞東尼亞調查活動中有爭論的地方。隨後，霍格蘭指出了施特克林在NASA照片上用箭頭標注的穹頂和基地，以及他在這片區域其他地方發現的許多奇怪的現象。
他的政府熟人突然變得非常嚴肅，要求把這張圖片拿回公司的列印室複印。
就這樣，幾個月過去了。
他與這位元企業家朋友之間通了多次電話，剛開始的談話內容是兩個人發自內心的激動，他們有可能會證明塞東尼亞和月球一系列人造建築之間的關係，現在，話題開始轉向“大量資金”的需求 十億美元資金，有了這筆錢，他才能將望遠鏡對準月球！
就這樣過了幾個月之後，通過另外一個朋友，這次是真正的朋友，霍格蘭悄然從NASA的休斯頓詹森空間中心訂購了阿波羅的圖像資料。
這份資料一周後送達，但結果卻讓人震驚：這不是他在施特克林書中看到的照片。
霍格蘭立即將這幅圖片與阿波羅10號拍攝的全景地圖進行了特徵比較後，竟發現了一個驚人的事實：施特克林書中的圖片並不是他從休斯頓得到的“AS 10-32-4810號”圖片。既然這樣，施特克林使用的NASA照片到底是什麼呢？而且他不止一次地錯誤引用，在同一本書內達到了三次之多。雖然阿波羅10號的影像地圖表明這就是“AS10-32-4819號”，但是如果霍格蘭沒拿到官方的AS-10系列圖片的話，他可能早就進退維谷了 沒有一點線索得知施特克林書中特殊照片的真實性（此時應該提一下霍格蘭最終還是發現了施特克林曾經為CIA工作的經歷）。
他手中的照片是從休斯頓購得的NASA8x10“相片”（AS10-32-4180），雖然最後發現這不是他想買的那一張，卻突然變成了他一次重大的轉折。霍格蘭發現，（根據全景地圖）這是全部阿波羅10號中長灣地區照片全集中的第二張，是由當時在特裏斯納凱爾和巫克南部軌道上的宇航員拍攝的。
相較於書中所用照片，他可以通過這張剛收到照片以近90°的視角觀察他在施特克林的圖片中發現的奇怪“幾何方形”。另外，如果在這幅照片（現在他知道這是貨真價實的AS10-32-4819）中的太陽是從右邊進入鏡頭，那麼與施特克林無關的真正的AS10-32-4810中的太陽就應該是從宇航員的肩膀上升起來，這樣就可以獲得表面相對反射比資料。
利用巨大的數碼科技優勢，霍格蘭開始用電腦分析月球巫克地區。但奇怪的是，他手裏的阿波羅照片中的位置與“塞東尼亞的座標格”非常一致（與月球對地面座標中00緯00經的位置只相差幾度）。如果站在月球表面觀察，則會發現這個直徑達6英里的隕石坑有時就正好處於“星下點”的下方（在月球上，地球位於頭頂正上方的位置）。
從那以後，事情的發展就變得十分迅速。霍格蘭通過NASA“內部”另一個來源，直接從NSSDC和NASA詹森空間中心訂購了一整套在1969年5月由阿波羅10號機組人員拍攝的巫克地區的70mm照片。同時，他還訂購了前兩次NASA無人登月計畫（1966-1967年月球軌道觀測器1、3、4號，以及1967年末實行軟著陸的探測者6號飛船）的中長灣/巫克資料，擴大了調查範圍。這樣，他就能對比3種不同的攝影技術，從3種不同的NASA勘察方法和不同的光線角度入手來調查他十分在意的存在於中長灣地區的東西。
當他將所有的資料都放在一起時，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發生了：
在過去的30年裏，NASA內部的“那個人”（很有可能是“那些人”）一直在隱藏美國太空計畫的重要部分，其中涉及內容不只是火星計畫，還有月球計畫。
而另外一個說法是，在過去30年，NASA內外有成千上萬名科學家對該月球資料進行過研究，但是第一個注意到“異常”的人卻是霍格蘭 這種說法根本就不可取。
這個卑鄙的政治結論，正是基於他在NASA官方手冊，比如阿波羅10號“特刊”中對指甲大小區域“塗黑”圖片的驚人發現（圖4-4）。而這一塊兒塗黑的區域似乎預示著這些圖片本身被戲劇性地加以掩飾，甚至進行過毫無意義地直接掩蓋。
出於這種原因，他首先訂購了手冊中塗黑的圖片。收到這些圖片之後，他發現，雖然這一系列照片被蓄意做了處理，但細節非但沒有被完全摸黑或模糊化，反而引出了各種新的發現，數量和程度超出了他的想像
 
俄亥俄州
 
1994年6月2日，霍格蘭在俄亥俄州立大學向公眾展示了他對“外星人”月球遺跡持續兩年秘密研究的初期成果。
這所大學是美國本土規模最大的高等學院，50年代時曾進行過第一次SETI項目。霍格蘭的講演持續了4個小時，有700多名師生員工和社會人士到場觀看。為了使其能夠在隨後的大型活動中使用，他為這次講演安排了專業攝像，並在結束後即將其公諸於眾。而演講的題目就是《月球火星的聯繫：月球上的外星遺跡？》（The Moon-Mars Connection：Alien Ruins on the Moon？）。
不走運的是，觀眾中有幾個人用家用攝像機拍攝了講演過程。而更不幸的是，這些錄影和圖片的不清晰版本被上傳到了互聯網上，瞬間遍佈全球。這些相當有爭議的NASA資料的非正式版本，在資訊高速路上引起了一場爆炸性的風波和錯誤資訊的流竄，人們對此反映強烈，甚至在電腦服務網、美國線上（AmericaOnline）以及其他熱門論壇中展開了激烈地討論。由於這些盜版月球圖片的低劣品質，這些資料的真實性在網上受到普遍質疑，而且它們的意義並沒有得到任何原始證據的支援。
結果，對這些原始分析資料的嚴重誤讀和這些“人造資料”官方來源的質疑一直持續到今天。
由於早期研究使用的月球資料門類繁多，包括電子影像、照片的原始底片、蘇聯圖片以及NASA官方發表物的銅板影像，所以霍格蘭決定將所有圖像資料從最早的底片減少到只使用印刷圖片，於是他將這些底片在專業暗室中進行不同程度的放大，然後掃描成電子文檔。由於每張照片平均只能反映原始底片曝光度的千分之一，所以如果想要獲得更多的重要特徵，就需要捕捉NASA“原始文檔”的細節和光強度。所以直到合理混合曝光度和f制光圈的技術出現之後，這些細節才得以被表現出來。
隨後，這些衍生的數位化月球圖像被導入一系列商用和專業圖像處理軟體，進行合成、分解、灰度加強、分析等操作，對電子和原始底片成像。
 
沙 德
 
霍格蘭在俄亥俄州展示的第一張照片是一張月球軌道探測器從30英里的高空拍攝的傾斜、中等角度照片，將中長灣和它西南周界的物體盡收眼底（圖4-5）。然而，由於其資料的取得、發回和處理的新奇方式給月球軌道探測器的資料組帶來了非同尋常的挑戰。
5次成功發射的月球軌道探測器飛船都攜帶了兩架望遠鏡，並使用不同的焦距（放大率）和一長卷封閉在“卡盒”內的柯達頂尖高解析度底片拍攝了兩幅不同的圖片。每艘飛船需要拍攝一套“中等解析度”的照片（編號“M”），和一組視軸“高解析度”圖片（編號“M”）。收到地球發來的曝光指令之後，飛船上所有底片都會被完全曝光，每一卷底片都會在環月軌道上（密閉）的“迷你照片實驗室”進行遠端沖洗。隨後，每一卷經過沖洗的底片會一幅一幅地接受機械“空中點掃描器”掃描（這台機器會發射出一束約6.5微米寬的、非常狹窄的光線，再通過一套旋轉的光鏡系統前後掃過底片），隨後將這些底片圖像轉化為網格化“電類比編碼”，對原始照片上的點分佈密度進行編碼。接著，這些網格化資料被調整後通過飛船內的無線電傳送回地球，在NASA地面的接收器上一條線一條線地被讀取出來。
（俄羅斯在其早期的月球探索中使用了相同的底片攝影技術、光學掃描技術、電類比傳輸系統，當然還有柯達底片。）
一旦到達地球，這些不同的無線電信號 飛船內原始底片掃描圖片的調頻類比信號版本（記住，1966年還沒有數碼電子，更沒有“多媒體電腦”）就會在“陰極射線管”（cathode ray tube，一種非常原始的像小型電視的顯像管）內通過將調頻信號成像傳換成照片，並記錄顯像管上的圖像。
這些35毫米的不完全月球正片圖像條隨後被NASA員工、軍方地圖繪製員和承包人人工收集起來，進行二次拍攝以製造一個由5次月球探索任務拍攝所有成功收集的獨立圖像組成的“終極原始底片”（注意，現在只有一代已沖洗的底片圖像仍以實物的形式保存於月球軌道探測器中）。
經過複雜精心的底片、電子處理過程之後，霍格蘭能夠獲取和檢驗的第一張照片（LO-III-84M）立即展露出大量惹人注意的新“建築學”異常現象。
霍格蘭對NASA收集整理的照片（由紐約一家商業照片實驗室沖印）進行了光學掃描（又掃描了一次！），然後在他的電腦程式中做相關處理，最終檢查結果：圖片“LO-III-84M”的遠處月球地平線上突然“跳出”一個非常不尋常的物體，就位於中心“十字”刻度的正下方（這個十字刻度是膠片生產時由柯達加在NASA原始膠片上的。參見圖4-5）。
霍格蘭給這個物體起名叫“沙德”（Shard，原文有碎片之意），這個聳立在月球表面，高度達1.5英里（通過原始圖片上的幾何資料判斷）的物體，瞬間成為無法解釋的月球（如果不是全宇宙）新奇觀。
月球千瘡百孔的表面，億萬年來在毫無防護的情況下飽經小行星和微小隕石的轟炸，在這樣的情況下，沙德還能呈現出“保齡球瓶”的形狀（不規則的頂點，中部隆起的“球狀”和細“腳”），倔強地矗立在月球表面，讓人十分稱奇。
在III號月球軌道探測器照片的東北方向（右邊），我們可以看到這個物體形狀同樣奇怪的影子，這反映了沙德獨一無二的形態。這個明顯的影子與“沙德”所在地域（一個月球古老山丘）完全相符。此外，這片影子也與這張照片拍攝時（1967年2月中旬）的情況相符，例如月份、月球軌道探測器的攝像角度、太陽照射這個物體的光線角度。
在許多觀察著看來，正是這片影子（而不是這個物體的其他任何方面）印證了沙德作為罕見的、潛在的月球人工建築的真實性。
這個物體的高度和陡峭的形狀（1.5英里高的鈍頂）與其周圍的那些侵蝕形成的古老月球地表景象形成對比，這也同樣有力地支持改猜想。沙德位於中長灣的西南郊，與其之間隔著一個名叫弗拉馬里翁（Flammarion）的巨大古隕石坑。讓人莫名其妙的是，它居然能夠無視衰變定理，根據阿波羅專案從月球取回的地質資料和同位素資料，它周邊的地質環境已經被腐蝕了近億萬年了，但它依然矗立。就算沒有“近期的”地質活動，那些“持續不斷的流星雨”也能在數十億年前把這個物體轟炸成一堆爛泥，讓人無法把它從周圍辨別出來。然而，它依然倔強地、讓人費解地挺立著。
還有重要的線索能夠證明沙德是真實存在的物體，一個仍然峭立在月球表面，不肯向重力低頭的的物體。其中一個線索就是它與周邊垂直物體的對比而非與月球軌道探測器底片上“線條”的對比；其次，就是它內部“結構”的高複雜程度（圖4-6）。
這一讓人驚豔的結構（同時有力地支援了“它是人造物”的第一印象）是由一系列重複、複雜的內部晶體結構構成的，通體可見；在霍格蘭同樣來自NSSDC的III-84M膠片的電腦處理的放大圖片中，我們可以看到，這一非凡的內部結構是由高反射率的立方體“部件”（有可能是六邊形結構）組成的，雖然遭到了嚴重損壞，但依然清晰可見，且非常豐富。
通過對月球軌道探測器拍攝的結構對解析度的分析，這些結構的“單位尺寸”至少是圖像增強解析度的數倍（約為70米）。而且，這些依然可見的結構並不是因為例如掃描器或者顯示器的圖元等技術限制而呈現直角，而是由這個物體內部的固有的建築學結構決定的。
最後，一系列完美的垂直線條覆蓋於這個驚人的結構之上，還有明亮物質構成的碎片懸掛在這些垂直線上，從“沙德”頂點向下延伸，就像是鋪滿了獨立的高密度基質，圍繞在這個奇怪的月球結構周圍。
它給人留下的印象是一個曾經非常巨大、複雜、像玻璃一樣的人造物體，但現如今已變成了被億萬年的流星雨嚴重腐蝕的殘骸。
由於沙德的影子根本沒有爭論的餘地，再加上這個物體無法否認地存在說明了其人造物的性質，所以有些評論家曾試圖尋找其他原因來解釋它在LO-III-84M上所呈現的現象。例如，曾經有人說，“沙德”可能是個短暫的“氣體溢出”時間，偶然被月球軌道探測器的相機捕捉到而已。雖然不能完全否認這種說法（因為1958年，尼古拉科濟列夫曾經在離這裏不遠的地方，也就是在阿爾芬斯[Alphonsus]隕石坑觀察到類似的現象，而且這一結果被廣泛接受），但是沙德毫無氣體擴散痕跡的清晰邊緣及其明顯的結構都狠狠地反駁了這種說法。
還有一個更有趣的說法能夠支持沙德的真實性，來自同一張LO-III-84M圖像：驚人的“高塔”（the Tower）
 
“高塔”和“立方體”
 
在III-84M圖片中，沙德的左邊出現了一個形如“高塔/立方體”的異形體，最初，人們認為它不過是NASA全幀照片上的一個污點（圖4-7）。但它與沙德都有一個奇怪的相似點 它們都有一條延伸向月球地平線的“尾巴”，只是沙德的“尾巴”看上去要小很多。於是其他一些解釋立即認為，它可能是一顆彗星？
快速查閱歷史資料後，我們發現在1967年2月份根本沒有這種星體經過太陽系。
如此看來，它也有可能是一片星雲：宇宙深度空間中由氣體和灰塵構成的雲狀物，攝像機拍攝月時球偶然出現在鏡頭裏；又或者，它可能是遙遠的星系，也“那麼湊巧”被III號月球軌道探測器拍到，並在1967年2月發回地球。
換句話說，這個奇怪的“小污點”可能是深度太空中眾多物體中的一個，但是絕對不會是在月球上。
然而，一個粗略地計算很快讓這些猜測不攻自破。NASA公佈的照片資料上顯示，拍攝這張照片時，f制光圈被設定為5.6，快門速度是0.01秒。在這樣的相機設定下，用這種慢速高級底片，同時拍攝清晰的月表景觀和模糊的“星雲”背景，從技術角度來講是不可能的。如果相機光圈開啟的時間長到足以捕捉這種極為模糊的物體，那麼明亮的月表景觀就早已曝光過度了。
（顯然，這是那些月球騙局支持者永遠也不會“明白”的60年代時使用的光學和攝影技術：對66年的月球軌道探測器和69-72年的阿波羅照相機來說，要同時拍下陽光直射的月球和昏暗的星星[星雲]背景，根本就是不可能的。）
排除這些可能性之後，又出現了一些“世俗”的解釋，說這一現象只不過是攝影瑕疵。但是通過紐約市高清圖像照片實驗室（High Definition Image Photographic Laboratories）圖像專家的獨立分析，這一可能性也被排除。
之後高清圖像實驗室製作了這一物體圖像數十種不同曝光度的版本（即在不同的曝光設置下一遍一遍地沖洗NSSDC的底片），同時霍格蘭反復掃描圖片，直到顯現出所有細節，然後用不同的商用圖片處理程式中的濾鏡對這些原始掃描件進行增強，最終得到了圖片中“高塔/正方體結構”不同尋常的本來面目
巨大、像玻璃一樣的“超大正方體”，矗立在月球表面，高度超過7英里（圖4-8）。
“立方體”的寬度超過1英里（從300英里高度的軌道探測器上估算的長度），似乎是由數十個小的立方體（或者六邊形）子結構構成的。在III-84M號照片上，最小的可視細節都是電腦“圖元單位”的50或60倍大小。
通過對經過數位化處理的圖像和“原始的”放大照片（用放大器進行觀察）進行對比，這一奇特的內部結構得到了證實 紙質版本與數碼版本上的細節完全相同。（這樣的做法非常重要，能夠控制由於“減少簡單的電腦失誤”而造成數位化圖片中的失真。）
這次為了專門處理“邊緣區域”，對立方體使用了一種新的電腦處理程式，結果卻發現，在殘留的立方體內部出現了無數重複的小型結構。連續的流星衝擊雖然從週邊對它的結構細節造成了磨蝕（尤其是暴露在外的“棱角”和“線條”），並且痕跡清晰可見，但是剩餘的高密度物質全部集中在內部。在它的中心，強烈的散射光（與殘留的物質大致有所比例）依然在閃爍著。
在這幅圖片的其他區域，還能看到一些長的直角折線，這是由由明顯的“折射效應”產生的，看上去就像透過嚴重扭曲的介質看背景中的一部分天體，似乎距離飛船很近。
經過諸多電腦檢測後，我們發現，這個閃閃發光的經過長時間腐蝕的“巨型玻璃立方體”還位於一個“亮晶晶的玻璃高塔”頂端。這個高塔將“7英里高度”一直延伸到曝光過度的月球表面（圖4-9）。
照片中的“高塔”呈錐形從下向上慢慢變細，並同時向南方傾斜。這種與局部垂直（與“沙德”內部細節相似）不符的情況與它和月球軌道探測器之間的距離有直接關係 月球軌道探測器在月球30英里高的上空巡航，向下俯視月球。一個通過垂直塔座與地面連接的“天然物體”，如果它比“沙德”更接近飛船，或者在經過了億萬年來流星的侵蝕後，正在進行“緩慢的翻轉”，那麼它看上去確實是“傾斜的”。
第一種解釋可能是由於月球圓周相對較小的曲率，還有對軌道探測器觀察更近的物體時更小的下視“視角”的原因而造成的。而第二個解釋就是霍格蘭發現的這個驚人的、曾經結構完美的大型月表人造物在經歷了如此長的歲月之後所特有的現象了。
究竟選擇哪一個作為關於“傾斜高塔”的種解釋，將會直接決定“高塔/立方體”混合物的真實高度和規模。而這又取決於月球軌道探測器鏡頭的距離與這一結構的高度。
第二個不確定性的根本原因，是（在電腦處理圖片上）發現的非常模糊的“方格樣框架”（grid-like framework）。這一個包裹在週邊的結構像是由更多的高反光率“碎片”組成，圍繞著“高塔/立方體”閃爍著，鑲嵌在一個顏色更深的垂直基質裏，霍格蘭把這個基質稱作“鋼筋”（rebar，用來提高強度的長條形物體）。這些與深色“方格”緊緊連接在一起的分散閃光碎片與“二連體”（two-component）基質相同：經過微小隕石沖刷的“玻璃質”，外部包裹著深色“結構性物質”（structural material）。
“星火燎原效應”（prairie fire effect）從高塔/立方體南部開始，一直向北蔓延到“沙德”（它好像也是鑲嵌在這種物體裏），知道這種方格在畫面內消失為止，還在向北延伸。不知怎麼的，這大量的閃光碎片一樣的東西 比如高塔/立方體 也懸掛在月球沒有空氣的上空。由此可見，這裏必然有某種大量的黑暗“鋼筋類”基質來支撐它們。
從“立方體”的特寫裏能夠看到強烈的折射效應，而引起這種折射效應的，明顯部分垂直玻璃“網格”的介入。
這一切不僅與現行（或提倡）的月表“地質學模型”格格不入，而且完全支持高塔/立方體（以及不遠處的沙德）只是殘留的碎片這種說法，它們曾經大得多，而且是很明顯的人造結構，由（大量）玻璃構成 並且依附在某種黑暗的垂直拱形結構框架上。
由於這些少數早期完整結構殘留的“反光玻璃碎片”的存在 在月球軌道探測器的鏡頭內沿著中長灣西側一直向北延伸，所以霍格蘭認為曾經存在一個非常古老、由人工建築的 “中長灣穹頂”，曾經將月球上的這片中心“月海”完全包圍起來。
對中長灣地區西部的阿波羅圖片（AS10-32-4854，AS10-32-4855和AS10-32-4856）進行的分析，證明了高塔/立方體確實存在，這一資料來自月球軌道探測器之外完全不同的行動（阿波羅10號）。這些圖片（圖4-10）是通過不同的技術手段得來的（真實的地盤，由NASA宇航員本人拍攝，以實物形式發回地球 並且沒有進行過掃描），而且與之前討論的III號月球軌道探測器的拍攝角度不同（這些照片是45°角拍攝）。當時月球上的時間和阿波羅拍攝圖像中的光線也明顯不同 阿波羅10號拍照時正好是月球上日出之前，而III-84M是在“早上”的時候 但是 這塊“高塔”破碎的遺跡從一片破碎的玻璃狀區域向上延伸，其頂部有一個閃爍的玻璃狀立方體，清晰可見。
出現在月球軌道探測器和阿波羅10號照片中的這些多層但又獨立的高塔/立方體，不僅證明了它所鑲嵌的背景是一個沿中長灣西部邊緣向北延伸的“方格狀”基質，並且將背景放大之後，這些圖像就顯示出了這個立方體的結構細節以及它與高塔之間的關係。阿波羅圖像，中這座高塔在呈現為多層圓拱結構，一層一層的向月球表面延伸，由此可見，它顯然是以前完整的中長灣“拱形”結構的一部分，但是由於暴露在沒有空氣的月球表面，所以幾乎在未知（但絕對巨大）的流星轟炸中消磨殆盡。
隨著調查活動的進行，霍蘭格持有的資料從早期NASA屈指可數的月球照片發展到如今由成百上千的精密圖像資料庫，而支持“月球穹頂說”的證據也得以穩步積累。這些證據不僅證明了之前數英里高且有多層結構的“穹頂”曾經滿布中長灣地區，還證明了其他“月球穹頂”的存在，它們建造在其他穹頂的基礎之上，零散地分佈在對地月表的。現在從地球看過去就像是“月海”。
看上去好像不大可能，但是隨著霍格蘭研究的NASA圖片的增多，能支援這種貌似非凡的想法的證據也越來越多了
 
探測者6號 “中長灣穹頂”
 
探測者6號於1967年11月成功登陸月球，著陸點距“布魯斯”（Bruce）約30英里，布魯斯是中長灣附近的一個小隕石坑，直徑約為5英里。從那裏開始，這架無人探測者飛船拍攝了35000張解析度不同的照片，用一套600線的類比電視系統記錄下了周圍的月球景觀。11月24日，月球上日落之後，它就需要轉向西方來拍攝一套需要記錄時間的額外照片，以便研究行星間由日冕引起的行星間光散射特性。
霍格蘭在其對月初次調查時，就曾經精細地分析過一張這樣的照片。所得結果中有一個非常重要的理論現象，即獨特的光散射現象，這一發現有力地支持了月球軌道探測器III號和探測者6號在其著陸點西南方100英里處觀察到的光學異相就出現在中長灣的西側邊界。
然而，探索者6號拍攝的圖片與其他早期分析的NASA圖片有些許細節上的不同：這些照片記錄了這些閃光背後神秘的幾何結構（太陽差不多就在鏡頭背後）。探索者拍攝的照片上晶瑩剔透的亮點在畫面的西側延伸著，從月球沒有大氣覆蓋的天空向下望去可以看到閃光的結構緊致排列，也就是說拍攝這些照片時，光線來自於其所面對的西方照（圖4-11）。
探索者6號圖像中排列在中長灣西部的“小亮點”是在日落後一個小時拍攝的，1967年時，包括NASA在內，都曾認為這是“一個卓越的發現”。然而，官方對這一發生在無空氣環境下的奇特現象卻簡單地解釋為“月球灰塵中前向散射的小型靜電離子”折射了視野外的太陽光線，恰好被探索者6號捕捉到了。
不過，在隨後的月表“原地”考察中，通過對阿波羅宇航員從月表其他位置帶回的月球灰塵樣本進行分析，就基本上排除了了“月球灰塵帶電粒子”在日落後引起“光點”的可能性。
這就給人們留下一個巨大謎團：是什麼，能在西方地平線之內6°左右的位置，在日落1小時之後，還能引起這樣強烈的發光，以至於探索者攜帶的攝像機系統充滿了“光點”？
霍格蘭認為，引起這種現象的唯一原因是太陽光線的折射：無數個微小的像鏡頭一樣的太陽光球（Photosphere）影像，被月球表面緻密的殘留“月球玻璃穹頂結構”以較小的曲率折射（超過20英里）。
在那些神秘的強光點之上拱起了一些十分模糊且呈不規則方格形的結構，而在霍格蘭的理論模型中，這是能夠證明該模型真實性的非常重要的證據。這個精美的結構不只是從太空看見的日冕那麼簡單（NASA對外如此宣稱），而是由現在依然構造良好的玻璃、支架結構高聳入天際的遺跡，微弱的散射（而非折射）的太陽光線在這個高度直接射向探索者號的鏡頭 形式非常規整、密集（圖4-12）。
這種形式顯然不可能存在於高溫的日冕當中，而是應該位於距離月球數百萬英里的地方。
探索者在日落之後拍攝的照片裏，亮點上方非常規範的結構與日冕圖像中放射狀結構完全不符。而且，這也是一個強有力的附加證據，可以證明曾經有月球穹頂的存在，雖然現在已經變成了廢墟。
這些密集的光學現象在經過霍格蘭的分析之後，只可能是由某種遠古、大型玻璃狀的規則建築的殘體引起的。而這些殘體依然矗立在月球表面，伸向空中達數英里高。這種月球建築和月球軌道探測器及阿波羅10號觀察到的“沙德和高塔”完全一致（規模大概與中長灣相仿，在距離探索者6號著陸點南方100英里的位置）。
持續了億萬年之久的流星雨從頭頂衝擊下來，把玻璃從支架上敲落，只留下了（探索者號飛船有利地勢旁）由於靠近地面而受到保護的玻璃殘跡。這正好符合月表圖片中展示的地面上圓點的出現。
在隨後的調查中，通過對1979年5月飛越中長灣時阿波羅10號機組人員用哈色勃萊德相機（Hasselblad）拍攝的編號為AS10-32-4816照片進行分析，霍格蘭驚訝地發現了一些“鋼筋”的清晰特寫（圖4-13）。
現在，從這些NASA官方圖像我們可以看到，事實證據非常清晰地證明了確實曾經有一個大型、精密、結構複雜的人工穹頂建築存在，其範圍跨越了今天的中長灣（這片區域曾經被月球觀察者稱為“不過是又一個貧瘠的月球熔岩流”）。
它在“全盛時期”時到底是什麼樣子？它消失已久的天才建築師和結構工程師到底是誰？我們都不得而知了，只有通過它神秘的遺跡進行幻想。看那些遺跡還在閃爍著光芒，如此古老而神秘，高聳入數英里高的月球天空。
 
巫克 “洛杉磯”
 
在潛在月球人造物的早期研究中，人們分析了大量的證據，而其中阿波羅10號拍攝的AS10-32-4822號圖片所包含的資訊是最多的，不論是科學資訊還是政治資訊。之所以如此引人注意，是因為這張照片“並不存在”。在對阿波羅10號NASA官方任務手冊（1969年任務結束後隨即出版的特刊-232）進行檢查時，並沒有發現這張照片（圖4-14）。
從1992年開始，在負責第一時間處理阿波羅宇航員從月球發回的圖片的休斯頓詹森空間中心，霍格蘭想方設法尋找4822號圖片的哪怕一個版本。讓他感到驚訝的是，一家NASA授權的商業照片實驗室回應了他的請求（不是在休斯頓，而是達拉斯），並隨即給他發送了一張“消失圖像”的高品質版本。但是在官方的任務手冊上，這只是一張空空如也的圖片。
正是在這張無比重要的阿波羅10號照片原始版本上，人們首次發現，在巫克東北部，還有一個壯觀的高度結構化的平整地區。
霍格蘭馬上意識到這種結構將會推翻所有的傳統解釋，因為在他看來，這就是一座城市。所以一位元地質學顧問甚至戲稱此區域為“月球上的洛杉磯”。
在這張照片中有一片基本與洛杉磯市大小相仿的區域（約為幾百平方英里），其中有一個非常規則的長方形填充了重複出現的3D結構的高地。巫克東北區域內那些縱橫交錯延伸長達數十英里的巨大地表直線酷似穿行于南加州洛杉磯腹地的街道。到處都鑲嵌著小的圓形隕石坑，就像是幾英里大小的餅乾模具。4822號圖片的特寫鏡頭裏更加明顯的顯示出，（圖4-16）這個方形的人造街區一樣的結構中還分佈著少量一摸一樣的隕石坑。
總而言之，大致情況就是我們在月球上找到了一個巨大的、遭遇過轟炸的古老城市。
在拍攝時間稍早的同一區域的幾張圖片，例如阿波羅10號的AS-10-32-4819號照片中（圖4-15），光線角度“稍高一點”，這更加凸顯了這個城市化的“洛杉磯市”。在這兩種光線角度下，這一地區看起來就像是經歷過戰爭沖刷的城市街區和建築，如今只剩下一片幾百平方英里的廢墟。
在整個類人工打造的區域內，還出現了大量小型精緻的水準垂直和接近垂直的結構，其中有一些很明顯地呈現出方形結構，其他的則可能是“摩天大樓”（以圖片上的規模來看的話），還有一些結構看上去就像一排精緻的光點，而這很可能是殘留的光學平面區域（比如像“窗戶”或者玻璃牆的結構）產生的鏡面反射。
此外，如果你仔細地觀察這張照片，就會發現所有的結構都以非常恰當的比例作了縱向扭曲，就好像這張照片是透過波浪形的玻璃拍攝的“洛杉磯市”。
為什麼呢？因為 這張照片正是這樣拍攝出來的，只不過是透過一個縱向的與“玻璃立方體和高塔”相同的“玻璃/鋼筋”基質，
經過幾年的前期分析，霍格蘭（在史蒂夫特洛伊[Steve Troy]的幫助下）發現了第二套關於“月球洛杉磯”的阿波羅10號照片 “4600系列”編號照片。
其中一張編號為AS10-31-4652照片揭示了一個非常驚人的現象：一層一層向上延伸的形狀規則的玻璃，將剛剛升起來的太陽光線直接反射向慢慢接近的飛船。從照片中我們可以很清晰的看到多重的“層次”“結構面”和數不清的“適當角度”，這樣的角度只能在“人工建築”中通過設計安排才能實現。
圖片中甚至還能看到像“吊橋人行道”和“橋樑”一樣的東西（圖4-17）。
除了說它們是人造物體外，對這些異常反光的排列規律的透明結構根本沒有讓人信服的解釋
在俄亥俄州公佈了這些資料之後，一些NASA工作人員做出了非官方的反應，試圖辯駁說巫克北部的這些結構只不過是“平常的月球地質活動造成的”，而是月球的熔岩流冷卻形成了這些裂痕，隨後又受到“流星隨機的衝擊”。
這種冠冕堂皇的解釋完全忽略了地質學界非常熟悉這種冷卻過程的事實；如果這種現象發生在地球上，那麼這種規模的熔岩斷裂只會有幾英寸大小，最多1英尺，而不是我們在阿波羅10號（幾乎180度全形拍攝）照片上巫克附近城市街區大小的區域上看到的幾千英尺寬的裂縫。
這種早期的非官方解釋還幼稚地忽略了一個事實，就是長達百萬年的流星衝擊會將這片區域砸成瓦礫堆（月球上的風化帶），足以將天然的熔岩裂痕掩埋。如此一來，它們就不可能呈現出縱橫交錯的網路結構，規模也不會超出地球上類似的地質景觀。
在對這些神奇現象的解釋最終平息之後，我們需要面對的就只有一個科學難題了 到底是何種自然力量能夠創造並保存這樣一個神奇的3D結構呢？如果它是在億萬年前形成的，那月球上最後一次熔岩又是在何時流淌的（這可根據阿波羅任務帶回地球的岩石標本進行計算），而又是什麼保護了這樣一個規則的結構免受著億萬年見的腐蝕力量的呢？
我們的觀點是，根本沒有這樣的自然現象能夠解釋“月球上的洛杉磯”這一現象。因此，只有人工建造是唯一值得考慮的觀點。從那些整合了高大方正的結構、受到嚴格控制的線性輪廓，還有相對“近期”的框架（因為腐蝕的痕跡不多）。
另外，宇航員通過波浪形玻璃拍攝“月球洛杉磯”的事實，是“地質學”說法無法解釋的，因為這樣的物質是（不可能）出現在月球表面和阿波羅飛船“之間”的。
NASA曾經嘗試檢測過去和現在的隕石坑的形成過程（那些“洛杉磯”上的“一到二英里大的隕石坑”），基於這項研究，我們預計巫克附近的這些神秘結構是相對“年輕”的，其歷史最多只有“不到一千萬年”。如果這是它們的真實年齡，那麼就算不能確定“時間”和“原因”，也基本上可以猜測是“誰”建造了“月球洛杉磯”了，也就是說它們的確是人工建造的結構。
但是，如果不看“洛杉磯”，那麼4822的最初價值似乎只是底片上一處小小的“劃痕”而已。
 
特裏斯納凱爾 “月球城堡”
 
1992年時，霍蘭格從NASA戈達德航太中心的“一個高層”人員那裏得到了一張非同凡響的照片，是霍格蘭他在這張4822號照片的特殊版本中發現了一個閃光的完整結構 月球城堡（圖4-18）。這個城堡與“新天鵝堡”（Schloss Neuschwanstein）驚人地相似。後者是巴伐利亞國王路德維希二世（King Ludwig II of Bavaria）在1869年修造的，也是狄斯奈樂園灰姑娘城堡的原型。事實上，“高高地懸掛”在月球上的月球城堡是月球上又一個驚人的人造建築。
月球城堡在月球上的的位置與它的外觀一樣引人注目。
通過4822號照片上的結構判斷，這個怪異的物體其實懸浮在9英里高的空中，位於直徑18英里的“特裏斯納凱爾”和著名的“伊紀努斯月穀（Hyginus Rille）”之間。
3幅特寫組成的圖片（圖4-19。左邊的“原始”版本，右邊和底部的處理版本）透露了這個物體還有其他的非同尋常的特點 其中包括它也像“高塔/立方體”一樣，被一層“閃光的規則 形狀 ”的昏暗基質包裹著。在它的頂部我們還能看到一個下垂的線纜，連接著一個大型的結構！
最終在兩張單獨的“4822”NSSDC版本上，月球城堡給霍格蘭出了一套難題，第一道題很明顯：
是什麼把它托起來的呢？
對這兩個“版本”（參見圖4-19）的立體成像分析確定這個城堡確實在月球表面以上數公里處 “就那樣掛在太空上”。如前文所說，在其周圍出現了一系列規模較小、但反射率極高的碎片，似乎所有的碎片都是之前巨型懸掛結構的一部分。
這些物體表面異常的亮度，尤其是城堡的亮度與月球表面的亮度形成鮮明對比，為它們的高度提供了線索。
這些散落的結構都具有很高的反射率，比它們之下的月表要明亮許多。出於某種原因，在所有4822照片裏，月球表面上都有一層“光學薄紗”（從左往右看[圖4-20]）。這層“薄紗”從阿波羅飛船正下方開始延伸，穿越伊基努斯月穀直到月球天際，所以，就很難觀察到一個名為“馬尼呂斯”（Manilius）的直徑達25英里的大隕石坑。這座隕石坑距飛船數百英里，與周圍的月球表面一樣，都顯得非常“模糊”，就像被同一個神秘的“掩星”（obscuration）遮擋住了。
事實上，沒有大氣覆蓋的月球表面，由於晌午陽光的照射，應該是通明的才對；相反，在整過畫面超過一半的區域都覆蓋著某種“深色、吸光且具有超高導向性的光學介質”（想像一下“百葉窗”），只留下城堡和其他反光碎片豎立在這層“干擾層”之上，直接受到陽光照射。
由於月球沒有大氣層，也沒有地球上常見的光吸收機制，比如雨、霧、雲等現象，所以在否定了4822底片出現瑕疵這種可能性之後，對這種模糊現象唯一符合邏輯的解釋就是，阿波羅宇航員的確拍攝下某種獨特的結構化光學建築遺跡，這一建築蔓延在中長灣的東部，是一種半透明的玻璃狀介質，從某一特定方向觀察時可以看到獨特的光學聚焦性質。
換句話說，阿波羅10號的機組人員，通過4822號照片，記錄了位於高塔/立方體遺跡東北方向的巨大“中長灣穹頂”的另外一部分。
4822上最顯眼，同時也最奇特的當屬月球城堡了，而他能具有如此驚人的可見度，則說明它肯定是懸浮在那覆蓋在穹頂底層的厚重光學遮蔽物之上的，而且（從照片的拍攝角度來看）被陽光照射的月球表面也在城堡之下。為了證明自己的發現，霍格蘭開始通過朋友和熟人訂購NASA各種文獻中的AS10-32-4822圖像。令他感到吃驚的是，他發現這張圖片除了被塗黑之外，還有一件更奇怪的事：這張照片好像同時存在多個“不同的”版本，但使用的都是同一個圖片編號：AS10-32-4822。
他的一位名叫艾利克斯庫克（Alex Cook）的學生從戈達德單獨購買了一張4822號圖片副本，並將其送給霍格蘭。通過將戈達德4822號原始圖片中的“城堡”和這位元學生提供的圖片中的“城堡”進行對比，霍蘭德得到了一個驚人的結果：艾利克斯提供的副本其實是一張完全不同的照片，是迄今為止從未見過的一張照片。庫克的“4822”和霍格蘭的“4822”立即構成了一對天然的立體像對。將兩張相片並列放在一起，進行立體觀察後，可以發現“月球城堡”和4822號照片的一些新的細節（圖4-21）。
在霍格蘭的原始版本中，那個將城堡固定在“特定位置”的奇特的下垂線纜清晰可見；但是在庫克的版本裏，不僅這條線纜隨著增大的視角消失不見了，就連整個結構都變得“透視”了。很明顯是阿波羅飛船走遠到西邊之後兩次曝光產生光學視差的結果。僅從這一現象，就能毫無疑問的確定這是對同一物體的兩次拍攝 儘管使用了同一個照片編號。
此外，左手邊照片中城堡的清晰細節在右邊圖像裏已經被“波浪形淋浴玻璃效果”進行了虛化。而這是飛船移至新視線位置之後必須透過介於飛船和城堡之間殘存的“玻璃狀基質”進行拍攝所造成的結果。在特寫鏡頭裏，城堡內大量這種物質看上去就像蒙了一層霧氣的玻璃，並且在真空條件下經過無數超高速微小流星衝擊的透明物質，都會有這種視覺效果。
為了在其他基礎問題中找到“4822多個不同版本存在”的原因（霍格蘭最終找到了十幾個原因 ），1995年時，霍格蘭代領一支由多個領域的同事和助手組成的小隊造訪了位於馬里蘭州（Maryland）格林灣爾特市（Greenbelt）的國際空間科學資料中心（NSSDC）。這裏是NASA最大的空間圖像倉庫。這次訪問持續了兩天時間，第一個主要任務就是向NSSDC的官員門展示他發現的“奇特現象”，並請教他們的專業意見；另外一個目的就是調查NASA資料中是都還存有其他的一手資料，這樣做可以更清楚的掌握他發現的神奇物體的物理本質
不幸的是，雖然他們在這兩天的行程裏收穫頗豐（包括確定在NSSDC內還存在4822的更多版本，展示了“中長灣穹頂” 的更多重要細節），但是“這張阿波羅拍攝的關鍵照片之所以存在如此多版本的原因”卻沒有得到滿意的答案。在第二天的講演和討論過程中，尷尬的NSSDC官員突然勉強地告訴霍格蘭及其8位助手說，一張阿波羅10號的底片曾經神秘“失蹤”，而這張底片就是3年前霍格蘭從“戈達德高層官員”那裏得到的“城堡特殊版”照片的底片。
如果這份全球科學家都可以自由訪問的NASA官方文檔中缺失了那張關鍵的底片，那麼霍格蘭所做的任何關於那張底片上“月球城堡”性質的聲明都不可能被其他人采信而得到證明，甚至包括剛剛看到過霍蘭格所說的驚人證據的NSSDC的官員們。
這樣的情況，很可能是NSSDC的“某人”在看到霍格蘭對NASA底片的發現之後，突然做出的謹慎安排。
然而，這並不是霍格蘭在獲取NASA官方資料一手資料是碰到的唯一一次“資料安全問題”。
就在去NSSDC前不久，霍格蘭從一個“線人”那裏得到了一張寶貴的阿波羅16號月球照片。這張照片裏的故事簡直就是《秘密特工》（The Man from U.N.C.L.E，這是一部流行於60年代的“間諜”題材的電視劇，曾經在阿波羅計畫期間播放過）的翻版。
這個“線人”在NASA是個名人，而且根據他的說法，他“會定期造訪”NASA總部。有一次他在局長辦公室，當時正好是阿波羅16號在1972年4月27日成功探測“月球高地”（the highlands of the Moon）並返回地球幾天之後。不知道是什麼原因，會議間歇他一個人被留在了局長辦公室；他查看了一下，發現局長的桌子上放著一大堆阿波羅任務的照片。由於無聊，他隨意的翻閱了一些 卻被眼前的景象嚇呆了。
（他後來說）由於一時心血來潮，他趕在局長回來之前迅速抽出一張照片塞進檔箱裏，並馬上離開了那裏。
23年之後，他將那份“總部失竊的阿波羅照片”的副本交給了霍格蘭。
在那張失竊的NASA照片上，是更多“古代大型月球工程”的驚人證據，並且遍佈整個危難海地區。這些結構的主要特徵也是數英里高的塔形建築（圖4-22），大量分佈在危難海表面的反光“火山口”上的玻璃狀物體周圍，這些火山口在特寫中，更像“圓形玻璃穹頂的小模型”。
戈達德之旅的首要目標之一就是找到這張“棘手的”阿波羅16號照片的官方底版 看看兩個版本是否相同。
結果，他們是不同的。
在第一天晚上提出申請索要放大版照片之後，第二天，當他把自己這張20年高齡的“失竊照片”與NSSDC版本的照片（使用AS16-121-19438的實地底片沖印，保存在NSSDC的“倉庫”中）放在一起時，才發現霍格蘭的照片上並沒有危難海上空懸掛的驚人的“閃光細節” 取而代之的是一片死寂的“黑色” 很明顯這張底片是經過噴刷的，以呈現處某人認為月球上空該有的模樣。
除此之外，奇特的“高塔”也消失不見了 （圖4-23）
於是，就像4822的“無法被證實的真實性”一樣，霍格蘭手頭的AS16-121-19438也永遠得不到證明了 除非真正的底片決定“露面”。
總之，霍格蘭願意身先士卒。就算還有許多問題沒有解答，但1995年對戈達德為期兩天的訪問還是頗有成效的。離開時，霍格蘭得到了一些額外的哈色勃萊德底片，都是關於月球上有趣的新區域的照片（雖然都不如危難海那樣特別），還得到了幾卷阿波羅16號使用的5英寸全景底片（現在還能使用的阿波羅最高圖元照片），其中包括數千張至今仍未檢測過的超高圖元的底片。
從策略上來講，由於他和他的助手在這兩天裏向NSSDC官員展示的科學案例，顯示出他們從NASA資料中找到的一手資料，所以霍格蘭可以在“內部”引起足夠的興趣，足以保證將來會有穩定數量的圖片從NASA官方檔案裏流露出來。
甚至，還不止如此
 
俄國的聯繫
 
在對NSSDC的訪問中，霍格蘭還能研讀一些NASA官方出版物，這些出版物裏包含前蘇聯60年代一次重要的探月任務（3號探測器）的圖片。如果他關於月球的想法有任何價值，那麼很可能俄國的探測也遇到並將這些與霍格蘭在美國資料中發現的奇特現象相同資料記錄了下來。
可惜的是，這些由蘇聯空間探測任務收集的資料對西方科學家來說一直都是禁區。即使實在1991年冷戰正式結束之後，當霍格蘭終於可以向莫斯科寄送私人“密件”，並花費幾個月時間試圖尋找前蘇聯火星和月球的原始照片（或者底片）的時候，他還是在這個項目上碰到了了現實中的“柏林牆”。他的一個朋友一度被克格勃從莫斯科國家科學院拖拽了出來，經過長長的走廊，最後被拖進了一間空房子，並被明確告知“閉上眼！”
最終，在造訪NSSDC期間，霍格蘭最起碼能夠在戈達德圖書館內研究探測者3號的圖片了 這些圖片是1965年7月，探測者3號首次發回圖像時，直接發給華盛頓NASA總部的，後來才被NASA公開。這些同樣是探測器用底片拍攝成像，然後以“傳真掃描”底片的形式轉發回地球的照片比美國的月球軌道探測器拍攝的照片品質差很多，但依然具有一定的歷史價值
探測器系列任務中第一個到達月球的是3號探測器（1號和2號分別探測金星和火星）。但是3號探測器原來是為探測火星而設計的，而蘇聯這樣做的原因要麼是其當時沒有能力把飛船安全地送入環月軌道，要麼就是單純的認為火星更加重要。
不知為何，1964年3號探測器錯過了它最初前往火星的發射機會（此段時期也被稱為“空窗期”[window]），但幾個月之後，也就是在1965年，這艘飛船還是飛向了“火星該在的地方”，就算當時已經沒有能力到達這顆行星了。
至少，這是俄國人在1965年說的原話！
不管3號探測器最初的計畫是什麼，它“推遲”的任務使它在前往“深度空間和火星 幻象 ”的途中與月球“親密接觸”。最終，完成了一次意義非凡的月球探測。
飛船在東月海“盆地上空”飛越了幾千英里，徑直遠離地球，途中回頭看向月球，偶然記錄下兩張完全不同的“月球奇特建築”圖片，與霍格蘭的古中長灣穹頂模型形成完美的契合。
第一張圖片（圖4-24）發表在1967年的TRW《太陽系日誌》（Solar System Log）中，圖片捕捉到一個“20英里高的塔形建築”（與在危難海發現的那個很相似），它位於在風暴洋（Oceanus Procellarum，月海）西邊，垂直矗立於月球表面。然而，在34秒後拍攝的另外一張照片中就沒有“塔狀物”，這說明由於當時蘇聯飛船的速度和方向，當時這個塔狀物已經位於月球地平線之下了。
實際上，在第一張探測器圖片的月球遠端，我們還能看到許多其他有序的“奇怪結構”但是由於發表在《太陽系日誌》的圖片品質太差，以至於無法判斷它們的真正本質。不過，這座“塔狀物”肯定不會出差錯，站立在黑色的宇宙背景中的它，看上去像極了編號為OL-III-85M和AS16-121-19438兩張照片中的結構。
3號探測器拍攝的第二張照片發表於NASA的官方刊物，《透過鏡頭探索宇宙》（Exploring Space with a Camera ，1968年出版，NASA特刊168號），目前也是保存于戈達德圖書館（Goddard Library）內。
“塔狀物”在視野內消失之後（由於3號探測器經過月球的軌道所致），這一現象被一個位於南部一千英里左右的“同樣奇怪的結構”所代替。其玻璃狀結構與另外一個月球“穹頂”非常相似 實際上非常像阿波羅16號在危難海拍攝到的“小型穹頂” 有幾英里高，大約有中型月球“火山口”那麼寬。
與前者一樣，這個“3號探測器拍攝到的穹頂”也有幾英里的高度，豎立在黑色太空背景之下。而且和前一張照片裏的“塔狀物”一樣，與月表垂直（圖4-25）。
這個“穹頂”翻轉90度後的近距離特寫（圖4-26）中顯示出這個物體曾經受到長時間的流星雨的沖刷，因此腐蝕嚴重，但是輪廓依然非常清晰：巨大的玻璃狀結構，向上延伸數英里。
難怪克格勃讓霍格蘭的朋友“閉上眼”呢！
有人用一個全新的視角來評論這所有的發現，以及3號探測器計畫的獨特的“無行星的行星探測之旅”。而蘇聯是不是故意把這次行動作為一次“秘密探月活動”呢？利用“火星任務”作為掩飾，其實根本目的是拍攝他們懷疑在月球上最大的人造物的照片？不管真相如何，3號探測器計畫仍然給我們帶來了更多費解的問題。
 
關於月球上等待兩國去探索的現象，甘迺迪跟赫魯雪夫到底說了多少？
 
因為
探測者3號拍攝這張月球人造物的爆炸性圖片的日期是1965年7月20日，而在其整四年之後，就是阿姆斯壯和奧爾德林登陸月球的歷史性時刻。
讀者們在本書後文中可以看到：對“神秘組織”來說，這個日期所具有的非凡“意義”，而這一“意義”的重要性遠超過這一歷史性事件。甘迺迪曾經在美國報刊出版商協會發表講話公開譴責這一“神秘組織”。
那麼，霍格蘭這次受邀深入儲存著幾十年月球和行星資訊的NASA官方倉庫的最終意義又何在呢？
這次訪問證明，霍格蘭在其上發現驚人、清晰人造物的月球資料集絕對是真實的。除此之外，還進一步證明，NASA內部有人（至少一開始有人）願意用開明的眼光看待霍格蘭及其助手的發現（因為霍格蘭早些時候曾收到幾份NASA官方的邀請，請他去NASA中心做演講）。
另外一個說法是，NASA非常需要搞清楚霍格蘭究竟已經發現了多少。而同意他“正式訪問NSSDC”則是讓他展示成果的非常聰明的辦法。這樣一來他們就能馬上清除那些資料了。
無論如何，這次訪問同時也表明了宇航局內部“有人”願意提供支援霍格蘭的關鍵證據（比如一份阿波羅官方照片），但這些證據就這樣消失了，也阻止霍格蘭對其研究的關鍵元素進行進一步調查。
這次的經歷讓霍格蘭唯一無法釋懷的，就是還沒有解決（在12年之後，依然沒有得到答案）的謎題：在戈達德之夜，阿波羅10號的關鍵底片到底遭遇了什麼？而那張底片上真的有能夠證明“月球城堡”存在的證據麼？
請看下文
 
肯約翰斯頓的收藏集
 
1995年上半年，從NSSDC歸來幾個月之後，霍格蘭開始了西雅圖的巡迴演講。就是在那時，他結識了前格魯曼航太公司戰鬥機飛行員及試飛員，時任波音工程師的肯約翰斯頓。約翰斯頓曾被應徵入伍，成為一名海軍F-4飛行員，60年代中期退役之後，進入NASA開始工作，在休斯頓載人飛船中心任登月艙主試飛員。在那裏，他和他的隊員依次培訓了每一位阿波羅宇航員，教他們操縱登月艙，與此同時還參與了大量的宇航服研製工作（約翰斯頓會開玩笑地說“我穿的是 填充型號 ”）。
後來，約翰斯頓又去了中心另一側的月球收集實驗室（Lunar Receiving Laboratory，即LRL，就是阿波羅計畫的“風暴眼”）。在那裏，他為布朗路特公司（Brown-Root Corporation）和那斯羅蒲公司（Northrop Corporation）這幾方簽訂了一份基本合同，負責處理阿波羅帶回的月球樣本，而肯的職務就是“資料及圖片控制部門主管”。這一個部門的職責就是處理阿波羅發回的所有照片和文字資料，包括人類史上首次帶回地球的月球樣本的所有資料都經過他們處理，並且這些底片和樣本在經過處理之後，被送到約翰斯頓的辦公室進行分類和長期貯藏。
幾十年後，約翰斯頓對霍格蘭最近的研究分支越來越濃厚的興趣使兩人最終走到了一起。這一分支就是關於NASA在月球上發現，並秘而不宣的事情。
在看過霍格蘭的作品，約翰斯頓就在其進行全國巡迴演講途徑當地的時候，給霍格蘭寫了一封介紹信。此前，約翰斯頓在閱讀霍格蘭的著作時，回想起他在NASA工作時發生的一些讓人費解的“事件”，他說那些事“一直在我腦海深處揮之不去”，即使多年以後仍然不能忘懷，霍格蘭的文章喚醒了這些陳舊的記憶，約翰斯頓開始嚴重質疑宇航局究竟有沒有“掩蓋事實”。霍格蘭在西雅圖演講的間歇，肯向他介紹了自己，並邀請他第二天到自己家裏坐坐，看一看自己在NASA任職時收集的“大概1000張NASA老照片和其他紀念品”。就這樣，誕生了一段嶄新但是長久的友誼。
然而，如此大數量的阿波羅照片保存在一個私人收藏集中這件事，以及後來肯透露獲得它們的途徑，這些都讓霍格蘭感到困惑。
約翰斯頓解釋說，當時作為LRL照片實驗室的領導，他負責分類和存放所有阿波羅照片。保存照片的程式上有一個步驟，就是LRL會沖印四整套阿波羅航拍和手拍照片，包含了成千上萬張原版底片和照片。
同時，肯還負責管理飛船搭載的“連拍相機”（改裝的軍用瞄準照相機）拍攝的16毫米底片，這些底片是指揮艙和登月艙在執行任務的各個階段（繞軌道運行、起飛和下降）過程中拍攝的。他的職責之一就是為載人飛船中心的科研小組和工程小組成員放映這些“在軌底片”。後來他在一檔全國性廣播節目中對一次放映過程進行了這樣的描述：
 
嗯，以阿波羅14號為例。在宇航員剛剛返回地球之後，我們就收到了底片，後來又在NASA照片實驗室裏進行了放映。我的工作就是將分散的底片合併成一個非公開照片集，交給NASA首席天文學家 桑頓佩奇（Thornton Page）博士和他的助手們。我把底片帶過去，裝到“連續投影儀”上 它就像軍隊裏使用的瞄準照相機但是只是個投影儀罷了 用它你可以停止定格，前進、後退和放大圖片。
當時我們在觀看阿波羅14號拍攝的連續照片，這是我們從月球背面接近一座大型隕石坑時拍攝的。請看，由於你們在（月球）正面從隕石坑內的影子看到的太陽角度（你們應該更會注意到背面的新月形狀），這個巨大的隕石坑內部出現了五六道光線。
佩奇博士讓我定格，然後重播，照片中的光柱或光束、或空氣洩露或其他什麼東西，向上延展並形成了隕石坑的邊緣；這幾幅圖片一直反復放了很多遍。每一遍，他都要定格一下，然後仔細查看 最終，他轉頭對自己的助手說：“嗯，是不是很有趣！”於是大家都開始笑，然後佩奇博士說了一聲：“繼續。”
結束放映後，他們讓我把它（飛船搭載的連續照相機底片）帶回照片實驗室的NASA保密儲存處。第二天，又要把它帶出來，並向（載人飛船）中心的基層工程師和科學家展示。
由於我們是第二次看這些照片 而且，我有幾個朋友坐在身邊 我告訴他們：“你們不會相信我們在月球背面找到了什麼！耐心看完這組放映吧。”
然後，畫面開始接近那個隕石坑 緊接著經過了這個隕石坑，結果畫面中卻什麼都沒有出現！
我停止了放映，拿出底片檢查，看看是不是被剪切掉了什麼，卻發現沒有任何經過剪切的證據。我告訴觀眾發生了“技術性問題”，重新裝片，完成了放映。
那天下午，我跑去月球收集實驗室找佩奇博士，問他“我們看到的光束和氣體洩漏或者蒸汽”哪兒去了，他卻咧嘴一笑，對我眨了眨眼，笑著說“根本沒有什麼光束，那兒根本沒有東西。”
然後就轉身離去。隨後，由於工作太忙碌，我沒機會再去問他。
 
這個故事非常典型，並且這些年來，我們不斷從NASA前雇員那裏聽到此類故事。
約翰斯頓還見證了種種有關靜止圖像的怪事。有一次，他穿過中心一棟他不常去的保密建築，看到有一些藝術家在塗改多張照片裏的“填空”。這種事情本身並不稀奇，因為媒體發表的圖像一般都會做清理。但這件事讓約翰斯頓非常費解的是，他們修改的並不是要處理的照片，而是照片底片。這就意味著，經過這樣嚴重的處理後，原始資料永遠都不會回復到拍攝時的初始狀態了。
（這讓我們聯想到霍格蘭在NSSDC的AS16-121-19438號照片上發現的問題。）
1972年，載人探月計畫接近尾聲的時候，這一系列事件又發生了更加災難性的轉變。約翰斯頓被叫到巴德拉斯卡瓦（Bud Laskawa，約翰斯頓在LRL資料部門的上司）的辦公室。會面時，拉斯卡瓦告訴約翰斯頓，NASA總部（通過麥克爾杜克[Michael Duke]、拉斯卡瓦和約翰斯頓在NASA的上司）下達命令，要求銷毀他幾年來一直在保護和保存的所有月球圖像的原始拷貝。約翰斯頓震驚了，他沒想到有人會下令銷毀人類史上第一次地外探險的官方記錄。他反對執行這個命令，請求上司允許他將這些照片捐獻給不同的大學或者機構，但被告知根本“不可能”。這個命令直截了當，就是讓他銷毀全部四套由宇航員拍攝的成千上萬張阿波羅月球照片。
約翰斯頓認為這種做法非常過分。最終，在做了進一步抗議之後，他還是銷毀了三整套資料。但隨著內心的罪惡感慢慢著侵蝕著他，他決定把剩下的一整套保存在“另外的地方”。他保留了一部分圖片和底片。然而，由於這系列收藏非常龐大，他最終決定將剩餘的資料捐贈給自己的母校，奧克拉荷馬城市大學（Oklahoma City University），將資料悄悄地存放在那個遠離NASA的視線的地方整整30多年。
整個悲劇性的時間讓霍格蘭既傷心又憤恨。
如此數量有限的高品質一二版底片，記錄了人類史上第一次赴月旅途，就這麼被輕易地（且蓄意地）銷毀了，而且還是來自NASA的官方命令，霍格蘭怒火中燒，說不出話來。很顯然，在經過多年對殘餘資料的觀察之後，看著它“塗改的照片、無數神秘的 自相矛盾 和 證據蒸發 ” 又經過長時間的百思不得其解 霍格蘭終於找到了他的“確鑿證據”：他現在完全確信NASA確實故意掩蓋了阿波羅發現的“外星人造物”的行為，是直接受華盛頓NASA總部官方指使的。
那麼NASA一直想要拼命掩蓋的是什麼呢？
在對肯手中的照片進行更深層次的研究時，發現的絕對證據能夠證明霍格蘭最擔心的“蓄意掩蓋的月球人造物”這一事情是絕對有根據的。約翰斯頓的很多照片中都包含有霍格蘭研究之初發現的奇特現象，包括他在無人飛船拍攝的照片上的發現以及幾個月前私訪NSSDC的過程中悄悄收集的圖片上的發現（圖4-27）。
你們可能會想起，在NSSDC之旅之前，霍格蘭曾悄悄得到一張重要的8X10的阿波羅16號
的原始照片，上面有十分清晰的“幾英里高像塔尖一樣的結構”矗立在危難海上（圖4-28）。
這張照片與在月球另一邊清晰可見的“3號探測器拍攝的塔狀物”驚人相似。另一個“數英里高塔狀結構”的存在，因為約翰斯頓保存了三十多年的“原樣”阿波羅資料。現在也得到了完全確認。
霍格蘭先是在戈達德圖書館看到3號探測器拍攝的“塔狀物”，然後又見識了經過無恥地“洗脫真相”的NSSDC版本的“AS16-121-19438”圖片。由於這些圖片上也有“危難海高塔”，所以他最終決定將“月球穹頂模型”的範圍擴大到月球對地面的所有可見“月海”上。有趣的是，他慢慢積累的“危難海穹頂”的相關圖片資料最終得到了NASA目擊證實，以下是宇航員阿爾弗雷德沃爾登在阿波羅15號任務報告中的記載：
 
這個噴射物從普羅克魯斯到危難海的噴發方式非常奇怪。簡直就像是從一層陰霾之上飛過，透過陰霾面向月表 它看上去像是掛在空中
 
實際上，沃爾登提到的危難海上空的“那一層陰霾”並不是“陰霾”或者“光學假像”，而是在一片完全不同的月海（中長灣）上空對霍格蘭月球穹頂假說的又一個現場證據。而像附近的普羅克羅斯和皮卡德（Picard）等隕石坑，在沒有大氣的月球上是不可能有“覆蓋的陰霾”的。所以造成沃爾登看到這種“陰霾”的唯一原因就是他從軌道上向下看的視線裏有一個半透明的干擾介質。而唯一一種我們有圖像資料證明的“干擾介質”，就是霍格蘭的“破碎的玻璃狀古月球穹頂”中處於危難海上空的一處。
如果皮卡德上空這種“楔形”穹頂殘跡真的是月球建築 （參見圖4-28），那麼按照邏輯，在其他類似的小型區域，可能會有其他相似的“表面玻璃狀”穹頂（而不是在較大區域[比如整片月海]看到的“腳手架狀”的穹頂）。從結構上來講，這也完全合理：在一個沒有大氣的世界，一個覆蓋整片區域的大型半透明盒裝“腳手架穹頂”，利用像小型“隕石坑”一樣的圓形“密閉穹頂”加固，是個預防潛在災難的絕佳“後援系統”。
就這樣，一個穹頂 套著一個穹頂 套著一個穹頂（圖4-29）。
這樣的結構還能提供額外的多層防護，抵禦太陽發出的有害輻射和災難性流星雨衝擊。
幸運的是，在搜尋能夠充實和證明這一模型的額外可觀測細節的過程中，我們有多年來都對擴大和證明霍格蘭的最初工作十分感興趣的得力助手。史蒂夫特洛伊就是這些人當中的佼佼者。他是一名業餘天文學家和地質學家，專業壁畫藝術家和畫家，擁有南達科他州（South Dakota）的美學學位。
史蒂夫對霍格蘭1996年早期的月球研究很感興趣。結果，在“加入這個團隊”之後，史蒂夫就獨立取得了一個重要的發現，這一發現在極大程度上鞏固了霍格蘭在危難海的早期觀察結果。
特洛伊和霍格蘭一樣，手中有幾份阿波羅任務的官方照片副本，也養成了訂購“被塗黑”或“非常暗”的照片底片的習慣。90年代中期，在流覽一系列阿波羅10號的底片時，他交了好運，發現了非常重要的東西。
研究AS10-30-4421號圖片時，他在右側發現了一片非常亮的區域。在對部分圖片進行一系列處理之後，他很快發現這片奇怪光線的源頭似乎是從一個完整保存的原型月球穹頂上反射出來的（圖4-30）。
這片明亮清晰的穹頂狀結構位於危難海北岸的山地邊緣，在盆地背景邊緣的映襯下表現出半透明的質地。此外，在其右後方似乎還有第二個具有更大的傾斜角半透明的曲線結構。
史蒂夫很快發現，這張照片是阿波羅10號指揮艙/指令艙在其軌道上“從右往左”經過月球可見面和危難海“南岸”時拍攝的一系列照片中的一部分（圖4-32）。
但是，在查看其他照片時，他們發現，這片區域在之前的照片裏已經被遮蓋了，根本沒有反常的光亮。史蒂夫隨即猜測，不管是誰在拍攝指揮艙窗外的景象，他肯定都一直都沿著飛船的軌道向前看，一張接一張的拍照。那麼“某種東西”，很可能是穹頂反射的一道陽光引得宇航員轉身向右，重新拍攝了已經照過的區域。
重現照片結構十分容易，圖中當時的相位角（即陽光、穹頂和飛船之間的幾何關係）是產生這樣一個異常“閃光”的完美角度。
由於史蒂夫當時並沒有電腦，霍格蘭建議他帶著他的底片和照片找作者之一，麥克巴拉進行圖像處理。巴拉首先注意到的是在AS10-30-4421這張圖片地圖上，出現了一對危難海隕石坑，克利沃默德F（Cleomedes F）和克利沃默德Fa，就位於照片“區域”的右邊緣“週邊”。照片中，克利沃默德F較大的隕石坑，從相機的角度來看應該是位於較小的隕石坑（Fa）的前面，不需要花太長時間我們就能把這個情景和史蒂夫圖片中的“半透明穹頂”聯繫在一起。更大、更寬、更淺的穹頂“出現在前面”，而更小、更窄、更深的穹頂在後面。
巴拉很快意識到，NASA官方的“衛星地圖”根本不準確。
最終，這些圖像在經過虛擬色加強處理之後證實：那些穹頂絕對是存在的。對圖像的高解析度掃描顯示，克利沃默德F的穹頂有兩個清晰的邊緣，基本上可以證明它不是山地背景的一部分，而是單獨樹立在危難海平原之外（圖4-31）。
因此，史蒂夫的圖片向我們展示的，是一個對驚人建築細節的完全獨立的確認。這一系列建築細節，正是霍格蘭近一年以前在阿波羅16號對危難海從地平面和空中拍攝的“危難海塔狀物圖片”上發現的建築細節。
保存在肯家裏（用厚厚的三環裝訂筆記本小心存放，每一張都單獨放在一個玻璃紙信封內）的無價收藏中大部分照片結果都是早期任務的圖像 阿波羅12號和阿波羅14號。因為這兩個著陸點比其他任何著陸點的距離都近（後來，還有一些科學家抱怨它們離得“太近了”），所以12號和14號的著陸點在整個阿波羅計畫中是獨一無二的。這兩個阿波羅著陸點在風暴海上僅僅相隔122英里。事後分析時，這種安排本身就很可疑，因為（在沒有地質活動的月球上，容易受到流星轟炸的表面）如此近距離的兩處採集來的岩石樣本的科學價值非常靠不住。
在《石頭月球之旅》（To a Rocky Moon，月球地質學《聖經》之一）一書中，行星地質學家、作者唐廉斯（Don Wilhelms）描述了這種“奇怪的”地點選擇背後的合理依據，並聲稱阿波羅14號選擇的弗拉摩羅（Fra Mauro）地區是一個更加“能夠清晰看到月海地區”的地點，因此可能會與120英里之外的阿波羅12號著陸點帶來關於這些神秘黑暗特徵更好的觀察。
但是，雖然這兩處著陸點之間的近距離從地質學角度可能沒有太大價值，還是讓霍格蘭能夠在借助約翰斯頓的阿波羅照片私藏的條件下，偶然做一次意義非凡的圖像對比，而這一對比會是評估他整個“玻璃穹頂、月球遺跡模型”的關鍵。
1972年之後，NASA倉促地命令約翰斯頓銷毀所有“剩餘的”阿波羅圖片集，這一明顯的政治意圖是為了向公眾和媒體提供篡改後的圖像版本，但是結果卻適得其反：約翰斯頓只是將一系列原始圖像藏在一個隱蔽的“時代文化密藏器”裏。因此，霍格蘭才得以發現阿波羅14號著陸點的兩張未經修改的全景圖片，並且每一套組合圖畫都包含有單獨的哈色勃萊德圖像，沖印在兩張8x10的相片紙上。這兩張8x10相片紙經過掃描，並進行了伽馬和對比度調試，得到了一系列電子圖像。從這些圖片上，霍格蘭驚訝的發現，大量之前無法看見的規則細節突然顯現出來 懸掛在原本一片漆黑、沒有大氣的月球天空中。
這些是他“玻璃狀月球穹頂”的驚人月表證據，就位於另一個“月海”之上，並且細節精緻（彩圖4）。
這些圖形對那些要爭辯說肯隱藏的NASA照片在這30年裏無故“曝光”的人來說，無疑是驚人地“展示”了拍攝這些照片時太陽的位置 在這個360度全景圖片中清晰可見。月球天空中的大部分光線正對太陽發生散射（就在月球登陸艙背後，正中間位置），這恰好符合陽光被著陸點上方的玻璃狀月球建築的模糊殘跡散射的說法。
霍格蘭在約翰斯頓收藏的額外照片中得到的珍貴發現裏，還有一些組成阿波羅14號驚人全景照片的獨立哈色勃萊德圖像，這些圖像的解析度要高得多，足夠識別天空中驚人結構的真實本質。其中一張圖片特別顯眼，這就是後來被人所知的“玻璃下的米切爾”（Mitchell Under Glass，AS14-66-9301）。這張照片是宇航員愛德格米切爾（Edgar Mitchell）在阿波羅14號著陸點北邊擺放攝像機時，由阿波羅14號指揮官阿蘭謝帕德（Alan Shepard）在1號艙外活動（EVA-1）時拍攝，是全景拍照程式中的一部分。
米切爾顯然是完全沒有注意到自己頭頂升起的驚人的多層玻璃狀驚人結構。（彩圖5）
或者是另一個有強散射性的多層玻璃塔向北方升起。
在霍格蘭進一步處理和放大這張驚人的全解析度阿波羅14號圖片時，他發現了鑲嵌在NASA圖片中的這一激動人心的“結構化建築”，以及多個殘存的“細胞樣空間”、立體“橫樑”、傾斜的“縱梁”等等 由於他們全都遵循著一個邏輯結構，很明顯是一處坍塌的巨大工程，曾經盛極一時的玻璃狀大型工程的一部分。
出現在這一部分的放大圖像中的這一複雜立體多層建築的更多細節，包括一個完全出乎意料的發現，都位於在一處陡峭巨大的扶牆底部，說明了明顯有一個完整的塔狀框架結構深深紮根在表面之下。
這個矗立在月球表面上的大型建築，讓人聯想起地球上的工程師沿用了數百年的工程技術，實際上這些技術可以追溯到歐洲最負盛名的建築模式：大教堂和拱扶垛（flying buttresses）。大教堂的扶牆是設計用來將房頂和牆壁因為重力產生的縱向力分散到更寬的“覆蓋區域”上，因為這一巨大的力能讓中世紀使用的相對脆弱的建築材料（琢石）頃刻坍塌。
因此，扶牆抵消了後者產生的力，使人們能夠建起更高的建築。
在這些驚人“月球扶牆”的超大特寫中（圖4-33），北部窄角視野中出現了一處至少有三個平行結構組成的建築，每一個結構的傾角都有大約45°，使其延伸到視線之外。
這些獨特的建築和工程模式，即使只出現在月球照片上，但也都確鑿地證實了霍格蘭在這張“藏起來的”NASA照片上看到的小規模建築細節，絕不僅僅是攝像引起的瑕疵，而其實是古代月球工程的確鑿證據 其規模幾乎難以想像。
然而，為什麼這些攝影上的“瑕疵”會產生如此一致的視角，而同時又充滿了內部一致的結構和邏輯上的建築細節呢？為什麼這些“照片瑕疵”只出現在月球沒有大氣的天空中呢？
實際上，它們沒有。
霍格蘭攜帶著肯的乾淨相片回到了東海岸，並在自己的初次掃描中取得了許多驚人的發現。之後，他決定開始在NASA位於NSSDC的公眾資料庫中再次展開緊張的搜尋，希望找到由NASA掌握卻未經修改的類似的阿波羅圖像。作為一個科學家兼CBS前任顧問，他意識到，只有找到公眾認可的能夠證明肯的“私藏”中細節的證據，其他科學家、公眾還有最重要的媒體才會嚴肅對待這整個說法，即NASA發現並故意掩蓋了一個不可思議的古老地外文明的遺跡，並且這個古老文明在月球上留下了幾英里高的非常規則的廢墟。
而如今，在看過肯小心翼翼保存的圖片之後，他又有了新的主意，終於知道該從何處入手了。
在阿波羅任務的鼎盛時期，每隔幾個月都會有一次新的登月計畫，這候NASA的公眾事務辦公室簡直“忙得不可開交”。他們的職責就是通過媒體將正在進行的阿波羅計畫取得的成功告知美國人民和國會（當時還沒有互聯網）。而在那個只能使用白紙黑字（主要是新聞和四色“相紙”雜誌，例如《生活》[Life]和《國家地理》[National Geographic]）和電視的時代，他們的首選工具依然是每次任務成功結束之後的照片和一系列短片。如今可以在宇航局自己的頻道收看NASA的這些史料錄影，只要你有衛星接收器或者訂購了這個頻道，就可以自主收看這些迴圈播放的節目。但是請注意，這些錄影通常只在淩晨三四點鐘播放。
霍格蘭猛然間意識到這些NASA急於讓全世界“都得到消息”而趕工製作的“經典的”16毫米宇航短片能夠提供一些找到未經加工的原始月球資料的可能性。也就是說，凱旋歸來之後，他們就急迫地想得到其中的照片和其他材料，而趕工處理的圖片很可能還沒被完全“淨化”，就急忙從私人承包商那裏沖印出來，趕在下次阿波羅任務之前向全世界公佈。
此外，由於探測者3號已於兩年前（1967年4月）成功實行軟著陸，而當時第二次登陸計畫的著陸點被樂觀地確定在探測者3號著陸地點的步行距離之內，因此如果能夠成功將阿波羅12號降落在探測者號附近的話，NASA就有了即時“精確制導”的極簡辦法。於是，他們用彼得康拉德和阿蘭比恩的“精確”月球登陸為這一官方任務底片命名。
不過，如果要弄清楚霍格蘭如何從NSSDC獲得這些NASA短片，又是如何說服遠在洛杉磯的約翰斯蒂文斯（John Stevens，攝影工程師，霍格蘭的同事兼朋友）願意啟用一台巨大的、獨一無二的“電視電影聲畫剪輯”機（moviola/telecine，斯蒂文斯發明的機器，好萊塢用來編輯長片的標準放映儀器，不會產生劃痕），可能還要寫一本書才行。
簡單地說，在霍格蘭的請求下，斯蒂文斯在洛杉磯租了一輛拖吊車，裝載著他的“浮層底片放映機（floating bed film viewer/projector）”，親自開車將裝備從一萬英里外的洛杉磯送到了華盛頓特區外的戈達德航太中心，又獨自返回。而他這樣大費周折唯一的目的就是將阿波羅任務的底片送給霍格蘭，方便其在研究中放映。
在展開研究之後，他們當即就有了重大發現。
很快，他們在戈達德的停車場裏將約翰的“神奇機器”搭建起來，並通過機器的處理將NSSDC的16毫米科學精確定位圖片轉化成為短片。然後，霍格蘭又在電腦上抓取了幾張短片的精選截屏。當時，他的注意力還集中在NASA“簽約供應商”使用奧克斯柏麗動畫工作站（Oxberry Animation Stand）處理過的動畫上，這個工作站也是好萊塢儀器，用於將靜止的照片合成動畫，而此時，它的素材就是阿波羅12號宇航員彼得康拉德和阿蘭比恩在月球上拍攝的哈色勃萊德相片。
霍格蘭的推理非常簡單：通過對肯手上珍貴的阿波羅14號彩照進行掃描，他發現電腦能夠“看到”人類肉眼不能看到的細節，比如像月球天空這種漆黑區域裏的規則細節。運用現代“CCD”拍攝技術的敏感度，加上頂尖商用軟體（比如Photoshop）的驚人處理能力，人們就能看到30年前埋沒在這些黑色膠粒狀圖層中不為人知細節，而NASA的審查員在30多年前肯定沒預料現在的科技“全民化”。
對這個發現進行過深入研究之後，霍格蘭分析說，如果月球著陸精確定位的供應商已經匆忙將原始的8x10哈色布萊德月球照片沖印出來，並將它們置於專業的奧克斯柏麗動畫工作站（用於平移縮放最後版本的膠片，這樣能夠增強“臨場感”）的強光之下，那麼就算已經經過了數次拷貝，但是電腦依然能夠檢測出這些16mm的發行拷貝上的，阿波羅12號著陸點漆黑上空中的重要細節。
整個邏輯鏈得到的結果（圖4-34）完全超出了霍格蘭的樂觀期許，雖然近期他曾經因為肯約翰斯頓的珍貴圖像欣喜若狂，但這一次完全不亞於當時的激動。
果然，經過處理的16mm圖像（約翰史蒂文斯用自己的機器從NASA官方的科學精確定位圖像上截取）顯示出更多的“玻璃狀反光廢墟”，就懸掛在阿波羅12號著陸點的上空。而同一處巨大的傾斜扶牆就在遠方斜斜地向下延伸到視線之外。一些物體像明亮的星星一樣，在陡峭的臺階樣的月球廢墟之中閃爍；這些不可能是星星，也不可能是它們的運行軌跡（哈瑟布萊德相機的曝光時間太短了，即使在沒有大氣的月球表面，也沒有辦法捕捉到星星的運行軌跡）。它們更可能是霍格蘭之前提到的“月球玻璃母體的碎片”反射出的陽光，依附在曾經懸掛在數英里高的上空中那恢宏龐大的“月球穹頂”殘留下的碎片上。
左側的登月艙無畏號還能夠看到，只是有些部分被附近的月球風景弄得模糊了，但卻可以毫無疑問的說，這絕對是那些傾斜扶牆，只是在阿波羅12號著陸點這裏看上去規模要大得多。這給了霍格蘭一個獨立但又十分重要的證據來支持自己“月球古穹頂”的整個概念。
阿波羅14號和12號兩次任務都拍攝到了同樣的透明結構，而且基本上都在同一個位置（因為兩次著陸僅相距122英里），考慮到這些情況，霍格蘭從未像當時那樣確信自己的月球穹頂理論上正確的。
實際上，霍格蘭當時已經可以肯定，這些傾斜的扶牆就是一個獨立的巨大工程結構的底層部分（顯然，這個工程曾經覆蓋了風暴海的大部分區域）；而且，在把“穹頂”和相對較近的著陸點的表面進行對比之後，他還發現了令人震驚的工程共同性。
但是錦上添花之處此時還沒出現。
偶然的一次機會，霍格蘭獲悉在1994年夏季，也就是他在戈達德和NSSDC進行底片實驗的一年期，《發現》（Discover）雜誌曾經對11位原阿波羅宇航員進行了一系列採訪，其中就有當時在阿波羅12號上擔任登月艙飛行員的阿蘭比恩，。
採訪過程中，記者問了比恩一個非常簡單的問題，這個問題根本不會牽扯到任何不平常的答案，尤其是NASA官方已經給所有的照片都做了“消毒處理”之後。
 
《發現》：月球上的天空什麼樣？
比恩：月球上的天空看上去像是發光的黑色。不是地球上夜晚的黑色。在月球上看宇宙，真的有點像是發著光，讓我想起黑色漆皮鞋。抬頭看天空的時候，我不停的問自己：“為什麼月球的天空會發光呢？”
 
霍格蘭整個穹頂假說的核心預測是，我們（包括宇航員們）在天空中看到的就是玻璃。數量巨大的玻璃 這就是阿蘭比恩月球之旅歸來後，潛意識還念念不忘的情景，別忘了許久之前，他身處的環境是任何一個藝術家都不可能看見的不尋常的環境。這樣，即使在幾十年後，月球上玻璃反射出的柔軟光線，在本該是真空的月球上空閃爍，還一直讓比恩不停思索：
“為什麼天空看上去像是在發光？”
現在我們知道答案了。
霍格蘭之所以能夠對自己的“破碎穹頂”假說如此肯定，不僅僅是因為他在月球圖片中的驚人發現，而且還因為阿蘭比恩至今仍記得非常清楚的詭異“黑光宇宙”。經過照片核實，這個現象現在可以肯定是由受到流星沖刷的破碎玻璃反射折射太陽光引起的。
但是，為了等到這個最終的官方證據來證明自己的“月球穹頂假說”，霍格蘭很可能不得不多等十幾年。
恰好就在去年（2006年），互聯網上突然湧現出成千上萬張未經修改的阿波羅月球圖片，它們如潮水一般席捲了整個互聯網，甚至出現在NASA的官方網站上。就這樣，肯約翰斯頓三十多年前從NASA的LRL小心收藏的圖片，那些包含著霍格蘭首次確認“拱形、透明、形狀規則的月球建築”的驚人證據的照片，現如今只要有一台電腦和一根網線就能輕鬆看到，人們終於可以親眼看到霍格蘭長久以來所說的所有事實。
這些官方網站當中包括“阿波羅月表日誌”，這是一個阿波羅任務的歷史記錄網站，洛斯阿拉莫斯國家實驗室（Los Alamos National Laboratory）前任宇航員艾瑞克鐘斯（Eric Jones）受NASA總部任命管理該網站。此外，還有“阿波羅計畫檔案”網站，該網站是“月表日誌”網主要圖片供應商，是基普提格（Kipp Teague）的合作網站。
在這兩家網站上，都特別注明了這樣一句話：網站展示的阿波羅月球圖像都是“詹森空間中心（Johnson Space Center）直接從哈色勃萊德原始膠捲上數位掃描下來的。”
很明顯，NASA內“有人”很可能是追隨了肯約翰斯頓勇猛愛國的態度，最終決定將阿波羅真正的發現公諸於世。當然，霍格蘭仍在繼續尋找“古代穹頂假說”的科學證據。這數千張最新發佈的高解析度圖像，為他提供了驚人的證據，而著其中很可能就包含有他在十幾年前就預測到的“月球玻璃”的身影。
除了反射之外，玻璃的另一個特點就是折射 光線穿過玻璃時，會因速度變慢而發生彎曲。但是，光線在進入透明介質和離開透明介質的時候減慢的速度並不一樣，而是根據波長和角度的不同，產生不同的折射角。這是折光體的基本性質：高頻率光線（波長短、藍紫光）經折射後速度減慢的幅度大（也就是說偏轉的角度更大），而低頻率光線（波長較長、橘紅光）的幅度則稍小些。
這種性質最終反映在“彩虹”中，光線穿過透明介質之後（比如玻璃、水霧、冰、石英等等這些能夠產生不同折射率的折射介質），就會出現我們所謂的彩虹。
根據這些光學基本規律，幾年前，霍格蘭對自己的“月球穹頂”又做了一個預測：霍格蘭預言，在月球荒涼的表面，有“上億個五彩斑斕的彩虹”，這些彩虹是月球上空的穹頂裏分散的數億片玻璃碎片折射太陽光發出的（彩圖8）。
我們在NASA新圖片AS17-134-20426上發現了這個不可能存在於月球真空的上空的“色彩擴散”（Color Dispersion）現象。這張圖片上，阿波羅17號宇航員兼地質學家傑克施密特（Jack Schmidt）手持一台採集器進行一次艙外活動，在他身後，是一處相對較大（或者比較近）的玻璃片，懸掛在遠處的一座小山上，反射出來的太陽光角度剛好被這張照片捕捉到。這張哈色勃萊德圖像的拍攝者是阿波羅17號指揮官，基恩賽爾南，他當時所在的位置是阿波羅17號的登月點，托羅斯-利特洛峽谷，面向西方。
眼光敏銳的讀者會注意到這張圖片上一個更大的“詭異現象” 施密特身後的整個風景看上去就像是在空中分成了好幾層，從淡紅色的光帶向上逐漸變為深藍色。AS17-134-20426號圖片的整幅圖片顯示出這一神奇（同時也不可能出現）的光學現象。如果考慮到“破碎玻璃穹頂假說”的話，這一現象的物理解釋就非常簡單了。
賽爾南的這張彩照，正好捕捉到了“月球日出折射後”的背向散射，在他拍照的時候，太陽光穿過“成千上百、綿延幾英里的玻璃碎片”，在寧靜海上空徑直從基恩背後照射而來。
彩圖10是我們在地球上能夠看到的相同現象，與AS17-134-20426圖片進行對比的照片是三藩市的日落情景，“折射產生的彩虹”掛在西邊的天空上，將落的太陽就在彩虹下面，此時攝影者正面向東面，光線經過反射後進入朝東的鏡頭。光線經過地球大氣層的散射，形成了“日落時的大氣棱鏡折射”。
發生在月亮上的情景似乎與此完全一致，只是散射太陽光並引起色彩折射的物質可不是什麼“月球大氣層”，而是一個高密度的柵欄狀“鋼筋”母體。母體上還依附著大量的玻璃碎片，在相對較低的角度上（比如月球日出和月球日落的時候）就能夠折射陽光，作用和地球上的大氣層十分相似。
設想一下，如果1967年勘測者6號在日落後拍攝的那些“中長灣上空玻璃狀穹頂”的照片，也捕捉到了向前折射的太陽光呢？而且如果那些照片是彩色照片呢？（誰說它們不是彩色照片的？我們只是從來沒看到過彩色版本而已。）
在這個高折射率的玻璃狀超級結構模型中，還有另外一個預測，那就是月球表面不只是一個“死氣沉沉、單調無聊的灰色世界”。如果使用彩色底片進行拍攝，月球很可能給我們呈現出別樣的風采。當兩個（或者更多個）棱鏡折射出的“彩虹”交織在一起的時候，會混合出更加複雜、更加奇特的色調，比如淡粉色和深藍紫色。
月球上“高聳的玻璃扶牆”和延綿數百英里的多層“鋼筋”上鑲嵌著不計其數的透明高折射率玻璃，太陽光在這裏穿過一系列“巨型折光鏡”的折射之後混合在一起，投射在下面的月表之上，在一些區域形成了迷幻一般的景色。
實際上，月球穹頂假說中的這一“五彩斑斕”的預測從另外一張NASA官方圖片中得到了確認。這張圖片的編號是AS17-137-20990，在互聯網上最新公佈，圖片中包含了一張標準的“色卡”，用來校準顏色（彩圖9），這張圖片絕不是臭名昭著的“NASA專用灰色”，而是一系列明亮的色調，甚至包括遠處“粉色的”山峰，和近處亮藍色的石頭。
在我們看來，這種情況（以及月球上同樣奇怪的“幻彩”現象）毫無疑問是太陽光經過巨大網狀玻璃反射之後形成的“重疊棱鏡光束”，這裏的網狀玻璃位於托羅斯-利特洛著陸點上空數英里處，和實驗室中重疊的多層棱鏡非常相似（彩圖13），只是位於月球表面而已。
所有這一切，都只有一個人類得以親身經歷，親眼看見，而他希望借助自己的作品，把他的所見和經歷告訴我們。這個人就是阿蘭比恩。
從月球返回之後，比恩就從太空計畫退休，並花了大量時間發掘自己作為藝術家的天賦。他根據兩次真實的時間畫了幾幅月球圖畫，還畫了幾幅他和同伴們在月球上沒法實現的“幻想”。
作為發掘藝術細胞的一部分，他還用數年時間學習色彩處理。這些技術和形式在他的“阿蘭比恩畫廊”（Alan Bean Gallery）網站上得以展現。
一如既往，如果他從任務的角度而非他個人的角度作畫的話，天空就會呈現出它“本色”的純黑色，而如果他根據自己的記憶作畫的話，天空就會突然變成了古怪的藍色。除此之外，比恩所畫的月球表面並非單調統一的灰色調，而是使用了大量輕淡色調。
有趣的是，從我們的角度看來，這正是我們期望的月球表面，如果陽光經過了殘留碎片的反射和折射，月球表面理所當然應該呈現出這樣的景象。實際上，通過對阿波羅14號拍攝的關鍵月表圖片的分析，顯示出比恩描繪的月球表面並非是“他所幻想的”，而是他記憶當中自覺或不自覺留下的影像（彩圖11）。
在比恩夢幻般的畫作中，有一張格外引人注目。這張圖畫的名字叫做“風暴海上的搖滾”（Rock n Roll on the Ocean of Storms），圖畫描述了他和任務指揮官康拉德在月球表面上的惡作劇。圖片中描繪了明亮的折射光色彩，這就是比恩對月表景象描繪的標誌，圖片中宇航員頭頂的天空不僅符合霍格蘭所說的“破碎月球穹頂”，也符合“傾斜扶牆”的特徵。
通過對比可以發現，比恩顯然是通過回憶1969年他在月球上的所見所得來繪製這幅畫的。這與現實情況非常符合（彩圖12）。
我們現在想到唯一疑問就是，這會不會是比恩故意但“間接”地洩露實情呢？在布魯金斯的監督下，這是一種合法回應的方式，或者說這是他在無意之間記住了一些需要他故意忘掉的事情。
到目前為止，這是過去30年裏在官方對阿波羅的故事避而不談之外，最獨特的線索，哪怕這些故事並不精細。
雖然掩飾依然進行，但是在過去幾十年NASA故意虛假描述月球的時間裏，比恩的彩色月球變成了一個強有力的理論聲音。而隨著新發現的誕生，關於月球的爭論也只會變得更加激烈。
有趣的是，比恩對月球的“彩色印象”得到了印證。
在檢測最新發佈在阿波羅月表日誌網站的圖片時，肯約翰斯頓發現了另外一張能夠證實月球的“棱鏡折射色彩”現象的圖片。這張照片是從阿波羅17號的登月艙著陸之前，俯瞰托羅斯-利特洛峽谷時拍攝的。圖片中包括了神秘的“南中央脊”。這張最新發佈的圖片（編號AS17147-22465）是直接從休斯頓資料庫中拷貝的原版哈色勃萊德照片。
網上的這張照片是著陸前一系列照片的其中一張，畫面非常清晰，檔也非常巨大（大約16MB），但是卻沒有霍格蘭“棱鏡”理論中提到的任何色彩。如今，阿波羅17號宇航員賽爾南拍攝的月表彩色照片證實了這一理論，照片中傑克施密特就站在陽光的反射之下。
肯定有什麼地方出錯了。
只有我們發現指揮指令艙“美國號”的時候，我們才意識到，這張圖片可以用作“顏色校準器”（color calibrator），它很像我們之前看到的橘色土壤照片中的日晷儀。借助這一彩色圖像，霍格蘭終於能夠修正整幅哈色勃萊德照片中的色彩平衡，而1972年11月的那個早上在托羅斯-利特洛的真實色彩也終於能夠得以重現了。
而他得到的結果非常驚人（彩圖14）。
正如我們之前看到的月球表面一樣，我們再一次見證了月球上真正的“粉色、紫色和藍色的山峰”，這又一次證明了霍格蘭的古月球穹頂的棱鏡光折射理論。
除此之外，我們還瞭解到NASA“依然在玩弄自己的老把戲”。
不管他們在阿波羅月表日誌網站上如何大放厥詞，新發佈的照片也不可能是“原版”，按照標準化的真實月球色彩來看，這些圖片在發佈之前都做了“去飽和化”（desaturated）處理。
這一政治現實的另外一個證據來自一個意想不到的消息來源。
在仔細查看業餘天文網站的時候，霍格蘭發現同樣的棱鏡色彩現象還出現在從地球拍攝的月球照片中，這些照片解析度都很高，都使用了多色的CCD拍攝。如果把這些照片與太空中觀察到的地球日落（或日出）照片進行對比，得到的結果就會顯示出兩個星球都有同樣的色彩折射現象，這簡直令人難以置信。
可是只有地球才有大氣層啊！
我們知道月球並沒有大氣層，那麼唯一科學的解釋就是在月球上有“某種東西”具有光學性質，這種物質分佈在月表上空，和地球上的大氣層一樣，具有相同的棱鏡折射作用，能夠將光束散射。（彩圖15）
而且，唯一具有邏輯性的可能就是“月球表面存在大片古老的破碎玻璃”，覆蓋了大部分可見的月球表面，延伸到空中達數英里之高。
 
月球上看地出
 
霍格蘭在NSSDC一行中取得的16mm阿波羅“連續照相機”（sequence camera）膠片後來也成了非常寶貴的珍寶。這些膠片是從阿波羅飛船的視窗向外拍攝的，通過電子修復之後，膠片上出現了支持他早先評價月球言論的證據。
對這一首次亮相的“原始”膠片進行了數個小時的審查之後，約翰斯蒂文斯（John Stevens）完成了調查過程中全部的細緻程式。其中有一卷膠片是阿波羅10號從月球遠端（Farside of the Moon）飛回經過史密斯海上空時拍攝的，這特殊的一卷引起了霍格蘭的興趣。在這卷膠片上，機組人員拍攝了地球從月球地平線上升起的影像。
霍格蘭一遍又一遍地仔細查看這一卷膠片，卻越發覺得一頭霧水，因為膠片裏從月球邊緣升起的地球看上去有點奇怪。
霍格蘭將膠片定格時（圖4-35），畫面上的地球奇怪的產生了變形，不僅變平了，還在一邊“長”出了棱角，整個地球就好像在上升的過程中承受了某種詭異的“壓縮力”一樣。
霍格蘭當即認為這個最新發現的“月球怪像”可能是迄今為止意義最為重大的一個。
從地球上看月亮升起和落下地平線的時候，經常能看到月亮變形（圖4-36）。這是因為地球大氣層不同的密度以不同的角度折射了遠處位於地平線的物體（比如月亮）發出的光線。隨著月亮或者太陽慢慢越升越高，變形的程度也會減弱，最終，這些物體得以恢復他們原本的形狀。
但是要在史密斯海上捕捉到類似的“地出”影響，就要面對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也就是月球並沒有大氣層，也就不能折射光線。因此，地球升上月球地平線的時候，並沒有物質能夠讓地球看上去變形，缺少了這種“折射介質”，又有什麼可以讓地球的影像產生這麼嚴重的變形呢（圖4-37）？
為了防止有人認為“這肯定是飛船上的窗戶引起的”，我告訴大家，指揮艙和登月艙視窗的玻璃使用的是非常昂貴的光學平面玻璃，專門為NASA設計，就是為了讓宇航員觀察窗外景象時不會產生變形。
霍格蘭看到膠片的最後一段時，發現在遠處有一個“東西”，很有意思。這個“東西”就在“視窗外的月球上”（圖4-38）。
這裏給出一些重要的背景介紹：
老式的16mm“槍式照相機”（gun camera）在電源關閉以後，膠片的運動會在幾秒鐘的時間內減慢，然後才停止。所以，膠片速度減慢的時候，最後幾張圖片會一張比一張曝光過度（因為快門的速度與膠片運動的速度相關），這樣，通過最後幾張圖片的長曝光時間，最後幾張照片就會產生與霍格蘭曾經在電腦上使用的“亮度強化處理”後一樣的效果。
因此，在“地出影像”的最後幾張畫面裏，可以看到更加模糊的“折射媒介”（圖4-39）。通過對畫面逐張進行分析，最後判斷這些媒介就是史密斯海上空的“大範圍受損的玻璃狀月球穹頂”。
這一結構明顯分成很多層次，上表層收到了嚴重的流星侵蝕，和霍格蘭構想的模型很接近，明顯從遠古時期就已經矗立在中央灣上空了。
地球通過這一物體顯示出的非線性變形，使霍格蘭覺得這是“折射媒介”本身的一種建築構成。不過，在最後下結論之前，還需要找到確鑿的工程學證據，來證明這一建築的本質是穹頂基質或光學物質。
霍格蘭的直覺告訴他，他知道處理如此大工程的“絕佳人選”。他找到了畢業於紐約普拉特學院（Pratt Institute），並曾獲得過相關獎項的建築學學生，羅伯特菲爾泰克（Robert Fierteck）。羅伯特與霍格蘭公事數年，一直在研究塞東尼亞“城市”的最初結構，但是最近也應邀投身到“月球建築”的研究中來。霍格蘭赴戈達德之行也有他的陪同。
鑒於他在塞東尼亞研究中的頂尖表現，霍格蘭覺得菲爾泰克絕對能勝任此項任務，能夠構建出“史密斯海穹頂”的建築模型。
借助普拉特學院的結構學CAD軟體，加上“光學射線追蹤”（optical ray tracing）技術，菲爾泰克很快就在電腦上構建出一個大概的“工程學穹頂結構”。並在此基礎上，開始分析在中央灣上空看到的眾多“穹頂碎片”，尤其是“4822”圖片中看到的複雜景象（圖4-40）。
由於沒有精確的立體圖像，阿波羅10號圖像上各個建築之間的距離只能通過預計而得出大概範圍（圖4-44）。
為了減少可能出現的誤差，羅伯特嘗試在中央灣的分析中加入阿波羅14號拍攝的“玻璃下的米切爾”圖片上米切爾頭頂清晰可見的穹頂構造。在那張圖片裏，有非常重要的資料，包括垂直和水準“穹頂碎片”的規模大小（圖4-41），按照邏輯推論，要想構建一個月球穹頂只有一種方法，就是覆蓋整個月海。
現在，菲爾泰克已經準備好將這些資料登錄到他另外一個穹頂模型當中，這個模型便是覆蓋中央灣的的穹頂（圖4-42），以借此檢驗這兩套獨立的資料是否互相匹配。
結果發現他們確實互相匹配。
不過考慮到這些資料只是“估計資料”，這些參數又被輸入到CAD程式當中，並借此製造一個曾經龐大的格狀穹頂殘留的的一塊碎片。
下一步就是要將“光線追蹤”的資料加入到這個立體模型當中。
這是整個處理步驟當中的倒數第二步。
現在，菲爾泰克在模擬的玻璃後面設置了一個“虛擬地球”，並輸入了有折射效果的流星侵蝕參數，等待著，看產生的效果和阿波羅10號成員看到的地球變形效果是否相似。
結果非常驚人（圖4-43）。
隨著這一證據的不斷完善，霍格蘭又要面對新的壓力了 他要向公眾發佈最新的報告。
由於害怕NASA會公開承認月球上的這些科學無法解釋的建築，或者繼續拖延下去，霍格蘭決定將於1996年3月份，在華盛頓特區召開的全國新聞俱樂部上召開新聞發佈會。
但是，更奇怪的事情即將到來。
 
同行審閱和新聞發佈會
 
開始準備三月份的新聞發佈會時，霍格蘭覺得他急切需要“獨立分析”，以便在發佈會上展示。《麥克丹尼爾報告》在早期火星調查中就是一份非常出色的“同行審閱”，現在霍格蘭需要的是一份差不多的報告，來論證月球資料。
在俄亥俄州的時候，給予霍格蘭幫助的是布魯斯康耐特（Bruce Cornet），這位地質學家曾經審閱過霍格蘭早期的月球發現。但是在中間的幾個月裏，康耐特由於身陷個人事務，所以無法參與新聞發佈會。霍格蘭也就無法與之商討從肯約翰斯頓收藏中的得到新發現。
另一位地質學家，羅恩尼克斯（Ron Nicks）曾經自願參加調查，並且非常願意分享他的見解，但是霍格蘭仍然希望有另外的聲音出現，甚至是作為“空間計畫內部的聲音”出現在發佈會上。
他想到了NASA的一員老將 馬爾文恰尼克（Marvin Czarnik），自從俄亥俄州的新聞發佈會之後，他就一直默默地關注霍格蘭關於月球的發現。恰尼克為麥克唐奈道格拉斯（McDonnell Douglas）工作了35年，期間連續參與制定NASA載人飛船計畫的工作。
看過霍格蘭在俄亥俄州的演講錄影之後，恰尼克決定由自己來確認當中的某些月球發現。他成立了“月球人造物研究小組”（Lunar Artifacts Research Group，即L.A.RGE），成員包括其他5位道格拉斯的工程師，並且多次造訪位於休斯頓的NASA檔案館，查看了月球軌道器和阿波羅號拍攝的照片。
L.A.RGE證實了霍格蘭在俄亥俄州提到的大部分發現，包括沙德和高塔的存在以及其光學特性。但是由於月球城堡只出現在阿波羅10號的一張圖片上，所以他們也無法證實城堡的存在。
最後三位發言人分別是肯約翰斯頓，建築學家羅伯特菲爾泰克和艾利克斯庫克。庫克是華盛頓貝靈漢（Bellingham）的學生之一，霍格蘭親自飛到華盛頓邀請他參加發佈會。庫克是獲得不同版本的4922圖像的第一人，霍格蘭認為他應該親自向全國媒體講述自己離奇的故事。
1996年3月21日，新聞發佈會召開。包括CNN、C-Span和NBC在內的60多家國內外媒體到場參加。還有一些報刊媒體也參加了發佈會，比如《華盛頓郵報》的記者。
發佈會開始，霍格蘭首先詳細敍述了他在俄亥俄州向大家展示的火星資料和早期的月球圖像，然後邀請恰尼克進行陳述，恰尼克解釋說他已經證實了霍格蘭在俄亥俄州就中央灣所作的很多觀察，其中包括兩次不同任務中對“高塔”的兩種記錄。
隨後，肯約翰頓也上臺發言，他描述了自己在月球收集實驗室的經歷。他就桑頓佩奇（Thornton Paige）事件發表了意見，還談到他獲得阿波羅號手持相機拍攝的照片的經過。
約翰斯坦之後，羅恩尼克斯也上臺講話，他說他不能對霍格蘭NSSDC圖片上的物體給出合理的地質學解釋。
隨後，亞曆克斯庫克敍述了自己對4822號真實圖片的研究，他說他反復訂閱這張照片，得到的卻一直是不同的版本，而且使用的都是同一個ID編號。最後他說，總共有10張不同的版本，而且它們就像是關閉電源減速拍攝的一系列照片，只是時間可能間隔幾秒鐘，但是都使用了4822這個編號。
接著，月球建築專家布萊恩摩爾（Brian Moore）博士提供了更多的證據。他在甘迺迪空間中心工作了兩年時間。在發佈會上，他說他也對霍格蘭處理的圖片做了加強處理，得到了同樣的結果。他還討論了這樣一個月球穹頂的可行性，並且證明在中央灣確實存在這樣一個穹頂。
不過，這些專家的發言並沒有得到“公正”的報導。
媒體的一些報導極少提及我們展示的資料。其中有一篇尤其刻薄，是《華盛頓郵報》科技版塊記者理查利比（Richard Leiby）所寫的報導，報導裏極度貶低了約翰斯頓在NASA 的資歷，說他不過是一個承包商，而且報導中對NASA專家恰尼克的支持言論隻字未提。菲爾泰克和尼克斯則直接被描寫成“霍格蘭作品的愛好者”。
利比把霍格蘭形容成一個“怪人”，並對自己的讀者說霍格蘭在講話時並沒有任何專家支持他的論證。
隨後，利比到NASA找到保爾洛曼（Paul Lowman），向他諮詢專家意見。洛曼著有《火星紀念碑的技術回顧》（Technical Review of the Monuments of Mars）一書，並且在上世紀80年代時，NASA又再次出版了這本書 麥克丹尼爾在報告中稱這是一本毫無科學性的讀物。利比稱洛曼是“軌道攝影領域的專家”，但其實他根本就不是攝影專家，而是一名地質學家，根本沒有處理圖片的工作經驗。洛曼很快就發表了自己的意見，說圖片中的物體不過是“照片瑕疵”而已。
也就是說，為了支撐自己對霍格蘭的偏見，利比特意選擇了一位與霍格蘭持有異議，並且一直試圖扭曲霍格蘭的發現的專家。利比隨即把這些話當成聖言，卻完全忽視了真正的專家的意見。
其他媒體報導還算公允，有幾家廣播和電視臺播放了發佈會現場的錄影和錄音。CNN和C-Span則只播放了活動錄影。
如果美國的媒體表現的不算熱情，那國際媒體則表現的熱情的多。在新聞發佈會結束之後，就有墨西哥、法國、巴西以及其他幾家媒體要採訪霍格蘭。他還同肯約翰斯頓一起做客當晚的《覆蓋全美》節目。幾名宇航員馬上出面否認月球上有霍格蘭聲稱的物體和結構，也不承認NASA之前有掩蓋真相的行為。當C-Span的記者對巴茲提問的時候，巴茲回答說月球上確實有人造物，不過就是登月艙和宇航員留在那裏的東西，想要找到霍格蘭聲稱的結構的做法簡直就是在浪費時間。
巴茲的回答方式很有趣。他從來都不直接說月球上沒有玻璃狀的廢墟，只是說再去調查只是浪費時間。他的回答可以被這樣理解，就是NASA確實發現了這樣的遺跡，只是找不到這些遺跡的實際用途。
在這裏講一點題外話：巴茲和恰尼克自60年代一來就一直是朋友，他們在NASA曾一起工作，研究對接任務。90年代末，巴茲曾經和他們兩個人的朋友一起打過高爾夫，在打到第四洞時，這位朋友出於好奇心，向巴茲問了關於UFO、月球遺跡的問題，巴茲卻收拾球杆，退出了遊戲。從那之後，巴茲和恰尼克就再也沒有過任何交流。
新聞發佈會結束之後，在NASA時就認識霍格蘭的宇航員米切爾同意參加《覆蓋全美》節目，與霍格蘭就月球人造結構進行辯論。這場辯論不只是兩個人之間的討論，因為米切爾對這一話題並沒有意料中那麼熟悉。
節目結束時，霍格蘭答應米切爾會給他一些材料讓他閱讀，而米切爾答應下一次參加節目時與他討論新材料。後來，霍格蘭真的給米切爾寄了一些照片和資料，但是米切爾從來沒有回應，而且說好的下一次節目也沒有了下文。
 
真的，我們真去了月球
 
結束月球這一篇章之前，作者認為有必要就一個過去幾年流傳甚廣的傳說做一個回應。前言中我們有提到，這個傳說可以追溯到阿波羅11號。大家傳言說登陸月球並不存在，純屬虛假，我們不得不說這個傳說非常幼稚而且荒謬。
就算NASA最後被迫承認在之前的任務中發生過失誤，沒有發現火星人面像的真實性質，也沒能確認月球上真的有古老的結構存在，那也只是會使現在的“陰謀論者”沒有任何立足之地。而如果有足夠多的人相信NASA並沒有任何陰謀計畫，那麼要讓大家相信NASA只是因為失誤而遺漏了火星照片上的東西就相對容易得多了。
開誠佈公的說吧：
我們雖然是“陰謀論者”，但是我們團結一致，毫無畏懼，雖然有違我們的意願，但是我們還是相信在NASA長達40年的歷史中，他們的大部分發現中都有精心計畫的陰謀和掩蓋。
但是如果說他們有什麼事情是真實的話，就是登陸月球這件事，他們肯定沒有作假。
其實，那些“登陸月球是假”的說法非常荒謬，很容易就被拆穿，因為他們根本沒有任何科學分析作為依據，這種說法只會給那些合理的理論帶來不好的名聲。這場鬧劇中的錯誤和漏洞以及對事實一廂情願的無視，在本書中無法一一道來。讀者如果感興趣，可以登陸巴拉的“月球志異”（Lunar Anomalies）網站，其中有一篇名為《阿波羅，誰為你哭泣》（Who Mourns for Apollo）系列作品對這種謬論進行了分解剖析，閱讀這部作品，便可以瞭解更多細節。
在此重申我們的立場：我們相信，整個“登月造假的傳言”其實是經過專門策劃的，而幕後黑手就是NASA。當下，國民漸漸懷疑“政府”向他們隱瞞了太多的事實真相，而這個傳言，正好迎合他們的口味，為NASA撐起了一張完美的幕布。
根據霍格蘭多年前的親眼所見，NASA從一開始就小心計畫，向民眾拋出了一個“陰謀”，但是這個“陰謀”是假的，目的就是掩蓋真實的陰謀。
2006年，NASA正式委託詹姆斯奧伯格編寫一本NASA的官方圖書，講述“為什麼說登月造假的人都 瘋了 ”。緊接著，NASA另一個部門又突然取消了奧伯格的合同，突然決定不再出版這本書。要知道，這本書本來可以向公眾詳細說明宇航局登月的目的和過程。
NASA這麼做是出於什麼原因呢？原因就是“有人”希望，也需要公眾不斷的懷疑“他們是不是真的做到了”，這樣永無止境的煙霧彈可以將NASA的真正發現很好的掩蓋起來。
 
黃金羊毛
 
我們向大家展示本章圖片的時候，也不禁問自己兩個問題：“為什麼那些宇航員沒看到這些遺跡，然後跟我們談論它們呢？”“為什麼要在月球這個長期受流星侵蝕的地方用玻璃建造穹頂呢？”
第二個問題其實是最容易回答的問題：在殘酷冰冷的真空環境下，所有物質的特性與它們在地球上表現出來的特性都不一樣。地球上存量最多的物質就是水，液態、氣態或者固態。但是太空中卻極度缺乏水，甚至可以說在浩瀚的宇宙，至少在太陽系中，水都是最難找到的物質。
結果，正是因為這個原因，在太空中，玻璃就成了不可多得的理想建築材料。眾所周知，玻璃在地球上幾乎沒有張力，也就是說它不能被輕易拉伸，也無法承受堅硬物體的小小撞擊。如果向玻璃窗扔一顆棒球的話，玻璃很容易破碎，幾乎不會有任何組裏。但是，如果想要壓碎一個玻璃球，就需要很大的力量。
玻璃在地球上之所以會呈現出這樣的特性，是因為在地球的環境下不可能從玻璃的成分中把水抽離。就算在乾燥的沙漠當中，水也是無處不在的。就是這些水導致了“水解弱化”（hydrolytic weakening）現象的產生，也就是說，由於玻璃分子中水的存在，導致矽酸鹽和氧之間的粘合力弱化了。這樣就產生了一種我們叫做“玻璃”的透明易碎的物質。雖然玻璃有很多用處，但是並不具備建築材料所具備的特性。
簡而言之，在地球上，我們不會用玻璃來建造房子。
但是在月球上就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月球上沒有空氣，也沒有水分會影響矽酸鹽與氧的粘合。這樣的環境下生產出來的玻璃，強度幾乎是同樣環境下鋼的強度的兩倍。實際上，哈佛大學和其他幾所大學的科學家曾經發表論文說，月球玻璃是修建圓頂月球基地的理想材料。
我們想說的就是，在我們提出這種觀點之前，早就有人提出了這種概念。實際上，如果阿蘭謝帕德在月球上的那一杆高爾夫擊中了一塊玻璃，那麼高爾夫球就會向橡皮球一樣被反彈回來。只有持續不斷的高速流星雨才能將這一宏大的建築侵蝕成為我們今天所看到的樣子。
試想，如果我們有一天重返月球，卻用同樣的玻璃重建億萬年前別人已經修建過的穹頂，該有多麼諷刺啊。
而至於第一個問題，是霍格蘭開始構想玻璃穹頂理論之初就在討論的問題。一開始，霍格蘭就想給這些宇航員“有利判決”（benefit of the doubt，在全部證據不足的情況下給予的有利判決）。早些時候，霍格蘭和米切爾在節目中進行辯論之後，霍格蘭就想到，也許在金色面罩的過濾下，這些遺跡在宇航員看來很可能是非常模糊的。
這些面罩的目的是保護宇航員免受強烈紫外線照射，但是霍格蘭還需要對其相關的光學特性進行檢查。
考慮到大部分宇航員一開始都否認曾經看到霍格蘭在月球圖片中看到的結構，霍格蘭推斷這些面罩很可能會阻擋月球遺跡發出的光線。在這種情況下，阿波羅任務的宇航員很可能在不知情的情況下，按照命令在相關地點進行拍攝，而特製的底片在返回實驗室之後會經過適當處理，這樣NASA的高層人員就能看到他們早就知道，而又想要看到的內容了。
但是在此期間，霍格蘭雖然找到了有關金色面罩的說明書，卻發現說明書上的面罩完全是另外一種面罩。
但是，我們卻發現這些金色面罩會加強光譜中的藍紫光，而不是過濾掉玻璃遺跡發出的光線光譜（彩圖6、圖4-45） 。
也就是說，宇航員根本不可能看不到這些發著藍紫光的建築，更何況這些建築就在他們周圍。這樣的話，他們的否認辭令裏還有事實可言麼？難不成他們看到這些遺跡之後，又不知怎麼的，全部都忘了？
在早期一個低調的調查當中，一個NASA的內部人士向霍格蘭和約翰斯頓證實，所有的阿波羅宇航員返回地球向NASA彙報情況的時候，都會接受催眠。表面上看，像是幫助他們更加清楚的會議在月球上的所見所為。但實際上，更像是要讓他們忘記這些經歷。看一下從阿波羅退役的宇航員就知道了。比如阿姆斯壯，返回之後基本上就像人間蒸發一樣，成了一個隱士。除了本章開始是提到的阿蘭比恩之外，至少還有兩個宇航員掙扎著想回憶他們的經歷。
在巴茲的第二本自傳《重返地球》（Return to Earth）中，巴茲詳細敍述了他在70年代早期接受的一次採訪過程。在加州帕姆戴爾（Palmdale）的基瓦尼俱樂部（Kiwanis Club）時，有人問了一個非常簡單的問題：“在月球上是什麼感覺？”就在一刹那，巴茲就一陣心慌，而且他越想回憶，情況就會更加惡化。最後，他不得不中止採訪，走下講臺。但是剛剛走進俱樂部後面的小巷中時，他就變得非常虛弱。
巴茲一直試圖回憶阿波羅11號任務的記憶片段，但是直到最近幾年才微微有些起色。1999年，他在接受Salon.com採訪時，如是說：
 
“我試著回答，”他神色疲憊的說，“我說 感覺很棒，很有成就感。任務進展良好，我們的訓練讓我們準備的非常好。
“然後人們就說 不不不，我們問你月球上感覺怎麼樣？ ”這時候他開始發火了，“我的老天啊，我不知道！我就是不知道！從我離開月球的那天開始，我就被這個問題搞得心力交瘁了！”
 
後來，他講到了在隔離期間，他和阿姆斯壯觀看自己太空漫步錄影帶的情景。
 
巴茲輕輕地說：“我們看錄影的時候，我還記得我轉頭跟阿姆斯壯說 看啊，我們錯過了所有的東西 。”
 
巴茲並不是唯一一個想找回自己月球經歷的人。阿波羅12號的指揮官，彼得康拉德也被同樣的問題搞得心煩意亂，到後來乾脆用同樣的回答去應付，每次的回答都是“超棒的！非常享受那種感覺！”
這些故事都證實，那次深度催眠的目的是讓宇航員忘掉他們在月球上所看到的景象。而且這種猜測還從另一個宇航員身上得到了印證。在霍格蘭與米切爾的辯論當中，米切爾說了這麼一段話：
 
“每次有人問我 在月球上感覺如何 時，作為一個超級理性主義者和哲學博士，我真的不覺得這是個恰當的問題。如果你問我我在月球上幹了什麼，或者在月球上想了什麼，我有可能還有答案。但是我感覺如何？我真的不知道。於是我開始思考這個問題。起先，我很生氣，因為我不知道該怎麼回答這個問題，但是後來我就問我自己， 我是不是應該知道自己在月球上感覺如何呢？
“於是我就找到了幾個好朋友，珍休斯頓（Jean Houston）醫生和他的丈夫鮑勃馬斯特（Bob Master），求他們 幫我找到在月球上的感覺 。於是我們開始探索我1972年返回後的內心經歷，並發展成25年的努力尋找。”
 
在《探索者之路》（The Way of Explorer）一書中，米切爾也提到了尋找漫步月球的“真實感受”所經歷的絕望搜尋，這一刻本應該永遠印刻在所有宇航員的大腦裏，終生不忘，但是卻沒有。
這是米切爾的自白。我們有這個人的照片，照片上清楚地現實，他就站在破碎的深藍色月球玻璃下，在他頭頂像個巨大的華蓋。可是這個人卻不知道看到這樣的奇跡是什麼感覺。（彩圖5）
米切爾非常痛苦，最後找到專業的催眠師來幫助他回憶！
但是卻根本不起作用。
據珍休斯頓身邊的專業助理說，每次休斯頓催促米切爾“試著回憶在月球上行走是什麼感覺”的時候，米切爾就會不停地轉移問題，一直說“這不重要，繼續問下一個問題”。
實際上，在所有這些案例當中，宇航員能夠一字不差地背誦他們參加任務的“所有細節”，就算在幾十年後，也能記清楚每一分鐘的任務計畫和技術細節，但除此之外的事情卻基本忘記了。也就是說“白紙黑字的”責任與義務他們記得非常清楚，但主觀的記憶和所做的觀察卻消失不見了。
所有，就算我們現在知道他們肯定看到了月球上的水晶高塔，也不能把阿波羅宇航員看作是“騙子”。因為他們自己都在掙扎著回憶，然後“通過某種方式”告訴我們NASA官方圖像上的內容，告訴我們他們在月球上的真實經歷，但就是莫名其妙地“忘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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